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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新解


朱学平

【摘要】在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本。由于学界对布鲁诺·鲍威尔和

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的了解不多，从而对两人围绕犹太人问题而发生的这场政治哲学争论茫然无知。本文在揭示鲍威

尔 《犹太人问题》的共和主义和马克思在写作 《论犹太人问题》之前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对 《论犹太人问题》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该文实际上是马克思对当时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领袖的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共和主义

的一个深刻批判，其目的是彰显共和主义政治之不足，以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引向新兴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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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发展中，批判亦师
亦友的布鲁诺·鲍威尔的 《论犹太人问题》具有

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这篇早期名文中，马克思第

一次公开、明确地提出了人的解放和政治解放之

间的根本区分，指出政治解放不是人的真正的全

面解放，从而使自己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超出

政治解放的视域，实现了从政治批判向社会批判

的重大转向。

对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关系的研

究，向为国内外学界的冷门。对马克思与鲍威尔

之间思想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如此。这一方面的专

著，最重要的仍为兹维·罗森的 《布鲁诺·鲍威

尔和卡尔·马克思》，可惜他根本就没有触及马

克思对鲍威尔的 《犹太人问题》的批判。①近年

来英美学界较为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牛津大

学的戴维·利奥波德教授，他在其 《青年马克

思》一书中花了８０多页的篇幅从政治哲学的角
度出发来讨论鲍威尔的 《犹太人问题》以及马克

思对鲍威尔的批判。②国内学界也开始注意到要

在理解鲍威尔原意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客观、公

正地看待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③

由于对鲍威尔和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缺少研

究，国内学者一般从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的

文本出发，将其理解为一个针对西方现代自由主

义的批判。实际上，这种理解是很成问题的。如

果马克思只是批判自由主义的话，那他为何要选

鲍威尔作为批判的靶子？毕竟，霍布斯、洛克、

康德等人是更加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是更好的批

判对象，而鲍威尔本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

者！相反，和马克思一样，鲍威尔恰恰在 《犹太

人问题》中对法国在犹太人问题上所采取的自由

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此看来，马克

思的 《论犹太人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

一些。

为了弄清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的真实含

义，有必要理清如下几个问题：１）鲍威尔 《犹

太人问题》的基本政治哲学观点，即共和主义；

２）马克思在撰写 《论犹太人问题》之前政治哲学

的发展；３）《论犹太人问题》对鲍威尔的批判。

一、鲍威尔 《犹太人问题》中的共和主义

《犹太人问题》是鲍威尔从宗教批判转向政

治批判后于１８４３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
的产生与当时的现实背景有一定关系。众所周

知，犹太人作为欧洲的少数民族历来遭受所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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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歧视。在１８世纪的德国，不少地方禁止犹太
人居住。在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也被视

为外国人，居住地和人口受到严格控制，并且可

以随时将其赶走。经济上，犹太人须承担沉重

的、歧视性的税赋，并且还被排斥在特定的经济

活动之外。后来，在受到拿破仑的影响之后，德

国一些邦开始立法，放松对犹太人的管制。在普

鲁士，最重要的是 “１８１２年敕令”。该敕令通过
在接受德国人的姓氏和商业记录的前提之下废除

特别税以及赋予犹太人 “本地人”的地位，给予

犹太人一定的平等权利，① 但这只是战时的权宜

之计，战后即被逐渐废除。政治上，犹太人不能

担任公职，这一限制在１８１５到１８４８年间一直有
效，因此，犹太人要参加公共事务，甚至担任大

中小学教师，唯一办法就是改变其宗教信仰，皈

依基督教。② 德国学界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

始于克里斯提安·威廉·多姆于１７８１年出版的
《论犹太人市民状况的改善》，但直到１８４０年代
初，这一讨论 （尤其是在普鲁士）才又重新热烈

起来。鲍威尔此文正是本次讨论的产物，并在短

期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回应。

鲍威尔基于当时德国和法国的现实经验，对

犹太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德国犹太人想

要的解放是获得与占主流地位的基督徒同样的公

民和政治权利。这种解放可以由两种途径获得，

即利奥波德归纳的鲍威尔在 《犹太人问题》中反

对的三种解放策略中的前两种：“改教策略”和

“扩权策略”。③ 所谓 “改教策略”，指的就是犹

太人通过改信基督教而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公民

权和市民权利的策略。这是当时犹太人最为切实

可行的获得平等权利的办法。马克思的父亲就是

通过这种办法而涉足律师行业的。所谓 “扩权策

略”，指的是当前的基督教国家将其大多数人

（即基督徒）所享有的特权扩展到作为少数人口

的犹太人身上。这是当时的犹太人所期盼的，也

是他们想要努力争取到的。但实际上，在 “１８１２
年敕令”颁布后，随着复辟时期的来临，直至

１８４０年代初期，犹太人解放的这条道路可谓举
步维艰，无甚进展。然而，这条道路却是犹太人

最终获得解放的根本途径，他们在１８７１年获得
的正是这种解放。此外，鲍威尔还批判了法国人

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即利奥波德所言的 “法

国策略”：通过建立宗教上中立的国家来实现所

有人的市民和政治权利的一律平等，宗教遂成为

个人的私务。当时不少德国人也希望采取这种办

法 （如同为黑格尔左派的卢格）。④这种办法，显

然是自由主义解决宗教纷争的基本模式。与德国

状况相比，法国策略要进步一些，因为它在法律

层面上对犹太人问题作出了解答。然而正如鲍威

尔 （以及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

的，在社会生活层面，法国人并不能真正做到对

宗教保持中立。当时，在宗教领域真正实现了中

立的只有美国，对此，鲍威尔未曾论及，马克思

则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了这一点。

鲍威尔从他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哲学的基本立

场出发，对上述德国犹太人的两种解放策略和法

国实践进行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从黑格

尔精神哲学直接发展而来，然而更加强调主体性

即自我意识的方面，由此出发对黑格尔的精神哲

学进行改造。鲍威尔接纳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维

度，历史的发展被他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发展，在

宗教批判的语境下，不同的宗教形式 （犹太教、

基督教；旧教、新教等）即为自我意识发展和进

步的不同阶段，亦即为自由和普遍理性的发展的

不同阶段。鲍威尔与黑格尔一样，强调主客体的

同一，其宗教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出隐藏在宗

教意识背后的主体性，以实现宗教的主观化，消

除宗教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到１８４１年，鲍威尔
开始由批判基督教进一步转向批判基督教国家，

倡导无神论和革命，以建立完全消除了宗教异化

并且实现了自由意识的自由的理性国家。

随着鲍威尔由单纯的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

判，作为历史发展之遗物的宗教 （无论是犹太

教，还是基督教）就具有了现实的实践意义。在

鲍威尔看来，尽管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自我意识

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在普遍性的程度上存在

差异，也就是说，与犹太教相比，后产生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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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更加普遍，但是就其坚持自己的特殊性、独特

性而言，它与犹太教并无根本差异，因此也就与

犹太教一样具有排他性。这样，无论是犹太人，

还是基督徒，尽管表现各异，但骨子里都在现实

领域中要求自己特殊性的永恒存在，坚持各自的

特殊利益，而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普遍性、共通

性，即自由和人性，从而否认他们的普遍利益。

正是由于对于各自拥有的特殊性 （即特权）的坚

执，犹太人和基督徒陷入异化的存在之中。

鲍威尔在宗教和国家的关系的视域下来理解

犹太人 （以及基督徒的）的解放问题。他要求实

现人的解放，即要求将人从宗教的异化和奴役下

解放出来，实现人的普遍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

完全结合。对鲍威尔来说，这是一种所有人都扬

弃了异化的、完全自由和普遍的存在状态，鲍威

尔称之为 “真自由”。① 鲍威尔以此与黑格尔的

伦理国家区分开来。在黑格尔的伦理国家中，并

非所有人，而只有微乎其微的少数精英人士才能

达到对于精神的把握，获得真自由。而鲍威尔则

认为所有人皆能扬弃包括宗教异化在内的一切异

化，获得完全的自由。

鲍威尔从对人的解放的这种理解 （“真自

由”）出发，反对德国犹太人想要实现其解放的

两种策略，即 “改教策略”和 “扩权策略”。因

为犹太人解放的这两种方式本质一样，只不过方

向不同。换言之，无论是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以

获得与基督徒平等的市民和公民权利，还是将作

为大多数的基督徒的权利普及到犹太人身上，都

是以基督教国家为自明的前提，根本没有触及人

在基督教国家之下的异化存在这一基本问题。不

仅如此，鲍威尔还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两种解放模

式必然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犹太人由于其民族

精神的顽固性，定会坚持其犹太性，无论是改信

基督教还是获得公民权，他们都不会放弃；另一

方面，基督教同样会坚持其自身的立场，而不会

承认现实中的犹太人。鲍威尔指出，在犹太人和

基督徒对其特殊性、独特性的坚执背后，实为他

们对他们各自拥有的特权的坚持。基督教和犹太

教之间的对立，根本在于他们各自坚持的特权之

间的对立。

信仰是最普遍的、因此也就是最排他的特权

……如信众的那个奇异民族 （即基督教团体———

引者）一样，以色列民族也自诩拥有一种特殊的

特权。一项特权与另一特权对立：其一排斥其

二。基督教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照顾这些特

权，将其体系建立在这些特权之上。犹太人认为

其本质为一项特权：因此它在基督教国家中的唯

一可能的地位就只能是一种特权地位，它的存在

也就只能是一种特殊团体的存在。②

可见，对鲍威尔来说，在基督教国家前提之

下的所谓犹太人的解放，仅为完全不触及人的自

由本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此时人的异化 （无论

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的异化）完全未曾涉及，只

有人的特殊性、特权得到坚持，人的普遍性、普

遍人权丝毫没有得到考虑，解放只是徒有其表。

犹太人仍为犹太人，基督徒亦为基督徒，两者一

仍其旧，均无实质改变，两者之间的对立仍在，

无可通约。

对鲍威尔来说，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

人，真正有意义的解放，是人的解放，人的异化

的全面扬弃。这只有在自由和普遍人性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实现。只有在此基础上，每个人———无

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才会扬弃他们各自

的特殊性、特权，在普遍人性中重建新的国家。在

这种意义上，犹太人的解放就是普遍的人的解放：

只有当犹太人不是作为犹太人———也就是

说，不是作为总是外在于基督徒的本质———得到

解放，而是只有当犹太人自己成为人，不再通过

任何虚假的、被认为是本质的限制与他们的同类

分开时，他们的解放才以一种根本的、富有成效

的和可靠的方式成为可能的。③

理所当然地，这也是基督徒获得真正解放的

方式。因此，无论是犹太人的解放，还是基督徒

的解放，其前提均为经历鲍威尔批判哲学的批

判：“不经历批判之火，什么都不能进入已然临

近的新世界。”④

鲍威尔批判的彻底性，必然导致他反对所谓

的 “法国策略”，或者说宪政自由主义的解放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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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鲍威尔将法国模式称为 “中庸之道” （ｊｕｓｔｅ
ｍｉｌｉｅｕ），予以抨击。他指出，法国七月革命废除
了国教，实现了国家和宗教的分离，使得公民和

政治权利的享有脱离了宗教的束缚。① 尽管如

此，犹太人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但是它 （犹

太人的解放———引者）还不是现实的———无论在

法律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如此。”②也就是

说，在鲍威尔看来，自由主义只在原则上、理论

上中剥夺了基督教的统治权力，然而在法律中，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所信奉的基督教仍然占

据主宰地位。

法国法律规定以基督徒的节假日为法定假

日，即为这种主宰地位的简单实例。犹太人不得

不庆祝星期日和其他基督教节日，他们必须按照

基督教即法国多数人的宗教戒律行事。③基督教

的公开统治被废除了，但是它又换了一副面目重

新登场，此时其统治更加隐秘，也更加稳固。因

此鲍威尔这样评价自由主义 （“中庸之道”）的

解放策略：

中庸是对基督教国家、宗教和教会特权、宗

教的一般统治的反动，但是它并不认为所有人都

赞成自由而反对宗教限制：它只能是半途而废，

因为它只是宗教中的启蒙，而不是摆脱了宗教和

特权的自由：由于它不承认宗教的真正的、排他

性的权利，因此它推翻的独占，它又会再次在一

种粗糙的、无法无天的形态中加以恢复。④

在鲍威尔看来，自由主义之所以在理论和实

践上不一致，根本原因在于它不够 “极端”，不

够彻底，不能彻底抛弃大多数人的基督教信仰

（实为不能抛弃其特殊性），而进入真正自由和人

性之域。

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鲍威尔仅

在宗教的意义上谈论犹太人的解放，利奥波德的

理解也如出一辙。⑤ 实际上，鲍威尔在 《犹太人

问题》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同样涉及宗

教以外的其他领域。鲍威尔清楚意识到，宗教并

不足以解释一切，相反，他和马克思一样明确意

识到宗教异化、宗教偏见的世俗基础：

社会等级的分离，拥有特权的人们与没有特

权的人们之间、或是特殊的优惠权利彼此间的分

离，以及由此而来的犹太人经历的压迫，这些都

用纯粹宗教的理由或是用一般的宗教理由进行解

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是在人们不乏卓

越的启示而相信并且可以相信信仰的中世纪，当

城市及其行会排斥或者迫害犹太人，或是互送或

者自己赠送禁止犹太人入内的特权时，就不仅为

了宗教利益，而且同时也为了同业公会和行会的

利益而行动。宗教偏见同时也是行会偏见，宗教

特权不过是市民特权的超尘世的证明而已，宗教

的排他性就是市民的和政治的排他性的前提、原

型和理想。

人还没有纯粹为了宗教而干出了什么历史性

的事情，从事过远征，或者打过仗……在所有的

宗教发展、活动、战争、悲剧、行动中，都是政

治利益或者政治利益的反映，或者是政治利益的

最初行动，规定和引导着人类。⑥

因此，所谓的宗教异化只不过是尘世异化的

间接表达：

这个彼岸世界只不过是抬高到彼岸的世界，

即人类利益的自我异化了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形

象就是人类社会的想像的安排，其反对异教的斗

争不过是强行地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将世俗利益的

理解带到这个幻想的世界之中。⑦

换言之，宗教异化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

象，尘俗世界用它来为其私利即特权、优先权利

进行掩饰和辩护，为其染上神圣的色彩。在宗教

异化和社会政治异化之间，后者更为根本。

宗教偏见是市民和政治偏见的基础，但是这

个基础是市民和政治偏见———尽管无意识地———

给予它自己的。市民和政治的偏见是核心，宗教

偏见只不过把这个核心裹藏起来，保护起来而

已。⑧

也就是说，不同的宗教派系、从而不同的宗

教异化和宗教争论的背后，根本上就是各种宗教

派别对于自己的特权———这种特权首先是市民社

会和政治的特权，而非宗教特权———的坚持和纷

争。鲍威尔讨论犹太人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要铲

除现存社会中的各种特权，这些特权有宗教方面

的，更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犹太人的解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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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

消除现存国家所有特权为前提，犹太人问题只是

这一普遍问题的一个部分而已。鲍威尔一开始就

指明了这一点：

如果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的态度植根于基督

教国家的本质之中，那么只有在全然改变基督教

国家的本质的前提之下，犹太人的解放才是可能

的……也就是说，犹太人问题只是我们这个时代

致力于解决的重大而又普遍的问题的一部分。①

因此，正如加拿大著名学者、鲍威尔专家莫

格奇所言，鲍威尔此著实为一部批判和试图消解

特殊主义的著作。② 犹太人问题只是遍布于普鲁

士国家之中的特殊主义的一个表征。各种不同的

教派和人群，各居于自己的洞穴中，因坚持各自

的特权而遭受普遍的专制。鲍威尔批判的特权，

既有像犹太教、基督教这样的属于市民社会领域

的特权，同样也有像政治和法律这样的属于国家

领域中的特权。这就是鲍威尔不仅反对像普鲁士

这样的基督教国家，而且也反对像法国这样的自

由主义国家的原因。前者公然维护基督徒的特

权，后者虽然在理论上反对这种特权，然而却在

实践上、生活中继续维护这种特权或者其他社

会、政治特权。鲍威尔的要求是，破除包括宗教

在内的一切异化，建立一个所有人都扬弃了一切

异化的真正自由的人性国家。

莫格奇指出鲍威尔 《犹太人问题》的基本观

点为共和主义，并且是一种极其严格的共和主

义。③ 这是极其中肯的判断。首先，鲍威尔的观

点是共和主义的。即是说，鲍威尔试图超出以特

权、特殊的私人利益———换言之，当时青年黑格

尔派共同批判的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

义，他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赋予包括犹太

人在内的所有人以普遍人权，鲍威尔将此普遍人

权理解为 “公民权”，即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权

利。④ 其次，莫格奇说鲍威尔的共和主义是严格

主义的，是 “共和主义的严格主义”，其意为任

何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或其他人

———要获得普遍人权，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前提是扬弃一切特殊性、一切特权，亦即一切异

化，以达到完全的自由。⑤

由此看来，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对

鲍威尔的批判，即鲍威尔只谈政治解放，不谈人的

解放的说法，实际上是颇为费解的。莫格奇指出：

当马克思从其新获得的社会主义视角出发在

犹太人问题上向鲍威尔发起挑战时，指责鲍威尔

只寻求政治解放，而不寻求真正的人的解放；但

这是对 （鲍威尔的）共和主义的错误解释。鲍威

尔同样将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之间的区别作为他

自己的著作的根本，并将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视为

历史改造的方面。⑥

换言之，鲍威尔和马克思一样追求人的解

放，而不仅仅是政治解放，他同样想要消除社会

领域的异化，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而不仅仅是

部分的解放。就此而言，莫格奇所言不虚。然

而，马克思作为鲍威尔的好友，不大可能误解鲍

威尔。因此，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应当具有更

深的意蕴。只有结合马克思此前政治思想的发

展，《论犹太人问题》的真实含义才能揭示出来。

二、马克思早年政治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从１８４２年开始真正转入现实政治批
判，１８４３年从 《莱茵报》辞职后，于是年夏对

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批判的结果是彻底改变

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使他由政治批判转向市民

社会批判。

英国学者安德鲁·奇蒂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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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１８４２年的政治观念。奇蒂指出，马克思此
时的国家观接近于卢格的基本观点，即它一方面

大体上接受了黑格尔对于国家本质的基本理解，

另一方面又接纳了卢格对于黑格尔国家观的共和

主义改造，强调国家为各个个体的行动的产

物。① 换言之，此时的马克思从精神上接受了黑

格尔对于国家的本质规定，即国家为一有机的、

活生生的伦理整体，但是同时又反对黑格尔设想

的君主立宪制度 （以及普鲁士的君主制度），而

想将其改造为共和制。这种观点是马克思 １８４２
年开始转入政治批判时即具有的。是年３月５日
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说：

我为 《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

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

章的主要内容是同立宪君主制这个彻头彻尾自相

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一
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②

这段话纲领般地揭示了马克思用共和主义的

政治思想改造黑格尔政治哲学和普鲁士现实政治

的根本用心。

正如奇蒂所言，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的绝大多
数政论文章均坚持了这一取向。和 《犹太人问

题》的鲍威尔一样，马克思强调通过公民参与来

消除特殊性、特权和利己主义在当时社会生活各

个领域中的统治。与鲍威尔的关注焦点集中于宗

教领域不同，马克思 《莱茵报》时期主要集中于

新闻出版自由和议会讨论的公开。③ 马克思对普

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反对的是普鲁士行政

当局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垄断和特权，对普鲁士等

级议会制度的批判则是反对诸等级的利己主义和

特殊性，试图以公民精神和普遍利益取而代

之。④ 就此而言，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和

１８４３年的鲍威尔的工作在运用共和主义反对特
权和利己主义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只是着力点不

同而已。

然而另一方面，与鲍威尔相比，马克思这一

时期的国家观更多的是依赖于黑格尔的政治哲

学，强调国家为一个有机的伦理共同体，⑤ 因而

仍处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阴影之下，主体性的维

度尚未充分发挥出来。１８４３年夏的 《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 （以下简称 《批判》）标志着马克思

的政治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马克思

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将费尔巴哈对宗教和形而

上学的批判运用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实现人的

异化的全面扬弃和人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 １８４３年 《批判》的主旨和鲍威尔

１８４３年 《犹太人问题》的主旨完全一致，都是

对人的解放问题的一个思考。两者还有另一共同

点，即都是在政治解放的视域下来思考人的解放

问题。用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的话来说，都

是将人的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两文的差别在

于，鲍威尔批判的是宗教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

特殊性，马克思则以现代宪制 （抽象的政治国

家）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我们首先对 《批判》

进行分析，再来比较鲍威尔和马克思两人 １８４３
年政治观点之同异。

马克思１８４３年的 《批判》在很大的程度上

可以视为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在政治领域的一个

扩展和应用。正如费尔巴哈通过其 “改造性方

法”将现实的人类存在从宗教神学的统治下解放

出来一样，马克思在 《批判》中试图通过对费尔

巴哈的 “改造性方法”的运用，⑥ 将现实的

“人”、“社会”从现代的抽象政治国家的奴役下

解放出来，以消除人的政治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真实地表

达了现代人的异化存在，其所阐述的市民社会和

政治国家的二分即为这种异化的鲜明体现，并且

表现了现代世界的一般状况。马克思指出：

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

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

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政治领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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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ＡｎｄｒｅｗＣｈｉｔｔｙ， “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ｘｏｆ
１８４２”，ｉｎ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ｏｇｇ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ｐ２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２３页。

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ｏｇｇ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ｐ２３２．

马克思在离开 《莱茵报》前不久曾经明言 《莱茵报》

宗旨是 “试图唤起每个等级去反对自身的利己主义和局限性，

它处处都把公民的理性同等级的非理性，把人类的爱同等级的

仇恨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２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２１７、２２８、４２６页。
关于 《批判》中的 “改造性方法”，参见 ［美］奥马

利：《卡尔·马克思的方法论》，姚远译，马芳晨校，《金陵法律

评论》２０１２年春季卷，第１５６—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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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惟一的国家领域，是这样一种惟一的领域，

它的内容同它的形式一样，是类的内容，是真正

的普遍东西，但因为这个领域同其他领域相对

立，所以它的内容也成了形式的和特殊的。现代

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君

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备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异

化在它自己领域内的否定。①

这段话集中表达了 《批判》的问题意识。马克思

将政治异化与宗教异化相提并论，将抽象的政治

国家 （政治制度）与人民生活 （市民社会）的

关系比作此岸和彼岸、尘世和天国的关系。这种

类比的成立依赖于人的实际存在与其本真存在之

间的分离：在宗教生活中，人的尘世存在是现实

的，然而是不真的；天国的存在是本真的，然而

却不是现实的。同样，在现代世界中，人民生活

的实际存在 （市民社会）只是人的私人存在，是

人的非本真的存在；国家 （公共生活）构成了人

的本质、本真的存在，然而却是人民所不能进入

的。人的实际存在 （作为私人）与其本质 （作

为国家的一员，即公民）之间的这种分离，构成

了现代人的政治异化。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政治异化的本质，

即政治领域本身的特殊化。他指出，本来政治领

域是 “类的内容”，是 “真正的普遍东西”。显

然，这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类哲学的基础上重构

其对政治和国家的理解。对马克思来说，真正意

义上的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抽象国家，而是摆

脱了其自身的抽象性、特殊性，从而实现了真正

普遍性的类生活、“真正的民主制”②。反之，现

代国家使自己成为一个与其他领域、市民社会相

对立、相分离的特殊之物、形式之物。政治国家

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导致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

政治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统统成为特殊领域，

各领域 （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市民社会）均

坚持自己的特殊性、特权，而反对普遍性、共通

性。此为现代人的异化的实质。

与１８４２年相比，马克思在 《批判》中明确

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政治观点是将共和制和君主

制等量齐观。《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基本上赞

成共和制，反对君主制。《批判》不再将君主制

和共和制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一同视为现代抽

象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

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争论始终是抽象的国

家范围内的争论。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国家形式

范围内的民主制……在北美，财产等等，简言

之，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

样，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因此，那里的共和制

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③

这段话明确表达了马克思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

共和制度的不满，认为它在本质上与普鲁士的君

主制并无二致，都只是一种抽象的现代国家形式

而已。由此，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从之前对普鲁士

君主制的批判发展为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的一般批

判。

因此，《批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消除

因为现代抽象的政治国家的出现而造成的人的异

化，这种异化的具体表现即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的特权、特殊化和利己主义，这种特殊化、利己

主义不仅出现在市民社会、宗教等非政治领域，

而且也出现在黑格尔所言的普遍性领域即国家之

中，并且构成了它的本质。显然，这种异化的扬

弃———人的解放———在于将人从这种普遍存在的

特权、利己主义当中拯救出来，既要消除国家和

政治领域的异化，也要消除其他非政治领域的异

化。换言之，既要实现政治解放，也要实现市民

社会的解放。

对马克思来说，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个表面

上互相分离的领域的异化，本质上是内在相关

的。《批判》先后对现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

间的分离的原因做出了几种不尽相同的解释，要

么将这种分离归结为私人领域充分发展的结

果④，要么视为法国大革命的产物⑤。无论何种

解释，其中共同的一点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

的分离是现代的产物，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

个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现

代人的异化问题的解决是全面的，即它必然是政

治异化的和市民社会异化的同时解决，而不仅仅

是单独某一方面的解决。

由于异化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

分离，因此异化的扬弃也就在于消除这种分离。

对此，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途经可以选择：一是追

７

①②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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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消除高高在上的政治天

国，以期实现异化的完全扬弃；二是从市民社会

本身着手，铲除政治天国赖以产生的尘世土壤，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目的。《批判》走的是

前一条道路，《论犹太人问题》走的是第二条道

路。

《批判》试图用 “民主制” （马克思称之为

“真正的民主制”）取代现代的抽象政治国家，

不论这种国家是普鲁士的君主制国家，还是北美

的共和制国家。马克思所言的 “真正民主制”与

现代抽象的政治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在

“真正的民主制”下，人民走出了狭小的私人领

域，全体进入国家的政治领域，换言之，所有人

皆为公民，国家为人民自由活动的产物；反之，

在现代抽象的政治国家之下，人民只是私人，受

制于高高在上的政治国家。马克思用君主制和民

主制之间的对比，揭示了真正的民主制与现代国

家制度之间的这种本质区别：

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的

一种存在方式，即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

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

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

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

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

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

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

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

自己的作品。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

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也许有人会说，在某种意

义上，这对于立宪君主制也是适用的。然而民主

制独有的特点是：国家制度在这里毕竟只是人民

的一个定在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构成国家。①

换言之，在现代的国家制度中，人民是不自

由的，是他律的，遭受抽象的政治国家的宰制，

而在马克思所言的民主制中，人民自己的活动即

为国家的活动，因而是自由的和自律的，国家是

人民自由活动的产物。因此，在现代国家中，国

家制度是主体，人民是客体；而在民主制中，人

民是主体，国家是人民自由活动的对象化。所以

马克思说：“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

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

的人。”②在人民成为公民、参与政治即国家活动

的情况下，现代抽象的政治天国不再存在 （“在

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③）。在马

克思看来，抽象政治国家的消除也同样就是同样

抽象的市民社会的消除：

历史任务就是国家制度的回归，但各个特殊

领域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私人本质将随着国家

制度或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政治

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是要肯定这些特殊领域自身

的异化。④

无论是对王权的批判，还是对行政权和立法权的

批判，《批判》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一主张。

马克思在 《批判》的最后部分，即在对立法权的

批判中，明确指出，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

分离的根本在于人民真正成为国家成员，实际参

与国家事务⑤，其具体而切实的表现就是参与立

法权⑥。因此，解决现代人的异化的根本就在于

选举制度的改革，通过实现普选，政治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即随之消除：

通过不受限制的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

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

真正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但是，这种

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选举改革

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这个国家解

体，但同时也要求市民社会解体。⑦

可见，尽管 《批判》批判抽象的现代的政治

国家和制度，但它对人的异化问题的解决仍然着

眼于政治，只不过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超出了现

代政治视域之外的民主政治。因此，《批判》同

样是在政治视域之下思考人的解放，换言之，

（如 《论犹太人问题》所言）将人的解放理解为

政治解放。因为对 《批判》的马克思来说，市民

社会的异化的扬弃取决于抽象政治国家的扬弃，

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即可领会到，尽管马克

思１８４３年的 《批判》和鲍威尔１８４３年的 《论犹

太人问题》批判对象不同 （前者指向现代国家制

度，而后者针对宗教），但两者的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思路则是完全一致的，即它们的问题都是人

的解放问题，并且都是通过政治解放来实现人的

解放。不仅如此，鲍威尔对法国自由主义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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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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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之道”的批判和马克思对现代政治国家的异曲

同工的批判，表明两人对政治解放的理解也基本

一致，即它们所言的政治解放均非现代的自由主

义的政治解放，而是以政治参与为核心的共和主

义的政治解放。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马

克思在 《批判》中将他所言的 “真正的民主制”

与现代政治制度 （君主制和共和制等）进行了根

本划分，但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不再

坚持这种划分，从而表明 《批判》所言的以政治

参与为核心的民主制与现代法美的共和制并无本

质区别。

《批判》的设想只是临时的。众所周知，马

克思后来说他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到的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著名结论。① 实际

上，这是 《批判》的一贯思路的完全颠倒。可以

推断，马克思正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

中，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

审视的结果是彻底推翻了他自己在 《批判》中对

二者之间关系的根本预设。“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这一结论并没有出现在 《批判》之中，是马克思

在 《批判》手稿写成之后得出的。马克思如何得

出这一结论，有待另文详述。这里仅指出，这种

转变发生在 《批判》手稿完成之后、１８４３年 ９
月致卢格的信之前的这一时期。随着这一结论的

得出，马克思本人的政治观点遂由之前的共和主

义转向了社会主义。马克思政治观点的这种重大

转变最先在１８４３年９月给卢格的信中表达出来。
在此信中，马克思明确谈到 “私有制的消灭”和

“社会主义”②，表明其关注的焦点已经由之前的

国家制度转向了市民社会和私有制，异化扬弃的

根本在于消除市民社会领域的异化，而非政治国

家的异化。《论犹太人问题》则是这种转变的首

次公开、明确的表达。从 《论犹太人问题》中，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知马克思之所以发生这

种转变的根本缘由。

三、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对共

和主义的批判

　　如前述，无论是１８４３年的鲍威尔，还是马
克思的 《批判》，均从政治解放的角度出发解决

人的异化问题，换言之，用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

题》中的观点来说，将人的解放和政治解放混为

一谈。两人所理解的政治解放，并非学界一般理

解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解放，而是以公民权利和政

治参与为核心的共和主义的政治解放。这是理解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基本前提。是故，马克

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将政治的本质理解为共

和政治，将政治解放理解为共和主义的政治解

放，由此出发谈论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

系。《论犹太人问题》既是对鲍威尔的一个批判，

同时更是马克思的一个自我批判。

由此可以明白，马克思何以选择鲍威尔作为

自己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本人由共和主义转向

社会主义之后，需要对青年黑格尔派之前共同拥

护的基本政治观点进行批判，使其进一步向前发

展，而此时鲍威尔正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一

旦鲍威尔的观点遭到清算，则转向自然容易实

现。因此，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发展来看，马

克思和鲍威尔之间的这场争论实为该派的一场内

部争论，争论的关键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到

底应该走向何方？是继续坚持共和主义，还是走

向新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回答简单明了：走

向社会主义！

关键问题是，为何要社会主义，不要共和主

义？换言之，对于马克思 （以及青年黑格尔派）

的目标———人的解放———来说，共和主义的政治

解放到底有何缺陷？对此，《论犹太人问题》从

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政治解放不是人的解放。

鲍威尔和１８４３年的马克思均将 （共和主义

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等同起来。现在马克思

意识到，这是一个误解。两者实际上并非一回事

情。

马克思首先从鲍威尔集中关注的宗教问题出

发进行分析。他考察了德、法、美等国宗教与政

治的关系。由于政治落后，德国仍为基督教国

家，因此批判表现为宗教批判；在法国，由于政

治解放不彻底，因此还存在着宗教对立的外观；

在美国，政治已经十分发达，因而国家完全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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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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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宗教的束缚，此时，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也就不

再有效，因为宗教对立不再存在。然而，对马克

思来说，问题依然存在，即人并没有从宗教中完

全解放出来，宗教在美国各州仍然有效。也就是

说，政治解放可以使国家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

来，但是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

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

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

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

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①

换言之，从宗教领域的角度来说，政治解放

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政治自由也并不就是人的

自由，因为在政治层面上可以实现政教分离，国

家不奉任何宗教为国教，然而公民仍然可能是宗

教徒，人并没有从宗教异化中摆脱出来。马克思

由此推断出政治解放的根本缺陷：

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

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某种限

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

国家。②

这段话包含了马克思从 《批判》转向 《论

犹太人问题》、从共和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根本

原因。这就是，本来马克思在 《批判》中以为通

过 （共和主义的）政治解放即可同时实现市民社

会的解放，现在他发现，原来的想法错了。政治

解放并不能实现 （包括宗教领域在内的）市民社

会的解放，因而不能实现人的完全解放。马克思

接下来就立即指出了这一点：

人对宗教的政治超越，具有一般政治超越所

具有的一切缺点和优点。例如，像北美许多州所

发生的情形那样，一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国家作为国家就废除了私

有财产，人就以政治方式宣布私有财产已被废除

……尽管如此，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

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③

马克思明言，私有财产 “构成了市民社会的

基础”④。因此，这一段话直接触及政治解放和

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里，马克

思一如既往，从共和主义的角度出发，将政治理

解为共和政治 （“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的财产资格限制”⑤），明言政治解放不惟不能废

除私有财产，反而以后者为前提。换言之，政治

解放不惟不能扬弃市民社会，反而以市民社会为

前提。显然，这是马克思对他自己在 《批判》中

的思路的完全颠倒。他在 《批判》中反对市民社

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分，想要通过政治解放消除这

种分离。现在马克思指出，这种分离正是政治解

放的结果，即便是他在 《批判》中倡导的共和主

义的民主制，也难逃这种分离的命运，难免产生

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国家的类生活、尘俗

生活和天国生活、私人生活和公民生活之间的分

裂和对立。⑥马克思由此得出其关于政治解放和

人的解放之间关系的最终结论：“政治解放当然

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

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

的最后形式。”⑦换言之，政治解放只是现有世界

范围以内的最后解放形式，而不是人的彻底的、

完全的解放。

第二，政治解放的悖论。

既然政治解放并非人的解放，相反，正是政

治解放导致了人的异化以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

的分离，那么政治解放的结果和实质又是什么

呢？这是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要解答

的第二个问题。

鲍威尔在 《犹太人问题》中将公民权利的获

得作为犹太人或其他宗教徒获得解放的标志，从

而将普遍人权理解为公民权 （当然，鲍威尔以舍

弃宗教为获得公民权利的前提）。马克思通过对

法美共和革命的探讨，向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

尔派成员表明，政治解放的结果和实质到底是什

么。法美的政治解放，亦即法国和美国革命，使

法国人和美国人获得了公民权，那么它们是否获

得了真正的解放，即人的解放 （鲍威尔所言的

“普遍人权”）呢？马克思通过分析北美诸州的

宪法和法国的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来揭示

“人权”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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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③④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１７０页，第 １７１—１７２页，第 １８４页，第
１７２—１７３页，第１７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按马克思此处所言的
“自由国家 （Ｆｒｅｉｓｔａａｔ）”，即 “共和国”（参见同前页，注①）。

马克思在下文明确提到 “国家……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

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 （见同上，第１７２页），表明了其
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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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是与别人共

同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共同

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

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

利的范畴；而公民权利，如上所述，绝不以毫无

异议地和实际地废除宗教为前提，因此也不以废

除犹太教为前提。另一部分人权，即与 ｄｒｏｉｔｓ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公民权］不同的 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人
权］，有待研究。①

这段话从实践的角度回应了鲍威尔对犹太人

问题的解决。鲍威尔将人权理解为公民权，以废

除宗教作为获得公民权利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

都是成问题的和不切实际的。实际的情况是，人

权包含了公民权和人权 （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两个
部分，前者是公民的政治权利，而后者就是市民

社会成员的权利。

所谓的人权，不同于 ｄｒｏｉｔｓｄｕｃｉｔｏｙｅｎ［公民
权］的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人权］，无非是市民社
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

利、同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②

鲍威尔想要消灭宗教，也就是想要消灭所谓的人

权 （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只要公民权利，实际上
是行不通的。这一点从马克思对人权 （ｄｒｏｉｔｓ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的本质的揭示中即可看出来。

在作为政治解放之结果的法国 《人权和公民

权宣言》中，人权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平等、自

由、安全和财产四项，对此马克思逐一进行分

析。第一，自由。按照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自

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

权利”。法律规定了每个人自由活动的界限。马

克思批判指出， “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

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③，也就是说，人是

抽象的人，是从他人、共同体中抽离出来的人，

而不是在 “类”、 “社会”中与他人、与社会实

现了具体的、内在的统一的人，因此自由也就只

能是抽象的个体的自由：

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

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

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

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④

第二，财产权。马克思指出，财产权是自由权的

实际应用，其本质规定为个人 “任意地、同他人

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

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

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

础”⑤。马克思的论述言简意赅，但处处触及财

产权的要害。说 “财产权是自由权的实际应用”，

一方面点明了财产权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自由的根本正在于财产权；由于财产的本质来自

自由权，因此财产权根本而言也就是一种抽象的

权利，“自私自利的权利”。然而正是这种权利构

成了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的基础，因而

正是人的解放问题的核心。马克思最后指出，恰

好是 “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

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⑥。因此，

对马克思来说，根本问题就在于改变这种将私有

财产权视为个人和社会之根本和基础的状况。第

三，平等。在非政治的意义上，平等不过就是自

由的平等，亦即每个人均为相同的独立自在的单

子。第四，安全。马克思说 “安全是市民社会的

最高社会概念”，因为社会的存在就在于保证每

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的安全。安全的目的

是为了维护每个个体的私人利益。

马克思的简明分析揭示了现代人权的真相和

实质，即它不是为了维护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本身

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保护抽象的私人即市民社

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

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

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

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

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

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

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

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

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

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⑦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真实地展示了政治解

放的实质和悖论。和鲍威尔在 《犹太人问题》中

反对宗教对现实生活的主宰一样，马克思曾经在

《批判》中竭力反对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对政治

生活的主宰和侵蚀，试图通过政治解放来消除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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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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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对公共生活的宰制。现在他发现，政治解放不

惟不能消除这种宰制，反而巩固和强化之。他在

国家即政治共同体中找不到他所想要的 “类存在

物”、“类生活”或 “社会”。相反，类生活、国

家成了市民社会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政

治解放并未使国家超出市民社会之上，而是使之

匍匐于市民社会之下，成为为之服务的奴仆。这

就是政治解放呈现出来的根本悖论。

因此，马克思有理由相信，当他自己和鲍威

尔诉诸共和政治以获得人的解放时，定然会落得

和法美的政治解放完全相同的命运：

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

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

段；因此ｃｉｔｏｙｅｎ［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ｈｏｍｍｅ
［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

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

不是身为 ｃｉｔｏｙｅｎ［公民］的人，而是身为 ｂｏｕｒ
ｇｅｏｉｓ［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
上的人，真正的人。①

易言之，马克思在政治解放、公民权利中本来寻

求的是人的异化的扬弃和类本质的实现，然而政

治解放却恰恰完全相反，它所到达的只是处处分

割开来的个体的私人利益，抽象个体的权利和利

益构成了政治解放的最终结果和最高目的。马克

思注意到，在实践中，有时个人权利和政治生活

会陷入极大的矛盾之中②，尽管如此，他深知，

“实践只是例外，理论才是通则”，也就是说，政

治为市民社会和私人利益服务，实为政治的通

则。

第三，对政治解放的悖论的解释。

由此产生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产生政治解放

的这种悖论的原因何在？为何政治解放会造成这

种手段和目的的颠倒？为此，马克思对法国革命

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曾经在 《批判》中论述过中世纪的社

会和政治状况。

中世纪存在过农奴、封建庄园、手工业行

会、学者协会等等；就是说，在中世纪，财产、

商业、社会团体和人都是政治的；国家的物质内

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设定的。每个私人领域都具有

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

也就是私人领域的性质。在中世纪，政治制度是

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

就是政治制度。③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理解马克思在 《论犹太

人问题》中对于法国革命的分析。

与 《批判》不同，《论犹太人问题》完全从

市民社会变化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革命的结果。

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政治革命本质上是 “旧

社会的解体”和 “市民社会的革命”。④旧社会为

封建主义，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即

个人通过隶属于一定的等级或者同业公会而进入

其与 “国家整体”的关系。然而在封建制下，不

同的等级和同业公会自成一体，各自为政，因此

财产和劳动没有上升为 “社会要素”，也就是说，

没有形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性的共

同体，相反，它们彼此分离和对立，因而成为

“社会中的特殊社会”⑤。也就是说，个人所隶属

于其下的等级和同业公会等等各自坚持自己的特

殊权利，从而处于彼此分离和排斥的关系之中，

国家徒有统一的外貌。这种统一体现于封建君主

之中。

政治革命完全颠覆了旧社会的这种社会和政

治架构。它推翻了君王的统治，“消灭了市民社

会的政治性质”⑥，并且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

政治国家。换言之，政治革命摧毁了中世纪的市

民社会———等级、同业公会等等，使之成为以个

体为核心的现代市民社会：“它把市民社会分割

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是

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

和精神要素。”⑦这句看似费解的话的意思其实就

是指现代个体社会的形成，由此原来表现为等级

的物质和精神内容，变成个人的物质要素和精神

要素，前者指所有权方面，后者指宗教信仰方

面。由此，革命使原来具有政治意义的利益等级

和精神等级个体化、私人化了。简言之，革命使

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了分离，从而一方面

形成了普遍事务的领域，即政治领域，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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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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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方面，安全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侵犯通信

秘密已公然成为风气。一方面 ‘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作

为人权的个人自由的结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新闻自由又被完

全取缔。”同上，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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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私人领域，即市民社会领域。

马克思指出，在中世纪，市民社会自身即具

有政治性，因而利己的个体是受到市民社会本身

的约束的，现代的政治解放则将利己的个体从这

种以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其上建立起政治

国家，由此也就决定了政治解放的必然后果和实

质就是利己的人 （即市民）的形成， “这种人，

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他

就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①。因此，现

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政治革命 （其实质为

“市民社会革命”）所产生的具有内在必然联系

的两个后果，现代国家的建立同时也就是现代市

民社会摆脱中世纪社会的束缚的过程：

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

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

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

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

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②

由此，从政治革命中，产生了现代政治国家

与市民社会、从而产生公民与市民之间的必然分

离。但由于政治革命的本质为市民社会的革命，

因而它只是把市民社会简单接受下来，并将其作

为自己的基础和前提。

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

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

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

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

作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作自己的自然

基础。③

由于政治革命以市民社会革命为本质，政治

革命的结果为市民社会成员即利己的人的解放，

因而也就产生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公民和市

民之间关系的根本颠倒，“人”即利己的人成为

目的，“公民”则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马

克思由此说明了为何政治解放会导致公民和市民

之间的关系颠倒的根本原因，从而证明了共和政

治为何不能实现人的解放。要真正实现人的解

放，就必须将目光转向比政治本身更为根本的东

西，即作为政治国家之基础和前提的市民社会。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以废除私有财产为前提的

社会主义，而非以政治参与为核心的共和主义，

才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

结　　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 《论犹太人问题》实际

上是对当时以鲍威尔为领袖的 （包括１８４３年的
马克思本人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所持的共和主

义政治观点的一个批判。他从人的解放的角度出

发，通过对共和政治的深入考察，批判了鲍威尔

（和他自己）将人的解放和共和主义的政治解放

等同起来的错误见解，指出两者并非一回事情，

共和主义的政治解放的结果和本质是私人和市民

社会的形成，因此，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就必

须要将人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由此批

判了共和主义的不足，为转向社会主义提供了理

论基础和前提。

表面看来，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

观点与鲍威尔 《犹太人问题》的观点非常相似：

鲍威尔要通过扬弃宗教而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

则要通过废除私有财产达到这一目的，两者都是

要扬弃特殊性，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然而，如前

述，尽管两人的目标一致，然而思路却是完全对

立的：鲍威尔的目标是要让所有人获得公民权，

因而根本而言，是要实现共和政治；而马克思则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通过政治解放以实现人的解

放，无异于缘木求鱼。

因此，前述莫格奇对鲍威尔的辩护和对马克

思的批判实际上并不能成立。马克思并非不知道

鲍威尔和他自己一样，想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通过共和主义还是

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之。马克思比鲍威尔更加清

楚地认识到共和主义的根本缺陷，因而在 《论犹

太人问题》中予以批判揭示。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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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问题：从马克思到利奥塔


石德金

【摘要】马克思和利奥塔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Ｌｙｏｔａｒｄ）对待犹太人与宗教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不能像鲍威
尔那样从宗教的视角来解答犹太人问题，而应该在世俗社会当中寻找犹太人和宗教的秘密；也就是说，宗教的灭亡有

赖于宗教需要的消除，而犹太人的解放也只能通过人类解放的计划来实现。在利奥塔看来，犹太人无法消除它的宗教

特性，它始终是宗教、伦理和他者的代表，而政治解放的内在逻辑又蕴含着消除伦理 （他律）的渴望，于是就产生了

政治解放与犹太人之间难以消除的张力，这构成了犹太人问题的核心。但是，利奥塔并不诉诸任何基于理性的政治计

划，而只是试图通过唤醒人们心中的伦理 （他律）观念来为他者 （犹太人）留下足够的空间。

【关键词】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利奥塔；宗教；政治解放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１４－０６

　　如果说马克思开启了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批
判，那么利奥塔则开启了后现代批判。通过比较

马克思与利奥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不同观点，或

对我们今天回答 “如何对待伦理和他者”的问题

有所教益。

一、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与鲍威尔

１８４３年，犹太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
为另一问题，即在保留犹太人身份的同时，犹太

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从启蒙后的欧洲中解放

出来，并获得政治和宗教的自由。这或许就是犹

太人历史命运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一典型矛盾在那

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呈现。具体来说，鲍威尔和青

年马克思所面对的是后拿破仑时代的德国，在那

里，资产阶级通过对统一国家和文化的追求来加

速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这一进程中，犹太人被夹

在中间，要么被资产阶级利用为替罪羊，要么在

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清扫掉。在这种

背景下，昔日的师友鲍威尔和马克思围绕何为犹

太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论题展开

了激烈的争论。在 《犹太人问题》这本具有明显

反犹主义倾向的小册中，鲍威尔试图通过宗教批

判来解决解放问题。在他看来，犹太人的历史已

然证明，犹太人是一群不配获得自由的人，除非

他们宣布放弃他们的宗教身份取得人性。尽管这

种指责既适用于基督徒又适用于犹太人，但是既

然鲍威尔紧随费尔巴哈确信基督教是比犹太教更

发达的宗教，那么他也就认为自由的目标离基督

徒更近些。因此，所有批判就指向了 “愚昧无

知”的犹太人。①

马克思要超越这位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智识代

表。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

认识。鲍威尔认为，正是犹太宗教封闭、落后的

特性，使得犹太人无法获得作为一般人的自由，

无法寻求公民权利和政治解放。马克思批评鲍威

尔只是在观察 “安息日的犹太人”，而不是观察

“日常的犹太人”，是站在宗教的视角批判犹太人

的宗教特征，根本不顾及犹太人的现实生活世

界。因此，马克思 “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

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

他的宗教的秘密”②。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犹太

人的本质是利己主义、金钱至上，而不是自由自

觉的存在，所以犹太人根本没有认识到劳动是人

的现实本性。犹太人自身的本质异化，使劳动对

象成为制约和统治人自身的目的，“使人和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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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

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因

此，与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一种宗教问题

不同，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世俗问题。其

次，马克思攻击了鲍威尔关于宗教的批判。鲍威

尔把消除宗教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前提，而马克思

认为关键是通过社会革命来消除宗教的需要。一

旦人类解放得以实现，“无情世界的感情”的宗

教将不再需要去抚慰忍受非人生活的人类。在马

克思看来，宗教只不过是对世俗世界的一种反

映，是被压迫头脑的幻象，甚或是对社会控制的

一种机制，而所谓的上帝也不过是人类在其史前

史创造出来的毫无价值的东西。

总之，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马克思将犹太

人问题转化为现实市民社会的问题，将犹太人的

解放问题置于人类解放的整体关切之中。在马克

思看来，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 “犹太精神”，

“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

“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② 当

犹太人精神，也就是金钱原则，日益成为世界精

神的时候，作为政治性质的宗教也将被市民社会

的精神所消除。但是，犹太人和宗教的政治解放

并非事情的全部。因为，“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

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③，相反它将完整的人分

裂为具体的市民和抽象的公民。真正的问题是

“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④。所以，只有消

灭了宗教得以产生的世俗基础，宗教才会真正自

行消失，只有消除了 “异己”的世俗基础，犹太

人乃至全人类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然而，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解放方案却

遭到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的强烈拒斥。在利奥塔

看来，马克思的方案本质上是通过世俗社会的构

建最终同化犹太人的方案，与其它的同化方案

（包括马克思批判的鲍威尔方案）一样，其根本

的问题在于没有为宗教、伦理和他者留下足够的

空间。因此，通过对现代解放逻辑和犹太宗教特性

的分析，利奥塔试图为伦理和他者争取一席之地。

二、解放的逻辑：自治与他律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只是划定了政治与

宗教的界限，宗教被驱逐出公共政治领域，成为

纯属个人信仰的私人领域。因此，宗教的存在和

现代政治国家并不矛盾，政治解放的问题不在于

它对宗教的驱逐，而在于它没有真正消除宗教存

在的世俗基础，所以政治解放是一种不彻底的解

放。与马克思的批判逻辑不同，利奥塔认为，

“解放的政治目标总是包含着自治的尝试，即尝

试摆脱对他者的依赖，以及摆脱伦理的束缚”⑤。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自

由和自治。他说，统治十九、二十世纪思想和行

动的观念是解放观念，它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展现

出来：基督教徒的叙述是，亚当的罪恶通过爱来

救赎；启蒙者的叙述是，通过知识和平等主义从

无知和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思辨者的叙述

是，通过具体的辩证法实现普遍的观念；马克思

主义者的叙述是，通过劳动力的社会化使之从剥

削和异化当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者的叙述是，

通过技术和工业发展使人类从贫穷状态中解放出

来。尽管这些不同的叙述为争论和分歧提供了基

础，“但是它们都将诸种事件提供的材料置于一

种”追求自治的历史方针当中⑥。然而，在利奥

塔独特的语言学视野中，这种自治诉求必将导致

他律和伦理的缺失，并最终将主体置于无根的状

态当中。

首先，自治话语本身就蕴含了对他律关系的

排斥。他律 （伦理）的关系是这样一种话语，它

“将它的受众置于承担义务的位置”⑦，而自治的

关系则模糊了发言者和受众的界限，因为这两者

都只遵循我们颁布的法律，也就是我们的自由意

志。⑧ 现代寻求解放的运动就是遵循这一自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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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版）第１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７４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第 ３卷，第
１９２—１９４页，第１７５页，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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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展开的，因为在这一过程当中，那些起初外在

于解放先锋派的第三方，最终变成现实 （第一人

称）或可能言说者 （第二人称）共同体的一部

分，也就是最终只有一个由你和我构成的我们。

对其后果，利奥塔这样描述道：

在这种传统当中，第一人称的地位事实上标

志着话语和意义的统治者；让人民拥有一种政治

声音，工人拥有一种社会声音，穷人拥有一种经

济声音，让特殊性抓住普遍性，让后者成为前

者！①

也就是说，在紧随而来的一致性情景中，作

为他律关系的第三方被彻底消除。

其次，追求一致性的自治逻辑必然导致人性

的矛盾。在利奥塔看来，“由于我们的解放使

命”，人性必然陷入矛盾的困境当中：一方面，

在现实的呈现中，人性总是表现出 “奇异性、偶

然性和不透明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就自治原

则的承诺而言，最终要形成具有 “普遍性、自决

性和透明性”的人性。面对这样一种矛盾，就会

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基于一种

人性历史的观念来思考和行为？”面对这样的问

题，我们实质上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困境：如

果做出肯定回答，我们就成为了无视人性现实性

的我们；如果做出否定回答，则会对建立在自治

原则基础上的我们的身份提出质疑。于是，

它必然要么哀悼一致性并寻求另一种思维或

行为的模式，要么失去一种 “客体”（或者一种

主体的不可能性）：自由人性，从而陷入无法治

愈的忧郁症。在任何一种事件中，我们都感受到

一种悲痛。②

最后，他律的缺失至少会从两个层面触动主

体的地位。一方面，对确定主体的追求是永远不

会终结的，因为他者总是会出来干扰这种确定

性。利奥塔用比喻的方法加以解释：“眼睛确实

总是在寻求着确认”，但是 “呈现的视域每次都

是绝对独特的”，并且在物体被确认后，“总是还

有更多可看见的”。③ 因此，越是想消除他者和

他律，主体就越是陷入一种模糊不清、不确定性

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排斥他者后，主体难免

会陷入一种秩序的幻象当中。诚如利奥塔所警告

的那样：

你们这些不信神的人，你们确实不信神。你

们太相信那微笑，太相信事物和思想的共谋关

系，太相信所有事物的目的性！和所有人一样，

你们最终将在那个偏远角落里成为稳定的秩序关

系的牺牲品。你们将会被你们所谓的自然，被思

想和事物之间的和谐诱惑和欺骗。④

所以，伦理 （他律）的缺失所带来的只是

“对目的的不确定之感———对我们的身份的不确

定感”⑤，解放的主体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伦理

之根。

总之，在现代解放的话语当中，“我们”颁

布的法律并不是对你，也不是对你的伙伴公民或

你的主体而言的，而是对他们而言的，是对第三

方，对那些外在的东西而言的。也就是说，解放

话语合法性的基础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这就是

对他者的暴力！或许，“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

哀悼和实践解放的方式”⑥。

三、犹太人的秘密：宗教与伦理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的

秘密在于世俗世界的苦难；犹太人的秘密不在于

它的宗教特性，而在于它独特的商人身份；因

此，只要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实现人

类解放，宗教问题和犹太人问题就会彻底解决。

与马克思的回答不同，利奥塔认为，犹太人所具

有的犹太宗教信仰是其无法摆脱的特征，犹太人

问题深深根植于这种宗教特征所蕴含的伦理意义

当中，根植于伦理 （他律）与政治解放逻辑的矛

盾当中。对此，利奥塔至少从三个层面揭示了犹

太人的秘密。

首先，与鲍威尔一样，利奥塔更倾向于从宗

教的视角来解读犹太人。在利奥塔看来，“犹太

人并非家庭的一部分，尽管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

被 ‘安置’在卡彭特拉斯已有一千多年，在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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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⑥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Ｌｙｏｔ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ｎｄｒｅｗ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ｄ．，ＬｙｏｔａｒｄＲｅａｄｅｒ，ｐｐ３１５－
３１６，ｐ３１６，ｐ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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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布达佩斯、莱茵已有几百年”①。他们并非

一个中世纪意义上的 “民族”，也不是现代意义

上的人民群体。他们 “不是与一片土地和一段历

史的联系，而是与一本书中字母的联系，与一种

矛盾瞬间的联系”，因此，他们被镶嵌在 “他们

与立约事件和应许的关系”当中。② 可见，犹太

人并不像其他欧洲民族那样扎根于一种秉性，而

是扎根于犹太教的 《旧约》之中。没有从世俗的

层面来理解犹太人，与利奥塔对历史文化传统的

独特理解有关。在他看来，不管是伊斯兰教传

统，还是犹太教传统，“只有通过阅读由最早的

见证人在 ‘圣书’（ｌｅＬｉｖｒｅ）中记录下来并世代
相传的书信，我们才能理解这种超验的、深不可

测的戒律”③。正是圣书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影

响着这些信徒的世俗生活。

其次，利奥塔从宗教的视角出发旨在阐明犹

太人作为伦理载体这一论题。在他看来，《旧约》

所蕴含的是犹太人与上帝之间订立的一种契约关

系。因此，对犹太人而言，《旧约》不是让他们

去认识和代表他者 （上帝），进而消除他们对他

者 （上帝）的债，而是持续地、永恒地提醒着他

们不要忘记这种债：

像所有人一样，他们容易遗忘，但对他们来

说这种被遗忘的东西总是不停地回来提醒他们。

这种被遗忘的东西不应作为它过去是如何与现在

是如何，不应作为某种不断被遗忘的东西来被记

住。这某种东西不是一个概念或象征，而是一种

“事实”（ｆａｃｔ），一桩行为 （ｆａｃｔｕｍ），也就是说，
人对法律负有义务，负有债务。④

可见，犹太人无法克服他们起源的创伤，因

为他们被禁止代表创造他们的他者 （上帝）。结

果是，犹太人不能将他们自身从他们对上帝的义

务中摆脱出来，进而着手从事解放和自由的事业

计划。因此，“他们是伦理的人格化，也因此是

现代政治实践的他者”⑤。

那么，怎么理解这种伦理关系呢？利奥塔借

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概念分别解读了上帝之于犹

太人、犹太人之于欧洲人的伦理关系。

对犹太人来说，上帝意味着什么？利奥塔

说，上帝 “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东西”，关于上帝

的 “任何陈述和称谓都是禁止的”，犹太人 “只

需听从这种声音的调子，要服从一种音色”。⑥因

此，上帝不可能被认识、知道或称呼，它超越所

有的知识和语言。就像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的

灵魂系统一样，被长期压抑着，不必被遗忘，也

不必被宣泄。但是，它始终作为 “无意识的自觉

感情”或者 “屏蔽的记忆”而存在着，并永恒

地困扰着犹太人：一方面，因为契约是 “（不可

称呼的）上帝”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所以他们

“并不甘心屈服于它和尊敬它”；另一方面，他们

却始终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因此 “先知们再次

激烈地把上帝的约定和承诺唤回了记忆之中”。⑦

利奥塔似乎是要表明，正是这种欲罢不能的、矛

盾的感觉承载着犹太人对上帝永恒的债。作为他

者的上帝，已经内化为犹太人内心不可或缺的部

分。

那么，对欧洲人来说，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利奥塔用同样的逻辑加以解释。一方面，犹太人

因其 “上帝选民”的伦理意味而成为了伦理呈现

的一种永恒符号，也因此成为了异质于解放和自

治逻辑的现代政治实践的他者。另一方面，作为

政治他者的犹太人本应脱离于政治，但它又总是

呈现在欧洲人当中，成为他们解放事业的一种挑

战，因此，欧洲人总是想排斥它。然而， “他们

是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和基督教时期的罗马之后

就不断重复的控制妄想、控制领土的冲动和帝国

热情中都不能被驯化的一群人”⑧，它总是以一

种 “不在场”的方式 “在场”。也就是说，这种

不合时宜的、欧洲人极力摆脱的他者已然内化为

欧洲精神的一部分：它内在于欧洲精神，却又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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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这种精神；它存在于欧洲人的意志当中，却又

妨碍这种意志；它贯穿于欧洲的成就和进步的进

程，却又一直在揭示着这一进程的创伤。欧洲精

神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综合体。这似乎暗示道，

作为外在的 （有意识层面的）他者，犹太人似乎

是可以排斥的，但实质上它深嵌于欧洲人的无意

识当中，成为欧洲人无法摆脱的内在的他者。

概言之，在利奥塔看来，犹太人的秘密根植

于它的宗教信仰当中。犹太人无法摆脱它对于上

帝的债，因此是永恒的伦理化身。这种伦理 （他

律）的逻辑与政治解放排斥伦理 （他律）的逻

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欧洲人与犹太人冲突的根

源。然而，作为他者的无意识，有意识无法排

除，作为他者的伦理，政治也无法排除，相反，

他者已内化为自我和政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或许，这就是宗教的秘密所在，也是犹太人

作为伦理载体的隐喻所在。

四、解放的哀悼与他者的拯救

马克思试图构建一种现代政治计划来实现人

类解放，进而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是，利奥

塔却表达了对任何现代政治解放计划的失望，只

是试图通过伦理式的写作来唤醒人们关于伦理

（他律）的记忆，吁求为他者 （包括犹太人）留

下一席之地。

就现实而言，相关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符号已

经证明现代政治解放计划的失败。对此，利奥塔

通过举例逐一批判了各种解放的宏大叙事的教

条：“所有现实的是合理的，所有合理的是现实

的”这一思辨教条被 “奥斯维辛”事件所拒绝，

因为这一事件是现实的，但不是合理的；“所有

的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者，所有的共产主义者是

无产阶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教条被１９６８年的
布拉格之春等事件所否定，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工

人们起来反对当时由苏联扶持的、不代表民意的

共产党；“所有民主都是依靠人民并且为了人民

的，反之亦然”这一议会自由主义教条被 “１９６８
年五月风暴”所拒绝；“只要不加干涉，供求的

规律会带来普遍的繁荣，反之亦然”这一经济自

由主义教条被 “１９１１和 １９２９年的危机”所拒
绝；而后凯恩斯主义教条也被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年的

危机所否证。① 这些不同的叙事尽管可能产生相

互的争论，但它们用来构建事实的认知程序和用

来确证符号的思辨程序具有一致性，即都受到现

代解放逻辑的制约。也就是说，这种认知和思辨

程序的无效宣告了任何现代政治解放计划的无

效。

就理论逻辑而言，尽管现实展现了解放宏大

叙事衰退的情况，但若能给予它足够的可信性，

那么它仍然是令人向往的。但问题是，继续保持

现代计划是否在我们的力量或能力的范围之内？

利奥塔的回答是相当悲观的。在他看来，对解放

宏大叙事的追随就像是对影子的追随一样是徒劳

的，因为 “衰落的宏大叙事蕴藏在西方思想的初

始阶段，隐藏在赫西奥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当

中”。②要维持现代计划，就需要更大的力量和能

力去修复 “理性的、祛除宗教神秘性的和实证主

义思想”给主体所造成的创伤。问题是，在现代

权利的话语中，权利问题往往转化为义务问题，

所以 “我们是否能够保存宏大叙事”的问题也就

转化为 “我们务必做这样的事还是那样的事”的

问题。这样一来，关键不再是我们要不要做出回

答，而是面对现代性失败后诸多选择的时候，我

们该如何选择。糟糕的是，我们连描述这种失败

情况或者回答这一问题的开端都无法给予。这也

是 “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可以同时涉及诸多相

互分离情景的原因。③

那么，面对现代计划的失败我们还能做些什

么呢？利奥塔认为唯一能做的就是哀悼的工作。

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所谓哀悼就是从失去爱的

客体当中恢复过来，从失去的客体中提取力比多

来修复主体，从他者那里提取力量来修复我们。

在诸多的方法当中，利奥塔反对继发型自恋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④ 这种目前处于支配地位
的哀悼方法，因为这只是对早期哀悼冲动 （通过

哀悼上帝产生了现代征服计划）的盲目重复，而

征服计划的重复难免会产生恐怖和暴力 （如奥斯

维辛）。利奥塔试图 “既避免无思考地拒绝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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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又避免拙劣模仿或愤世嫉俗的重复暴虐”，

因此更推崇修通 （ｗｏｒｋｔｈｒｏｕｇｈ）这种方法。通
过修通来拒斥现代性的语言交往结构，重置我、

你、他、她之间的地位与限度。①

据此，利奥塔试图拯救他者 （如犹太人）。

诚然，利奥塔并不像列维纳斯 （Ｌéｖｉｎａｓ）那样确
立他者的绝对他性，但仍赞同列维纳斯赋予伦理

义务对于认识的优先性。“他者是降临到自我上

的”②，并不是源于自我。“他者一贫如洗地出现

在我的感觉领域”， “没有属性”， “没有场所，

没有时间，没有本质”，“他者只是他的要求和我

的义务”。③所以，他者的涌现并不是认识事件，

而是情感事件。也就是说，我承担对他者的义

务，并非出于理解和认识，而是出于情感和感

觉。因此，利奥塔并不诉诸基于理性的宏大计划

来解放他者，而只是试图通过他的写作来唤醒

（修通）被我们所遗忘的、但仍深深烙在我们无

意识当中的东西———他者。

写作绝非强制性的计划，而只是 “倾听自己

的心声”， “倾听杂乱无章的词句发出的吵嚷

声”。④ 写作的主体，与其叫做作者，不如叫做

“签名人”，因为 “签名也是一种记载”，它警告

人不要忘记那种似乎 “注定要被遗忘的存在”。⑤

也许 “无概念交流”⑥ 才是最崇高的艺术，但

是，为了唤醒他者，针对他者投射到主体的感

觉，“利奥塔写就了这些证词”⑦。比如，亚历山

大城博物馆就是 “可能之纪念碑”，它永恒地发

出远古 “沉默的声音”，因为它是 “另一个时

代”、 “另一种文化”的见证，是现代共和制的

他者。⑧就犹太人问题而言，利奥塔写作旨在凸

显大屠杀额外的伦理意义，即永恒地提醒人们不

要忘记对于他者的义务。诚然，大屠杀自身就是

摒弃伦理的一种更深远的尝试，因为它似乎 “在

处理某些例外的东西”， “在处理他者”。⑨ 在这

里，与犹太人最初立约事件相似，大屠杀和犹太

人都成了欧洲人有意遗忘的他者。尽管大屠杀超

出欧洲政治或外在于欧洲人的理解，因为欧洲人

压根不了解大屠杀，他们可以很快、很容易地将

它忘记。但是，奥斯维辛始终藏匿于无意识的领

域当中，并通过一种奇妙的感觉到达我们。它始

终是一种巨大的提醒，提醒我们总是见证某些欧

洲人不想知道而极力忘却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奥

斯维辛的伦理意义。也正是通过强调一系列他者

的伦理意义，利奥塔试图为他者留下一席之地，

不管是外在世界，还是内在世界。

综上可见，马克思和利奥塔分别从现代性和

后现代性的视角对犹太人问题展开了批判性研

究。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我

与他者之间的这种现代性典型矛盾，马克思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基于理性计划的、更强调外在路径

的同化方案，而利奥塔则表达了一种基于无意识

的、感觉的、更强调内在省思的后现代态度。诚

然，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具有着实的

科学性，但是，利奥塔无疑开启了一条审视西方

精神传统的新路径，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危机

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利奥

塔对犹太人问题的深入反思，特别是对伦理 （他

律）和他者的强调，对我们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

景下回答 “如何对待伦理与他者”这一突出问题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恐怕也是我们深入研究

利奥塔和犹太人问题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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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１０，ｐ１１１．

⑤⑧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道德》，
第１０５页，第１１０－１１１页，第１０７－１０６页。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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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玻利瓦尔


叶健辉

【摘要】１８５７年，马克思应邀为 《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关于玻利瓦尔的词条。在该词条中，马克思基本否定了玻利

瓦尔所领导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意义。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讨论为什么马克思会如此贬低拉丁美洲。通常的解释

是：在马克思写作的时候，关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资料还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接触到的都是贬低拉丁美洲的资料，

马克思不自觉地接受了对拉丁美洲的偏见。但这个解释具有很大的缺陷，不符合以批判表象为基本职责的马克思的思

想。其原因可能在于，在马克思那里还残留着来自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马克思认

为拉丁美洲独立进程没有发挥释放革命潜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职能。

【关键词】马克思；玻利瓦尔；拉丁美洲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２０－０５

　　１８５７年，正在其惊人的手稿中建立剩余价值理
论的马克思应 《纽约每日论坛报》总编辑查尔斯·

达纳邀约，为 《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有关拉丁美

洲独立战争的词条，马克思撰写的关于拉丁美洲

“解放者”的词条叫做 《玻利瓦尔 －伊 －庞特》①，
由此而发生了两个致力于 “解放”的巨人之间的相

遇。

一、马克思眼中的玻利瓦尔和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

　　从马克思的文字中我们得知，１７８３年出生的玻
利瓦尔身世显赫，是委内瑞拉一个克里奥洛 （ｃｒｉｏ
ｌｌｏ，现译克里奥尔）贵族之后，在１４岁时即被送往
欧洲接受教育。马克思特别指出，玻利瓦尔于１８０４
年参加了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王国国王的典礼。

１８１０年４月，玻利瓦尔的亲戚霍赛·费里克斯·里
巴斯 （ＪｏｓéＦｅｌｉｘＲｉｂａｓ，１７７５－１８１５，今译何塞·费
利克斯·里瓦斯）策动玻利瓦尔参加独立运动，遭

到玻利瓦尔的拒绝。１８１１年 ９月，由于米兰达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ｄｅＭｉｒａｎｄａ，１７５０－１８１６）将军的劝说，
玻利瓦尔接受了卡柏略港 （ＰｕｅｒｔｏＣａｂｅｌｌｏ，现译卡贝
约港）要塞司令的职务。但当手无寸铁的西班牙战

俘袭击要塞时，拥有精良装备的玻利瓦尔却临阵脱

逃。这迫使米兰达低下头于１８１２年７月跟西班牙人
谈判。此后，玻利瓦尔等人却以投敌叛国为由扣押

了米兰达，并将这个一心一意谋求拉美独立的领袖

交给了西班牙人。由于这一行为，玻利瓦尔一行得

以获准离开重回西班牙统治的委内瑞拉。此后，玻

利瓦尔在里巴斯的帮助下组建远征军。

由于西班牙人残暴的破坏行为起到了为独立招

募新兵的作用，远征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逼近

了加拉加斯。玻利瓦尔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成就了

拿破仑式的业绩。公众为玻利瓦尔举行了盛大的凯

旋式。玻利瓦尔宣布自己是 “委内瑞拉西部各省的

执政者和解放者”，制定了 “解放者勋章”，过着国

王般的奢华生活。１８１３年年底，西班牙军队重新集
结，再次威胁加拉加斯。１８１４年１月，玻利瓦尔宣
称自己不愿再担负执政者的重负。但配合玻利瓦尔

唱双簧的一个部下强烈要求玻利瓦尔执掌最高权力，

于是，玻利瓦尔的独裁成为 “合法”的独裁。当我

们期待大权在握的 “解放者”力挽狂澜的时候，我

们再次失望。１８１４年６月，“御驾亲征”的玻利瓦尔
在西班牙军队的进攻面前，略作抵抗之后就逃回了

加拉加斯，之后继续退却，于１８１５年辗转来到牙买
加。留在委内瑞拉的将领们浴血奋战，提携了玻利

瓦尔的里瓦斯被西班牙人枪决，但玻利瓦尔运气很

好，接替里瓦斯的路易·布里昂 （ＬｕｉｓＢｒｉóｎ，１７８２
－１８２１）同样大力支持玻利瓦尔，新的远征军得以
建立。

１８１６年４月，玻利瓦尔率军再次启程。但在与
西班牙军队的再次遭遇中，当先头部队被西班牙人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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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时，玻利瓦尔二话不说，迅速掉头逃跑。到

１８１８年５月底以前，玻利瓦尔这个 “退却的拿破仑”

打了约１２次败仗。眼看就要山穷水尽，玻利瓦尔却
时来运转，得到了新格拉纳达起义者的支持和来自

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援助。１８２０年１月，在战争由
于玻利瓦尔撤走外籍军队而再度陷入胶着之际，西

班牙本土爆发的革命再次帮了玻利瓦尔一把。１８２３
年，玻利瓦尔既是哥伦比亚的总统和解放者，也是

秘鲁的保护人和执政者，同时还是玻利维亚的教父，

达到了声望的巅峰。玻利瓦尔还以 《拿破仑法典》

为模板为玻利维亚制定了 “玻利维亚法典”。１８２６
年，玻利瓦尔召开巴拿马会议，企图将整个南美洲

变成一个联邦共和国，使半个地球同玻利瓦尔这个

名字连在一起。但玻利瓦尔就像拿破仑一样失败了。

１８３０年，玻利瓦尔在试图挽回自己权力的政治计谋
中突然死去。大体上，这就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马

克思为致力于拉丁美洲解放的玻利瓦尔立的传。

总的来说，马克思笔下的玻利瓦尔是拿破仑的

拙劣模仿者。在马克思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到玻利

瓦尔在军事上有任何才能，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

是一个一碰到较劲的敌人就放弃战斗的临阵脱逃者。

玻利瓦尔的胜利完全不是由于玻利瓦尔自己的功劳，

而是由于别人的帮助。玻利瓦尔干的主要事情似乎

就是参加各种凯旋式、发表各种宣言以及参加各种

宴会，玻利瓦尔唯一的长处似乎就是其贵族出身所

带有的号召力。玻利瓦尔还心胸狭隘，容不得任何

人挑战其最高权威的地位，时不时地干一些排除异

己的勾当。尽管没有拿破仑式的天才，玻利瓦尔却

渴望拿破仑式的独裁。玻利瓦尔还讲究排场和气派，

似乎没有这些就不足以确认其存在的价值。

二、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以谋求解放为宗旨的马

克思会对拉丁美洲解放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如此不屑？

更一般地说，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一般

的解释是：在马克思写作此文的时期 （１８５７年），
对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马克

思所征引的资料包含了对玻利瓦尔的偏见，而除了

这些资料之外，马克思又没有别的资料可以使用，

结论是，马克思在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

继承了当时流行的关于玻利瓦尔的偏见①。这个解释

有点让人难以信服。一个很大的疑点是：马克思在

写作关于玻利瓦尔的文章时已经４０岁———古人所说

的不惑之年———其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马克思当时

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写作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
这个 《资本论》的第一个稿本，这部手稿的基本精

神是穿过资产阶级市场所呈现的 “自由、平等”的

“人权伊甸园”的表象，进入资产阶级工厂这个 “人

剥削人”的本质世界，揭示资产阶级社会运作的秘

密。这样一个对欧洲社会的内里洞若观火的辩证法

大师会被关于拉丁美洲的表象所迷惑吗？这种可能

性微乎其微。

拉丁美洲学者何塞·阿里科 （ＪｏｓéＡｒｉｃó）认为，
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行。

在马克思写作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声望卓著的欧洲

人开始正面评价玻利瓦尔②。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欧

洲，马克思关于玻利瓦尔的看法不是在顺应潮流，

而是在反潮流。马克思不是 “不自觉地”接受了来

自其所征引的文献中所包含的偏见，而是 “自觉地”

将那些正面评价玻利瓦尔的文献撇在了一边。这样

一来，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这

么做？或者说，马克思为什么要 “故意”错过拉丁

美洲？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马克思是一个欧洲中心主

义者，认为在欧洲之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

历史意义，因而理所当然地不承认玻利瓦尔的解放

斗争的价值。按照这个解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原

封不动地保留着来自黑格尔的基本区分：“历史的人

民”与 “没有历史的人民”。欧洲人是历史的，其他

人是非历史的。只有欧洲人是理性的民族，其他人

都是非理性的民族。理性的欧洲人占据着世界历史

的中心位置，欧洲人是 “主人民族”，具有绝对的价

值，所有其他围绕着欧洲这个中心旋转的人都是只

有相对价值的 “奴隶民族”。只有欧洲才能创造历

史，欧洲之外的世界只能跟着欧洲走，无力成为自

己命运的主人。关于欧洲南边的非洲，黑格尔认为，

由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精神”的存在，“黑人对于

人类总是怀着十足的轻蔑”，只有 “肉体的狂热”而

没有 “精神的狂热”③。也就是说，非洲人连被称为

真正的人的资格都没有，历史在这里无从开始。关

于欧洲东边的亚洲人，黑格尔说： “受制于欧洲人，

１２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４卷，第８２５—８２６页，注释
２３０。

ＪｏｓéＡｒｉｃó，Ｍａｒｘｙ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Ｍéｘｉｃｏ：ＡｌｉａｎｚａＥｄｉｔｏ
ｒｉａｌＭｅｘｉｃａｎａ，１９８２，ｐ１２１．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

店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９７—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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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亚细亚各帝国必然的命运；不久以后，中国也

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① 也就是说，亚洲曾经占

据的位置已经为欧洲完全取代，亚洲只是一具昨日

的躯壳，只有服从于今日欧洲的 “精神”，才能重获

生命。关于欧洲西边的美洲，黑格尔则断言：“亚美

利加洲乃是明日的国土。”②言下之意，今日的美洲

还缺乏 “理性”，只有接受欧洲的 “启蒙”之后，只

有到 “明日”，才能进入世界历史。只有欧洲 “基督

教世界乃是完成的世界；原则已经实现，所以日子

的结束已经变得圆满了……基督教世界在它自身范

围以外，没有任何绝对的生存，只有一个相对的生

存，这是已经给它在本身克服了，它唯一关心的地

方便是要明白表现，这种克服已经完成”③。最终，

精神的太阳在信奉新教的日耳曼民族之中找到了自

己的家园，历史就此终结。

在 《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比较明显地感觉到与

此类似的观念。在 《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

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④。这些 “文明”国家

主要是指英国、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特别指德国：

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

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

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１７世
纪的英国和１８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
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

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⑤

显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在 “文明”世

界的范围之内。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发生在欧洲之

外的 “野蛮”世界，解放人类的崇高使命只能由欧

洲来完成，因此，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解放事

业也就没什么意义。

但阿里科并不接受这个有点过于简单的解释，

原因在于：写作 《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和写作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马克思不是同一个马
克思。阿里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１８４８年前后发
生了一次 “决定性的转折” （ｖｉｒａｊｅｄｅｃｉｓｉｖｏ），这个
转折的标志就是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述⑥。在 《共

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场的扩张

已经到达顶峰，即将迎来无产阶级革命。但１８４８革
命的失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由此而转向

对资产阶级社会更深入的探究。１８５１—１８６２年间，
马克思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就

是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文章中，

马克思的视野真正变成了 “世界主义”，我们从中看

到了土耳其、印度、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纷纷

登场。到了 １８５８年，马克思已经转向了这样的观
点：只要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和依附性国家获得

进展，就不能指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成

功⑦。如今，不再是欧洲的变化决定着欧洲以外世

界的变化，而是相反，非欧洲的变化成了欧洲变化

的先决条件。这个处于不惑之年的德国犹太人已经

开始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真正地成了 “世界

公民”。在 “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的转变表现地

尤其明显。马克思一度认为，爱尔兰的独立只能是

英格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爱尔

兰的解放只有在英格兰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实现。

书写历史新篇章的重任只能由英格兰人完成。但从

１８６７年起，马克思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英格
兰工人运动是使爱尔兰人遭受剥削的一个原因。也

就是说，英格兰工人运动是爱尔兰解放道路上的一

个障碍。相反，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将是英格兰无产

阶级社会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⑧。“解放”可以发生

在 “文明”世界之外，可以说，这是对后来列宁所

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发生在帝国主义锁链的薄弱环

节这一命题的预告。

既然如此，既然马克思已经走出旧世界的狭小

范围，站在了新世界的门槛之上，那他为什么还会

错过在新世界上演的剧情？阿里科给出的回答是：

马克思并不是不能在理论上一般地肯定拉丁美洲的

价值，而是无法承认当时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具体

斗争⑨。其原因在于，在马克思思考的时代，拉丁美

洲呈现给人们的依然是一块广袤而空白的土地，不

断地吸收着被欧洲资本主义浪潮驱赶的剩余人口，

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基础似乎只是统制性军事力量

的存在瑏瑠。不像土耳其、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

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拉丁美洲的本土传统不

具有决定拉丁美洲身份的力量。来自欧洲的元素不

断涌入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好像只是欧洲的遥远回

声。不像印度、中国等遭受异族殖民主义统治的国

家，拉丁美洲跟西班牙、葡萄牙拥有共同的种族、

语言和文化血脉。换言之，当时，拉丁美洲的民族

建构尚未完成，使拉丁美洲成为拉丁美洲的本质性

２２

①

④

⑥
⑨

②③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１４１页，第８９页，第３３９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年，第４８８页，第５０３－５０４页。
⑦⑧　ＪｏｓéＡｒｉｃó，Ｍａｒｘｙ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ｐ５８，ｐ６１，ｐ６５．
⑩　ＪｏｓéＡｒｉｃó，Ｍａｒｘｙ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ｐ９８，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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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尚在形成当中。黄昏尚未到来，反思的猫头鹰

无法起飞。

另外，阿里科指出，拉丁美洲具体的解放进程

跟马克思所熟悉的１９世纪的欧洲大相径庭①。在欧
洲，国家是由民族决定的。在拉丁美洲，情况刚好

相反，是国家权力在决定着民族的形成，玻利瓦尔

代表的正是决定拉丁美洲民族形成的 “国家”。拉丁

美洲独立战争是由玻利瓦尔这样的上层精英领导的，

而且这个领导阶层不是１７８９年法国雅各宾式的领导
阶层，这个领导阶层没有群众基础，恰恰相反，很

多群众是反对独立战争的②。玻利瓦尔也不时表现

出对群众运动的恐惧，担心群众将把拉丁美洲拖入

无政府状态，而极力要把群众的能量导入自己对拉

丁美洲未来的设想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玻利瓦尔不

得不经常成为 “退却的拿破仑”：玻利瓦尔一方面需

要群众的支持来反对西班牙，另一方面又害怕群众

会葬送拉丁美洲的未来。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独立

战争不是一次广泛的代表群众意志的社会革新运动，

相反，玻利瓦尔所代表的领导阶层想要控制住群众

的力量③。这样，玻利瓦尔式的解放进程就与马克

思的解放观念陷入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

拉丁美洲会成为马克思思考的 “盲区”④。在马克思

的概念中，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过是表象，

本质隐藏在市民社会的运动之中；拿破仑不过是小

丑，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社会阶级。但在拉丁美

洲，情况不是这样，玻利瓦尔试图决定拉丁美洲的

民族形成，自上而下地将整个拉丁美洲团结成一个

“民族”，完成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完成的事业⑤。虽

然没有成功，但在大海中耕耘的玻利瓦尔显然不是

马克思意义上的小丑，而更像是一个壮志未酬的悲

剧英雄。马克思由于无法接受这样的拿破仑而错过

了拉丁美洲。

看起来，马克思之所以错过拉丁美洲，还是因

为在马克思那里残存着欧洲中心主义：凡是与欧洲

解放进程———其典范是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不同
的解放进程都是非理性的。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

对马克思而言，情况也是如此：“‘美洲’只因 ‘欧

洲’而存在”，“只能是欧洲的延伸和反映”⑥。非欧

洲世界是与历史的创造无缘的。虽然已经与持雷打

不动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老黑格尔决裂，但马克

思还是未能完全走出老欧洲人黑格尔的阴影。阿里

科最终也放弃了这个可以称为潜在欧洲中心主义的

解释。阿里科认为，马克思的著述具有 “非系统

性”⑦或未完成性这个根本特性。随着历史的进展，

马克思的思想也在逐步进展。为了与历史共进退，

马克思一再突破其先前完成的理论系统，这使马克

思那里出现了诸多无法从其理论原则中推演出来的

“离心点”⑧，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马克思活得更长一些，这些离心点也将进入马

克思新的理论系统之中，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

见到马克思在生前完成这项任务。因此，就像马克

思一度对英格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大加赞扬，而在

英格兰与沙皇俄国合作时又加以斥责一样，马克思

对玻利瓦尔和拉丁美洲的判决也不是盖棺定论式的

终审判决，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判决：当时的马

克思认为，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不是

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而是一种阻碍历史释放

革命潜能的运动。引导马克思对历史事件作出其判

断的终极准则是革命，能够推动革命的就是 “进步

的”，否则就是 “落后的”⑨。最终，马克思不是一

个解释历史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意图改变历史的政

治家、革命家。最终，也是政治的而非理论的原因，

使马克思错过了拉丁美洲，因为马克思认为拉丁美

洲不够革命。

三、几点反思

在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上，

阿里科主要给出了两个解释。一个是理论解释：马

克思虽然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一定程度上成了

“世界主义者”，但由于深受黑格尔影响，在马克思

思想的底层还隐约残存着欧洲中心主义：凡是与欧

洲历史不一样的历史都不足以称为 “历史”。由于无

法将拉丁美洲解放进程纳入欧洲解放范式，马克思

不自觉地错过了拉丁美洲。另一个是政治解释：马

克思是一个献身于解放的革命者，凡是能够释放革

命能量的都获得马克思的嘉许，反之则得到马克思

的批评。由于当时的马克思认为，拉丁美洲的解放

进程没有执行释放革命潜能的职能，所以马克思自

觉地错过了拉丁美洲。在第一个解释中，马克思是

一个具有明确的理论体系的思想家。在第二个解释

中，马克思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调整其思想体系的

革命家，其思想远未完成。最终，阿里科倾向于作

为革命家的马克思，这使马克思可以越出欧洲的藩

３２

①

⑨

②③④⑤⑥⑦⑧　ＪｏｓéＡｒｉｃó，Ｍａｒｘｙ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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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成为一个拉丁美洲人。

阿里科之所以这么解释马克思，是因为如果马

克思是一个已经完成其思想体系的思想家，那么，

拉丁美洲就只能重复欧洲的道路：“工业较发达的国

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

的景象。”① 从马克思这句著名的话里引出了后来主

导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拉丁美洲需要

先发展资本主义，培育无产阶级，然后才能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按照阿里科的看法，拉丁美洲的马克

思主义者使马克思从一个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使拉丁美洲

共产党站在了要求解放的底层人民的对立面，从而

错过了扛起解放旗帜的历史时机，这是今天共产党

和马克思主义在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几乎毫无影

响力的重要原因。相反，真正对底层敏感的力量在

共产党之外发展起来，那些被共产党斥为 “幼稚”

的民众主义、依附理论以及解放神学等，毅然走向

了底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

底层的认同，创造了历史。这些力量全都诉诸某种

意义上的玻利瓦尔主义：玻利瓦尔在１８２６年巴拿马
会议上留下的意在将整个拉丁美洲团结为一的大陆

民族主义。所以，在根本上，阿里科并不是在讨论

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因为按照阿里科的

解释，马克思没有错过拉丁美洲，马克思关于拉丁

美洲解放者的结论只是一个临时的结论，而非盖棺

定论，真正错过拉丁美洲的是后来的拉丁美洲共产

党及其漠视民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其中一个可以得到的启迪是：不应该把

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马克思的 “大作”上，也应该重

视马克思为报章杂志撰写的 “小作”，类似地，也不

应该把所有焦点都放在欧洲和北美，而将第三世界

弃若敝履。这并不是说欧美完全是一片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的黑暗地带，而是一个必要的提醒：欧美

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普适的道路。对拉美人而言，

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拉美是现代欧洲第一个 “外

围”，欧洲的 “中心”地位建立在对 “外围”的压

迫之上。后来美国取代了欧洲在拉美的中心地位。

拉美人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意识：欧美道路是一条

排他性的道路。拉美人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有别于欧

美的道路。就所拥有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中

国是最有希望突破欧美道路的地方，一些拉美人也

对中国寄予厚望③。但同时也有一些拉美人开始对曾

经的第三世界兄弟中国保持警惕，认为中国人正在

步 “美国佬”的后尘，正在成为 “新殖民主义

者”④。让人颇为感慨的是，已经有解放神学家明确

提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批评，认为中国的发展建立

在使他国无法发展的基础之上⑤。如果曾经遭到他国

凌辱的中国真的成了凌辱他国的国家，如果大国意

味着放弃对古代 “君子国”传统的追求，那将是一

个巨大的不幸。

欧洲犹太人马克思的事业远未完成，即使是

《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也不是终极的马克思，根据后

来解放神学家恩里克·杜塞尔 （ＥｎｒｉｑｕｅＤｕｓｓｅｌ）的
看法，《资本论》第一卷只是马克思庞大写作计划的

七十二分之一⑥。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固定不变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现成的教条可以使任何人方便

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需

要像马克思那样与历史同行，为全世界被压迫、被

剥削的人们而进行不懈的战斗。马克思固然是一个

冷静的社会科学家，一个社会历史进程的观察者，

但也是一个意在改变世界的行动者，是一个对历史

的底层保持高度敏感的大写的人：

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

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

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

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 “实际的”人和他

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

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

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 （至少是写成草稿）

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⑦

长期接受马克思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如果丢掉了

这个宝贵的底层视角，漠视他人的苦难，那将是对

中国曾经拥有的 “君子国”这一称号的侮辱。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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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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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义修

【摘要】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方法论自觉与范式创新成为其突出特征，随之而来的是学术品位的

提升、话语的个性化以及国际对话的加强。文本学研究、中国 “马克思学”、马克思的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等热

点研讨，使马克思哲学的意义与性质得到重新审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资本批判理论得到富有时代感的发掘。从

研究动向看，基于原文语境的思想考古将再度启程，同时跨学科视角和国际化视野下对中国问题的进一步聚焦，将推

动学界实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建构。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范式创新；文本学；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考古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２５－０６

　　１３０年前的一个午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停
止了思想，在他的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然

而，他的思想事业并未就此终止。穿越百年风

云，马克思的哲学在２１世纪的文明进程中仍然
持续散发着独特的思想光辉，并在社会主义的中

国不断得到新的关注与阐释。就马克思哲学在当

代世界和中国的处境而言，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

的意义不仅是地区性的，更是国际性的；不仅是

学理性的，更是实践性的。就此而言，回顾新世

纪以来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与线索，

展望最新的研究动向，不失为对这位伟大思想家

的一种有益的纪念。

一、范式创新与视野拓新：

新世纪研究的总体风貌

　　世纪之交，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在继承此
前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涌现出一批承前启后的新

成果，展现出全新的理论气象。经过十余年的探

索与争鸣，多数学者已经自觉将其研究奠基于全

新的方法论平台之上，随之而来的是学术品位的

提升以及学术话语的个性化呈现。学术创新与研

究视野的拓新相辅相成，多重国际资源的引入也

推进了更高水平的国际对话。

（一）研究方法论自觉与范式创新

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在根基处深刻影响着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研究马克思哲

学的方法，则先行性地决定了马克思哲学得以呈

现的基本形象。研究方法论的差异对于研究结果

的重大影响，在上世纪被解释学、结构主义以及

历史主义学派从不同角度加以阐明。而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多样化解读方法，冲破

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僵化模式，也给中国学者带

来了直接的冲击与启示。世纪之交，面对国内马

克思哲学研究或囿于体系、或流于空疏的境况，

有学者开始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

系统反思。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同模式被加

以梳理，探索 “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新路径成为

学界热点，“回到马克思”①、“马克思是我们的

同时代人”②等口号被相继提出，并引发广泛争

论。这些口号虽有表面上的冲突，却共同基于现

代思想前沿，包含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体现了超

越传统教科书体系、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的深刻理

论冲动。

十余年来，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研究方法的思

考不断推进，并拓展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

史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总结③。尽管早在上世纪８０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研究方法改革的呼声，但直到

５２

 作者简介：张义修，辽宁大连人，（南京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②　参见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③　参见胡大平：《从问题意识到模式化的理论生产———简论改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张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式生成与转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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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这一问题才正式被提上学界的共同议程，

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包括２００７年 “马克思哲学论

坛”将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与前

瞻”定为主题，以及２０１１年 “中国马克思哲学

高峰论坛”对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路径与形态

的聚焦。当前，不同研究路径与方法还处于交错

竞争的状态，有学者梳理出了原理创新、马哲史

研究、文本 －文献学解读等近十种研究范式①，
也有学者担忧这会导致学界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

与研究目标②。总的来看，立足当代实践语境与

思想前沿，反思和超越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传统

教科书体系③，已经成为新世纪学界的深刻共

识，并直接体现在马克思哲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之

中。

（二）学术性的增强与话语的个性化

远离了过浓的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色彩对学

术研究的桎梏，新世纪的学者们在重读马克思与

学科对话的过程中，迫切感到提高马克思哲学研

究的学术品位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呼吁强化文本

基础，也有的学者提出 “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

向的相对分离”④，致力于在哲学史传统中重释

马克思哲学。对学术性的重视，更扎实而生动地

体现在研究成果之中。新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

的几乎全部最重要文本都被重新精读，马克思哲

学的历史原像得到更具学理深度的梳理⑤。今

天，那种依从教科书体系的思维惯性，从经典文

本中寻章摘句来附会某个课题的实用主义的研究

方式已不再具合法性，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与

当代对话均日益立足于更为坚实的学术深耕基础

之上。

与此同时，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突出研究的

新意与边界，许多学者有意识地与传统理论话语

拉开间距，从各种思想资源中汲取灵感，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学术表达方式。起初，这种尝试遭遇

了不少非议。但随着研究的推进，人们逐渐发

现，新名词、新提法的涌现不是为了故弄玄虚，

而是研究方法革命和理解深化带来的必然结果。

为了走出失效的传统话语危机⑥，这种话语变革

不仅是必然的，更是必要的。个性化的学术话语

来自更加开放的视野，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

者整合现代思想资源的努力。

（三）国际视野的开拓与国际对话的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 “马

克思学”的批判性引入对国内研究影响深远。进

入新世纪，随着国内研究力量的成长和研究水平

的提高，学界以更加平和辩证的态度面对国外的

相关研究成果，更多优秀成果被引介进来，国际

交流活动蓬勃开展，有力推进了国内马克思哲学

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国际视野的加强在以下几方面有突出体现：

一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激进思潮的研

究新意迭出，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等新的研究平台正在形成，从拉克劳、墨菲到齐

泽克、巴丢等一批激进思想家对马克思的解读激

发起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与之开展新的对话；二

是对西方 “马克思学”的译介与研究更加系统，

西方学院派的马克思研究成果对国内影响有所增

强⑦，围绕 “马克思学”展开的争论构成了新世

纪以来的一个热点，下文另加详述；三是 ＭＥＧＡ
研究成为国内 “显学”，对于其历史流变与最新

进展的介绍越来越多，并出现了一批基于或参考

ＭＥＧＡ２新成果的新版译著和研究成果⑧，ＭＥＧＡ
对国内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也得到反思；四是东亚

马克思研究成果得到关注，通过研究成果的成系

列译介⑨及国际研讨活动的定期举办，日韩学者

的研究成果不仅拓宽了学界视野，而且对国内马

克思文献研究和经典文本研究的走向产生了直接

影响，广松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是其中最突

出的例子。在这多重国际学术资源的比照与对话

中，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在方法与评价尺度上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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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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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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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与转换》，《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参见汪信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参见孙正聿：《对作为 “范式”的哲学教科书的检讨与

反思》，《河北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徐长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去？》，《求是

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参见张一兵主编：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与中国哲学的话

语危机》，《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包

括了吕贝尔、诺曼·莱文、费彻尔等人的研究成果。

最新的例子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３年集中出
版了四本以 “ＭＥＧＡ”命名的研究著作。

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译介了广松涉和郑文吉的研究成

果，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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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反思与创新，在研究资源上日益与国际同

步，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高。

二、文本重读与理论重思：

新世纪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

　　新世纪以来，通过学者间的学术争鸣以及各
类主题精当的研讨活动的开展，马克思哲学研究

的方法与原则得到充分反思，马克思哲学的思想

史性质与学理定位得到重新审理，马克思的现代

性思想与资本批判理论得到富有时代感的再发

掘。本文试举出广受关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借

以展现学界新世纪研究的主要线索。

（一）从文本学研究到 “马克思学”之争

文本是提炼哲学家思想的依据。然而，经过

复杂的实践与理论中介，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

却必须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熟悉的那套马

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马克思那里究竟有多少文

本根据？这种 “文本危机”不仅损害了马克思哲

学的学术形象，更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

现实的解释与批判效力。因此，基于文本重新廓

清研究的理论地平，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围绕文本与研究的关系问题，学界进

行了多角度的热烈研讨。

在文本研究的问题上，争论主要是由 《回到

马克思》一书引起的。该书对文本逻辑的深度解

剖，体现了坚决拒斥 “原理反注文本”的学术立

场，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方法，但

也引发了各种争议，比如批评该书的文本依据还

不够全、思想演绎重于学术考证①，或者质疑该

书在方法和结论上仍囿于阿尔都塞②。争论逐渐

溢出该书本身，形成了对马克思哲学解释方法的

深入探讨③。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提出更进一

步的主张，即构建中国的 “马克思学”。他们强

调国外马克思学和ＭＥＧＡ研究的意义，希望以马
克思学奠定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科学基础④。历史

地看，“马克思学”始终强调对马克思文献与思

想的所谓 “纯学术”研究，这引发了关于学术性

与意识形态性、文本学与文献学等问题的讨论。

有学者将西方 “马克思学”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加

以批判性考察，并通过对 “马克思学”历史逻辑

的深入研究，试图跳出术语纠缠，实现批判性的

借鉴与扬弃⑤。也有一些学者直言不讳地对中国

“马克思学”的功能定位与方法论尝试表示出困

惑和担忧⑥。

（二）从 “物质本体论”到 “存在论转向”

本体论问题是经典哲学研讨中的基础性问

题。因此，当学界重思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时，马

克思的本体论思想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一个绕不

开的焦点。新世纪以来，围绕此问题的讨论有了

新的推进，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对

苏联传统的马克思哲学解释方式的反思与超越，

例如强调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或曰 “物质本体

论”的扬弃⑦；二是在现代西方哲学视野中重释

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例如将马克思视为现代

西方哲学的开创者⑧，将其哲学阐发为终结全部

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革命⑨；三是在当代语境中张

扬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之维，例如从人之本性

来理解本体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实质是人之生存

的文化精神瑏瑠。总之，新世纪学界对马克思本体

论的重释，已经不再是教科书改革时期的学科内

部对话，而是立足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发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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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金福： 《“回到马克思”与 “让马克思走入当

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目的的解释学思考》，《南京政治学院
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鉴传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解释
学问题》，《哲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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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周嘉昕：《“马克思学”
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哲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
８期。

参见俞吾金：《马克思对物质本体论的扬弃》，《哲学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参见杨耕：《马克思如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

《学术月刊》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
参见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

义》，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参见衣俊卿：《人之存在与哲学本体论范式———兼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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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新形态的积极尝试。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重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

论根基，关系到在与当代思潮的对话中激活马克

思的历史地位与思想深度。基本的做法是，以现

代西方哲学 （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对形而上学

传统的批判为支撑，从思维方式和生存论层面突

出马克思实践观点对传统本体论的超越，从而在

现代哲学的 “存在论转向”中重释马克思哲学的

革命意义①。在这一潮流中，马克思的 “实践”

获得了许多新的解读，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

注焦点取得了一致。但这种理论演绎本身的 “非

实践”取向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与质疑：这

种对本体论的思辨重建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哲学思

维方式？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

新型的本体论，还是一种面向社会现实的科学方

法论？② 甚至，把西方哲学转型作为衡量马克思

哲学进步性的标尺，以此与恩格斯、列宁等人对

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拉开差距，是否具有思想史的

合法性？现在看来，并不是每一种本体论重建的

尝试都获得了足够的认同，但这一争论过程却成

为国内学界在比较视野中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

思想史性质的重要一步。

（三）“历史唯物主义”：从部门哲学到科学

方法论

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成为学界共

同的关键词。然而，新的研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

统基本原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涉及对

马克思学说总体性质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哲

学还是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关系？许多学者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梳理与探索。

多次学术研讨会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聚焦也推

动了这一问题的讨论。

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有的学者提

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个主

义，传统教科书的 “两分法”不符合马克思的原

意，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不是通常理解的历

史领域，而是理解事物的一种辩证方法。这种从

方法论角度来重新理解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

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有的学者强调，历

史唯物主义不只是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变革，而是

以 “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变革③；有的

学者指出，正是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才建构

起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历史④；有的学者批评 “实

践唯物主义”命名的不彻底性，主张回到历史唯

物主义研究范式，并以此标识马克思主义哲

学⑤。还有学者对经典作家使用相关概念的情况

进行了梳理，尝试进一步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唯

物史观、历史科学等概念的含义与适用范围⑥。

也有学者强调文本支持和逻辑论证，就社会形态

理论的传统解释等问题与相关学者展开争论，并

提出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

学”⑦。可以期待，“历史唯物主义”将成为进一

步凝聚学界共识、推动马克思哲学研究开辟新局

面的一个标志。

（四）从现代性视域到资本批判理论

一个时代的实践问题与流行理论，往往决定

了马克思哲学出场的具体方式。随着现代性、后

现代性话语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马克思的现代

性思想成为学界理解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的一个

热点。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讨论至少包含两

个方面的用意：一是在理论上打通马克思学说与

当代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的关联，伸张被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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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以来的西方学者所遮蔽的马克思的现代性视

域①；二是关照和阐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

展现马克思对现代文明的正面价值与负面效应的

全面透析②。这种讨论十分自然地形成了马克思

的哲学话语与诸种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对话张力，

在这种对话和比较之中，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特

质被进一步凸显出来③。

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

马克思虽然没有用过 “现代性”的概念，但他的

资本批判理论对现代性做了切中要害的诊断，资

本正是一切现代性问题的枢纽④。因此，有必要

重新挖掘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背后的哲学方法论支

撑。马克思深入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批判方法，

虽然与当代理论的流行风貌格格不入，却正是其

深刻过人之处。在今天，“资本”成为深入理解

当代世界与马克思哲学的双重枢纽，马克思的资

本批判理论既是现代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关键一

环，也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历程和科学方法的

关键一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文本焦点正在转

变，《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思想正在得到新

的阐释⑤，“资本逻辑”、“资本现象学”概念的

提出更体现了一些学者重建马克思哲学史分期、

深挖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努力⑥。

三、思想考古与当代建构：

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动向

　　尽管未来总是难以预测，但理论研究总是继
承其自身的传统，并追随实践发展的变化。而马

克思哲学研究无疑格外具有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张

力，其发展从来不是单向度的。在此，我们尝试

例举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些新动

向，并借此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重点与总体趋

势。这实际上也包含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

（一）思想考古的再启程：从原文深耕走向

思想史重述

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方法论共

识，即对马克思原初文本和思想语境的尊重是开

展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前提。关于文本和文献研究

方法的争论堪称热烈，但就其性质而言只能是准

备性的，具体的文本 “深耕”仍然任务艰巨。同

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立足原文开展研究的

重要性：依靠普及学习性的旧译本研究马克思难

免产生不少误解和 “伪问题”，而译文也总是会

遮蔽许多原文语境中的 “真问题”。国际文献学

新进展的引介以及中央编译局的最新编译工作意

义也在于此。对原初文本和思想语境进行考古式

的一手研究，是每一个人文学科走向深入的必然

步骤，这对未来的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

求。有学者基于德文原文，对马克思的物化概念

进行了深入的辨析⑦，挖掘出了中文语境中不可

见的问题，这在研究路径上也具有启发意义。只

有不断创作出文献基础坚实而富有新意的文本解

读成果，才能从根基上推进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

认识。

文本研究终将走向思想史的重述。实际上，

本无需对马克思思想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联做太

多外在的论证，当文本研究足够深入之后，这种

思想史的传承与转折关系将会自然地体现在无数

具体的概念改造、典故援引与词频变化过程之

中。教科书风格的教条化论述将失效，马克思哲

学的重述将在脉络与风格上更加贴近马克思本来

的思想史传统。当然，这种贴近不是出于原教旨

主义，而是为深入的跨文化理解与严肃的学术创

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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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学科意识的加强：从哲学一般走向

社会分析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通过批判性地汲取政治

经济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资源而实现的，他的哲

学从未表现为概念清晰、结构自洽的纯哲学作

品，而是体现在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

历史分析之中。这既是由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品格

所决定的，也是由现代社会的复杂特性所决定

的：作为一种 “改变世界”的世界观，马克思主

义的合理形态注定不在于哲学一般的阐释，而必

然走向具体时代的社会历史分析；作为一种现代

性的哲学，不可能不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而

独立实现这种分析。“作为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经过社会科学的中介，才能

完整、准确地把握到时代精神。”① 理解和推进

马克思的哲学事业，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形成跨

学科的学术视野，走向 “非哲学”的社会分析与

批判。

就此而言，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方兴未艾，

并且相互促进、大有可为：一是对马克思非哲学

文本中的哲学方法论资源的挖掘，其中既包括其

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与著作，也包括马克思在

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后的政治历史分析、晚年关于
东方社会的研究②等等，后者对开拓马克思的政

治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加强

对当代经济社会理论的广泛研究、比较与对话，

避免哲学学科内部的自说自话，避免流于思辨话

语对社会生活的漫画式描摹，在哲学创新的探索

中充分借鉴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在这一方

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③、历史

唯物主义的 “空间化转向”④ 等都是具有巨大潜

在价值的研究方向。

（三）从借鉴国际成果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

哲学建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抽象的公式和套

语，而是以特定时代和地区的生产方式变化为基

础，历史性地把握其发展趋势的科学方法论。就

此而言，近年来国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总

是与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是

由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借鉴国际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道路的

特殊性，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建构，

不仅是学者个人的思想创新需要，也是马克思历

史理论的具体化指向⑤所内在要求的。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建构呼唤更具时代感

的研究视野和更加具体化的课题内容。一些最新

的研究成果已经预示，未来的研究必将更加紧扣

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在回应西方理论的过程

中推进自身研究的当代化；必将更加聚焦中国发

展道路上的新问题，形成中国化的问题意识。只

有拿出中国视角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成果，才能真

正走上国际对话的平台；只有通过对当代社会运

行本质与日常生活现象的独到破解，才能有效回

应人们关切的重大社会问题，具体彰显马克思哲

学的科学性与深刻性，从而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思想格局中的说服力与竞争力。

总结新世纪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成

绩显著，势头喜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学人将以更加扎实而开放的研究态度，

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前进，赋予这一伟大

的现代思想潮流以东方大国的风格与气派，并为

中国道路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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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亮：《马克思哲学与社会科学 “联盟”才能解决中国

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
参见叶险明：《“两部历史学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

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参见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生态文明

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大平 《南京长江大桥》（《学

术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一文的个案分析尝试。
参见吴晓明： 《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及其具体化承

诺》，《哲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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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两种哲学及其意蕴

———从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视角的考察

王南

【摘要】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

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

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

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

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

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

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

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

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

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

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

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

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关键词】理论哲学；实践哲学；理论旨趣；实践旨趣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３１－１０

　　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中，人们会遇到
一个令人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在流行的

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毛泽东自己的特有的哲学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人们又通常将这两种

哲学置放在一起，特别是将毛泽东特有的哲学纳

入到教科书体系之中，这往往既导致了教科书体

系逻辑上的不自洽，也使得毛泽东独特的哲学思

想被遮蔽。何以会出现这一理论困难呢？本文拟

从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之

双重逻辑出发，对此问题予以说明。毛泽东一身

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

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

性质。马克思曾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一名言强

调了改变世界这一实践旨趣的重要性，虽似并未

否定解释世界的功能，但问题在于，对于一种哲

学理论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是

否具有统一性，或者说，在一个人那里，特别在

一个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人那里，解

释世界的理论哲学或理论智慧与改变世界的实践

哲学或实践智慧是否会是同一种哲学。由于理论

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

现不一致性。毫无疑问，考察这种不一致性，对

于深入理解实践哲学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由于

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等种种原

因，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

里，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有着特别典型的体

现，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来考察这

种现象。

一、从毛泽东对苏联哲学

教科书的态度谈起

　　起源于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布哈林的苏联
哲学教科书是毛泽东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重要凭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３

 作者简介：王南，（天津３０００７１）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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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原始范本，而这一体系又是一种以解释世界

为旨趣的理论体系，因而，毛泽东如何对待这一

理论体系，直接表明了他一般而言对于理论哲学

的态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哲学

中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之间的非同一性，是最为

直接地体现在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态度上的。

毛泽东对待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态度，一方面

是认真肯定和维护，另一方面则是对之多有批评

和改进。就前一方面而言，这体现在他不仅将之

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文本，而

且还对据之编写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的李达称赞有加，甚至本人也据之编写了一部哲

学讲稿。但另一方面，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有

时的批评还颇为严厉。如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

等人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三版）

一书关于矛盾的论述时，毛泽东便在批注中对教

科书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述做了

批评，并在 《矛盾论》中给予发挥。在关于矛盾

的两个方面地位的互相转化问题上，毛泽东后来

还直接批评了斯大林：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

形而上学……苏联编的 《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

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

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

上对立的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

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

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

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①

在１９６４年８月的一次谈话中，他甚至还直
接对教科书所依据的恩格斯的三大规律说提出了

批评：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

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

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

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

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

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

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

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在１９６５年 １２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又
说：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

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

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

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

一。②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理论

体系的态度是矛盾的，至少是双重的。

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这种矛盾态度，似乎更

为戏剧性的体现在他对自己的哲学讲稿 《辩证法

唯物论 （讲授提纲）》的态度上。这部讲稿是毛

泽东于１９３７年５至８月为在红军大学 （后为抗

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而写的，其中大部分

在 《抗战大学》上发表过，另外还有不少单独发

行的版本③。从其内容来看，这部讲稿除了 《实

践论》、 《矛盾论》之外，主要是依据苏联哲学

教科书体系而构成的。史料表明，在准备和酝酿

写作讲授提纲期间，毛泽东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一些中外哲学著作，并在

其中一些著作中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如１９３７年４
月４日以前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 《辩证法唯

物论教程》的批注，同年 ７月以前对米丁等著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等。

因而，这部讲稿除 《实践论》和 《矛盾论》之

外，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根源于苏联哲学教科书

的理论哲学体系。毛泽东对这部讲稿的态度，一

方面，从这个讲稿在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９年十多年
间便有至少１９个不同版本发行这一点来看，似
乎是相当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从后来只有其中

的两部分内容即 《实践论》和 《矛盾论》在建

国后正式发表，且从 “值得注意的是，当斯诺在

１９６５年问及此事时，毛泽东否认他是 《辩证法

２３

①

②

③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州：广

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６５页。
转引自 ［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２页。
根据奚景鹏先生的说法，《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９年至少有１９种不同的版本发行，而他本人就
收藏有１２种版本 （参见奚景鹏：《关于毛泽东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早期版本》，《党的文献》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毛泽
东是这部著作的作者，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的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中多处注明出处为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一九三

七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字样可知，这部著作的作者被

中央文献研究室认定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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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论 （讲授提纲）》这部著作的作者”① 这一

点来看，毛泽东似乎又对这部讲稿十分不满，以

至于不愿承认为其所作②。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建国后不再出版这部讲

稿的其他部分，且后来还要否认自己是这部著作

的作者呢？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施拉姆认为这

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些讲演未达到 “共产主义运动

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的 “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目标：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真正达

到预期目标。这些讲演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

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

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

常常不甚理想。③

说 “这些讲演有相当大的部分”“照搬苏联

的材料”，大致不假，但说讲演效果 “不甚理

想”，则似难以成立。从有关人员对当时讲课效

果的回忆④，以及毛泽东十分擅长于讲演来看，

施拉姆的这一解释恐怕有太多的主观臆测的成

分，从而缺乏解释力。

如果我们将毛泽东对这部讲稿的态度联系到

他对待苏联教科书的双重态度来看，恐怕也不能

将此事简单地看作是毛泽东通过研究达到了更高

的理论境界之后，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解，对之前所接受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哲

学倾向不满意而意欲加以改进，而是需要将之放

置在一个更为深广的背景下去加以理解。这个背

景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以改变世界为目

的的理论所蕴涵的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的内在张

力，以及这一张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

特殊表现方式。如果我们基于这一理论背景，就

能够看出在毛泽东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态度后

面所蕴含的极为深刻的意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

与实践旨趣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论，任何理论都具
有解释世界的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却首先要改变

世界，因而它并不能限于解释世界。但这也不是

说解释世界归解释世界，而改变世界归改变世

界，两不相干，而是从根本上说来，认为解释世

界之理论活动在本质上是从属于改变世界之实践

活动的。因此，归根到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理论最终是要进入实践的。但这一进入却带

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解释世界所追求的

决定论和改变世界所必需预设的非决定论之间的

冲突，即如果一种理论是决定论的，则信奉这种

决定论的人，如何能够能动地改变世界？马克思

主义哲学既然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那么这一问题

便是进入变革世界的实践时所必须以某种方式予

以解决的，无论是理论上明确的解决，还是实际

上未明示的解决。

为把握和解决上述难题，我们必须重新理解

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中

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对应

的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的关系问题。不同于人们

通常的阐释，马克思的哲学将改变世界视为自身

的首要任务，而将解释世界视为对改变世界的活

动之反思或符号化。但作为这一反思或符号化结

果的解释世界之理论活动，又不能简单地还原为

改变世界之实践活动，于是，不同于动物世界，

人的生活世界便二重化为了实践世界和理论世界

之二重存在。现在，我们不仅通过直接的生活实

践构成了我们直接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或实践

世界，而且还在此基础上通过我们的理论活动特

别是科学活动构建了一个理论的客观世界。一方

面，这个科学的理论世界虽然是奠基于实践世界

之上的，但却有着根本上不同于实践世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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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③　 ［美］施拉姆： 《毛泽东的思想》，第 ６２页，第
６２—６３页。

关于毛泽东否认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为其所

作，有不同的理解，如许全兴教授认为这是 “在一种特殊语境

中发生的误会”，而非对此 “讲授提纲”的否认 （许全兴：《全

面评价毛泽东的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毛泽东邓小

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许全兴教授根据毛泽东与斯诺
对话的语境所作的判断自有其道理，但如果联系到毛泽东建国

后除了将 “两论”公开出版外，而未出版这一 “讲授提纲”的

其他部分，则理解为对 “讲授提纲”在某种意义上的否认或不

认可，亦说得通。

参见奚定怀： 《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

演》，《党的文献》１９９７年第３期；曹慕尧；《聆听毛泽东在延
安的五次讲话》，《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３期；何长工：《何长
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３７１—３７８页；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第９５页：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中共党史资料》
第７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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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那就是其严密的规律性，即理论世界是一个

为因果规律体系所支配的世界。因果律基于工具

性劳动对于理论活动的先验性，使得科学对象的

理论世界必然要以因果律为前提，即必然要将理

论世界构造成为因果决定论的世界，否则科学的

理论活动就失去其意义。但另一方面，科学的理

论世界的出现，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蓬勃发展，却

没有也不可能将原初的实践世界或生活世界消除

掉或完全取而代之。尽管近代以来的人们在观念

中一般地以科学的理论世界取代了自身所源出的

生活世界，但生活世界仍然独立地存在于理论世

界之外，只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蒙蔽下，人们才

无法看到这一点。而现代实践哲学则向人们揭示

出了形而上学的这一秘密。从实践哲学的立场

看，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不可能被科学的理论世界

所吸收的，相反地，科学的理论世界却是立基于

生活世界之上的，没有生活世界，理论世界是无

以立足的。既然科学本质上是对于生活世界中之

一类特殊的活动———工具性劳动的一种抽象，那

么，它就不可能将具体的生活世界全然吸收进自

身，而只能是一种基于工具的一义性的单一视角

的透视。这样，理论世界的抽象性、确定性与生

活世界或实践世界的具体性、丰富性便形成一种

鲜明的对比。

既然进入理论世界便必然地要求以因果关系

构造对象，即将世界构造为必然的关系，那么，

这个领域便只能是必然性的领域、决定论的领

域，从而就并未给人的能动作用留下空间。或者

说，在这个领域中根本就不可能给人的能动作用

留下位置，人的能动性早就以笛卡尔的方式被排

除在这个客观世界之外了。这是理论活动的本性

使然，即便是舍弃机械决定论，降级为统计决定

论，亦是决定，也不可能给人的能动活动留下余

地。故这里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理论

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并未给人的能动活动

留有余地，那么，在理论世界中谈论世界，谈论

历史过程，便只能将之构造为决定论的，并不能

给人的可自由发挥的能动性留下余地，否则便不

是一种适当的理论。历史领域当然与自然领域有

根本性的不同，例如由于对象的极端复杂性，无

法运用数学工具进行精确的描述，但这种不同却

并不妨碍对历史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构造。而且在

此领域如此的谈论具有必然性，不以决定论的方

式谈论历史过程，倒似乎文不对题、有问题。这

种理论构造，便是一种自柏拉图以来就受到极大

推崇的理论智慧。

但进入实践领域或实践世界则与进入理论领

域大不相同，在这里，要想有效地从事实践，就

不能奢谈普遍性、必然性，而只能针对特殊的实

践情景而具体地构想实践方案，且要根据实践情

景的变化而修订实践方案。当然，这不是说普遍

必然性的理论与具体特殊的实践无关，而是说，

理论要想有成效地进入实践，便不能以一种直接

的构造性方式去指导实践，即把具体的实践抽象

为理论构造，而只能以一种康德所说的范导性方

式去间接地、调节性地关联于实践。如果以自然

科学理论与工业技术实践为例来看此关系的话，

在工业设计中，从自然科学定律到工程技术规范

的转化过程对于理解这一问题便是富有启示的。

科学这种非构成性的调节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便是一种辩证法，即实践辩证法或实践智

慧。

但问题不仅仅如此。如果理论只是解释世

界，那么，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来说，这种纯粹

的理论构造除了能够满足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好奇心即一种理智愉悦之外，还能有什么实际的

意义呢？无疑，如前所述，理论具有指导实践之

功能。但如果真正在实践中起作用的实践智慧必

定是关于特殊的东西，而抽象的普遍性理论必须

被特殊化之后才能在其中发挥一点作用的话，那

么，它至多也只能具有一种工具性的意义。但

是，理论智慧却不仅仅为那些抱有纯粹的好奇心

的人所看重。如果说自然科学理论由于其巨大的

工具性功效而为人们所重视的话，那么，那些并

未见得有何实际的工具性效用的哲学理论却为何

亦为人们所推崇呢？那些纯思辨的理论之所以能

获得重视，甚至有时会获得可称之为崇高的地

位，恐怕亦在实际生活中自有其他者难以企及的

独特功效。这难以企及之处便是理论在纯粹满足

好奇心与充当工具性用途之外的一种对于实践家

来说更为重大的功效，即作为旗帜聚拢人心之功

效。那么，理论何以会有这种功效呢？这在于理

论所具有的客观普遍性之特征，或者至少是在于

其客观普遍性之外观。亚里士多德曾言，理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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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由于以永恒必然的东西为对象，从而比之以可

变的事物为对象的实践智慧，使人借助于掌握这

种永恒必然性而能够分享宇宙之神性。分享神性

云云，未必可当真看待，但理论的这种无所动心

的客观普遍性特征却暗含着某种规范性意义，那

就是暗示既然世界是如此这般地运行的，则人们

应当循此而行。诚然，人们未必会循此而行，且

循此而行的结果未必成功，更可能是不成功，但

理论所蕴含的这种规范性意义，一旦当一种理论

为人们所接受，进入实践，便会转化为巨大的物

质性力量。理论所激发起来的人民大众的物质性

力量无论是可能导向预期的建设性后果，还是可

能导向非预期的破坏性后果，这种力量的巨大性

都是无疑问的———这便是理论的动员群众、掌握

群众的旗帜效用。正因为理论有此巨大作用，实

践家们尽管不免看重实践智慧，而对理论智慧之

满足理智愉悦之功效嗤之以鼻，但真正有眼光的

实践家特别是政治实践家却绝不会轻视理论的这

种旗帜作用。而理论的这种旗帜效用之大小，则

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理论掌握群众以变成物质力量

时所说的：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

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而所谓彻底，所谓抓住事

物的根本，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便是发现事

物之本原存在，以之为基础而建构起一种决定论

的体系，从而说明世界。当然，并非任何决定论

体系都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但至少那些从某一

基点出发的决定论体系看上去是抓住了事物之根

本的，从而显得是有说服力的。因此，尽管决定

论的体系否定了世界的可改变性，从而也就否定

了实践或行动的可能性，但由于其彻底性而能够

用于掌握群众，因而亦为政治实践家所重视。

这样，一种哲学理论便可能具有三个方面的

意义：单纯满足理智愉悦的解释世界效用、实践

中的工具性效用和掌握群众的旗帜效用。单纯满

足理智愉悦的效用可能不为行动者所看重，但能

够发挥工具性效用和掌握群众效用的理论体系的

两个方面却是不可缺少的。这里的问题是，若理

论只是构成实践智慧之一种工具性成分，而实践

智慧又是一种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的东西，是一

种非决定论的东西，理论智慧在其中便只是一种

从属性的成分，即从属于实践智慧的东西，而非

决定性的因素。而能够掌握群众的真正彻底的理

论，既然以永恒必然的存在为对象，则其在本质

上必定是以决定论为最终目标的。如此一来，理

论之工具性效用与掌握群众这两个方面，实质上

便是可归结为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的关系问题

的。而两种智慧如我们所指出的，一方面同为实

践或行动所必需，另一方面又彼此矛盾，难于共

存。这便是任何一种实践特别是政治行动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的问题。就中国而言，当人们将马克

思主义付诸实施之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

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亦即理论智慧与实践智

慧的关系问题。一个政治实践家能否妥当地处理

这一关系问题，决定了他所领导的政治行动的成

败。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

理论与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之在中国 “五四”时期的传播发

展，最初的传播者主要是赴日留学生，如李大

钊、李达等人，且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之宣传，

而从瞿秋白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呈现出

了一种基于苏联哲学教科书而体系化的趋势。何

以会有这一变化呢？除了受传播的路径依赖之限

制外，从根本上说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

展的内在需要。

从理论传播自身看，构造一种体系化东西，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需要的。这是因

为，当马克思主义从众多外来的 “主义”中脱颖

而出，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所选中之时，便立即

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其成为广大国人所信

奉之 “主义”，而不仅仅是少数先进分子的 “主

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的工作，便

是通过论辩驳倒其他竞争性的 “主义”，使马克

思主义在理论上获得全胜。事实上，五四时期的

数次思想论争，即 “问题与主义”论争、社会主

义问题论争、无政府主义问题论争，以及三十年

代的唯物辩证法论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参与各

方的一种通过论辩驳倒竞争性对手而扩大自身影

响的特殊的传播行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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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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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通过通俗化的宣传，使广大民众，首先是广

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亦是壮大自身的传播所必须的。但要使这两

个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效，体系化是必不可少的。

这正如成体系化的即有组织的队伍才能更有效地

战胜对手一样，只有体系化，才能最有力地驳倒

其它竞争对手，且最有成效地传播于广大民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理论轨迹，

如果从李大钊１９１９年正式传播算起，到瞿秋白
的 《社会哲学》和李达的 《现代社会学》、 《社

会学大纲》问世，可以说已经大致上完成了从尚

不成体系且缺乏内在严密性的理论向体系化理论

的过渡。理论的体系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辩

驳性的争论，战胜竞争性的理论对手，使自身获

得最广泛的传播。然而，吊诡的是，这一理论传

播所要求的具有决定论性质的体系化理论，虽然

在理论上是战胜竞争性对手的利器，但当其一旦

直接进入到具体实践之中，却往往导致相反的结

果，即会成为导致实践失败的根源。这便是教条

主义支配政治实践而实行左倾冒险主义，从而导

致多次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不能把全部责任

都归结为将普遍性理论误置于特殊的具体实践之

中，其他国家基于其民族利益的介入、斗争力量

的对比等等，都可能是产生影响的因素，但无论

如何，把被视为普遍原理的理论直接置入特殊的

实践，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而这就提出了

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如何一方面维持已经发展

起来的体系化理论，另一方面又能防止将普遍性

理论简单地、构成性地应用于实践。这里的困难

在于：一方面，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是

必须的，而决定论体系是任何理论的最高理想，

那么，为了革命实践的成功，人们必须推进这种

决定论的体系；而另一方面，既然这种决定论体

系教条主义地运用于实践又是导致实践失败的重

要原因，那么，为了革命实践的成功，人们又必

须防止这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化理论的运用。这一

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就可

能因此而夭折。

四、毛泽东的心智结构

既要推进决定论体系又要排斥决定论体系，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显然，这两种要求在逻辑

上的不相容，已表明这一问题是无法以一种理论

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因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

便似乎只能是非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了。

对于这一内在张力的消解，当然也是理论家

的任务。但是，鉴于这一问题从理论上似乎是难

于解决的，且理论家对此问题的感受并不如投身

于实践之中的实践家那么切身，那么，理论家未

将此问题当作其核心问题加以解决，也就是情理

之中的事了。但实践家却不同，他若不能合理地

解决这一问题，便不可能成功地从事实践。因

此，对于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的毛泽东来

说，这一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必须全力以

赴地对付的根本性问题了。

毛泽东又何以能够如此呢？这恐怕与毛泽东

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是分不开

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有莫

大关联。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是解释世界，从根

本上说从属于改变世界，即理论从根本上说根源

于实践、从属于实践。这一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

的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思

辨性命题，而首先是一种实际上对待理论与实践

关系的生活方式。这就要求人们在实际上而不仅

仅是在理论观点上将理论从属于实践。但这一点

对于一个单纯的理论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

对于一个实践家来说，则不难做到，因为实践家

的目标只是实践的成功，而毋庸太多的顾及理论

的一贯性。当然，单纯的实践家往往只在自己实

践中的将理论的功效作为一种因素加以考虑，并

不去将这种考虑上升为理论。而毛泽东由于兼具

理论家与实践家之双重品格，他就不仅在实际上

坚持这一处理方式，而且要在理论上将之表达出

来。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一方面为了实践的成

功而克服或批判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哲学倾

向，并构建一种实践哲学；而另一方面，同样为

了实践效果却又不能不继续以某种方式保留苏联

哲学教科书体系。

为说明毛泽东创建了一种不同于苏联教科书

体系的实践哲学，我们须做一些考察。毫无疑

问，毛泽东是认真研究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苏联哲学教科书提供给

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解的材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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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研读却并非无批判地

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基于自身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 “前见”作了批判性的重构。就

此而言，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于毛泽东学习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起的作用只是阶段性的：一方

面，他借助于这些教科书而逐步熟悉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另一方面，他又逐渐不满意于这种带有

明显理论哲学倾向的教科书体系，并以自己的方

式对之进行了超越和改造。

毛泽东对于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的不承认，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不满，指示我

们从另外的途径思考毛泽东的哲学。这就是为什

么对于毛泽东的哲学不能或至少不能主要从马克

思主义理论体系化这一发展线索去理解，而应当

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问题去理解。

从主观方面看，毛泽东本身的文化思想倾

向，也可能构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某些有利条件。

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受心学影响颇大，强调 “吾从

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

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

集合，即成宇宙”。但这个 “我”并非是一 “小

我”，而是一 “大我”：“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

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

大我也。”① 这一 “大我”，即 “宇宙之我，精神

之我也”②。这一 “精神之我”自有一种英雄主

义气概。在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将王船山关

于圣贤与豪杰的言论认真抄录作为自己 “修身”

的座右铭——— “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

不豪杰者也”③，并释 “圣贤”为既具有高尚的

品德，又能够成就大功大名的 “德业俱全者”④。

这种精神能够克服一切阻力，而成就大功业：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

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

号。”⑤而这种精神正是时代召唤： “当今之世，

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

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⑥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注

重实践效果，利于国计民生的传统之影响。尽管

古代各家对实践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但重视实践

却是他们的共同点，这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

一个具有深刻影响的思想传统。尤其到了明清之

际，“经世致用”之学已蔚然成风，黄宗羲、顾

炎武、王夫之等著名思想家都继承和发挥了这一

传统，注重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必须有益于国

事，必须面向现实，服务现实。而这一点，尤其

体现于注重务实践履、强调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

传统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力图调和

汉学的求实学风与宋学的穷理精神，以吸取汉学

的求实精神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并开辟一条

通向 “经世致用”的道路。他们大都反对 “多

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洞心性之学，认为空谈

性灵，愈谈愈妄，只会导致对现实社会浑然不

察，导致办事无能。因而他们倡导为学当讲经世

致用，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探求国

家治乱兴亡之道。毛泽东身处这一文化传统之

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影响。事实上也正是如

此。他在１９１７年８月致黎锦熙的信中，对比了
近代几位重要人物之后，得出结论 “愚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⑦。这种文化传统又使得毛泽东的

思想中有一种重实际、重实效的倾向。

因此，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便存在着一种

既强调精神能动作用，同时又注重事功实效的带

有二元色彩的思想结构。这一点若从理论哲学的

角度来看，是缺乏理论所要求的单一视角的不彻

底的哲学，但若置于实践哲学的视野则又不同。

正是这种二元结构，有可能构成一种能够平衡决

定论与能动论的实践哲学方法论基础。

毫无疑问，毛泽东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成了唯物主义者。但是一个人早期的思想观念是

不会完全被清除掉的。人的思想转变，决非彻底

清除旧有观念而从一张白纸开始重新描画，而不

可避免地是一种 “扬弃”，即在既有思想的基础

上的重新构造或 “翻新”。既有的思想观念不可

避免地构成了接受新观念的 “先见”，并以改变

了的方式保存在新的观念之中。正是这样一种既

注重客观实效，又强调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思想

结构，构成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活的灵魂。

葛兰西曾经说过：

一个搞政治的人进行哲学写作，情况可能

是，他的 ‘真正的’哲学反倒应该在他的政治论

著中寻找。每个人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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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⑦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１—１４２页，第５９０页，第５８９页，第５８９页，
第１８０—１８１页，第８６页，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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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必须从这里去寻找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处在

一种往往不是暗含在、而且甚至经常是同公开表

达的东西相互矛盾的形式中。①

因为政治著作的主题虽然并非哲学，但是政

治实践家的 “专业”既然是政治，而政治又是人

类所有问题中最为复杂难解的问题，因而他们在

其政治问题时自然便会全力以赴，迸发出其最高

的智慧，以求得问题的合理解决。在这样一种情

况下，自然地就会显露出其最为深层的哲学观

念。因而，毫不奇怪，已有不少人指出，毛泽东

的哲学思想更应该在他的政治、军事著作中去寻

找。就此而言，李泽厚的看法无疑是深刻的：

毛最光辉的理论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

论著，其代表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 《论持久战》 （一九三

八年五月）。毛在这些论著中，总是尽量地把这

些战争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和叙说。同时他又非常重视

为列宁称之为 “马克思主义灵魂”的 “具体问

题的具体分析”。毛的许多论著的论述形式似乎

是从一般到特殊，而思维的实际过程却是从特殊

到一般，即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经验

总结。毛泽东由于从实际出发，很重视事物的经

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去认识问

题和解决问题，但又总是把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

性的规律上来，这成为他思想的一个特点。②

如果认可这一说法，那就至少应该更多地从

毛泽东的这此类著作来探查其哲学思想之前提性

核心结构。

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

写道：

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

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

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

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

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

壮的活剧来。③

这里虽然写的是军事家，但将其主体换为一

般的人，也应当是适合的。而在 《论持久战》

中，则说得更具一般性：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

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

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

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

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

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

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

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

曰 “自觉地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

点。④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在毛泽东的

思想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是

“强调这种 ‘自觉能动性’，并把它看作 ‘人之

所以区别于物’的族类本性，强调运动、活动、

劳动、实践、直接经验，从而强调产生和支配行

动的实践意志，强调 ‘精神变物质’、 ‘思维与

存在的同一性’等等，似乎是毛从早年到晚岁一

以贯之的基本哲学观念”；另一个方面则是 “强

调对经验规律的客观性的认识，强调 ‘调查研

究’，强调从 ‘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

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

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即 ‘实事求

是’”。⑤而正是 “这种经验论的唯物论，亦即

‘经验理性’，保证了 ‘自觉的能动性’不流于

乱闯盲干，使得革命战争和革命的政治斗争能不

断取得胜利”⑥。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引出这样

一个观念：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由自

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两个方面构成的关于人与

其活动环境的存在论结构。

那么，毛泽东思想中这样一个存在论结构是

什么性质的呢？李泽厚认为，在 “自觉能动性”

与 “经验理性”之间，毛泽东把前者即自觉能动

性作为本质、目的、世界观，把后者即经验论、

客观性的认识方面，作为手段、方法、认识论，

两者仍有主从的不同⑦。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泽

东似乎便是一个主张客观规律性从属于自觉能动

性的唯心主义者了。但李泽厚这一说法显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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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１７页。
⑤⑥⑦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三联书

店，１９８８年，第４４－４５页，第５３－５４页，第５４页，第５４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１８２页，第４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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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含混与不确切之处。如果单纯从人的活动这一

直接性层面上来看，而不考虑更深层的存在论问

题，李泽厚的这一看法或可成立。但如果是从存

在论上看，则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从毛泽东早

年的思想来看，他的 “我即宇宙”、 “宇宙一大

我”等说法，似乎表明，此时毛泽东思想中的

“我”与 “宇宙”的关系，只有执着于 “小我”

之时，才是对立的，而如果达到 “宇宙一大我”

的境界，则 “我”与 “宇宙”之间便不存在相

隔之处，而是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则这种二元

对立之中并不存在何者为主何者从属的问题。诚

然，“我即宇宙”是一种带着某种神秘性的说法，

因而在其信奉马克思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

之后，似乎便不再能立足了。但也许不尽然。或

者，我们也可以从一种类似于布洛赫 “希望哲

学”关于物质世界自身具有能动性的视角再将

“我”与 “宇宙”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视之最

终为统一性的存在。否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

上，我们如何设想人的能动性的根据呢？这样的

话，或许可认为，最终的统一性是一种可以思辨

地设想的境界，而在实际生活实践领域，我们所

能设定的则只能是自觉的能动性与客观的规律性

的对待与通过能动活动加以改变而后实现的相对

的统一。

当然，毛泽东思想中的这种复杂观念，并未

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明确的表述出来，而只是在

其理论生活中 “表现”出来。即便是其作为实践

智慧之体现的实践哲学思想，也是如葛兰西所

言，只是在其政治论著当中有所表现。而在其专

门的哲学著作中，为了严守理论逻辑上的一义

性，却只能表述一种单一视角的东西。理论的单

一视角自然只是一种抽象，无法表达双重视角的

视界来。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那样，毛泽

东在非严格理论论述的场合，如在对于苏联哲学

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有通过对于教科书某些观点

的批评而表露出自己观点的例子。但不管怎样，

只是在其政治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的核心哲学观

念才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然而，毛泽东的这一存在论结构虽然能够在

实践上为合理地解决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提供

一种存在论和方法论前提，但是，这一解决却只

是实践上的，而非理论上的。依据这一存在论前

提，人们便可将人的能动性与实践环境的客观规

律性视作可并存的二重结构或双重视角，而不必

去构想种种辩证模式去消除这一二元对立。当

然，正如我们在别处所考查过的，这一二元对立

在理论上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即

便深刻如卢卡奇，甚至黑格尔，也无法通过辩证

进展来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劳心费神所构造起来

的庞大体系，并未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陷入了一

种隐性的历史决定论之中，从而也就使得改变世

界的实践活动成为不可理解的。

毛泽东的这种哲学虽然能够十分有效地运用

于现实生活实践，能够作为实践智慧而解决实际

问题，但是却不能构成一个理论智慧所追求的基

于单一理论原点的理论体系。而成功的政治实践

不仅要求恰如其分的有效的正确行动，而且要求

动员足够数量的群众来有效的行动，且不仅仅是

少数人的正确行动。这样一来，既然就掌握群众

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所要求的理论的彻底性而言，

仅仅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智慧是不能充

分满足的，那么，一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尽管不

能有效指导实践，但却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掌

握群众之需求，从而也就具有了存在之必要。

五、毛泽东的两种哲学之意蕴

从以上考察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既

严厉批判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理论哲学体系，

但又并未将之彻底弃绝，且在一定时期还亲自讲

授，正缘于这种决定论的理论哲学体系所具有功

能的双重性。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

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

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

面，又由于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

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

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

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

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方

凿圆枘，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

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

尽管在毛泽东那里存在着两种哲学，但从以

上考察亦可见出，在他那里，这两种哲学的地位

决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极为不同的。对于那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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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论的理论哲学，他诚然允其存在，但却愈来愈

予以严厉的批评；而对于其实践哲学，则虽未予

以系统表述，但却在各种关涉具体政治行动的著

作中予以阐扬发挥。借用他在其他场合的话来

说，就是对于前者，是有控制的使用；而对于后

者，则是放心大胆的使用。或者套用研究者关于

柏拉图的两种教诲之说，可以说，前者是毛泽东

的显白学说或显白教诲，而后者则是其隐微学说

或隐微教诲。前者之为显白教诲，不仅因其决定

论性理论的彻底性而易于简单明了地说服大众，

且亦因其源自十月革命的故乡而血统高贵纯正，

有着其他理论体系难望其项背和无可争辩之优

势。而后者之为隐微教诲，则不仅在于它与正统

的理论哲学体系在逻辑上不相兼容，易于构成正

统理论哲学的破坏性因子，从而动摇其掌握群众

的效力，而且亦在于这种有成效的实践智慧作为

行动的方法论，亦无须宣示于普通大众，而只须

通达于政治行动的核心层面即可。

但如果此二种学说都为政治行动之所必需，

尽管可以将之划分为显白与隐微两个层面，但这

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理解与阐释上，仍然

是一个不易妥善处理的难题。若是作为显白教诲

的正统理论哲学过于强势，则可能导致作为隐微

教诲的实践哲学不能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实践的

失败；而若是作为隐微教诲的实践哲学过于强

势，则由于其理论上的复杂性而难于把握，从而

导致降低掌握群众之效能。因此，如何为此二者

划界，把握其间的恰当分寸，变成了一项事关事

业之成败的大智慧。

此外，如果理论智慧对于革命运动来说，主

要地是用来掌握群众，那么，以何种方式构成一

种具有理论彻底性，从而能够有效地掌握群众的

决定论哲学体系，从理论上讲，并非只能取一种

特定的解释体系，而是可能采取多种方式。这也

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之体系化在某种意义上

说具有其必然性或必要性，但采取苏联模式的体

系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必然的，而是由特定

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如果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

下，很有可能会采取别的方式。比如，卢卡奇就

曾经提供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方

式。但是，由于世界和中国当时特定的发展状

态，在苏俄形成那样的教科书体系和中国对它的

接受，便构成了难以避免的历史趋向。其所以在

苏俄形成那样的理论体系，除了第二国际的影响

之外，恐怕也与苏俄革命时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

度以及宗教势力的强大密切相关。而其所以中国

人如此接受这种体系，亦在于国人当时受教育之

程度，以及十月革命成功之示范效应。而卢卡奇

那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未

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选择，不仅因为这种体

系在当时并不为中国人所熟知，而且亦因为并无

与这一理论体系相匹配的成功的实践经验，故而

实际上便很难成为效法之对象。此外，卢卡奇体

系的复杂性，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特别是对于

近代西方哲学的深入理解方能掌握，恐怕亦是限

制其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另外一种条件

下，却有可能成为仿效之典范。如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教科书体系

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试图另构一种体系，

而这种体系化即卢卡奇所复兴的黑格尔主义的阐

释体系。这个时期之所以能接受卢卡奇的那种黑

格尔主义体系，一方面是由于旧体系过于僵硬而

漏洞百出，另一方面亦是由于经过多年积累，国

人对于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有了相

当深入的了解。

我们关于毛泽东的两种哲学的考察，只是一

个特殊的案例，但这一案例无疑也具有其典范

性，那就是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

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

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

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

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

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

其间的张力问题。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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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毛泽东


———革命传统、革命后民族国家创制与后传统理想主义遗产

刘怀玉

【摘要】文章以作者二十年来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之当代价值的三次思考为主线而展开，指出：（１）不能把毛泽东所确
立的革命传统与其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立起来，不能把晚年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与其超越时代的理想

主义价值观相混淆；（２）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直接相关，不能直接
照搬经典思想，而是必须从世情国情出发；（３）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定位毛泽东、重新发明毛
泽东、重新发现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遗产。

【关键词】毛泽东；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４１－０８

　　纪念毛泽东是一件大事情。恩格斯在评论马
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说过：“即

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

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

作。”①我们在纪念毛泽东这个重大历史事例上坚

持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也是需要多年思

考，需要几代人连续思考、共同努力才成为可

能。我仅以自己近二十年内三次思考毛泽东个人

思想的真实而复杂的体会为例，写下这篇小文，

并求正于大方之家。简而言之，我对晚年毛泽东

个人思想的学习认识经历了一个祛魅、解魅与复

魅的过程，并作出了三个基本判断。本文也算是

一种自我批评吧。

一、革命传统与中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１９９３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曾
写过一篇小文②。该文作过如下概括：毛泽东重

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就在于，他把中国现代化发展

问题放在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层面上和世界历史

发展普遍趋势的宏观视野③中加以比较与理解；

也就是把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发展道路和世界各国

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辩证结合起来，把中国现

代化的民族特色及其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

辩证统一起来。更为可贵的是，建国后毛泽东从

战略高度提出在５０年到１００年逐步把中国建设
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设想。他

使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 “走西方人的路”到

“走俄国人的路”、再从 “走俄国人的路”到

“走自己的路”的两次转向，首次为中国人建立

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科学的思想文化事业，奠定了

历史的基础，探索出一条可能的途径。在经济建

设方面，他向全党发出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号

召，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要正确处理

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实行工农

业并举，保持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相对平衡发

展，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

品生产和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它是

一个大学校；初步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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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研究”（１１ＢＺＸ０００５）、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资助课
题 “祛魅的现代政治世界———一种空间的批判视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怀玉，河南南阳人，（南京２１００３２）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９页。
②　参看刘怀玉：《历史的突破与历史的循环———论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河南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③　毛泽东建国初 （１９５１年７月）在向故友讲述自己青年时代自学经历 （１９１２）时，说自己 “最大的收获”是 “我在湖南省立

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从此形成了 “胸怀中国、放眼世界”的世界观，确立了 “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

命事业奋斗到底”的人生观。参看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卷第３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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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僵化的弊病，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经营管理体制。

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反对官僚主

义，强调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在文化建

设方面，制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

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

的培养及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大力

学习国外一切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方

法。

但同时文章又认为，晚年毛泽东所理解与实

践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因袭了中国传统文

化。诸如古代的 “重农抑商”思想在毛泽东那里

不同程度上表现为 “重工轻商”、 “重农轻商”。

他本能地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是资产阶级

和剥削阶级的专利品加以批判和限制。古代的

“贵民”、“重民”思想也加深了毛泽东对现代民

主的误解。他虽然主张却并没有真正一贯地坚持

从体制与法制建设角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建设问题，而更喜欢强调人们的大公无私、道

德觉悟、思想斗争的作用。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主

张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另一方面又赞成

“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一方

面号召 “造反有理”，另一方面又强调加强无产

阶级专政，结果导致了所谓的著名的 “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此文还认为，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实质上是一

百多年以来近代中国人在现代化发展问题上的错

误认识的历史性循环，也是毛泽东个人在革命战

争年代所形成的那一套政治哲学思维逻辑在现代

化建设实际中抽象片面演绎的结果。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史这个大背景来看，毛泽东晚年的探索

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是革命辩证法未

能成功地向经济建设辩证法转换的一种表现，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未能完全走出近

代空想社会主义误区、从而未能科学地认识中国

具体国情的表现。

现在看来，以上评价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

充分注意到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式现代化道路的探

索失误是与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客观

条件的恶劣直接相关的，从而也没有进一步把毛

泽东个人主观认识上的失误与客观条件制约所造

成的曲折错误区分开来，因而没有指出中式现代

化道路的探索是一个必然经过错误与曲折的反复

认识实践过程。因为事实上，甚至在 “文革”期

间 （１９７０年）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放弃现代化建
设探索，同时也承认 “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

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

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

套”①。

现在看来，２０年前我的这些看法不够准确
地方就在于，未能把晚年毛泽东实践中确实存在

的极 “左”错误与他的那种超越时代的崇高的理

想主义文化价值诉求区分开来。问题关键在于必

须把极 “左”错误与革命传统明确地区分开来，

把革命传统与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

来。革命传统即用革命的方式促进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化，其本义并非要摧毁传统文化，而是

一种全方位的深刻的现代思想启蒙，即促进中国

人的现代民族意识与民主精神的觉醒。它是传统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然，把作为历史

效果的极 “左”错误与革命传统精神财富区分开

来与剥离开来，并不是一个简单主观扬弃与选择

的政治判断问题，而是作为客观历史的自我扬弃

过程的事情，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 “大浪淘

沙”的历史过程。２０多年过去了，国人对毛泽
东态度的逐渐平和客观，也正是这种客观的历史

扬弃或沉淀筛选的体现。

二、革命之后民族国家创制难题的

经典理论反思与现实摸索试验

　　我对毛泽东曾经作过的第二个基本判断是：
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悲剧是革命后的民族国家创

制的巨大困难所造成的。

２００３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结合学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会，我又写

了一篇份量并不轻的文章②。但限于篇幅，该文

并未直面毛泽东，倒是以马克思为总结１８４８年
革命失败教训而写就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２４

①

②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卷第２０６页。

参看刘怀玉：《祛除历史能指的幽灵，解开历史代表问

题之谜》，《洛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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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这个著名文本为研究对象，借此反思２０
世纪反复出现的第三世界革命之后民族国家建立

的曲折与坎坷这个重大政治哲学问题。

在此文中我注意到，马克思收于 《１８４４－４７
年笔记本》中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

稿》（１８４４年１１月）一札有一个重要提示：“现
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政治制度的自

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因此 “为消

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①。在同一笔记本中，

马克思写道：“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

“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②。作为一种详

细注解，他紧接着在 《神圣家族》 （１８４５）写
道：“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

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

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

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

国家”，从而 “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

治生活制度牺牲”，而不去放手发展现代社会生

产力，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剧性的错误！③１８５１年
８月８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专门讨论了蒲鲁
东的著作 《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马克思转

引该著作第二部分 “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理由

吗？”的观点：１７８９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
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

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

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

着统治地位，因此出现了 “社会贫困化的趋势”。

其次，国家日益发展；它具有了专制的一切特

征；它的独立性与权力日益扩大。④ 蒲鲁东这些

观点无疑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观点。因而在几个

月后的 《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似乎不再

为由于革命失败导致了更加专制而完备的第二帝

国这种倒退现象而扼腕叹息，倒是深刻地认识

到，现代集权制民族国家形态的出现，一方面的

确与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有些相

悖，但另一方面却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发展

所要求的集中管理的社会制度功能要求相一致

的。

《雾月十八日》的现代意义就在于：它从波

拿巴政变的成功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软弱无能的

现实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王国的世界历史

性盲目发展并不排斥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作用，

相反，是以强化民族国家集权统治功能为前提

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种自然的 “自由扩张秩

序”，而是一种强制的制度设计、安排与控制。

《雾月十八日》中的马克思已经看到，资产阶级

的民族国家与其说是保障资产阶级个人的财产与

自由的代表机构，不如说是适应现代社会大生产

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价值交换要求的历史功能代

表。在此意义上，吉登斯才说，国家作为一个巨

大的、无所不管的监督机制而非常高效率地使用

暴力手段，这不是古代的而是 “现代性”的现

象。《雾月十八日》超越了启蒙思想家对现代社

会的那种市民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狭隘理解，当然

也超出了近代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种种道德

化浪漫化的理想视域。它自觉不自觉地回答了甚

至是２０世纪才正式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与
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本质统一关系、现代社会生

产力与国家制度形式之间的功能互动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波拿巴王朝的历史意义不仅

在于它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庞大的农民阶级的权力

机构，而且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不自觉的继承

者，更是进步的、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现

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制度代理。资产阶级

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完全分离，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是国家政权力量的强

大。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这种国家中央集权制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

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在第二帝国的集

权整合下，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

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贵显人物

转化为领取薪水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

权力的五彩缤纷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

权力的图案。现代民族国家机构的分工与集中管

理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是同构的。⑤ 用吉

登斯的话来说：“民族 －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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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第２３８页。

同上，第２７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７５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集装器，是现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

现代 “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
国家。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的产物，作为集中控制

的暴力工具，是现代性直接相关的最为基本的

“独立变量”，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之一。资本主

义并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的力量。①

如果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那篇文章只

是指出晚年毛泽东的悲剧所在，但并没有真正回

答 “何以如此”的问题。而论 《雾月十八日》

一文则着力面对与思考革命的传统何以未能真正

促进落后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问

题。邓小平曾经用非常通俗的语言道出了这个历

史难题：解放以后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在解放了

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情上做得不

好，犯了急于求成、脱离国情实际的极 “左”错

误。②

现在看来，造成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道

路曲折的原因，要比历史当事人并不彻底明白革

命后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与解放发展生产力

的现代化功能这个认识盲点复杂得多。晚年毛泽

东的悲剧与困难，与其说是１７８９年与１８４８年式
革命悲剧的重复，不如说是马克思晚年之困惑的

继续与重复。③ 马克思在自己的 “政治遗瞩”

《哥达纲领批判》以及 《法兰西内战》中说过：

无产阶级决不能靠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

家机器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而必须彻底砸碎资

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与传统观念或意识形态实行

彻底决裂，才能建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

的半国家形态。④ 但如何建立这是一个实践问

题，再多的纲领不及一步行动。正如有西方学者

所说：晚年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问题，出在

他未能很好地区分作为组织生产的国家与作为制

度的国家。他设想了一种没有制度的国家组织，

而忽略了一种危险，“即国家必然会被制度化的

过程，越过了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的痛苦就

在于，他已经隐约地意识到，他的对手，国家社

会主义实践家拉萨尔的方案远比他的意见更为现

实，“正是拉萨尔主义预示着 （对于这一点，马

克思并不知道）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⑤。

所以晚年毛泽东的问题也就是晚年列宁的问

题。十月革命前夕写过 《国家与革命》的列宁曾

制订过一个彻底打碎资产阶级旧国家机器、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新国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十月

革命后的残酷现实，让列宁不得不违心地采用在

他看来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前

阶”的方式来进行新经济政策建设，他是带着极

大的痛苦与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的痛苦是新

生的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像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晚

年毛泽东与晚年列宁都非常痛恨 “小生产者每日

每时地、大批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

级的”⑥ 现象！）。他的继承者斯大林倒是完整地

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但这种

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并不能说就是符

合经典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设想的国家制度。斯

大林模式的空前成功与严重错误之间的巨大反

差，引得他逝世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去设想另

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理论、制度与道路。

在此意义上，晚年毛泽东的悲剧又是晚年斯

大林的严重错误所引起的。他虽然自觉地维护斯

大林的神圣政治形象，却对建国初期因循抄袭苏

联体制之作法感到心情非常 “不舒服”⑦。随之

也就对他的那些墨守苏联计划体制的同志同僚们

表示越来越不满意。他所发动的史无前例的 “文

化大革命”，肯定不能被视为一场简单的宫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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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看 ［英］吉登斯：《民族 －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
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１４５、１４７页等处。

参看 《邓小平文选》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第２２７—２２９页。

事实上，毛泽东晚年曾数次劝全党学几本经典马克思

主义著作， “以区别真假马列主义”。一次是中苏大论战之际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５日）他向各级干部推荐读马克思主义三十部书，
另外一次是批判陈伯达的 “天才论”而向全党推荐读六本书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７日），其中大多数都是专门论述未来社会设想的
著作。诸如 《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

《国家与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耐人寻味的是其

中并不包括前面我们重点分析的 《雾月十八日》，毛泽东认为它

并不是马克思的 “主要著作”，一个重要原因是林彪陈伯达曾经

利用此书大谈 “天才论”、“政变论” （相关细节参看 《毛泽东

年谱 （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 ５卷第 ３１７页，第 ６卷第
３３９、３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７页。

参看 ［法］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主

义到斯大林与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５页。
参看 《毛泽东文集》第 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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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斗争或者政治阴谋。被毛泽东视为生前两件大

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他在发动之前就预料到反

对的人很多，甚至有血雨腥风的灾难之虞。他之

所以执意如此，是想创造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现代

社会矛盾的新的社会制度，虽然以悲剧性的失败

而告终。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不可能直接继

承而只能 “抽象继承”。晚年毛泽东个人思想与

实践的巨大影响就与他的后来继承者们既不能简

单地直接掌握这种遗产为自己执政服务，更不敢

同样简单地完全否定这份遗产来为自己开辟道

路，而必须以辩证扬弃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与现实政治任务的需要有关。

还是回到马克思吧！晚年毛泽东没有解决晚

年马克思所提出的难题：社会主义需要的并不是

“一打纲领”而是 “一步行动”。倒是西方马克

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列裴伏尔说了一句中肯的

话：

毛主席为何难以提出一种关于国家总的理论

呢？这是因为政治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

并非由于结构的需要，而是往往根据阶级关系与

形势的变化需要而提出来的。因此，国家的结构

与形势只能取决于 “历史的”条件，即力量关系

的对比这种变化着的形势，而没有一个固定的模

式。①

文革刚一结束，福柯即在著名的法兰西学院

讲座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中
若有所思，以似曾相识的语气说：社会主义所缺

少的不是一套国家理论而是一个治理问题，所缺

少的是对社会主义中的一个治理合理性的规定。

“我们不能从社会主义及其文本中推导出这种治

理术。我们应该把这种治理术创造出来。”②

也许福柯的批判过于实证主义了，但他道出

一个实情：社会主义制度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理想

主义的 “顶层设计”，而是 “摸着石头过河”的

实践经验与实践精神。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之

所以不能进行有效、合理的治理，其原因就在于

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在自由主义类型的治理术上才

能发展与切实有效地运作。由于社会主义嫁接在

一个治理技术上，所以提出哪种社会主义是正确

的、更正确的，哪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没有

什么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从批判抽象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始的。问题关键是看社会

主义嫁接在什么样的治理术上，社会主义嫁接在

正常的或反常的树叉上，就结出了不同的果实。

问题关键是要创造出合适的、严格的、内在的、

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术的某些方面为自己服

务。市场经济制度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正

当性提供治理技术支持③。

历史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邓小平晚年所探

索与设计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

作为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实践的核心逻辑与物质基

础，逐步消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直接管理社会

的权力造成过分集中而缺少社会活力与民主机制

的弊端。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

制，奠定并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

性基础。历史与实践已经验证了社会主义与自由

市场治理术进行嫁接的理论上的可行性与程度，

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也需要听从国家干预的指令。民主公正并非资产

阶级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专利，马克

思主义不需要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治理术上

表现出失语与怯懦。所以，问题就从另一方面逼

过来了：社会主义固然需要 “摸着石头过河”的

治理技术，但制度正当性正义性的 “顶层设计”

与理性批判仍然无法回避。“摸着石头过河”并

不等于可以 “瞒天过海”！现实主义的治理术建

设与理想主义的制度设计需要重新辩证统一起

来。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由此重新提到议事日

程！

三、后传统的理想主义遗产：

一种文化哲学展望或期待

　　所以值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提
出第三个基本判断与说法：今天我们需要 “重新

定位毛泽东”（角色）、“重新发明毛泽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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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看 ［法］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主

义到斯大林与毛泽东》，李青宜等译，第２４７页。
参看 ［法］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莫卫民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８页。
参看莫卫民：《福柯与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抑或治

理技艺》，《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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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重新发现毛泽东” （价值）。我们今天更

需要做的事情，主要不是反思与检讨晚年毛泽东

个人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而是恢复与弘扬毛泽东

思想的理想主义文化价值观。易言之，这是一种

文化哲学展望，要超越历史局限性的纠结，而执

力于他的思想之永恒价值的坚守：诸如人民性、

民族性、非西方化的世界性以及革命创造性等等。

所以，如何走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传统模式

与思维定势，也是一个大课题。这里我不吝拙陋

浅见，斗胆提出以下几点思路。

（一）重新定位毛泽东

在对毛泽东重新定位之前，我想到了有学者

对尼采与卢梭的定位：卢梭与尼采作为反政治的

政治家具有作为教育家与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内在

紧张。比如：

我们在两位思想家那里能够发现两种东西，

一方面是一种对于文明问题的明显属政治层次的

解决方案，其核心是伟大政治领袖的必要性；另

一方面是对文明问题的更加精细的、教育学的解

决方案，其核心是自我启蒙和个体变革的需要。

贯穿卢梭与尼采作品的矛盾，其根源就是他们的

教诲在伦理与政治两个方面的紧张。①

毛泽东也有这样的内在紧张。一方面作为政

治领袖的法家气魄，另一方面作为导师教育家的

儒家心态与志向 （晚年毛泽东似乎更喜欢 “伟大

导师”这一个称号，而对其他 “三个伟大”称

号他则有些厌恶②），这正是中国传统的 “君师

合一”崇高理想的践行。毛泽东既写过气势恢弘

的 《论联合政府》与 《论人民民主专政》的

“建国大纲”与 “国是论要”，也写过 《为人民

服务》等老三篇这样朗朗上口、妇孺皆知的育人

哲学名篇，更有发行量惊人、影响世界的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绝不仅仅是位

开国领袖，更是一位泽被万世的教育家、哲学

家、思想家。从历史的误解中拯救出来的毛泽东

思想，将是中国人长期珍视的丰富精神财富与新

的文化传统遗产。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或者

“孔子与毛泽东携手共进”，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传承的一种人格象征与历史浓缩。诚如毛泽东

在自己最得意的诗作 《沁园春·雪》里所倾诉的

非凡情怀：秦皇汉武只是中华文化的大开篇，唐

宗宋祖的续篇并不令人满意，而真正的中华文化

则寄希望于２０世纪后来人。这种勇于创新的历
史乐观主义，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持久精神

动力。

毛泽东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 “反儒”的

儒者，作为批判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者，他的理想

主义精神是永恒的。犹若孔子，“天不生仲尼万

古如长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将在黑暗中长久

摸索。但毛泽东作为一个现代魅力型领袖，一个

用传统方式治理中国的政治家，他的许多政治抱

负与理想注定是充满争议的，甚至是失败的，但

离开了毛泽东的政治理想，现代中国的统一与强

大也将是困难的。中国未来之路将会通过一次次

重新 “发明”毛泽东的理想而走下去，中国未来

之路将会一次次在毛泽东的理想 “复活”中继续

下去。毛之为幽灵就在于他还不是历史人物，而

是我们同时代人。当中国社会一次次遇到难以克

服的矛盾与困难，而没有更好的思想资源与解决

办法时，毛泽东的想象便会出场了。这正是他的

价值所在，是他的魅力所在，也是某些人极其恐

惧毛泽东并试图以极端方式驱散毛泽东精神影响

的原因。

（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 “重新发明毛泽东”

在一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

论文中，我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再中国化”

的设想③。当时我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特

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必须超越既定

的历史边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加以反省。这就

是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进步论假设，在后殖民

主义批判与 “翻译政治”视野④中理解马克思主

义进一步中国化问题。我在文章中认为，我们不

能轻易否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批中国马克思

６４

①

②

③

④

［美］凯斯·安塞尔－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尼采
的道德 －政治思想研究》，宗成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５８页。

参看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６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５８、３９９页等处。

参看刘怀玉：《“价值重估”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 “再

中国化”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
第２３卷第０１期。

语见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许宝强、渠敬东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７页
及以下内容；并参看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

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１９００－１９３７）》，北京：三联书
店，２００２年。



三思毛泽东

主义基于本土经验与文化传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民族化的原创性历史贡献。就此而言，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我们重新消化与发

明毛泽东式的民族语言与精神。

在 “再中国化”一文中，我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再中国化的第二个背景与议题，这就是在超越

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视

野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经济语境与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语境

问题。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不仅有其文化前提的

批判之必要性，而且更有其深刻现实的客观社会

经济与政治语境。这就是不能固守传统苏联马克

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封闭的理解体系，而是在

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中理解与发展社会主义。苏

联社会主义体制除了体制与思想的封闭之外，还

忽略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体制的现实特

征与基础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就

是确立一种适合急剧变化了的全球现实而确立具

有现代特征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除了具有普遍

历史必然性这种客观合法性之外，更需要寻找适

合时代与民族国家特征的具体的政治合法性，具

有当今世界普遍发展潮流与趋势的民主政治的合

法性基础问题。这也是它的开放性的应有之义。

西方有学者提出要重新发明列宁、重新组装列

宁，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是要重新

发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全球的－第三
世界的－中华民族的地方性想象！

于是，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的第三个语境就

浮现出来，这就是如何在更广阔的传统文化向现

代文化转化的历史过程中追问与建设中国社会主

义的民族化特征问题。

在 “再中国化”一文中，我认为我们既不能

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与现代化传统

模糊地笼统地统一起来，当然更不能将其彼此对

立起来，后者只能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

政治制度上发生认同危机。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

问题是基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全球化挑战面

前新的认同危机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现代价值观

念的认同危机问题，另一方面是西方的启蒙主义

价值观念已经不足以解决全球化问题，这里有一

个全球性的认同危机问题。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如

何认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而是西方的价值观无法

解决 “普世性”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天然优势就

在于它既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话语，又可以转化为

能够满足民族地方国家特殊利益要求的实践。

新世纪中国大陆的保守主义兴起与马克思主

义激进思潮的边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重

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融合是全球化资本主

义时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世界角色与认同的重新

确立之必然要求。如果说在古代，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最成熟和最高形态的宋明理学，它通过理性

地消化、吸纳与间接引导民间广泛信仰的佛教大

众文化，用 “援佛入儒”的综合创新的方案，曾

经解决与稳定了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在今天，只

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形态加以融会贯通

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从容应对西方

化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念挑战以及当代大众文化兴

起、神性式微、信仰多元化、工具理性主义喧嚣

尘上的现代性浪潮冲击，冷静思考当代中国文化

认同问题以及现代生活的终极归宿或信仰危机的

问题。在此，重新挖掘与发明毛泽东思想所固有

的 “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 “世界胸怀”，以

及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 “民族自豪感

自信心”之精神内涵特征，自然不可回避、当仁

不让。

（三）重新发现毛泽东

在此基础上，我在本文想要回答的是何谓毛

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的问题。我以为可以用 “后

传统的理想主义”这个概念来形容与表达它的当

代历史功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主义。这并不是

民粹主义，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

义，而是真诚的基层民主形式的践行与探索。这

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政治史上均有其值得珍视

的东西，也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让人敬仰与怀念的

精神。融入革命历史之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理想，决不能等同于极左式乌托邦而被放入历

史博物馆。人民当家作主，基层社会自治，这是

并不奢侈的且已经被局部践行的民主梦想。被很

多人后来所诟病的 “鞍钢宪法”、 “大庆精神”，

还有许多基于乡土文学叙述形式而产生的农村地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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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的集体主义乌托邦想象与革命城市文学想象

的城市工人民主管理的故事①，表达的都是上世

纪革命年代劳动民主的憧憬与摆脱物化统治的解

放欲望。对于今天的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

言，伴随着中国制造而促成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

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现实呼唤着的新的基层民

主与执政为民的理想与实践。

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新人”的文化理

想。从鲁迅的 “改造国民性呐喊”上溯至尼采的

“超人”与马克思的 “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现

代性浪漫主义抵抗现代性的平庸的自由民主观

念，以一种特殊方式在毛泽东这里得到了回应与

实践。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消费时代人们的日常生

活的全面物化与人的生活方式标准化与动物化，

使得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回到这种古典的与批判性

的人性哲学诉求。如何拯救这种 “物欲横流”的

状态，正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所焦虑与关怀的事

情。毛泽东所力倡的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贪图享受为耻”的革命英

雄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人才理想，在今天这样一种 “告别崇高”而

普遍平庸的消费社会时代，似乎已经被人完全遗

忘、甚至拒绝或者觉得匪夷可思，但这仍不啻为

一种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劝世良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人应当为人类

作出更大贡献”的民族主义理想。当中国经过三

十多年改革开放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

体，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深刻而微妙变革

之时，我们重温毛泽东这些设想与自信时，自会

有另外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真

正发挥国际舞台上的作用，真正有自己的声音，

真正为人类作出了让人服膺的贡献了吗？中国人

不能仅仅靠祖宗传统文化作为自己身份与名片，

也不能仅仅作为一种世界工厂与产品输出国与制

造基地的形象来为世界作贡献，中国人如何改变自

己在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失语与尴尬，恢复与重建

一种文化尊严与政治自信，这仍然任重而道远。

探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的历史道

路，缩小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与体力

劳动三大差别的社会理想。这本来是经典马克思

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基本设想，在毛泽

东那里其实具有了现实实践意义。抛开他晚年那

种近乎家长意志与个人专断及其行政命令下的动

员型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而言，毛泽东所关心的

问题正是今天已经在世界各国现代化中普遍存在

的严重的发展的公正权与地方性差异性权力问

题②。处于全球化与城市化风口浪尖的中国，呼

唤一种更具有地方性区域性的自主发展与公平发

展的模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锦上添花式的奢

求，而是攸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与核心价值的

迫切问题。

理想是火。没有理想，现实将是黑暗的、盲

目的、甚至绝望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是中国人

走自己路的批判指针。没有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

追求，中国将是渺小的平庸的涣散的。但以理想

主义名义而固守某种教条模式而不思创新，中国

则又将是危险的僵化的落后的。也正因为如此，

继承毛泽东思想遗产的后来者们真得需要一种

“火中取栗”的谨慎智慧；扬弃空想与教条，但

又要坚守与保护某种理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重

新定位、发明、发现毛泽东价值之必要性。

还是让我以１９世纪德国杰出诗人海涅一段
精彩评价德国近代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

历史功绩的文字，来结束这篇写得太长的文章吧：

荣誉归于路德！永恒的荣誉归于这位敬爱的

人物，多亏他拯救了我们最高贵的财富，我们今

天还靠他的善行恩德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

的观点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当然

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

镜的时候；然而为了登高望远却缺乏那种崇高的

感情，缺乏那种我们无法取得的巨人的心灵。③

（责任编辑　欣　彦）

８４

①

②

③

参看蔡翔：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
想象：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特别是
第五章论劳动的乌托邦以及第六章论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众所周知，建国后毛泽东曾数次强调国家要给予地方

与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发展权，他形象地称之为 “虚君共和”、要

有点 “独立王国”。这种构想不仅有助于突破当时计划经济弊

端，而且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历史准备。参看徐俊忠：《“虚

君共和”构想的两次实践及其意义》， 《南方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２４日；并参看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卷第５７０页，第６卷第５６９
页等处。

［德］海因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海涅选集》，张玉书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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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论中国发展生态

———从 “中国模式”正反说谈起

苏　琦

【摘要】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生态的关切日益加深。本文立足中西方舆论对 “中国模式”所作

的正反两方面的表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若干主干价值和事实，对论题进行讨论。本

文认为，漠视浸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 “中国模式”的竞争性置评终无可

能揭示事实的真相。通过对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的批判，本文指出中国发展生态其实就是邓小平称谓的 “自己的模

式”，如果进一步挖掘对其 “是者”的认知，中国发展生态未必就不能成为一种确保全面性、常规性的经济健康、社

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的趋于至善 （或人类公认为善）的人类发展取向。

【关键词】中国发展生态；社会主义；价值；事实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４９－０８

　　 三十年前，西方舆论还沉醉在 “沿着中国人的脖

子往上看不划算”①的臆想中；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

却不得不承认，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

及全非洲，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为中国发展生态啧啧称

奇。②不过，要说此时的西方舆论对中国发展的态度发生

了实质性转变仍为时尚早。西方舆论关于中国发展生态

的 “中国模式”（“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论并不具备太多面

向中国的善意，它实际是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思想文

化等力量竞争白热化的产物。③依乔舒亚·库玻·雷默

（ＪｏｓｈｕａＣｏｏｐｅｒＲａｍｏ）在 《北京共识：中国实力的新物

理学注释》（简称为 《北京共识》）中所述，当美国奉行

单边利益至上的外交政策时，中国超越了自身资源限制，

为他国展示出可与 “华盛顿共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

ｓｕｓ，“美国模式”的代名词）④抗衡的 “另类模式”⑤，

即所谓的由 “锋线创新”支撑的 “国家发展模式”⑥。

应当知道，利用 “核心竞争力”的排他性， “牵制竞争

者”、“使竞争者难以迎头赶上”并 “成为全球领导者”，

是西方 “主流”（即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 （如西

方 “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西

方 “主流”政治学的个体主义本体论、物质主义本体论

等）的重要立场。⑦执拗地认定中国乃非此即彼的竞争对

手，不失为 《北京共识》处置中西差异之不合作姿态的

自然流露。

《北京共识》触发学术界连串围绕中国发展生态的

讨论，不一而足。正说中有的主张 “中国模式”缘起于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编织起与 “美国梦”分庭抗礼的

“中国梦”，他国 “根本无法模仿”；有的主张 “中国模

式”充斥 “威权专控”和 “政府干预”的色彩，与极端

例子相比，倒也不算是最坏的 “发展模式”。反说中有

论 “中国模式”的提法易引致民众 “自我满足，盲目乐

９４

 作者简介：苏　琦，（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①　 “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ｏｋ：ＭａｏａｌａＭｏｄ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２１，１９７５．
②　ＲｏｗａｎＣａｌｌｉｃｋ，“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０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ｌ．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告》，《人民日报》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
④　 “华盛顿共识”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归纳的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私有化等十条原则构成，被

西方舆论视为新自由主义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的同义语。
⑤　ＪｏｓｈｕａＣｏｏｐｅｒＲａｍｏ，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ｗ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ｅｎｔｒｅ，２００４．
⑥　 “锋线创新”（“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是 “北京共识”论的核心概念，其描绘的 “技术快进”被断言可迅速对冲改革引

致的经济社会摩擦。

⑦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郑风田校，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７—４８、６１—６３
页。［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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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且 “模式”一词带着固化的韵味，与中国改革开

放正处于 “进行时”的态貌不符；有论 “市场模式才值

得期许”，“中国模式”纯粹为 “市场模式”的翻版。①

很明显，这些褒贬夹杂的竞争性置评都没有提及新中国

或当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隐没了新中国的

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及所做的努力。从思想史角度看，一

国的终极价值及相应实践推动了一国的历史车轮②；从

辩证法角度看，事物微观结构的质与其宏观结构的质不

必全然契合③，忽略对社会主义价值和事实的探究将难

以把握真实的中国发展生态④，当然也无法在全局上厘

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生活）、政治 （生活）、社会

（生活）和文化 （生活）对他国发展以致人类发展的意

义。

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是承载一国价值和事实的

特定的认知范畴。早在１８５９年，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与恩格斯的 《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

学批判·第一分册〉》就已阐述了经济、政治、社会和

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一切社会的社会

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只有从经济基础中 “被引申

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且不计表现为生产关系的价值

与表现为物质存在的事实究竟为 “一体”或是 “两分

（离）”。⑤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物质存在的

“两分”是正常的，“一体”则纯属偶然。⑥ 假如价值与

事实的背离使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长期处于无政府

（权）状态，一国将走向死灭。⑦ 幸好，多难的中国未作

此演变。恰恰相反，以价值与事实有机整合 （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ｅｄｗｈｏｌｅ）之马克思主义辩证内核为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使中国得以避免这一状

况，并寻觅到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生

态———现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的中国发展布局一定程度上对此做了注解。该

发展生态始源于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社会主

义实践及其发展规律的全盘认知，是对中国依靠经济发

展联动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保持应有的政治、

社会、文化自觉的理论或观念凝炼。根植于此，结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若干普遍性

（简称 “主干”）价值与事实，下文运用诠释的方法就

“中国模式”正反说的话题接着讲，以期进一步挖掘中

国发展生态的 “是者之为是者”的内涵。

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全局性价值与事实的审度

　　中国发展生态令西方舆论津津乐道，新中国改革开

放前、后三十年经济事实的反差无疑起到了渲染作用。

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一般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一个

令世人瞩目的经济事实，即中国国民财富 〔货币结算的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快速提升，归因为中国实施了从

计划经济通往市场经济的转型。⑧ 在其 “两分”的歧向

性视阈中，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抽绎，计划经济主体

地位的置换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模式”的正、反说观点可详见于以下中外文献：

Ｊｏｓｅｐｈ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Ｉｓｓｕｅ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ｐｐ．３３
－５２．何自力、乔晓楠、李菁： 《中国模式与未来道路探索》，

《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支振锋、臧劢：《新中国６０年
与 “中国模式”研讨会述评》，《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１０期。ＯｒｏｐｅｚａＧａｒｃíａ，“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Ａ
ＢｒｏａｄＯｕｔ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ａＭｅｘｉｃ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ｘｉｃａ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ＩＩ，Ｎｏ．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９），ｐｐ．１０９－１５０．Ｓｕ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ｏ，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Ｉｔ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９，Ｉｓｓｕｅ，６５（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ｐｐ．４１９－４３６．吴波： 《中国模式讨论的缘起与概念》，
《光明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刘云柏：《中国管理思想通史》第２卷，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４页。

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ａｋｏｗｓｋｉ，Ｍａ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
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５，ｐｐ．３１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６５页。

比较中、西方哲学，不难发现，价值 （指信仰、观念、

道德情操等范畴）与事实 （指存在、具体实践、现实事物等范

畴）通常是相辅相成的 （如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９—９０页）。旨在 “规范人们全

部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功能”的价值更可因改变事实而与后者达

成一统 （可参见顾速： 《科学与价值观》， 《自然辩证法通讯》

１９９１年第６期。Ｗｏｌｆ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ｏｔｈ，“ＦｒｏｍＮｏｒｍａｌｔｏ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Ｋ．Ｂｏｅｒｓｍａｅｔａｌ．，ｅ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５，ｐｐ．３－１４；
孙正聿：《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光明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４
日，“担当社会责任，推动学术繁荣”专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１、５９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４１５页。

［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

２２９页。
ＭａｒｔｈａｄｅＭｅｌｏ，ＣｅｖｄｅｒＤｅｎｉｚｅｒａｎｄＡｌａｎＧｅｌｂ，“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ｌａｎｔｏＭａｒｋｅ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Ｎｏ．３（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９６），ｐｐ．３９７－４２４．ＹｉｎｇｙｉＱｉａｎ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ｒｋｅ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ｅｓｅｒ
ｖ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ｆｏｒｍ，Ｖｏｌ．１，
Ｉｓｓｕｅ２，１９９６，ｐｐ．１４９－１８５．ＬａｎＣ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Ｐｌａ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６３，
Ｎｏ．４（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００），ｐｐ．１３－６２．



论中国发展生态

在中国 “突起”意味着中国选择了步前苏东社会主义阵

营后尘，放弃计划、投奔市场 （即资本主义）。① 国内不

少学者对 “市场有效” （ｍａｒｋｅ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观念无关

紧要”（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ｉｄｅａ）等新自由主义原理抱理所当

然的态度。② “市场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上确实有缺陷，

但市场机制还是比任何其他机制更公平”，“以人的伦理

行为或宗教行为来指责经济学的功利性……实在是风马

牛不相及”等为市场经济和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辩护

的论调颇为盛行。③ 但这些论断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的主干价值与中国经济数据在共和国历史中相互

依存的特征，也暴露出其研究方法存有致命的缺憾。

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干价值可为

邓小平阐发社会主义本质的两句话统揽：一是要不断发

展社会生产力，二是人民的生活应逐步好起来；④ 两者

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得快一些、更好一些。⑤ 对

价值与事实的分殊化处理，生硬地割舍社会生产力发展

与人民生活好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一味讲求物质

成功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却淡忘人的心灵福祉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毫无意外地会将后者一道功利化、商

品化或货币化。不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过度饮食、

沉湎于购物和消费中寻求幸福”的诸多民众深陷个体焦

虑消沉、群体缺少互信、邻里关系紊乱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社会纽带瓦解 （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共有生活

匮乏 （ｎ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ｉｆｅ）的泥潭又何以解释？⑥ 西方

“主流”学术界看上去更享受对市场经济泡沫 “非资本

主义经济体系统性或内生积弊”、仅是 “市场就外部冲

击的有效调整”、无非 “少数人想过得比寻常人好一点

的结果而已”的喋喋不休，对其奉为圭臬并被现实数据

和案例三番五次证明无效的市场经济学说 （或自由主义

经济学说）、扭曲人性智慧的 “经济人理性”（或 “经济

模型人理性”）假设———盖多比少好、凡事总以自利为

重的算计性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ｖｅ）假设———多付诸听之任之的策

略。⑦ 西方 “主流”学术界这般 “把愚蠢变成明智，把

明智变成愚蠢”⑧ 的哲学思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衬

托下显得苍白无力。它讲不通中国经济建设缘何伴随着

典章化、制度化的 “利为民所谋”（或利他主义）导向，

道不清中国经济动态缘何受国家宏观调控并带有去伪存

真的科学性、戮力同心的合作性、循序渐进的平稳性等

中国发展全局的路径特质⑨，看不懂中国沉稳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保持社会生产力及人民生活水准较快增长超

三十年的重大事实。瑏瑠 故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把中国

以１９７９年为临界的后三十年巨变等价为市场经济的功

劳，恐怕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正像西方 “主流”经济学原子化每一个市场参与

者，以货币计价的成本效益比为决策优劣之设准，从未

明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 “是者”一样，瑏瑡 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无以复加的 “糊涂账”莫过于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浅识及其无涉人类活动的研究方

法。瑏瑢 西方 “主流”学术界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方法承

继于歧向性视阈统摄的研究范式 （如雷默以物理学原理

主导对中国发展的观察），充其量，其学术进展独限于数

学 “严密性”的增加。瑏瑣 抗拒 “入世”或回归现实世界

的泛科学主义观念致使西方 “主流”学术界对人文现象

的前因后果知之甚少，在人的问题研究上频繁杜撰 “以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ＧｅｏｒｇｅＲｅｉｓ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ｔ
ｔａｗａ：Ｊａｍｅｓｏ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０，ｐｐ．１３６－１３７．

“市场有效”是指为企业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或 “生产

者剩余”）、顾客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或 “消费者剩余”）提供

体制机制便利的市场永远是完美的，即永无泡沫、永无失业、

永无价格失真、永无超额利润。

赵晓雷：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 （１９４９—
２００９）》，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１—
１１２、１３４、４０２—４０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１３４、３２８、３５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第２７０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ＫａｔｅＰｉｃｋｅｔｔ，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Ｌｅｖｅｌ：Ｗｈｙ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９，ｐｐ．
３．ＤａｖｉｄＢｒｏｏｋｓ，“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ａｌｌａｃｙ”，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１３，２０１２．

ＪｕｓｔｉｎＦｏｘ，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Ｒｉｓｋ，Ｒｅｗａｒｄ，ａｎｄ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ｏｎ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９，ｐ．３１１．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Ｆｒｅｅｆａｌｌ：Ｆｒｅ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ｔｈｅ
Ｓ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０，ｐ．
２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７页。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光明日报》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２日。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人民日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１２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光明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９，ｐｐ．３３．ＪｕｓｔｉｎＦｏｘ，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Ｒｉｓｋ，Ｒｅｗａｒｄ，ａｎｄ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ｏｎ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
ｌｉｎｓ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７１．

ＬｅｓＳｍｏｌｉｎ，ＴｈｅＴｒｏｕｂｌｅｗｉｔｈ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９４．

ＲｏｂｅｒｔＥ．Ｌｕｃａｓ，Ｊｒ．“Ｋｅｙｎｏｔ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２００３Ｈｏｐ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ｙ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３６（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０４），ｐｐ．１２－２４．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ｐｐ．２７１－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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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度大”（如以原子化个体样本的性质类推国家、社会

或人类整体的性质）利大于弊，“算计性动物”（从实体

到观念均两两抵触的 “模型人”）更有利于社会财富增

进的伪历史图景。① 搁置社会行为体的目标不总是背反、

社会行为体的的确确团结互助等公开证据，西方 “主

流”学术界将人的行为抽象为物质 （货币）收益和成本

核算的做法脱离了人类的真情实景，不能为经济健康运

行示以可靠的学理知见，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周而复始

的市场失灵、政府失败、政局失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②

由上可知，新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不

该与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或更久远以前所巩固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干价值及主干事实割裂开来。寥

寥数语 “市场模式才值得期许”颂扬的只是 “华盛顿共

识”和新自由主义———这多少会让约翰·威廉姆森感到

难为情，③ 掩盖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无视

在社会主义价值助力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取得的非

梦幻、非僵滞、非无政府主义所能为的结果。就此意义

讲，“中国模式”的 “中国梦”论、 “市场模式”论、

“定型”论、“自我满足”论不足为信。

二、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全局性价值与事实的审度

　　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有着相似的遭遇，作为
全局性政治价值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多年来不受西方舆

论肯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

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产主义最

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

础上才能实现”等辞令典文④，在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转型 （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或新兴

市场经济国家）是不适宜公开宣讲的。受宗教文化、冷

战思维、资产阶级 （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社

会主义事业的挫折的影响，这些国家相当部分的普通工

人、专家学者、商贾官宦在谈到社会主义时，要么不以

为然，⑤ 要么讳莫如深，唯恐被贴上马克思主义或社会

主义的 “标签”。⑥ 然而在中国，浸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则可谓人心所向。中国民众对社

会主义民主的拥护非一朝一夕所能生成。两千余年的封

建专制政权没能赢得中国民众的心，短寿的资产阶级独

裁政府徒增中国民众背负的重压，外交伙伴在中国民众

落难时给予的援助往往是杯水车薪。当且仅当批判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践 （含近

现代中国革命与当代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时，

中国民众才找到根除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旧制度并掌握国

家权力的去路，才得以在中国发展史中书写下 “在当代

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括。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和 “发展

模式”未曾助中国民众昂起头做人，对真理的不懈探索

却使中国民众有可能步入 “人之为人”、 “家之为家”、

“国之为国”的国家发展生态。这样的生态事实上早有

特定冠名，她就是邓小平称谓的指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 “自己的”模式。⑦ 显然，冷对社会主义民主未免令

尝试研判中国发展生态的学术旨趣 “头足颠倒”。

如果说美国 《独立宣言》断言的人人生而平等、人

人被造物主赋予的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如生命权、自

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真的 “不言而喻”，那么同

样不证自明的是，实行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

党———为领导核心，各界人士合作参与国事的政治制度

安排乃中国 “自己的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ａｒａＳｃａｎｎｅｌｌａｎｄＳｕｄｅｅｐＲｅｄｄｙ，“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ＡｄｍｉｔｓＥｒ
ｒｏｒｓｔｏＨｏｓｔｉｌｅＨｏｕｓｅＰａｎｅｌ”，Ｔｈｅ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４，
２００８．

例如，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

（Ａｌａｎ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就承认其就任时对自利的信仰和所实施的政
府不干预政策应为全球经济动荡负有责任，可参见ＫａｒａＳｃａｎｎｅｌｌ
ａｎｄＳｕｄｅｅｐＲｅｄｄｙ，“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ＡｄｍｉｔｓＥｒｒｏｒｓｔｏＨｏｓｔｉｌｅＨｏｕｓｅＰａｎ
ｅｌ”，Ｔｈｅ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４，２００８．

约翰·威廉姆森曾专门撰文，意欲撇清他提出的 “华

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认为两者只在私有化上有共

通点，“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的其他主张无干。可参见

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ｎ
ＮａｒｃｉｓＳｅｒｒａａ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ｅｄｓ．，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Ｏｎｌｉｎｅ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４－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法

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２０世纪初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大众消费刺激了资

本主义国家民众对享乐与闲暇的期望，改变了个人对成就感的

价值判断，削弱了筹划社会主义目标的紧迫性，可参见 Ｅｒｉｃ
Ｆｏｎｅｒ，“ＷｈｙＩｓＴｈｅｒｅＮ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１７（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４），ｐｐ．５７－８０．

如美国共和党常靠污点化民主党的 “社会主义印记”

而截获总统大选中 （对社会主义带有偏见）的选票 （可参见

Ｄａｖ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ａｎｄＴｏｄｄＪ．Ｇｉｌｌｍａｎ， “ＭｃＣａｉｎ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Ｏｂａｍ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ＶｉｅｗｅｄａｓＡＳｔｒｅｔｃｈ”，ＴｈｅＤａｌｌａｓＭｏｒｎｉｎｇＮｅｗｓ，Ｏｃｔｏ
ｂｅｒ１９，２００８）。另如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知识界对社会主义
政权的坍塌失声静默，“几乎不晓得如何理直气壮地为社会主义

辩护”（可参见林深靖：《从法国当代解放哲学看社会主义的另

类思维》，《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２６１页。



论中国发展生态

主干事实。① “头足颠倒”的哲学范畴时常有 “是者”

非为 “是者”之虞，例如生硬植入不合作或无政府主义

元素的 “中国模式”正反说中一再出现无中生有的概

念、命题和论题，包括 “中国式联邦主义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ｓｍ）”、“中国威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政治”、“中国式联邦

主义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中国威权政治的成功与失

败”、 “中国共产党缺乏经典民主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等等。② “中国式联邦主义”、“中国威权

政治”等伪概念真假自辩；需着重说明的是，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合法性从其建党伊始便已确立 （可参见毛泽东

１９２８年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所作

的论述③），由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单是名字里就有 “公的

含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④来领导中国的民主进程，新

中国才有希望长期存在和发展。苏格拉底早已认识到谋

事需从善的智慧或目的出发，他不想他所谓的 “善”从

人类的真情实景中剥离开来。⑤ 因此，不难理解，中国

共产党的壮大及其施行公共福祉政策的正确性，为何有

赖于现实地、历史地、有意识地求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观。贯彻这种以善化公共福祉之给予为宗旨的观念，要

求国家内部杜绝私心自用的小集团和小帮派⑥以及对人

的问题 （如民众的幸福感）慎用算计性的评价方法。按

联邦主义或主权多重性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观念建

构的国家 （如联邦制国家），在实体上多以立法形式鼓

励组织私利为重、互为竞争对手或敌人的小集团。按威

权主义或权力垄断 （ｐｏｗｅｒｍｏｎｏｐｏｌｙ）观念建构的国家

（如君主制、军阀制、财阀制国家），则以统治者专断独

裁、被统治者无实质民主为常态。⑦ 因此，透过成本效

益分析法和联邦主义、威权主义等个体主义本体论来认

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研

究方法上站不住脚，在理论推敲上显得草率，在道德情

操上缺失人道关怀，在人类发展中有惩善褒恶之过。

新中国建国六十多年的历程表明，一旦偏离作为主

干政治价值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作为主干政治事实的

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社会、

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就会遭受损失；偏离的幅度越大，

损失的规模就越大。战争年代 “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

冒险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急躁冒进之风、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的 “阶级斗争为纲”等众所周知的案例，在

时间和空间上一度挤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边界，

既培植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 “小集团”，又

滋生了以篡改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

为目的的思潮，屡次陷中国民众于国破家亡的境地。

诚然，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价值与政治事实都可能碰

上对立的时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主干政治价值与事实

的上述对立显现的只是非全面、非常规的特征却尤为值

得注意。其短时、局部的偏倚并不代表长期、全局的性

质。因为，社会主义主干政治价值与社会主义政治事实

的有机整合在新中国史上的多数时候是全面性、常规性

的，这其实已昭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与新中国社会主义

实践融合共促、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全局性价值与事实

相生相成、中国民众 “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⑧ 之路是行得通的。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竞争和斗争是资本主义的动力 （可参见 ［美］迈克尔

·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

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７页；［美］马克·
Ｃ·卡恩斯、约翰·Ａ·加勒底： 《美国通史》，吴金平译，济
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５５页），合作却是社会主义
的属性 （可参见 Ａｌｂｅｒ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Ｗｈ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
ｖｉｅｗ，Ｍａｙ，１９４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ｒｇ／５９８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ｐｈｐ）。民众合作参与国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主政制不
属于同一个 “阵营”（可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

制度》白皮书，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５日）。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ＹｉｎｇｙｉＱｉａｎ，ａｎｄ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８，Ｎｏ．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５），ｐｐ．５０
－８１．Ｙｏｎｇｑｉ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Ｃｈｅｎ，ａｎｄ
ＭｉｎｇＬｕ，“Ｔｈｅ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ｉｎ
ＡｒｔｈｕｓＳｗｅｅｔｍａｎａｎｄ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ｅ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ｎｉｎｇＵｐ，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ａｎｄＫｉｎｇｓｔｏｎ：ＭｃＧｉｌｌＱｕｅ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
１４１－１６２．ＹａｎｇＹａｏ，“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ＧｒｏｗｔｈＳｕｒｖｉｖ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６５９４７／ｔｈｅｅｎｄ

ｏｆ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ＪｏｓｅｐｈＴｓｅＨｅｉＬｅｅ，“Ｃｈｉｎａｓ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Ｖｏｌ．９，Ｎｏ．１（Ａｐｒｉｌ／Ｍａｙ２０１０），ｐｐ．４９－５４．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４７—５６页。

翟学伟：《天下是否为公：辛亥革命给我们的一个理论

命题》，《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１９１、２６９页。
［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杨国政译，西

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３、２４页。程恩富、李伟：
《马列主义是认识个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指南》，《马克思主义

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ＲｏｎａｌｄＬ．Ｗａｔｔ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Ｆｅｄ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Ｊｕｎｅ
１９９８），ｐｐ．１１７－１３７．ＢａｒｂａｒａＧｅｄｄｅｓ，“ＷｈａｔＤｏＷｅ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Ｊｕｎｅ１９９９），ｐｐ．１１５－１４４．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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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全局性价值与事实的审度

　　讳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 “中国模式”谈

不上是中国共识，但不可否认，中国 “自己的模式”亦

未转化为地区或世界共识。当前的中国存在民生福祉

（如教育、医疗、住房）供给不足，《北京共识》观察到

的 “社会不稳”、“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及部分民

众 “方向感迷失”，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 “是者”

的表述欠厚实、欠鼎新等社会问题。加之受 “以小度

大”的研究方法或观念的影响，他国民众难免会夸大对

中国发展真相的曲解。① 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用中

国当下的某些乱象对照马克思主义诠释的做 “自身的社

会结合的主人”和 “自然界的主人”的标准，类似于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

中国全局性社会价值在人类发展史中不过是又一个 “神

圣的谎言”。② 他们中虽有不否定其所在国家面临雷同的

社会瓦解等各式社会难题，并 “善意地”假设中国的社

会发展理论和实践具备可共享价值的人士，但放纵以偏

概全的碎片式观念、动机不纯地评判中国发展意图 （如

所谓的 “借助全球化的平台抢占他国成果”）、惊呼中国

发展对寻求单边主义的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

啻为 “一场噩梦”的也大有其人。③

的确，不仅是西方舆论，一些中国民众对新中国的

发展，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社会形态的变动也多

有不适，怀旧 （“旧”主要指前三十年）情绪变得十分

浓烈。他们觉得，前三十年的物质生活条件即使比不上

后三十年，精神生活质量却不见得弱于后三十年。以性

别认同度为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年代属于刻不容缓的政治动议，国家靠举国之力，迅

疾在短期内兑现妇女解放等涉及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

主义新制度的预设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当

性别平等的价值优先性让位于物质主义诉求时，政府不

能及时使用行政手段来保全男女平等的均势，性别不平

等的情况有所反复。④ 再以生活满意度为例，后三十年

凸显的 “社会成员整体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及 “权

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致富行为”，使民众产生了

“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⑤ 从 （小样本）统计分析上

讲，一国国内的社会不公平感与该国人体健康、社会信

任、女性地位呈负相关，与精神焦虑、药物滥用、社会

风险呈正相关，⑥ 但依此得出西方 “主流”学术界喜见

的抽样值的 “社会不公平感”致全体中国民众身体素质

下滑、精神焦虑增大、药物滥用频繁、社会风险上升的

结论就显得太为荒谬。

故声称中国普罗大众对社会不公平抱有极大不满的

论调势必言过于实。有研究表明， “中国 （部分———笔

者注）民众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还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更少地对收入差距和不平等

的趋势产生不满”，“中国当前不平等模式和趋势是社会

稳定而不是社会不稳定的来源”。⑦ 它给出了中国部分社

会成员在追求共同富裕时更为有序、更为合作、在处理

社会矛盾时更为乐观豁达的实证，同时也告诫了全体社

会成员不要人各为己、以不合作或对抗心态谋取个人利

益，否则会以两败俱伤的 “囚徒困境” （西方 “主流”

经济学分支学科博弈论的经典理论情境）收场。

可见，中国社会的局部乱象抹煞不去中国发展生态

的制度性或内源性作用———遏止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

利益博弈 （如 “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

不行”）⑧、摆脱国家之间有你无我的权力支配⑨、调动

大众参与社会建设、匡扶国内及国际间公平正义瑏瑠。以

为加快科技创新速度便可抵消社会摩擦，不明 “是者”

之真假，西方 “主流”学术界围绕伪概念、伪命题的争

辩再激烈、再科学都不免会烙上玩弄辞藻、掩耳盗铃的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日。
这一主张的逻辑与有关中国发展生态的 “中国梦”论

基调一脉相承，论者疏忽或无意承认中国社会 “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可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光明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２８日）。为民众熟练运用曾异己的、对立的自然规律 （可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５６４、５６６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后者成为自身和自然
界的主人绝非 “口头说说”。

ＡｒｉｆＤｉｒｌｉｋ，“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ｎｇｓｈｉ．Ｗｈ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ＷｈｏｍａｎｄｔｏＷｈａｔＥ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ｃａ／ｇｌｏｂａｌ１／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Ｌｉｓｔ．ｊｓｐ．

蔡禾、吴小平：《社会变迁与职业的性别不平等》，《管

理世界》２００２年第９期。
李培林：《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理论文

萃》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ＫａｔｅＰｉｃｋｅｔｔ，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Ｌｅｖｅｌ：Ｗｈｙ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９，ｐｐ．
３４、５２、６０、７１、８３．

［美］怀默霆 （ＭａｒｔｉｎＫ．Ｗｈｙｔｅ）：《中国民众如何看待
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３６—２４３页。
李琼、郭永玉：《社会支配倾向研究述评》，《心理科学

进展》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王荣华：《和谐与和平：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求

是》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论中国发展生态

印记①，更遑论不必要地对本应能一目了然的中国发展

生态 “是者之为是者”的应有之意———促进全体社会成

员，在历史的螺旋式上升运动过程中②，从既要改造异

己的物质世界也要改造异己的精神世界的全局上化解社

会争执、推动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由发展的较低级阶段迈

向较高级阶段———茫然无知。

四、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全局性价值与事实的审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揭露出 “意识形态家

使一切本末倒置”、“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

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

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③ 马克思和

恩格斯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家，包括其特指的 “文丐”、

“辩护士”等资产阶级代言人④，也当可包括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在过去和今天生产的文化代表。社会主义价值在

中国等少数国家以外遭冷遇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居资

本主义国家社会文化 “主流” （正如西方 “主流”学术

思想的 “主流”地位由资产阶级学术代表自封）有莫大

关联。如前所表，后者兜售的学术思想形态一而再、再

而三地被证明或歪曲现实事物的性质、或倒立与现实事

物的关系⑤，离 “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⑥。

面对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强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局性价值，在于富

有生命力地塑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基源的广泛传播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的舆论环境，在现有的

及可规划的社会阶段中本着古语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的精神，力求生产关系与物质存在大面积地合二为

一。普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的过程，与提

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萌发、现状、未来的诠释力与

预测力的过程相辅相成。前者需要足够多的民众自觉学

习、践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促使社会主义拥护

者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后者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屹

立不倒的意识形态保障。两者的成败关乎非社会主义价

值与事实能否得到改造、中国发展全局能否长盛不衰、

中国社会主义基业能否万古长青以及人类社会能否在正

确的指引下迈向胜利的彼岸。⑦

不妨以城市化为例说明。以ＧＤＰ为中心、竞争意识

饱满的经济型城市化，在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

社会主干价值追求的同时，严重损耗资源、污染都市、

破坏环境、透支生命，民众没能从 “发达的经济中体会

到更多的幸福”，此等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与事实的事态

对中国发展全局有百害而无一利。与之相对，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浑厚的地区虽ＧＤＰ增长较缓，那里的民众 “却

能在严酷的气候和稍欠优越的生活”中感受到更实在的

幸福⑧，中国社会主义基业也显得更稳健。又以知识成

果国际化为例。对社会主义文化主干价值的信仰愈是坚

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萌发、现状、未来的诠释与

预测就越发精准，民众认知世界的成果可与西方舆论展

开平等对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正面宣传作用的

机会就越大。至于在学术旨趣上 “唯西方化”愈是自觉

的成果，尽管它们更容易在西方舆论渠道中传播，但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的反制力却可能越大。⑨ 城市化、

知识成果国际化过程中与主干相异化的非同质现象，乃

是拜中国社会个别行为体陷入去社会主义价值及事实的

认知陷阱 “所赐”。瑏瑠 当然，这改变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主干价值自我延伸的持续性。非主干文化事实就

算离 “康庄大道”有一段距离，也远非全体民众看不到

尽头的 “一大段路程”。

不了解或不愿尝试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

和事实的西方舆论，常藉此抨击中国 “缺乏信仰自由或

言论自由”、“政府干预无处不在”、“经济问题社会化”

（或 “在商不只是言商”）、“学术问题政治化”，殊不知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或涵盖四者的广义文化）是

被人类创造出来的，任何社会都在以某种方式确保它们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ＪｏｈｎＡｌｌｅｎＰａｕｌｏｓ，“Ｗｈｙｄｏ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ＥｌｅｃｔＳｃｉｅｎ
ｔｉｓｔｓ”，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３，２０１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第４６３页。《中国共产
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１０／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９０６０５．ｈｔｍ。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８６页。《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１７页。

资本主义价值给前苏联、泰国、阿根廷等国带来了巨

大灾难，详见吴易风：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三类重灾区》，

《党建研究内参》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６０８页。
路爱国：《中国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国外的评价和

看法》，《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王绍光：《坚守方
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刘士林：《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及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３期。李春
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

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１９４０－２０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
第３期。

西方舆论体制性排斥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不刊发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字是公开的秘密。

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 《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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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干价值与事实代际相承。① 关注现实、历史、有意

识的文化内容是否文明、是否符合真理，比在罔顾是非

的基础上纠缠于非 “现实的历史的人”② 的 “言论自

由”和 “信仰自由”更充满生命意义。

五、讨论与结论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和事实相互依存的视角，

我们认为 “中国模式”正反说无法勾勒出中国发展生态

的真实轮廓。“华盛顿共识”也好，“北京共识”也罢，

因挂一漏万的理论失真和忽视中国民众现实的、历史的、

有意识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实践，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与中国发展生态之真正 “是者”相差

甚远。诚如米歇尔·福科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所言，不

以追寻真理的合作者相待，而是要千方百计击败各自

“错误的”、“有害的”的 “对手”或 “敌人”的对弈者

终究不可能寻获真理。③

本文运用阐释的方法，提出如实反映中国国情的国

家发展生态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学理上做

了进一步深化。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造

福世界、促成人类社会由发展由较低级阶段迈向较高级

阶段的事实，是看得见、悟得着并可用文字如实载录下

来的。坦率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特

有的、国家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却又不以邻为壑的新时代，

较大程度上解除了竞争性、排他性、以个体主义和物质

主义为中心的旧生产关系对民众的束缚，为国际社会树

立了好的价值与好的事实相结合的国家发展生态。毋庸

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作为确保全面性、常规性

的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的趋向至

善 （或人类公认为善④）的人类发展生态的自信。⑤ 这

一点并不妨害其他国家的发展，因为各国均可自主选择

多样化的、惟义所在的路径来实现至善或趋向至善的发

展目标。

应该承认，“社会不稳”、“收入不平等”、“环境污

染”、部分民众 “方向感迷失”等问题未得到及时缓解，

是中国发展生态尚未达到至善的根本原因。这些中外自

古有之的社会问题虽不能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惹的祸，

但如何让其利他主义导向、去伪存真的科学性、戮力同

心的合作性及循序渐进的平稳性等路径特质，全方位、

无偏差、无时滞地将民生福祉带给中国民众，仍有待破

题。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世界民众已深刻意识到西方

“主流”学术思想的弊端，他们愿意就求取观念和实体

在至善或趋向至善的层面上一体化进行探索，此举必然

会为破题的全面推进而消除其中的巨大障碍。⑥

最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

离不开中国”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中国民众能做到的有益人类发展的事情，其他国

家的民众也可以做到。国与国之间若能淡化跨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价值与事实的竞争性思维，政府、学术

界、民间团体和普罗大众若能为探寻真理展开积极合作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ｒｕｔｈ），那么，中国发展生态的地

区共识甚或世界共识便完全有可能达成。⑧ 在国际政治

格局呈现竞争文化转向合作文化⑨，国际社会无顾中国

意志的做法一去不返瑏瑠、解决世界关键问题更愿意 “沿

着中国人的脖子往上看”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民众人

心所向的国家发展生态终会收获各国广泛而正面的响

应。瑏瑡

（责任编辑　欣　彦）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美］威廉·Ａ·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张钰译，上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５２８页。

ＰａｕｌＲａｂｉｎｏｗ，“Ｐｏｌｅｍ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ｉｎＰａｕｌＲａｂｉｎｏｗ，ｅｄ．，ＴｈｅＦｏｕ
ｃａｕｌｔＲｅａｄ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４，ｐｐ．３８１－３８３．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１０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１９５页。

邓小平就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

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

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

好的制度”。可参见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３７页。
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０年，第４９９页。
《江泽民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４１页。
ＨｅｒｎａｎＬｏｐｅｚＧａｒａ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ｍｏｎｇ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ａｔ

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ＷｏｒｌｄＰｅａｃｅ，Ｖｏｌ．１８，Ｎｏ．１（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ｐｐ．１５－３３．《爱因斯坦文集》第 ３卷，许良英、赵中
立、张宣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２６８页。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

青译，第３０９页。
赵存生：《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开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胡锦涛：《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在美国友

好团体举行的晚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１日。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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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麦克道尔哲学访谈录

麦克道尔、唐浩等／文

【背景】约翰·麦克道尔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是当世著名的哲学家，英国人。哲学上受训于牛津，出道后先在牛津任教，
约二十年；后迁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至今又有近三十年。麦克道尔和匹兹堡另一位著名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 （Ｒｏｂ
ｅｒｔＢｒａｎｄｏｍ）一样，都受了已故的匹兹堡老牌哲学家威尔弗雷德·塞拉斯 （ＷｉｌｆｒｉｄＳｅｌｌａｒｓ）不小影响。他们三位常被
视为所谓 “匹兹堡学派”的核心人物。（麦克道尔本人并不太认可这一提法：参见下面他的回应之五。）实际上对麦克

道尔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很多，远不止塞拉斯。如果一定要说哪个哲学家对他影响最大的话，那么恐怕是维特根斯坦，

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的 “静默主义 （ｑｕｉｅｔｉｓｍ）”。
麦克道尔是１９９１年洛克讲座 （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的讲演人 （这个系列讲座是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哲学讲座之

一）、２０１０年梅隆基金杰出成就奖 （Ｍｅｌｌ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Ａｗａｒｄ）的三位获奖者之一。他的哲学
领域很宽，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伦理学。他虽然出身于分析哲学传统并

且这方面底子很硬，但同时也对欧陆哲学传统 （尤其是对康德、黑格尔和伽达默尔）有很深的研究。这在他１９９４年
的 《心灵与世界》（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一书中表现得很清楚。这本书基于他的洛克讲座，出版后在全世界引发了很多讨
论，持续至今。

麦克道尔在汉语哲学界也受到一定关注。但因为其著作涉及的背景深广，行文又精炼而不合常套，所以要想深入

把握其思想并不容易。有鉴于此，唐浩作为联系人在同仁的建议下于去年 （２０１３）邀请麦克道尔和汉语哲学界有兴趣
的学者进行一次哲学访谈。麦克道尔接受邀请之后，唐浩开始尽量广泛地征集访谈问题，然后对征集到的问题进行汇

总整理和部分的翻译。麦克道尔很慎重地对这些访谈问题一一做了书面回答。下面便是这次访谈的中文版。访谈问题

的中文文本都由各位提问者自己提供 （文哲的问题除外）。唐浩对这些文本做了些改动，以便统一术语和体例。文哲

的问题和麦克道尔的回应都由唐浩译出。唐浩在访谈正文中加了若干文字 【这些文字用楷体在方括号内给出】，另外

还加了若干脚注，目的都是帮助读者理解。这次访谈中所提出的问题当然远远谈不上全面覆盖麦克道尔的哲学思想，

只是管中窥豹，但也能见一斑。

【摘要】这个访谈录包括八位提问者的问题和麦克道尔的回应。主要论题如下：（１）理性如何运作和理性动物如何脱
胎于非理性动物这两类问题之间的关系；（２）麦克道尔的概念论、内在论、和析取论；（３）麦克道尔的认识论、及其
“第二自然”观念；（４）所谓 “自由意志问题”；（５）哲学的治学之道；（６）麦克道尔近期的一个比较大的观点变化，
即不再认为经验内容是命题性的而转而认为它是直观性的。

【关键词】麦克道尔；理性；知觉知识；概念论；析取论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５７－０９

提问者之一：郑宇健①

在 《心灵与世界》中，你在如下两种方式之

间作了一个类比：一种方式是世界中的某种因果

过程导致了某人的某个信念，另一种方式则像是

一个龙卷风将某人吹回到一个他从那里被驱逐出

来的地方。在这两种情形中，世界对于此人的因

果作用皆不给他提供任何理由，反而使他不再对

其陷入的实际状态负上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

重要的不可类比因素：从一个纯因果视角看，形

成信念显然要比被龙卷风裹挟具有更多的非偶然

性或不可控性。信念之形成只能通过某种特定类

型的因果历史来予以解释，在此历史中人们对某

些因果输入项的反应倾向是在某种宏大的自然选

择 （当然若有需要，也可包括社会教化）过程中

渐次生成的。如果我们稍稍聚焦一下人类的知觉

７５

 通讯作者：唐浩，（武汉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①　作者简介：郑宇健，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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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及其进化上的先驱 （即动物的知觉反应）的

话，不难发现它们有着一种不容忽略的合理性维

度—这些知觉信念或反应与外在世界以及内在

（神经）运作之间的契合并非偶然或巧合———尤

其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与知觉相关的内在运作，是

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觉主体对其外在环境中相关事

物实施有效行动相连接或连通的时候。这一合理

性维度似乎无法由知觉主体的高端概念能力来予

以充分或完备的说明，但根据你的立场，这些概

念能力恰恰是奠定我们在理由空间里的居民身份

（即个体的理性地位）的基础。

由此，我的主要问题可作如下表述：“选择

空间”（该空间是对应于自然选择之可能性或可

实现性的空间，其存在远早于人类物种的出现）

在何种程度上或以何种方式，对于解释 “个体动

物在成功适应其环境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世界

的合理回应”这一点来说是必要的？

与之相应的三个子问题分别是：

１．任何基于选择空间的解释是否都是纯粹
的因果解释？换言之，这种解释对于你所感兴趣

的合理性维度是否毫无帮助或毫不相干？

２．较高等动物的知觉所表现出的语义或理
性内容，［用柏济 （ＴｙｌｅｒＢｕｒｇｅ）的术语说就是，
那些由最新科学发现所确立的一阶内部表征所禀

具的反个体主义的客观意指］是否仅仅存在于人

类解释者的眼中？而人类解释者作为人类物种的

成员，本身就是同一自然进化过程的后来者，同

时他们的 （对应于理论解释的）理性也只能来自

于该自然过程。

３．与布兰顿相反，你对最低限度经验主义
的坚守所强调的是第一人称视角而非第三人称视

角。尽管以选择为基础的解释是第三人称的，但

柏济所鼓吹的知觉心理学研究进路也同样包含着

一种对第一人称 （包括动物主体）视角的重视。

我想知道的是，你会不会把柏济的工作视为某种

潜在的同盟军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敌对者，尤其在

我们更想了解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 （乃至戴维森

式第二人称）视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时候？

麦克道尔回应之一：对郑宇健的回应

我并不认为如果一个东西被给予因果性的解

释就意味着它没有被解释为一个理性行动。理性

具有因果效力，而理性行动正是这种效力的效

果。这点具体地适用于对信念的解释。

在我看来，戴维森 （Ｄｏｎａｌ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在
“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一文中无可辩驳
地建立了一个观点，即理性具有因果效力，具体

地说是实践理性具有因果效力。① ［但他为这个

观点提供的版本我认为还不完全让人满意，因为

他把理性的因果效力视为另一种因果效力 （一种

本身不就是理性因果效力的因果效力）所表现出

来的一种面目 （ｇｕｉｓｅ），而且他认为我们描述这
种面目时所用的词汇，即我们描述行动和行动者

理由时所用的词汇，对于讨论那些与行动和理由

相等同的东西来说是不必要的。］②

我对你的主要问题的回答是：这取决于我们

所要寻求的是哪一种关于 “对世界的合理回应”

的解释。如果我们想要做的是理解世界上如何出

现了能对世界有合理回应的动物，那么当然应该

考虑在有理性动物之前就有了不能对世界有合理

回应的动物这一事实。而选择空间对于理解这个

过程当然是恰当的 （想要理解这个过程也无可厚

非）。但对世界的合理回应彰显于理性行动之中：

如果我们想要解释这些理性行动本身 （即如果我

们想要将这些行动解释为理性行动），那么选择

空间就毫不相干了；如果我们想要解释这些理性

行动本身，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将它们解释为理性

行动的那种解释，而基于选择空间的解释并不提

供这种解释。

对三个子问题的回答：

１．如上所述，我认为基于选择空间的那种
解释并不将其所要解释的东西解释为理性行动，

也即理性的因果效力的效果。

２．我不会把哪怕高等非理性动物的知觉中
呈现出的内容叫做理性内容 （非理性动物即不能

有自我意识地使用语言的动物）。我完全愿意说

８５

①

②

［唐浩注］：戴维森此文 （１９６３）收于其文集 Ｅｓｓａｙｓ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唐浩注］：麦克道尔括号里这个长句不太好读。他这

里所拒斥的戴维森的观点，后者在其 “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中有一些表述，在 “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ｅｎｔｓ” （１９７０）一文中又
进一步给出了详细的论证。此文也收于戴维森的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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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动物的知觉中有内容 （但不是理性内容），

我也看不到有什么好的理由认为这种非理性的知

觉内容仅仅存在于人类解释者的眼中。

３．对于柏济在鼓吹知觉心理学进路时的种
种论述，我几乎完全没有异议。我的异议只限于

他的两个观点：（ａ）任何认为我们需要专门为理
性动物的知觉能力给出一套特殊说法的人，都陷

入了关于理性动物的 “极端智识主义”；（ｂ）任
何一种认真看待理性动物和非理性动物之间区分

的认识论，都可以以和我们的经验知识不相容为

由而被扬弃。至于柏济的进路，即使是在改掉这

两点之后，能否在处理我关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

称 （也许还有第二人称）所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时成为我潜在的盟友，这还要画个问号。但这是

个复杂的话题。

提问者之二：唐热风①

１．概念论与信念论
您的概念论似乎在以下意义上优越于非概念

论：它可以回避所予的神话而不陷入融贯论。但

您显然不认为经验是信念性的东西。那么问题

是：不是信念的东西如何能够辩护一个是信念的

东西？如果经验被理解为非信念的东西，那么是

否会有一个所予 （ｔｈｅＧｉｖｅｎ）的残余呢？
２．外在论与内在论
关于知识的杂合观念 （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在 “理由空间”这一内部领域和

“真”这一外部因素之间做了明确的区分。为了

回避这个关于知识的杂合观念，您坚持说事实对

于主体的可得性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可以看作是主体
对知识的权利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并因而在辩护中起
作用 （１９９５）。② 但您似乎认为只要事实对于主
体是可得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或彰显的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真”就可以是内在于主体的理性的———这里并

不要求主体将事实当作事实 （１９８２）。③ 但如果
主体不将事实当作事实，那么事实的存在就依然

外在于主体的主观性，因为他并没有将彰显于他

的东西当作事实。因而，事实的存在将不能像您

所声称的那样 “对他的相关知识论地位有所贡

献”（１９８２）。④

３知识与信念

提莫西·威廉姆森 （Ｔｉｍｏｔｈ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认
为您所提出的析取论意味着 “相信不是知道与意

见的最高共有因素 （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他因此声称，对您来说，“知道与意见是根本不

同的、彼此排斥的状态”（２０００）。⑤ 不知您的析
取论是否真的有此意蕴？威廉姆森把这个观点归

诸于您是否正确？如果您的确持有这一观点，是

否可以进一步阐释一下？

４．欺骗性情境中的经验对象
您说 “经验的对象在欺骗性情境中是一个纯

显象 （ａｍｅｒ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１９８２）。⑥ 这似乎与
像麦克尔·马丁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ｒｔｉｎ）这样的其他一
些析取论者不同，例如马丁就认为幻觉经验根本

就没有对象。您关于欺骗性情境中经验对象的观

念是否会引入心灵对象 （ｍｅｎｔａｌｏｂｊｅｃｔ）这一观
念，尽管这个心灵对象不能被理解为 “欺骗性情

境与非欺骗情境中对经验同样可得的一个最高共

同因素”（１９８２）？⑦ 您似乎也不介意谈论内部经
验情境中的心灵对象 （１９９４）。⑧ 但心灵对象这
一观念似乎是有问题的。首先，一个心灵对象不

能独立于以其为对象的觉知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而存
在。那么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对象？

还有一个更进一步也更严重的问题：关于心灵对

象的经验与其对象似乎是不可区分的。以痛觉为

例：如果我们说疼痛是疼痛经验的对象，那似乎

就无法区分作为经验的疼痛和作为这个经验的对

象的疼痛。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作者简介：唐热风，（北京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５（４）：８７７－８９３，１９９５．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２），“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Ｄ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Ｄａｎｃｙ（１９８８，ｅｄｉｔｏ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２１６．

Ｉｂｉｄ，ｐｐ２１５－２１６．
Ｔｉｍｏｔｈ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０），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Ｌｉｍｉ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４４．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２），“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Ｄ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２１１．
Ｉｂｉｄ，ｐ２１０．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４），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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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道尔回应之二：对唐热风的回应

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如果不把经验
视为信念性的东西就一定会导致一个所予的残

余。【麦克道尔此处用的是大写的 “ｔｈｅＧｉｖｅｎ”，
和唐热风一样是在指神话式的所予。麦克道尔认

为日常意义上的所予并没有问题。】按我现在对

经验的看法，经验将对象向主体展示为示例着各

种概念。如果这样看经验的话，那么很明显经验

如何能够辩护主体这样的信念，即他面对着一个

具有这样那样性质的对象：这些性质正对应于他

的非信念性经验内容中所涉及的概念。主体在经

验中被给予一个对象，这并不是一种 “所予的神

话”意义上的所予，因为在经验中被给予一个对

象本身运用了在我们的知识中起作用的那些能力

（知识在此理解为在理由空间中的一种地位）。①

２．主体在经验中可以得到事实 （而不是对

象及其某些性质），这种看法和认为经验是信念

性的看法是一体的。但无论我们是否把经验视为

信念性的，我认为你这里提的问题都存在。我的

观点可以中立地 （即中立于视经验为信念性的和

视经验为向主体展示对象这两种看法）表述如

下：主体的知觉经验使得其环境中的某些实情

（无论是一个事实也好，还是一个对象也好）成

为主体可以得到的。而你的问题凸显出这点，即

如果这个观点要能如我所需地发挥作用的话，我

必须把经验使环境实情成为主体可得的这个事实

视为处于享有此经验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范围之

内。如果对主体来说环境中是否真的有一个可知

觉的实情还要画个问号，那么他就不可能还能有

自我意识地通过知觉得到该实情。因此我认为，

在相关环境实情为事实的版本中，的确有这样一

个要求，即主体将相关事实当作事实。【也可以

用环境实情的对象版本，结论类似。】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认为我１９８２年的那篇文章否认有这样
的要求。

３．我认为威廉姆森有个想法是对的。这个
想法我会这么表述：一条可算是知识的信念之所

以是一条可算是知识的信念，正是因为它是一点

知识，而不是说 “它反正是一条信念，但是因为

满足了一些超出于使之成为信念之外的条件而算

是一点知识”。我不会通过 “最高共有因素”这

个观念来表述这个想法，我也不接受 “知道和意

见是彼此排斥的” （除非 “意见”的意思只是

“相信但不知道”，但这样的话这个说法就很无趣

了）。我认为以下说法并无不妥，即说一个人知

道ｐ，部分地就是在说她认为 ｐ。至于 “最高共

有因素”这个观念，我是这样用的：当一个经验

确实是一个知觉的时候，其认知意义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并不是这种经验的认识意义和仅仅
只是看起来是知觉的经验的认识意义的最高共有

因素 （否则的话前一种经验的认知意义就会不比

后一种经验的认知意义更高）。我这里拒斥了一

种可以通过 “最高共有因素”来表述的想法，但

这并不妨碍我们说：确实是知觉的经验和仅仅只

是看起来是知觉的经验之间有重要的共同之处。

类似地，“知道”和 “相信但不知道”两者之间

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

４．在谈内部经验时我的确乐意接受 “心灵

对象”这一观念：比如一个内部经验的对象可以

就是一个感觉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当我说在欺骗性情
境下外部经验的对象只是一个纯显象时，我并不

认为这就引入了一个心灵对象作为该经验的对

象。说在这些情境下经验的对象只是一个纯显

象，这只不过是在说：当一个人仅仅只是好像看

到情况如此这般时，“情况如此这般”只不过是

一个纯显象而已。这里 “经验的对象”的用法和

“恐惧的对象”的用法类似。一个人可以对并不

存在的东西产生恐惧。如果问 “那么这时恐惧的

对象到底是何种对象？是心灵对象还是什么？”，

那么这种问法本身就未能理解 “……的对象”的

这类用法的语法。

提问者之三：王华平②

１．您认为 “第二自然”自成一类，不能还

原到规律领域，但您又说 “第二自然”“在规律

０６

①

②

［唐浩注］：麦克道尔在这一段中提及 “我现在对经验

的看法”，这是相对于他以前关于经验的看法。他以前和现在的

观点都有很深的康德背景，但新观点和康德靠得还要近些。参

见下面唐浩的问题和麦克道尔的回应。

作者简介：王华平，（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哲学与社
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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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有立足点”，这似乎有点难理解。如果

“有立足点”的意思是 “第二自然”毕竟具有因

果效力，那么我们似乎就会再次面临传统的二元

论问题：“第二自然”中的东西如何能够具有因

果效力？再者，这种作用会破坏因果闭合原则。

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因果效力，那么

它们就只是一种副现象 （ｅｐｉ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也就
起不到您所赋予它们的作用。

２．您似乎一直在运用这样一种先验 （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论证策略：从我们具有知识这一事
实出发论证出思想必定具有某种经验内容，进而

得出一些更具体的东西，例如关于显像的析取论

和关于知觉经验的概念论。但是，您的论证似乎

有个裂隙。因为 （据我所知）您没有考虑过这种

可能性，即我们的知觉知识与您所认定的 “自我

意识的理性在其中起作用”的知识有很大不同。

也就是说，知识有可能像您所理解的显像一样是

个析取概念，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是这

样，那么您的先验论证就有一个裂隙。

３．在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ｓａ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中①，您考虑过这样一个案例：主体被要求辨认

一种颜色，并且被告知光线尽管看起来完全正

常，但实际上可能是欺骗性的。您认为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光线是正常的从而主体看到了那种颜

色，主体也仍然没有获得知觉知识。我认为这个

结果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既然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说主体的有待是的 （ｗｏｕｌｄ－ｂｅ）知觉
知识被她的背景知识，即 “光线尽管看起来正常

但可能是欺骗性的”所击败 （ｄｅｆｅａｔｅｄ），为什么
我们不能说主体的有待是的 （ｗｏｕｌｄ－ｂｅ）知觉
知识可以被她的如下背景知识所击败，即 “真实

知觉与欺骗性知觉是主观上不可分辨的”？为什

么主体的背景知识在第一种情形中让她的自我意

识的理性的运用变得有缺陷，而在第二种情形却

不是？

４．假设主体处在一个满是谷仓正面 （ｂａｒｎ
ｆａａｄｅ）的乡村中。假设她恰好看到了一个谷仓，
并且她没有可击败她这个知觉信念的背景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您似乎不得不承认主体具有知觉

知识。一些人，例如邓肯·普里查得 （Ｄｕｎｃａｎ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利用安全性与可靠性等方面的考虑来
说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何以没有知觉知识。但这

些考虑因素超出了您所提倡的塞拉斯式的内在主

义的范围，因而您不能援引它们作为解释项。我

想问的是，您认为在谷仓正面的情形中主体具有

知觉知识吗？

麦克道尔回应之三：对王华平的回应

１．我不该曾给人以这种印象，即认为自由
领域中的东西具有因果效力是依赖于认为第二自

然在规律领域中有立足点。【因为】这会滋长一

种想法，即自由领域中的那些东西如何能够具有

因果效力是个 【紧迫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以

通过把它们立足于规律领域来解决。但我不认为

理性具有因果效力这个观念有任何问题。你问

道：那些东西如何能够具有因果效力？但我不认

为我们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们不能 【具有因果效

力】，所以你的问题没有紧迫性。

２．我的确设定我们的知觉知识是我们理性
的运作 【方式之一】， 【但】我不认为这一点需

要正面辩护———它已经包含在 “理性动物”这个

观念本身之中了。当然有人以一些并不成立的理

由认为不可能如此 （如柏济的 “极端智识主义”

的指责），如果任何这样的理由被当成诘难提出

来，那么当然需要应对。但我不接受以下观点，

即缺少对上述设定的正面辩护是我先验论证策略

中的一个裂隙，以至于我得在能合法使用此策略

之前先验证该设定的合法性。②

３．在我谈的那个实验案例中，主体意识到，
或至少认为她自己意识到，有一种具体的可能性

是她所在观看的物体并没有其看起来有的颜色。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如果她要能有资格以

相关物体在她视觉中看起来如何为基础而声称知

道该物体的颜色的话，她就得先排除那种可能

性；而她不能排除那种可能性，所以如果她声称

知道该物体颜色的话，就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

１６

①

②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１），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ｓａ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ｒｑｕｅｔ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４５－４６．

［唐浩注］：这里 “先验论证策略”对应的英文是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这个说法的背景当然是康德的 “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这里把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译为 “先验”

是为了和王华平的用法一致，我个人认为更好的译法是 “超越”

（我在下面翻译文哲的问题时就是这么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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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这样的具体可能性被提出来 （即物体当

下的看相只不过是纯显象的具体可能性），那么

主体可以在物体看相的基础上知道其颜色，而这

种知道是主体对自己这种 “由看而知”的能力

（一种她必须承认是可出错的能力）的有自我意

识的运用。她当然应该知道自己在声称知道物体

颜色时冒了风险，而此风险正对应于她所承认的

自己能力的可出错性。但如果这里承认的一般性

的出错可能性，即在行使该能力时得到错的或者

至少不能算知识的信念的可能性，并没有在任何

具体场合中实现，那么如果她声称知道该物体颜

色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相关能力可能出错或

者自己是在冒风险，那么她的这一声称就为真。

但如果有具体的可能性即该物体的看相不是实相

被提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她排除，那么她的声称

【即她知道物体的颜色】就不可能为真。

４．说可靠性等因素超出了我所提倡的塞拉
斯式内在主义的范围，这不对。【下面分两种情

况阐述。】 【情况一】如果主体知道她自己处于

满是谷仓正面的乡村中，那她就知道自己在此情

况下没有能力可靠地判别自己面对的是否是个真

的谷仓，因而也就知道她没有权利声称自己面对

的是一个谷仓，并以该声称源于一种她承认可出

错的识别谷仓的能力为理由来为之辩护。【情况

二】如果主体处于满是谷仓正面的乡村中自己却

不知道，那她无疑会认为自己有权利做那种声称

并给出那种辩护，但她这就错了。那种辩护，即

主体一旦知道自己处于满是谷仓正面的乡村中就

自知没有的那种辩护 （因为她知道自己在那种情

况下没有能力可靠地判别是否面对谷仓） 【情况

一】，也即她处于满是谷仓正面的乡村中自己却

不知道时误以为自己有的那种辩护 【情况二】，

是一种和塞拉斯式内在主义相吻合的辩护。

提问者之四：文哲①

您似乎不为自然科学中，特别是认知科学中

的进展而担心。您似乎认为无论自然科学有什么

进展，都不会触及到理性的领域。但我们真的可

以这么放心吗？让我们以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为

例。这里面似乎有一种冲突。康德对此问题的解

决方案牵涉了很多让人难以接受的东西 （比如说

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理智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区

分），但他对自由意志问题有很深的理解。他会

对相容论 【即认为自由和决定论相容这种观点】

不满意，而且会将当代相容论者的大部分观点视

为一种借口 （逃避）；他会说这些相容论者把自

由意志稀释得太厉害，对它的理解太单薄，使其

力度荡然无存。康德希望保存自由意志的全部力

度 （自发性），但同时他相信决定论而不相信

“木本可以不成舟”②，他认为强自由和强决定论

的结合只有在超越哲学中才可能。③ 在我看来，

您似乎不是一个康德所要求的那种超越哲学家

（特别是在对时空的处理之上：英美哲学家往往

对时空这两个超越哲学中的要素缺乏关注）。那

您如何解决自由意志问题？您又如何看康德的对

此问题的解决方案？

麦克道尔回应之四：对文哲的回应

我的确不为自然科学中的进展而担心。我认

为没有理由认为自然科学中，特别是认知科学中

的进展可能会提供无可辩驳的理由迫使我们接

受，或者哪怕只是认真考虑如下观点，即世界上

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不具备人格的因果力量

的结果，从而导致需要为意志的因果效力寻找存

在空间的问题。在我看来，康德对 “自由意志问

题”的解决方案让人无法理解 （ｕ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
我认为康德的错误在于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

要解决，这个所谓的 “问题”【其实】基于一种

概念上混乱的关于 “自然科学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或者可能向我们展示什么”的观点混乱。

提问者之五：史源明④

匹兹堡大学的哲学系有自己独特的出色之

２６

①

②

③

④

作者简介：文哲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ｅｎｚｅｌ），德国人，台湾大
学哲学系教授。

［唐浩注］：文哲原文在这里用的是 “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ｄｏｎｅ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诠释自由意志的说法，有点成语
的味道，所以这里姑且变通了一个中文成语来翻译它。

［唐浩注］：这里和下面的 “超越”译的是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

作者简介：史源明，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学
士、美国西密执安州大学哲学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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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许多人将您、塞拉斯和布兰顿的哲学称之为

“匹兹堡学派”或 “匹兹堡黑格尔主义者”。您

认为匹兹堡大学这样的哲学传统独特在何处？

麦克道尔回应之五：对史源明的回应

布兰顿和我的共同之处是我们都受到塞拉斯

的启迪，而且 （与此相关地）我们都对黑格尔感

兴趣。但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基本到此为止。的

确有人谈论 “匹兹堡学派”，但我并不太喜欢这

类谈论。

提问者之六：田寄江①

您写出了大量原创性著作，而且其范围涵盖

许多艰深的哲学问题。请问您是如何做到如此多

产的？您能稍微描述一下您的工作习惯吗？您对

年轻的哲学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谈论诸如１＋１＝２这样的数学事实。您
认为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事实定位在哪里？②

麦克道尔回应之六：对田寄江的回应

很抱歉我对年轻的哲学学生没什么建议。我

愿意这么说：我为自己最开始教书时能在牛津的

一个学院里做个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ｆｅｌｌｏｗ感到很幸运，因为
在此职位上任教的一个几乎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在

不同哲学领域中广泛地培养兴趣。我认为如果你

能够的话，应该尽量避免狭窄的专门化。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数学事实定位在任何地

方。但这不限于数学事实，事实本身就没有定

位。“匹兹堡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没有下雨”这个
事实不应该被定位于匹兹堡，这将错误地意味着

在别的地方 “匹兹堡 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１０日没有下
雨”不是事实。

提问者之七：胡学源③

在处理很多哲学问题 （如人格同一性、自

由、知识的辩护问题等）时，哲学家们似乎都把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哲

学家们认为人格同一性对我们很重要，然后去寻

找使我们可以相信 “我自出生以来一直是同一个

人”的可靠理由。不可否认，人格同一性、自由

和知识这些东西对我们都很重要，但我们是否真

的可以拥有或达到这些东西却似乎是另一个问

题。如果是这样，那您认为哲学家们应该更关心

什么：是对我们重要的东西，还是真实情况？

麦克道尔回应之七：对胡学源的回应

我不认为哲学的目标是要得知真实情况。哲

学的目标是理解。而我们寻求对什么东西的理解

取决于我们发现自己有什么东西需要理解。在这

点上我认为没有什么既有普遍性又有帮助的东西

可说。

提问者之八：唐浩

目前世界上不少地方，也许尤其是美国，对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都充满敌意。这点让不少

中国哲学工作者纳闷。您认为这种敌意的主要原

因是什么？

您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我们感觉经验的内容

是概念性的。在 《心灵与世界》一书中，您这种

看法表现为如下观点：经验的内容是命题性的，

也就是说，经验内容具有的形式和命题具有的形

式是同样的，即情况如此这般。④ 换言之，这种

内容是可判断内容：它可以直接出现于 “情况如

此这般”这个判断中 （“直接”意味着不需要任

何超出该判断之外的认知活动）。但在近期的一

篇文章中 （２００９），您抛弃了这个观点，转而青
睐如下观点：经验的内容是直观性的，而且是在

一种和康德靠得很近的意义上谈直观。⑤ 按您的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作者简介：田寄江，（武汉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院硕
士生。

［唐浩注］：田寄江这里所说的 （以及麦克道尔下面回

应中所说的）定位 （“ｌｏｃａｔｅ”）有空间意味。
作者简介：胡学源，（武汉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院博

士生。

［唐浩注］：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中说命题的

一般形式是 “情况如此这般”。麦克道尔在 《心灵与世界》中有

意识地承袭了这一条。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ｉｖｅｎ”，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ｈｉｓ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Ｖｉｅｗ：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Ｋａｎｔ，Ｈｅｇｅｌ，ａｎｄ
Ｓｅｌｌａｒ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２５６－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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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在此意义上的直观内容不是推论性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因而也就不涉及判断或做声称这样
的典型的推论性活动。但是直观性内容依然是概

念性的，因为获取直观内容需要至少某些概念性

能力的 （被动）合作，否则我们就会丢掉经验主

义的一个基本洞见，即感觉经验是我们理解和认

识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源泉。在这种新观点中，

我们的感觉经验可以说变得更沉默了，但这种沉

默是智性的沉默，而非愚钝的沉默 （后者会陷入

所予的神话）。而这种直观性的智性也往往确实

在推论性活动中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

我觉得您这种新观点很有吸引力，并想就之

提几个问题。

１．新观点的立论动机
您有时让人觉得，之所以抛弃旧观点而采取

新观点是因为迫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以用

您自己的话这么表述，“如果经验内容是命题性

的，那么就很难否认获取经验就是认定情况如此

这般”，但这样似乎会 “过分夸大经验在什么程

度上促使我们形成信念”（２００９）。① 第二个问题
是：如果认为经验内容是命题性的，就很难坚持

认为知觉判断是非推理性的 （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而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２００９）。② （为简明计，

这里我把认定、相信和判断等同处理。）

可是，处理这两个问题并不要求我们把经验

内容视为直观性的。具体说，您自己以前的处理

策略似乎依然有效。就第一个问题来说，您以前

的处理策略是坚持这一点：虽然在经验中主体发

现自己负担着命题性内容 （此内容为：情况看来

如此这般），但到底是接受还是拒斥该内容依然

取决于主体自己 （１９９４）。③ 这里起关键作用的
那个区分，即命题内容和命题态度的区分，似乎

足以避免过度夸大经验在信念形成活动中的作

用。至于第二个问题，您以前的处理策略，即把

主体的经验视为类似于邀请主体相信 （情况如此

这般）或者向主体请愿下相同的判断 （即情况如

此这般）（２００２），④ 似乎也足以避免不得不认为
知觉判断是推理性的，因为接受一个邀请或者应

允一个请愿显然不应该被认为涉及任何推理活动

或者哪怕只是准推理活动。 （我们可以这么说：

接受一个邀请或者应允一个请愿是我们意志力的

一种行动，而做推理是我们理解力的一种行动。）

但您在２００９年的那篇文章中没有考虑您自
己以前处理这两个问题的策略。这是因为您认为

以前的策略不再有效了吗？如果是这样，您为什

么这么看？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您有时让人觉

得您是迫于这两个问题才改变观点的？⑤

２．新观点的后果
我认为您的新观点有若干独立于上述两个问

题的优点。但这个新观点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变

动或者详细阐述。

２１．新观点对您的 “本体论”的影响⑥

您新观点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是：经验将周边

环境带入我们的视野。这点似乎宗祠于您的如下

早期观点，即经验是我们和世界相通达的一种形

式，而世界在这里被视为事实的总和。但这种关

于世界的观念似乎是和经验内容是命题性的这一

观点键合在一起的，因为您的 “通达”观是和您

的一种 “同一”观键合在一起的，即事实和命题

具有同一的一般形式：情况如此这般。那么您的

新观点 （即经验内容是直观性而不是命题性的）

是否要求您变动早期关于世界的观念 （即世界是

事实的总和）？如果是，那么需要在什么程度上

做变动？

２２新观点对您的 “析取论”的影响

您似乎需要一种关于直观内容的析取论。对

此您在２００９年的那篇文章中也确实有所暗示⑦，
但未详细阐述。您会如何详细阐述这种析取论

呢？这里有下面这个具体问题。您早期关于经验

的析取论不可或缺地用了真和假这一对概念 （因

为您在谈欺骗性和非欺骗性案例时暗中使用了这

对概念）。但是这对概念，至少从它们与命题和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ｉｄ，ｐ２６９．
Ｉｂｉｄ，ｐｐ２７０－２７１．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４），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１１．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２，ｅｄｉｔｏ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ｐｐ２７８－２７９．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ｉｖｅｎ”，ｐｐ２６９

－２７１．
［唐浩注］：这里的 “本体论”和下面的 “析取论”上

都加了引号，是为了提醒读者：和维特根斯坦一样，麦克道尔

认为哲学的目的不是要建立理论。“本体论”和 “析取论”中有

个 “论”字，容易让人觉得是理论。加引号是为了提醒读者：

有 “论”字不一定就有理论。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ｉｖｅｎ”，ｐ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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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这些概念是一体的这点来看，似乎不能用于

关于直观内容的析取论，因为直观不是推论性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那么您似乎就需要用一对不同的
（但多半是有亲缘关系的）概念。如果是这样，

那么您会使用哪一对概念，而同时又不和您所坚

持的如下观点相冲突，即虽然概念能力在直观中

所起的统合作用是非推论性的 （ｎｏｎ－ｄｉｓｃｕｒ
ｓｉｖｅ），但直观并不是判断的一种更原始的祖
先？①

麦克道尔回应之八：对唐浩的回应

为什么在美国广泛存在对维特根斯坦的敌

意，对此我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部分原因也许

是：哲学界普遍有人希望哲学研究能够向自然科

学研究贴近，即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理论 （无论

是确凿证明一个理论为真还是证明它很可能为

真），而维特根斯坦众所周知地否认要以建立理

论为目标。不过要真正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做社会

调查，而不是书斋里的猜测 【ａｒｍｃｈａｉｒｓｐｅ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而我能做的只是后者。

对你就我关于知觉经验的新观点所提出的问

题，我的回答如下：

１你完全正确。我本不应该让人觉得我的新
观点是迫于 （或者哪怕只是较好地基于）如下两

种需要：（一）我们需要避免一种困难，即一旦

我们视经验为信念性的就很难否认经验得是一种

信念；（二）我们需要保证我们不把知觉知识说

成是推理性的。我本该只是说：我觉得这种新观

点本身有意思，部分地是因为它比认为经验内容

是信念性的更能和康德的观点相契合，部分地是

因为它能更好地凸显我和查尔斯·特拉维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ｒａｖｉｓ）之间的分歧到底何在。②

２【对你关于我新观点的后果的两个问题，
我的回答如下：】

２１我关于经验直接给予我们什么的新观
点，并不对世界就是事实的总和这种看法构成威

胁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具备实质性内容，因而也

就不可能受到威胁）。在这里，新观点只要求我

们在说明经验如何给予我们关于事实的知识的时

候做一点调整 （从一个角度看很小的调整），而

事实依然是构成世界的元素。③

２２我关于我们对直观应该采用何种形式的
析取论的那些暗示，我 【现在】认为是错的。我

当时以为我得持如下观点，即如果一个经验仅仅

只是看起来向主体展示一个对象，那么此经验就

必须是一个仅仅只是看起来具有直观性内容的经

验。但这点上我错了。【至于你的那个具体问题，

我的回答是：】当析取论需要处理直观时，取代

真和假这对概念在原来那种析取论 （即关于被视

为信念性的经验的析取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是

这对概念：“是关于一个物体的”和 “仅仅只是

看起来是关于一个物体的”。一个经验可以具有

直观性内容但同时仅仅只是看起来向主体展示了

一个对象。

致谢：首先要感谢麦克道尔对访谈问题的仔

细书面回应。其次要感谢各位提问者对这次访谈

的支持。特别要感谢唐热风。她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关于麦克道尔哲学的专题会

议，其中专门安排了一节来讨论这次访谈中的问

题，这对翻译工作颇有帮助。此外，唐热风和郑

宇健还在具体翻译细节上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建

议，译文中也采纳了不少。

（责任编辑　行　之）

５６

①
②

③

Ｉｂｉｄ，ｐ２６５。
［唐浩注］：麦克道尔这里具体指的是特拉维斯的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ｓ”（２００４），Ｍｉｎｄ，１１３（４４９），ｐｐ５７－９４．麦
克道尔之所以在此提到特拉维斯，是因为唐浩在前面刻画麦克

道尔新观点的时候用了 “智性的沉默”和 “愚钝的沉默”这两

种沉默之间的对比，而这是在暗指特拉维斯的文章。麦克道尔

在２００９年的那篇文章中对特拉维斯有不少讨论。
［唐浩注］：麦克道尔说 “世界即事实的总和”这一看

法没有 “实质性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内容，这并不是在贬低这种看
法。这里的 “不具备实质性内容”是个特殊用法，意思相当于

“不是理论”。所以这里麦克道尔是在拒绝把维特根斯坦的 “世

界即事实的总和”视为一种理论，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一旦提出

来人人都会同意的说法 （参见 《哲学研究》第１２８节）。这也是
麦克道尔的维特根斯坦式的 “静默主义 （ｑｕｉｅｔｉｓｍ）”的一个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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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僭政和虔敬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题一解

蒋　鹏

【摘要】本文试图以罗森 （ＳｔａｎｌｙＲｏｓｅｎ）对 “金苹果”的解释———在银箔之下只是更多的银，并没有什么金苹果，在

这里表面便是本质———为路标，通过对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呈现出的三个最重要、最直观的面相———帝国、僭政

和虔敬———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展现这部史著的内核以及作者的教诲之所在。修昔底德以字字血泪般的热情，为消逝

的海洋帝国铸就了一份 “不可忘却的纪念”。而这份 “不可忘却的纪念”也激励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无数雅典

人，不管从言辞层面，还是从行动层面，去追求那一个远逝的 “帝国残梦”。

【关键词】海洋帝国；僭政；爱欲；虔敬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６６－０８

　　公元前４３１年前后，雅典的海军大将，修昔
底德敏锐地觉察到，眼前所爆发的战争将是一场

伟大的战争。交战双方规模之大，战争持续时间

之长，空前绝后。在战争过程中，更呈现出不义

与正义、暴虐与和善、野蛮与文明、低俗与高贵

等之间无尽的交织与抗争，这一切都冲击着人类

生存秩序的界限。①修昔底德急切地感到，必须

记录下这场战争所发生的一切以示世人。在第１
章将近结尾处，他就从容而自信地写道：“我所

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

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②。然而，如果我们从

该部史著最直观、最突出的表面———记述主题、

以及作者直接的政治身份———去品读的话，那

么，其亦可称作 “雅典海洋帝国沉浮录”。这是

他以字字血泪般的热情，为消逝的帝国铸就的一

份 “不可忘却的纪念”。并且，这份 “不可忘却

的纪念”也激励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无数

雅典人，不管从言辞层面，还是从行动层面，去

追求那一个远逝的 “帝国残梦”。③

一、帝国兴起所潜藏的 “危机”

雅典海洋帝国兴起的风云激荡过程，都呈现

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１“帝国考古”的那
一系列章节中。然而，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会发

现，修昔底德只讲述了雅典帝国如何在兴起的过

程中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邦际地位，换言之，

他只向读者展现了雅典帝国的 “外交政治”。在

此，我们不禁要问，修昔底德为何会对雅典帝国

兴起过程中的 “内政改革”不置一词，保持沉

默，尽管他只顺带提及了雅典的僭政和梭伦立

法？远的不说，修昔底德为何不提及第一公民

———伯里克利———的重要内政改革呢？难道修昔

底德认为对于帝国的形成而言，内政改革不重

６６

 作者简介：蒋　鹏，（柏林１００９９）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这也印证了赫拉克利特的这一洞见，即 “战争既是万有之父，亦是万有之王，这既证明了神们，亦证明了人们；既造就了奴

隶，亦造就了自由人”。参见刘小枫编：《凯诺斯：古希腊文读本》 （上册，增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５
页。

②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４页。
③　思想史家、政治哲人施特劳斯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敏锐地觉察到，是修昔底德所呈现的 “雅典民主化”，直接促使柏拉图在 《法律

篇》卷３中，去 “伪造”从波斯战争时期而来的良好的民主制如何转变为伯里克利时代极端的民主制这段历史。如他所言，“《法律

篇》卷三是柏拉图作品中唯一一篇适于跟修昔底德的史著进行简单对抗的部分”。参见 ［德］施特劳斯 《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意

义》，《经典与解释：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１７期），刘小枫、陈少明编，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７页。可能是受施特劳斯
这一论述的启发，汉语学界的年轻学者王恒，从柏拉图的文本的写作方式和希腊历史两方面着手，探讨了柏拉图的 《法律篇》对希腊

帝国问题的深度回应，尤其是其对各种政体的著名讨论，实际上更为深刻地探讨了雅典帝国扩张的失败的根源所在，如此，柏拉图在

言辞层面卓然地展现了其挥之不去的 “帝国意识”。王恒：《柏拉图与 “克里特远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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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要的只是军事势力的增强？稍有政治常识

的人都会认为这种解释幼稚不堪。第二种解释

是，就著述战争史而言，肯定要挑与战争有直接

关系的事件来撰写，军力与战争的关系最明显、

最直接。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亦难有说

服力。直接相关的东西非必是根本的原因。况

且，一个没有强大的 “内政”支持的 “帝国”，

即使其军事势力再强大，那也是一时的 “愚勇”

而已，外强中干罢了。如此以来，修昔底德对伯

里克利治理下的雅典 “内政改革”未置一词，难

道是出于其他考虑？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

有必要梳理一下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内政改革。

在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梭伦立法之后，雅

典形成了以德莫为军事和政治基础的城邦民主

制。在海军的保护下，雅典的商业、贸易迅速发

展起来。商业、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反

过来又为海军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 “军费”。然

而，商业、贸易的发展最受益的还是商人、手工

业者和雅典的外邦人。由于阿提卡地区土地贫

瘠，根本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这一地区的农民

在梭伦时代就开始种植橄榄等经济作物，食物的

进口、经济作物的出口，依靠从事海外贸易的商

人，由此，这些人在雅典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

出。为确保帝国的安全，就必须将他们纳入到雅

典的政治结构之中。伯里克利就必须采取一系列

措施，来扩大雅典的民主范围、巩固民主的基础。

首先，伯里克利利用储藏在雅典的提洛同盟

的贡金，在雅典大兴土地，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修建剧场，体育馆等大型艺术工程。这些工

程，一方面为雅典的许多公民提供了劳动就业的

机会，另一方面，也改善了雅典的城市面貌，丰

富了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为人们提供了许多节

目，如看戏、会餐、游行、竞技等，也鼓励了文

学和艺术创作的开展。在伯里克利的诸多内政改

革中，尤为重要的是，伯里克利密谋推翻了长期

由贵族把持的战神山议事会，把司法审判的权力

交到人民手中。此外，伯里克利的改革还将公民

划入不同的司法地域系统，扩大了政治领域中直

接代表的数额，并且对每个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

发放补贴。这一系列改革最终受益者是生活在雅

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商人、手工业者等，这也

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生产、贸易的积极性，帝国

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纠缠在一起。然而这一系列

改革，却挫败了生活在阿提卡乡间过着休闲生活

的传统土地贵族阶级。伯里克利的改革将海军、

商人、手工业者、橄榄种植者的利益与帝国利益

捆绑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帝国国力的发展。然

而，伯里克利的内政改革却给帝国的发展埋下了

致命的隐患。

第一，在推翻战神山议事会，并把城邦的政

治权力交给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之后，直接民主

的政治治理方式就暗含了民主暴政的巨大危险。

在和平时期，传统的宗法、道德伦常还能维系。

在法律得以遵守的时候，这种直接民主的政治运

作方式能够得以顺利运行，一旦战争爆发的紧急

状况之下，以及当道德伦常废弛、物欲横流的情况

下，直接民主的暴政能以什么样的措施加以制止？

第二，伯里克利利用同盟国的贡金向陪审法

庭的参与者支付薪金的做法，打开了一个更为恶

毒的口子。这使得人们参与城邦事务成为一种谋

取利益的方式，欲壑难填，人民的私欲越涨越

大，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关心越小越少。公民大

会、人民、陪审法官逐渐变得为私人利益所主

导，这就必然会导致许多巧舌如簧的 “民众煽动

家”的产生，进而破坏城邦民主的基础。

第三，“民智的开启”为雅典帝国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伯里克利凭借其个人的威

信、机智、能力等等，能顺利地驾驭雅典民众。

难怪修昔底德会说：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伯里克利无论就其地

位、他的才能、以及他的众所周知的正直而言，

都确确实实是一位能够独立控制民众的人物———

简言之，是他领导民众，而不是民众领导他……

一言以蔽之，雅典虽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

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①

但这种仅靠个人魅力、个人威信去约束民众

的做法，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性约束，很难说是一

种英明的策略。伯里克利在世时，还能确保雅典

民主制的顺利运行，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但

是，从伯里克利死后的历史来看，在没有英明神

武的舵手的驾驭下，雅典这条大船却变得野蛮和

堕落。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伯里克利的

内政改革把雅典帝国的命运交给了 “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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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１１３—
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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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理解修昔底德为

何会对帝国兴起过程中的 “内政改革”未置一

词。或许，在修昔底德看来，在雅典帝国强大而

伟岸的外表下，其覆灭的毒瘤已深深地埋藏在帝

国的肌体之内。修昔底德对帝国 “内政改革”的

沉默是一种暗示，提示读者去对比雅典帝国的

“外在身躯”与 “内在灵魂”之间的反差，从而

也促使读者去思考雅典海洋帝国覆灭的根源何在。

二、帝国衰落与对僭政的恐惧

“三十年和约”的签订，标志着雅典和斯巴

达彼此承认两个大国并立的事实。然而，“和约”

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双方小规模的摩擦一直

持续不断。雅典帝国的扩张势必引起斯巴达的恐

惧，而且帝国版图的扩张也势必破坏斯巴达的利

益之所在。在科西拉和波提狄亚事件之后，雅典

与斯巴达之间战争就在所难免。伯里克利审时度

势，竭力说服雅典人要英勇无畏地直面即将爆发

的战争，不能对伯罗奔尼撒人做出丝毫的让步，

要坚定意志和决心，相信自己的实力，不遗余力

地以各种方式抵御敌人，巩固和守护伟大的帝

国，让帝国的荣耀传承万世。

从伯里克利的战斗动员中，我们似乎可以发

现，伯里克利自信已经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战略，

可以确保雅典帝国与斯巴达之间的邦际关系重新

确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也能让斯巴达人与

雅典重归于好。但在战争爆发的第二个年头，雅

典爆发了可怕的瘟疫。这场瘟疫使雅典有将近三

分之一的公民丧生，也让曾经以文明自诩的雅典

人变得野蛮不堪，对诸神的敬畏和对法律的尊重

早被抛至九霄云外。城内瘟疫肆掠之际，斯巴达

人再次入侵阿提卡。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人脆

弱的心灵变得喜怒无常，他们把怒气与怨恨撒向

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早知雅典民众本性亦是如

此，于是他召集公民大会，利用自己的精彩演

说，一方面恢复了民众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则把

民众的这种愤怒的情绪引向较为平和，且更加充

满希望的精神状态。但突如其来的瘟疫匆忙地带

走了第一公民的生命，伯里克利在战前的战争动

员中对雅典公民的告诫成为一份 “被背叛的遗

嘱”：

如果你们一致同意不再利用战争来实施新的

征服扩张计划，如果你们不主动地把自己牵入新

的危险中去，我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你们

是有希望取得最后胜利的。事实上，我所担心的

不是敌人的诡计，而是我们自己的失策。①

对于伯里克利的离世，修昔底德写下了其史

著中的第二份，也是最长的一份 “悼词”。在对

伯里克利的哀悼中，修昔底德大肆赞扬伯里克利

对民众的掌控能力、驾驭能力，谴责伯里克利的

后继者对民众幻想的一味迎合，让伟大的帝国荣

耀臣服于个人的营营私利。修昔底德还明确指

出，西西里远征是后伯里克利时代诸多错误政策

中的一种。然而，如果我们以这句断言去揣摩修

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的否定态度，则还过于草

率。修昔底德虽然指出西西里远征是一次错误，

但是，他后面紧接着又指出，尽管雅典在西西里

丧失了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尽管雅典城内

发生了革命，面对着原来的以及新近加入了西西

里的敌人，雅典人还坚持抵抗了８年，直到因内
部的纷争，才向敌人投降。

其实，修昔底德讲述这番话时，其深层的意

图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雅典人的竞争和内讧

才是导致其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失利的最重要原

因。从后面各卷的表述来看，修昔底德对西西里

远征的态度绝非简单的否定二字可以涵括。通常

读者会以为西西里远征严重背叛了伯里克利的

“遗嘱”，阿尔喀比亚德所鼓动的西西里远征是雅

典人输掉整个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样的看法固然

不会有太大的偏差，而且也有一些文本的理据支

撑。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这部史著的话，可以发

现，修昔底德对于阿尔喀比亚德和西西里远征的

态度要更复杂得多。

在讨论西西里远征是否背叛伯里克利的 “遗

嘱”之前，我们须仔细分析伯里克利制定的 “国

是大纲”。如上所言，在伯里克利的战前动员中，

我们可以发现伯里克利似乎找到了一条万全之

策，可以将雅典与斯巴达的邦际关系置于一个牢

固而坚实的基础之上。战争开始时，伯里克利就

动员生活在阿提卡郊区的雅典公民搬到城里来居

住，在铜墙铁壁般的城墙的保护下，可以避免与

斯巴达人展开陆战，因为雅典的陆军力量明显敌

不过斯巴达。另一方面，伯里克利还派遣雅典浩

８６

① 同上，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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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荡的海军去闭锁伯罗奔尼撒，对其沿海的城

市、村落进行破坏、抢掠。简而言之，伯里克利

的战略就是：让雅典公民安全地生活在城内，而

让海军和伯罗奔尼撒同盟打游击战、拉锯战。其

目的是要让斯巴达人自觉地发现 “你们跟我们雅

典人是耗不起的，你们斯巴达人是战胜不了我们

雅典人的，接受雅典帝国不可战胜的事实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伯里克利的战略其实是一

种防守型的持久战①，更是一种 “心理战”。

然而，伯里克利的战略建立在如下几个致命

的假设之上：第一，雅典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平

稳，并且能充裕地支付雅典的军费开支；第二，

提洛同盟的成员国不会发生暴动，并且按时按量

地缴纳贡金；第三，斯巴达人的海军实力永远保

持现在的低级水平；第四，盘踞东方的波斯帝国

不会与拉栖代梦人结盟，或者波斯帝国不会资助

斯巴达发展海军，增强其海上实力。

事实上，战争爆发的第二个年头所发生的瘟

疫已让雅典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且，伯里克

利在战前动员中所作的 “战争预算”，加上雅典

所用的财政收入，以及雅典娜女神雕像上的四十

他连特的纯金在内，只可以支持雅典与斯巴达打

完４—５年的 “持久战”。很难想象，雅典人在这

场旷世的持久战争中坚持了二十多年，作战的花

费靠什么来支撑？修昔底德没有明确地指出。其

实，我们可以推想，除了向提洛同盟加倍征收贡

金之外，难道雅典人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 “生财

之道”？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接下来

的年头，有那么多的同盟国 “自愿”发生暴动，

以及雅典人为何会对暴动如此恐惧。② 在科西拉

革命和密提林暴动之后，雅典的东西方两条 “阵

营”已面临着可怕的危机。因此，雅典人要想赢

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改变伯里克利的 “防守型

战略”。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阿尔喀比亚德登上

政治舞台之前，其实已有两位 “鹰派人士”发现

了伯里克利一手制定的战略的局限。他们便是德

摩斯提尼和克里昂。特别是派罗斯和斯法克特里

之战的胜利让雅典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且

也从局部修正了伯里克利的战略。然而，第力安

德败绩和爱菲波利斯的陷落却再次把雅典拉入防

守的被动之地，对麦加拉、波奥提亚的控制权再

次被斯巴达人夺了回去。然而，双方主和派领袖

所签订的 《尼基阿斯和约》并未给雅典带来真正

的和平，双方的摩擦一直持续不断。

阿尔戈斯为了让雅典加入由自己和科林斯、

曼丁尼亚组成的新同盟，便派使节前往雅典进行

游说。阿尔喀比亚德在此刻表现出了绝佳的政治

天赋。他敏锐地觉察到，这对雅典而言是千载难

逢的机会，如此便可以让斯巴达后院起火，争取

将战火烧到斯巴达境内区，从而导致其首尾难以

相顾，为雅典赢取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阿尔喀

比亚德略施小计，瞒过了斯巴达人的代表，说服

雅典人与阿尔戈斯、曼丁尼亚、伊利斯结为同

盟。新的同盟让斯巴达人感到无比恐惧。公元前

４１８年，斯巴达人几乎倾巢而动，在曼丁尼亚与
阿尔戈斯展开了一场大战，结果阿尔戈斯被击

败。

让人感到不可饶恕的是，雅典和伊利斯的援

军居然在战斗结束之后才姗姗赶来。并且，雅典

居然只派了１０００名士兵来参战，雅典人的失策
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息。如果雅典和伊利斯的援

军提早赶赴曼丁尼亚，如果雅典派遣已修整好的

海军出征斯巴达，从海上入侵斯巴达的本土———

因为当时斯巴达国内只有少数军队镇守各个城

市，这样就让斯巴达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

那么雅典的胜利简直就是探囊取物。我们在此难

免会询问，为什么雅典人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是

谁在让雅典军舰停在比雷埃夫斯港，让英勇的海

军将士躺在甲板上，沐浴着春日的暖阳呢？如果

我们去查阅相关的历史记载，就可以发现，在公

元前４１８年这一年，积极鼓励雅典加入阿尔戈斯
同盟的推手———阿尔喀比亚德———没有被雅典人

选举连任将军。③ 在这一年被推选为将军的是

９６

①

②

③

［美］福特：《统治的热望：修昔底德笔下的阿尔喀比

亚德和帝国政治》，未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３页。

不管是从克里昂 “暴虐的”讲辞中，还是戴奥多图斯

“审慎的”讲辞中，我们都可以从侧面发现，任何同盟国的暴动

都会刺激雅典那条 “脆弱”的神经。

即使阿尔喀比亚德未领兵参加曼丁尼亚一役，但是，

他日后依旧认为这是自己的 “得意之作”：“我联合伯罗奔尼撒

地区最强大的城邦，没有使你们冒很大的危险或花费你们很多

钱财，就迫使拉栖
"

梦人把所有赌注压在曼丁尼亚仅有的一天

的战事上，尽管他们在战斗中取得胜利，但他们迄今仍未完全

恢复信心。”［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３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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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阿斯和约》的主要 “缔造者”———尼基阿

斯。

公元前４１７年春，来自西西里的爱吉斯泰的
使者奉命来雅典救援，这让雅典人欢欣鼓舞。因

为，雅典人表面上装作援助他们在西西里岛的同

族人和其他同盟国，其真实意图则是要野心勃勃

地征服西西里全岛；因为，西西里拥有着那么多

让雅典人为之神往的东西，丰富的物产、森林资

源以及地处通往西地中海要冲的有利位置。其

实，《尼基阿斯和约》签订之后，雅典就必须调

整他们的战略，这是因为：第一，斯巴达人不肯

归还色雷斯重镇安菲波里斯，雅典帝国的木材供

应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而导致海军的装备更新

面临原料短缺的问题；第二，连年的征战使得阿

提卡地区的土地生产遭受严重破坏，雅典必须找

到稳定的粮食进口地；第三，雅典帝国以前的势

力范围或者统治基础是在赫勒斯湾、爱奥尼亚以

及爱琴海诸岛，其帝国版图的扩张已达到了极

限，再往东走，就是庞大的波斯帝国。① 况且，

斯巴达人的势力已插入到这一地区，并鼓励一些

提洛同盟国暴动反叛雅典。雅典要维护帝国的统

治，如果不重新找到新的资金来源来巩固海军的

实力的话，就势必加大对同盟国的搜刮力度，从

而导致其他的同盟国发生暴动，进而加速帝国的

覆灭。因此，雅典帝国必须向西开拓新的帝国疆

域。

尽管尼基阿斯试图使雅典人放弃西西里远征

的企图，但是雄心勃勃的阿尔喀比亚德利用美妙

的言辞，向雅典人 “兜售”了一个高贵的 “帝

国梦”。② 阿尔喀比亚德认为，西西里诸多城邦

人口混杂，种族众多，彼此之间充满纷争和敌

意；他们也根本没有一个统一行动，守护家园的

共同意愿；在英勇顽强的雅典人面前，西西里人

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况且，西西里诸城邦军

事实力薄弱，难以抵抗雅典的进攻。阿尔喀比亚

德还作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 “安全评估报告”：

即使雅典派一部分舰队前往西西里，放在后方的

海军也能抵挡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即使雅典在西

西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凭借着海军优势，也

能全身而退。③ 如果雅典在西西里获得了成功，

那就不仅能切断斯巴达从西西里的粮食进口，为

雅典赢得丰厚的军事生活资料，还能打通通向西

地中海的要道，为帝国的新扩张打下坚实的基

础。阿尔喀比亚德甚至还坦率地道出了帝国胜利

的至圣法宝——— “勇敢地援助一切请求援助的

人”。④

正当雅典人为远征作充分准备时，城内却发

生了赫尔姆斯神像破坏事件。这刺激了雅典人脆

弱而紧张的神经，他们不仅将其视为西西里远征

遭神不悦的先兆，更把该事件当作蓄意推翻民主

制的阴谋的一部分。桀骜不驯的阿尔喀比亚德被

０７

①

②

③

④

撇开雅典可能征服波斯的实力不谈，单从帝国战略来

讲，雅典也不可能再往东去征讨波斯。因为提洛同盟的成立，

其最初的目的就是反击波斯，至少是为了保持其作为同盟领袖

表面上的正当性，雅典必须在同盟中继续维系同盟国对波斯的

恐惧之情，将波斯作为一个时刻潜在的敌人，去 “恐吓”盟国，

从而让他们向自己靠拢。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西西里远征象征了雅典帝国本

性上对那个 “貌似乌有但却无处不在”的 “海上浮城”的莫名

欲望。参见 ［美］博纳德特：《希腊、罗马与大海上的陌生人：

贺拉斯 〈抒情诗集〉释义》，《开放时代》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８８
页。在这种意义上，阿尔喀比亚德才是真正的 “帝国之花”。

雅典的帝国之基———海军———在西西里受到重创，很

大程度上应归罪于尼基阿斯。第一，在阿尔喀比亚德的战略计

划中，根本没有打算派遣这么多的海军前往西西里。尼基阿斯

本想以提出派遣数量如此众多的海军，来阻止雅典人同意远征

计划。孰料 “疯狂的”雅典人却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这一 “要

求”。作为 “身经百战”的老将，尼基阿斯本知自己弄巧成拙，

却没有及时做出出征前的战略调整。第二，庞大的远征军，吓

坏了西西里本来可以争取过来的 “朋友”，拒接远征军入城，由

此，远征军的 “统战计划”受挫，整体的战略部署被完全打乱。

第三，远征军初到西西里时，本应乘着锐不可挡的气势打击西

西里人，特别是叙拉古人。这样既可以增加雅典远征军的信心

和气势，也可以 “杀一儆百”，分化、瓦解西西里人的联盟，

“以战促和”。但尼基阿斯却率部绕着西西里做环岛航行，贻误

战机，打击士气，最后导致原本惊恐不安的叙拉古人藐视雅典

这么庞大的海军。第四，当敌人几大主力即将会师，自己本应

率部在第一时间撤退，尼基阿斯却担心自己的个人荣誉，要求

雅典必须增派 ５０条舰船以予援助，这也增加了海军损失的数
量。第五，在兵败叙拉古城外时，尼基阿斯本应率部及时撤离，

由于其虔诚之心谨遵占星师的启示，将宝贵的九天时间交还给

“宿命”，错失撤退的有利时机，结果导致无数的雅典将士魂断

叙拉古。

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一洞见其实也是伯里克利在其著名

的 “葬礼演说”中，对雅典在处理盟邦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卓尔

不群的 “美德”的认识。他说：“我们结交朋友，是给予好处而

不是接受好处。给予者更安全，他通过向接受者施给善意，保

存着接受者的感激之情；但接受者往往无动于衷，因为他知道，

报答善意时不是回赠感激，而是偿还债务。”（ＩＩ４０４）。阿尔喀
比亚德对此显然了然于心。此外，这种美德也折射出了雅典人

对正义和自由的理解。参见魏朝勇：《伯里克勒 “葬礼演说”的

雅典禀性》，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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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是这次事件的主谋。修昔底德在行文中也例

外地 “现身”，为阿尔喀比亚德鸣不平。在他看

来，这主要是因为城邦中最嫉妒他的那些人抓住

这个把柄不放，他们认为赶走了阿尔喀比亚德就

可以从容地操纵民众，以便掌握最高的权力。①

阿尔喀比亚德也当即反驳了这项指控，并且

要求在出征前就接受审判，以便查明案情的真

相。但阿尔喀比亚德的 “言辞”没能让他获得这

样的机会，他便带着重大嫌疑率部出征。不久雅

典城内便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案件作了过于草率的

调查，命他回国受审。狡猾的阿尔喀比亚德自知

此行必定 “凶多吉少”，便设法逃至斯巴达，开

始了第一次流放生涯。指挥在西西里 “建城”的

远征军的重任随即落到毫无 “建城之爱欲”、不

善 “希望”的尼基阿斯身上。“建城”本是一个

充满荣誉和自信的爱欲行动，现在，让无此 “爱

欲”的尼基阿斯来担此重任，其结果便可想而

知。② 雅典远征军兵败叙拉古也就成为早晚的问

题。

在阿尔喀比亚德被召回后这一节之后，修昔

底德居然插入了一段关于雅典僭政的 “离题话”。

这段 “离题话”细细品读起来，却颇具一番深

意。从修昔底德著述的前后顺序来看，最直观的

印象就是雅典人对 “僭政”的恐惧，直接导致他

们对阿尔喀比亚德的不信任，因而才会千方百计

地把阿尔喀比亚德除掉。修昔底德一开始就说：

“雅典人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人民更准确地了解他

们自己的僭主和自己的历史事实”。③ 言下之意，

就是说雅典人对自己城邦的僭政的了解，居然是

“道听途说”的，也不了解自己城邦的历史。不

了解自己城邦的历史，那就意味着要关注 “现

在”和 “将来”。难道修昔底德意思是说雅典人

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传统？对僭政的 “道听途说”，

表明雅典人对僭政的恐惧没有实质性的根据。因

而，在修昔底德看来，在对待僭政、僭主的问题

上，雅典人简直就是 “神经质”。修昔底德接下

来说：“实际上，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斯的

勇敢行为是因为一起恋爱事件而促成的。”④ 修

昔底德的 “僭政考古”一开始就把雅典人心目中

无尚崇高的、英勇无畏的 “弑僭”行动还原为

（或降低为）一桩私人的情欲纠葛。雅典人心目

中的 “英雄”其实并不崇高、也不伟大，一件出

于 “私心”的报复，反而却被雅典民众尊为

“大公无私”的牺牲。⑤

通过一番 “考古”，修昔底德把 “弑僭”壮

举的 “低俗动机”揭示出来。“民主英雄”的无

上荣耀光环之下，其实隐藏着或掩盖着低劣而浓

烈的情欲。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人以及他们心

中的 “英雄”，在 “爱的阶梯”上看似爬得很

高，但事实上其所处位置低得令人鄙弃。抑或，

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民众追求、热爱、尊敬

“荣耀”是假，沉湎于情欲才是真。故而，他们

才会在其 “民主英雄”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

斯的 “伪壮举”中聊以自慰。因而，当真正的追

求荣誉的光辉呈现其眼前时，他们必定感到刺眼

的疼痛，羞愧、记恨之情顿生于心。崇高对于他

们弱小的心灵而言，显得太过沉重，难以承受，

因而只有将卑微的平等当作最真实的慰藉和寄

托，将放逐伟大成为他们的本性。因而，在这种

意义上，雅典人放逐阿尔喀比亚德绝非偶然，因

为 “忘恩负义”的雅典人连他们的 “帝国之

父”———地米斯托克利斯———都能放逐，更何况

“稚嫩的”阿尔喀比亚德呢？雅典人对平等爱得

太深，故而对伟大怕得太过。在这样的 “怕和

爱”的煎熬和摧残之下，雅典人的心灵早已被扭

曲得面目全非。

因此，在修昔底德笔下，雅典其实遭受了两

场 “瘟疫”。一场是战争爆发的第二个年头雅典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３３７
页。

其实，尼基阿斯在出征之前就知道这次远征其实是一

次 “建城之举”，因为在其驳斥阿尔喀比亚德的第二篇讲辞中，

他就已经提到 “毋庸讳言，我们自己将在异乡和敌人中间建立

一个城邦，从事这项冒险事业的人，必须在登陆的第一天就准

备成为那片土地的主人”。然而，当其到达西西里后的一切作

为，都不是一个 “建国之父”应当之所为。然而，在史家笔下

的古代世界中， “建国之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都呈现出了该

隐、罗慕洛斯的特性。这对虔敬、和善、正义的尼基阿斯而言，

太过于残忍。似乎，对于有的人而言， “心软是灵魂的一种缺

陷”（Ｍｉｓｅｒｉｃｏｒｄｉａｅｓｔｖｉｔｉｕｍａｎｉｍｉ）。
［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３５０

页。

同上。

这段的 “离题话”是有意突出雅典庶民对僭政的恐惧

更多的是源于 “私心”。详细的分析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ａｌｍｅｒ，Ａｌｃｉｂｉ
ａ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ｒａｎｎｙｉｎ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修昔底德笔下的
阿尔喀比亚德与僭政问题》），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１９８２，ｐｐ１０３－１２４，尤其参见第１０７页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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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体上所遭受的瘟疫，另一场则是在战争爆发

之前雅典人早已遭受的那场致命的 “灵魂的瘟

疫”。在前一种 “肉体的瘟疫”中，雅典人开始

无视人法与神法，违法乱纪，无恶不作。在后一

种 “灵魂的瘟疫”中，雅典人无视高贵与卑贱，

伟大与低俗，变得蛮横、堕落甚至野蛮。前一种

瘟疫让雅典人丧失近三分之一的公民，元气大

伤，幸运的是雅典却能从这场 “外在的瘟疫”中

回过神来。而后一种瘟疫则 “在雅典从来不曾退

去”①，它至始至终都在吞噬着雅典人的心灵，

让雅典这条大船失去伟大的舵手，陷入内讧，迷

失方向，从而变得风雨飘摇。雅典人的 “怕和

爱”让帝国雄鹰在西西里折翅，叙拉古城外的

“大溃败”则成为帝国覆灭的开端。②

三、“虔敬”的重负

修昔底德的 “僭政考古”表面上是在批评雅

典人错把 “私情”当 “公义”，实则也是在变相

地批评阿尔喀比亚德错把 “私心”当 “公心”，

二者都混同了 “公”与 “私”。在修昔底德看

来，雅典人之所以会把赫尔墨斯神像事件与阿尔

喀比亚德联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尔喀

比亚德在个人生活习惯上 “不民主”、“不虔敬”

的放纵行为所致。换言之，阿尔喀比亚德的桀骜

不羁，实在过于碍眼，让雅典人的心灵 “很受

伤”。甚至在帝国的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

尼基阿斯———看来，阿尔喀比亚德极力鼓励雅典

人进行远征，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其私人目的，因

为阿尔喀比亚德在自己的宅邸驯养了许多良骥宝

马，这样的一批巨大的开销促使阿尔喀比亚德希

望从指挥官的职位中捞得一些 “油水”来补贴

“家用”。③ 尼基阿斯，这只本应极目万里、高瞻

远瞩的雄鹰，其胸襟之狭隘、目光之短浅，实则

与一只在地上奔跑啄食的公鸡相差无几。

其实，阿尔喀比亚德也知道自己沉溺于驯养

宝马和其他消费，个人生活和习惯上的放纵行为

让民众感到惊恐不安乃至敌视。但是，在他看

来，所有这些都是他追求荣誉，保持其在公众心

目中的崇高地位罢了。

至于那些指责我的事情，那是给我的祖先和

我本人带来荣耀，也是使城邦中受益的光荣之

举。希腊人曾经认为我们的城邦已被战争所摧

毁，而仅在希腊人的心目中，我们的城邦相当强

大，甚至超出实际情况，原因在于我在奥林匹亚

会上代表城邦所表现出的高贵和豪华。当时我有

七辆双轮车入选参赛者的名单，过去从未有过私

人用这么多的马车参赛，我赢得第一名，第二名

和第四名，其他所有的仪式安排都与我取得的胜

利相称。在习惯上，人们将这种事情视为一种荣

耀，它会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再有，我

在国内所显示出的富丽豪华，如提供给唱队的花

费或其他方面，自然引起我的公民同胞的嫉妒，

但在外国人看来，这与其他事例一样，是国家实

力的一种表现，当一个人花费自己的金钱不仅为

自己，而且也为他的城邦谋利益的时候，这并非

是徒劳无益的愚蠢行为。④

在阿尔喀比亚德的意识世界中，他自己从来

都是与城邦、或者帝国的荣耀联系在一起的。换

言之，他的热情或爱欲不仅拥抱了他自己，也拥

抱了整个城邦。这种炽热的爱欲促使阿尔喀比亚

德不满足于城邦赋予他的荣耀和崇高，相反，这

种本真的爱欲不断地鞭笞着他要为整个城邦或帝

国赢取荣耀。因而，阿尔喀比亚德把城邦视为自

己所面对的一个 “对象”，而他自己则已超越了

城邦的界限，不再是一位 “城邦中人”。正如福

特 （ＳｔｅｖｅｎＦｏｒｄｅ）所言：
他 （阿尔喀比亚德）⑤ 的多才多艺、他的热

望以及他的整个心灵，都胜过了城邦。这使得阿

尔喀比亚德不光超越了任何特定城邦的限制，而

且如此超越了城邦政治的限制。在他和所有城邦

之间有一渊深壑。⑥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国华：《海洋帝国的民主悲剧：修西底德＜波罗奔尼
撒战争史＞浮论》，《开放时代》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８２页。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在为伯里克利所撰写的

“悼词”中，修昔底德为何会说西西里远征不是一个判断上的错

误，而在于国内的人没有给予海外的军队以适当的支援。我们

前面已经提到，当尼基阿斯向雅典求援时，雅典又迅速地派遣

出一支舰队和大量的军需物资，那么，凭什么说雅典国内的人

没有给予援助呢？其实，修昔底德的言下之意很明确，雅典人

没有为帝国海军送来一位英明的将军，他们错在放逐了阿尔喀

比亚德。

［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３３０
页。

同上，第４２３页。
引号内容为作者标注。

［美］福特：《统治的热望：修昔底德笔下的阿尔喀比

亚德与帝国政治》，第１１２页。



帝国、僭政和虔敬

如此，在阿尔喀比亚德的眼中，城邦成为单

纯的 “一”，而不是由杂多所组成的 “多”。在

阿尔喀比亚德的意识中，也许只有三个意识对

象：作为 “你”的城邦，作为 “他”的城邦的

敌人或朋友，以及作为 “我”的自身。政治领域

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尽情展现自我的舞台而已。那

么，当单独的 “我”面对城邦中杂多的 “他们”

时，阿尔喀比亚德必是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在

残酷而激烈的城邦政治生活面前，阿尔喀比亚德

妄图凭一己之力来驾驭杂多的民众，还是显得幼

稚与天真。在这一方面，阿尔喀比亚德还是赶不

上他的前辈伯里克利。① 生性桀骜不驯、 “不虔

敬”的阿尔喀比亚德，其政治生命乃至整个人生

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我们在此难免会联想到 “一生都专注于道德

修养”、虔敬、敦厚的尼基阿斯。爱皮波莱战役

之后，雅典大军本应全速撤离叙拉古。孰料天生

异象———满月之夜竟发生月食，全军上下人心惶

惶。虔敬的尼基阿斯谨遵神谕，在叙拉古无所事

事地待了九天，结果敌人的大批援军赶到，雅典

远征军错失了宝贵的撤离时机，导致无数远征军

魂断叙拉古，尼基阿斯自己也丧生敌手。虔敬的

尼基阿斯虽然给自己带来了道德的美名，却给帝

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虔敬的帝国之花———阿

尔喀比亚德———本能为帝国增光添彩，却遭到了

无情的流放。如此，“虔敬”似乎成为政治家不

堪承受的 “重负”。②

其实，修昔底德没有如此悲观，在 “僭政考

古”一节中，他写道：

事实上，对于他们 （波西特拉西图斯家族）

的政府，民众们普遍感到尚能忍受，对于他们的

统治也毫无怨恨；这些僭主们表现出高度的智慧

和至高的美德，他们对雅典人所征的税不过雅典

人收入的５％，而他们不但极大地改变了雅典的
面貌，而且还进行了战争，并为诸神的神庙奉献

牺牲。在其他方面，城邦完全按原有法律进行治

理，他们只是设法确保其家族成员中的一人总是

担任公职。③

很难想象，修昔底德会用 “高度的智慧”、

“至高无尚的美德”这些字眼去赞扬一些僭主。

但在他笔下，地米斯托克利斯、伯里克利、尼基

阿斯都未得到如此崇高的赞誉。这些僭主是如何

展现高贵的智慧与美德的呢？无非就是 “轻徭薄

赋”、敬神爱民、谨守祖制遗训、慎施征伐、与

民同乐，简而言之，即为 “虔敬爱民”。此等表

现，俨然是圣王、明君之所为。如此，修昔底德

的意思是说，僭主都应成为圣王？然而，我们都

知道，圣王乃天纵之才，实为罕见。难道修昔底

德的言下之意是说，僭主应该学做圣王，或者把

自己教育成圣王，或者被人教育成圣王？我们要

问，将僭主教育成圣王谈何容易，况且这样的教

师何处去寻？这样的教育如何实施？那么，抑或

修昔底德的意思是说，即使僭主成不了圣王，也

不想成为圣王，你至少也要装作圣王的样子。换

言之，其动机和表现都为虔敬最好，即使动机不

虔敬，其行为至少也要表现得虔敬。④ 如此，虔

敬最终成为一张难以割舍，也无法割舍的 “面

具”？！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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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比较修昔底德为所撰写的 “悼词”。［古希腊］修昔底

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在被施特劳斯称为柏拉图 “最具政治性”、 “最虔敬”

的对话——— 《法律篇》卷 １０中，雅典的陌生人发展出了一套
“新神学”。雅典的陌生人区分了两类神：一类是关心人类正义

的奥林匹斯诸神，一类是不可祈祷、对人类毫不关心的宇宙自

然神。与之相对应，柏拉图也区分了针对两类人的不同教育：

对于城邦的大多数公民，要求对他们进行服从奥林匹斯诸神之

诫命的教育；对于作为城邦法律之守护者的 “夜间议事会”，则

要对他们进行天文学教育。参见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

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１９—
３５５页。此外，撇开其文本的真伪不谈，单从最直接的文本依据
来看，亚里士多德的 《宇宙论》原本也是他本人教授亚历山大

时所撰写的讲稿。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天象论·宇宙

论》，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版，第２５９页。
［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４４５

页。

这似乎也对应了雅典民众对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

斯的 “弑僭壮举”所给予的关注重点，即注重外在的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而非内在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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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性问题


孙　磊

【摘要】与古典政治哲学相比，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哲学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伊壁鸠鲁派是其中对现代性影响最深远

的一派。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以唯物论为基础，建立了快乐主义伦理学，其政治约定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障个人的

基本安全，因此自然与礼法之争丧失了古典政治哲学中高贵的神性，而且体现庸俗的计算理性。伊壁鸠鲁思想与现代

性的关联体现在霍布斯、马克思和后现代哲人身上。霍布斯继承了伊壁鸠鲁将善等同于快乐，政治德性变成了人追求

虚荣的好名。马克思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启蒙精神，通过批判宗教和社会启蒙来实现个体的自由。后现代哲人继承了伊

壁鸠鲁的 “自我快乐”和 “自我治疗”，致使整个社会愈发陷入虚无和颓废中。

【关键词】伊壁鸠鲁；现代性；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７４－０６

　　公元前 ３２２年，雅典民主政治已如日薄西山，
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先后逝世，短

暂而辉煌的古典时代至此结束，希腊进入漫长的希

腊化时代。从公元前３２２年一直到公元３０年罗马皇
帝奥古斯都即位，史称历史上的希腊化时期。希腊

化哲学的三大门派———伊壁鸠鲁派、芝诺的斯多亚

派和皮浪的怀疑主义派，诞生在城邦衰落、政治昏

暗的时代，尽管他们观点不一，但其共同的特点在

于反对政治、探讨内心的幸福。他们都是苏格拉底

道德哲学经过犬儒化后的传承者，与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不同，他们这一支在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时，都对政治加以嘲讽或逃避。他们思考的中心是

“自我”，而不是 “世界”，内在化的道德哲学代替了

古典政治哲学。

伊壁鸠鲁派是希腊化哲学三派中对现代性影响

最深远的一派。诚如马克思所言，伊壁鸠鲁作为希

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其启蒙力度之深，足以撼

动整个古典哲学的根基。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构成

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强大挑战。古典政治哲学的基

础是对宇宙秩序之神性的赞美，城邦与人效仿神明，

展现卓越的德性，追求不朽。但伊壁鸠鲁的政治哲

学既以唯物论的自然哲学颠覆了宇宙秩序的神性，

又以个体感性的快乐哲学颠覆了以城邦为核心的德

性论。基于此，我们足以如马克思一般宣称，作为

希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伊壁鸠鲁终结了希腊古

典政治哲学，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伊壁鸠

鲁是现代性的真正鼻祖。

一、伊壁鸠鲁派政治哲学中的

自然与礼法之争

　　伊壁鸠鲁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德谟克利特的原
子论思想。他的自然哲学奠定在唯物论的基础

上，存在由物体和虚空构成，物体的存在处处都

可以得到感觉的证明。在自然世界中，原子是不

可分割的，虚空将原子分割开来，原子无法抵制

这种分割，世界就是由孤立的原子和虚空构成。

在伊壁鸠鲁看来，观察宇宙和认识自然不再具有

神性的目的，而是为了摆脱身体的痛苦和灵魂的

烦恼，这就是人的生活追求的最高目的。①与先前

的自然哲人不同，伊壁鸠鲁赋予自然以纯粹物质的

根基，他反对任何希腊神话以及希腊人对命运和偶

然性的看法，他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是为了解构神话

的力量。伊壁鸠鲁尤其告诫弟子不要畏惧死亡：

要习惯于相信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一切的好

与坏都在感觉之中，而死亡是感觉的剥夺……当死

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所以死亡既与活

着的人无关，又与死去的人无关；因为，对于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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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自然与礼法之争研究”（１１ＣＺＸ０４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亚里士多德伦理

学研究”（１０ＹＪＣ７２００３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　磊，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①　 ［古希腊］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信》、《致皮索克勒信》，《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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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还不存在；至于死者，他们本身已经不存在了。①

由此，我们可以说，伊壁鸠鲁的唯物论开启了

通向现代自然科学和无神论的道路。卢克莱修以天

才般的诗句赞美伊壁鸠鲁的冒险：

是一个希腊人首先敢于

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

没有什么神灵的威名或雷电的轰击

或天空的吓人的雷霆能使他畏惧；

相反地它更激起他勇敢的心，

以愤怒的热情第一个去劈开

那古老的自然之门的横木。②

以唯物论的自然哲学为基础，伊壁鸠鲁建立了

他的快乐伦理学。人生的目的是免除身体的痛苦和

灵魂的烦恼。快乐本身是自然的好，也是人的幸福

的最高目的。伊壁鸠鲁相信人的感觉判断，但并非

无条件地肯定人的快乐与欲望的满足成正比。伊壁

鸠鲁派并非后世的享乐主义者和纵欲主义者，在他

们看来，自足是重大的好，如果可以以简单的饮食

带来健康，人就没必要无止境地宴饮狂欢。对快乐

进行选择，是一个明智的人应当具有的判断力。为

了获得更大的快乐必须放弃某些快乐，为了避免更

大的痛苦必须忍受某些痛苦。伊壁鸠鲁派的生活严

肃自制，甚至过着苦行禁欲的生活。③

尽管伊壁鸠鲁并没有对人的快乐分等级，但毫

无疑问，他否定人能从沉溺于感官享乐和纵欲无度

中获取快乐，而是将最高的快乐诉诸于哲人求知的

快乐，即 “运用清醒的理性研究和发现所有选择和

规避的原因，把导致灵魂最大恐惧的观念驱赶出

去”④。可想而知，伊壁鸠鲁派类似于最有敬业

精神的现代科学家和最坚定的唯物论者，他们与

享乐主义无关，而是沉浸在钻研探索的知性快乐

中。伊壁鸠鲁本人并非无神论者，他相信神的幸

福乃在于无忧无惧，于是寄希望于人通过自己的

探索像神一样生活，即过一种灵魂平静而没有恐

惧的快乐生活。在此意义上，伊壁鸠鲁的哲人快

乐论仍然延续了希腊哲人理性求知的理想，尤其

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哲人的生活是最高的幸

福”⑤，尽管两种哲人在根本气质上完全不同。

然而，当我们考察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就

会感叹其与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实在相距甚远。

伊壁鸠鲁以人的感官快乐为始基，其余所有德性

都从中衍生，而且德性不是因其本身，而是因其

有用而被欲求。正义并非因为本身值得欲求，而

是能在交往中给彼此带来益处，正义是基于理性

的计算。友爱之可贵也并非因为本身，而是友爱

最有助于增强安全感。既然伊壁鸠鲁将人的自然

理解为个人的快乐，宣扬感觉至上和个体本位，

他对政治的看法也就不再有古典政治哲学对城邦

精神的赞美。在他看来，政治产生于人们的约

定，“自然正义是人们就行为后果所作的一种相

互承诺———不伤害别人，也不受别人的伤害”，

“对那些无法就彼此互不相害而相互订立契约的

动物来说，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⑥ 对于寻求

个体最快乐的人而言，最担心的是个人的安全，

这不是自然万物和死亡对自身的威胁，而是来自

人。“任何能够帮助达到获得免除他人威胁的安

全感的目的的手段，都被看作是自然的好”，在

实现基本安全后，他才 “可以获得远离人群而宁

静独处的真正安全感”。⑦ 因此，在伊壁鸠鲁看

来，政治不过是对个人基本安全的最低保障而

已。正义建立在人们对法律惩罚的畏惧基础上，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隐秘地破坏了互不伤害的社

会契约之后确信自己能够躲避惩罚，尽管他已经

逃避了一千次。因为他直到临终时都不能确定是

否不会被人发觉”⑧。伊壁鸠鲁的政治约定论我

们并不陌生，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曾通过格劳

孔之口提出了这样一种契约论，诸多智者都持此

说。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这种契约论不过是庸

俗习俗主义的哲学版本。它从习俗和礼法的有用

性来判定正义，无疑抹杀了正义的城邦与人的灵

魂的德性，将德性工具化。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所

批判的正是伊壁鸠鲁式的庸俗习俗主义。⑨

在伊壁鸠鲁之前的古希腊政治哲学中，自然

与礼法之争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从而构成不

同的政治秩序，但共同的特点在于人与城邦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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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④　 ［古希腊］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信》、《致皮索

克勒信》， 《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第３１页，第３３
页。

［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４页。
［古罗马］西塞罗：《论至善和至恶》第１卷，石敏敏

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２０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７７ａ１５－１１７７ｂ３０。
［古希腊］伊壁鸠鲁：《基本要道》，《自然与快乐：伊

壁鸠鲁的哲学》，第３１、３２条，第４１页。
同上，第６、１４条，第３８—３９页。
同上，第３７条，第４２页。
［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

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０—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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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天 （神）。品达 “礼法是万物之王”赞美的是

模仿神法的世间法，柏拉图以立法哲人的身份制

礼作乐，将神性的自然融入人间的礼法，亚里士

多德 “人是城邦的动物”赋予人的政治生活以高

贵的神性，因此 “城邦是追求善的最高共同

体”。① 但在伊壁鸠鲁这里，再也看不到自然与

礼法之争体现出的高贵的神性。当他将自然诉诸

于个人的快乐，而非城邦或更高的天 （神）的德

性，天空也就无需被仰望，自然的神性被无神的

唯物性所替代。而没有自然的神性，人看待自身

事务的眼光也随之下降。正如同奴仆的眼里没有

英雄，人间的礼法也被看做理性计算的结果。礼

法只需要维系某种最低层面的交往，不至于造成

对他人的伤害，威胁他人的安全。也难怪这样的

礼法只能诉诸刑罚，因为它根本缺乏德性的基

础，又从何衍生出使人内心自愿守法的德性？当

伊壁鸠鲁得意洋洋地向他的弟子宣扬不要畏惧自

然和死亡时，曾嘲笑柏拉图的 “地狱神话”之幼

稚，殊不知柏拉图的 “地狱神话”恰恰提供了使

民众守法的政治宗教。伊壁鸠鲁对人性肤浅的理

解，使他根本不曾考虑过政治宗教的问题，人除

了畏惧外在的法律的刑罚，还应该有内心中对更

高的东西的敬畏。伊壁鸠鲁派的政治哲学根本上是

要反对政治，从而瓦解古典政治哲学的高贵精神。

古典政治哲学的捍卫者西塞罗早已嗅到伊壁

鸠鲁派政治哲学对公共精神的腐蚀，对其进行了

猛烈的抨击。西塞罗首先质疑伊壁鸠鲁派的快乐

学说，人生的最高价值是否能够等同于无痛苦的

“快乐”，如果 “快乐”是最高目的，那么我们

的人文教育和文化机制难道不是为了培养更高尚

的德性，而是为了实现 “快乐”？英雄的勇敢虔

敬，公民的信守承诺都是为了寻求消极无痛苦的

“快乐”？② 西塞罗揭示出伊壁鸠鲁的 “快乐论”

与古典政治哲学的 “德性论”的根本差异在于其

出发点——— “快乐论”的出发点是私性的个人，

“德性论”的出发点是生活在公共空间中的人。

在此基础上，西塞罗更进一步从自然法的视角批

评伊壁鸠鲁的正义论，“法律乃是植根于自然的

最高理性……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

的智慧和理性，是公平和不公平的标准”。③ 西

塞罗称自然理性构成人与动物的区别，遵循自然

法乃有德之士的选择。西塞罗和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站在一起，维护法律和正义

的神圣起源，否认正义源于人们之间由于畏惧而

订立约定。针对伊壁鸠鲁的功利论和约定论，西

塞罗指出：“如果不存在自然，便不可能存在任

何正义；任何被视为有利而确立的东西都会因为

对他人有利而被废弃……事实上，哪里还可能存

在慷慨、爱国、虔敬和服务他人与感激他人？所

有这一切的产生都是由于我们按本性乐于敬爱他

人，而这正是法的基础。”④ 如果按照伊壁鸠鲁

的正义论，正义仅仅靠法律惩罚来维持，那么一

个人在无人知晓时，又会犯下什么样的可怕罪行

呢？西塞罗指出伊壁鸠鲁派的致命弱点———将德

性和政治全部工具化。人们并非出于德性本身的

美好而热爱正义和友爱，而是为了从中获利。如

果以 “心性哲学”立足的伊壁鸠鲁派不能够立足

于自身的 “慎独”，而诉诸于外在的惩罚，那么

他的内在心性的境界也就足以让人产生疑问了。

古典共和主义者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派的抨

击则没有西塞罗的温和有礼，完全是一篇篇言辞

犀利、辛辣无比的讨伐檄文。在 《伊壁鸠鲁实际

上使幸福生活不可能》和 《“隐秘无闻的生活”

是一个好准则吗？》中，普鲁塔克引经据典，使

伊壁鸠鲁在古典大师的面前黯然失色。普鲁塔克

对伊壁鸠鲁的挖苦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歪曲成纵欲

享乐主义者，这引起马克思的不满，认为普鲁塔

克完全是陈词滥调和道德偏见。⑤ 但普鲁塔克的

立场非常鲜明，他揭示了远远比个体的快乐痛苦

更丰富的古典世界，希腊悲剧中呈现的神、英雄

和人的世界是对个人快乐痛苦的净化，而非停留

在伊壁鸠鲁所说的趋乐避苦上。普鲁塔克的立场

最接近希腊罗马共和政治的精神，在他看来，人

一旦进入存在，就意味着被知晓，“因为产生并

不是创造被产生的东西，而是显现它们，正如毁

灭并不是从存在转变到不存在，而是使分崩瓦解

的东西从我们眼前消失”，这正是希腊人对 “荣

耀”（ｔｉｍē）和 “光”（ｐｈōｓ）为何如此热爱的原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１２５２ｂ３０。
［古罗马］西塞罗： 《论至善和至恶》第２卷，第７４

页。

［古罗马］西塞罗：《论法律》，王焕生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３页。
［古罗马］西塞罗：《论法律》，第５９页；西塞罗：《论

至善和至恶》第２卷，第６０—６２页。
［德］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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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的品格在昏暗无为之中积攒起来厚厚一

层类似于霉菌的东西”，就如同没有流动的水会

腐坏，人的安逸和慵懒也会消磨人的最佳精力。

对古典共和政治中的公民而言，最大的惩罚就是

“永远不为人知，完全被抹去。这使他们被从忘

川带到无乐河，被抛入一个无底深渊，这一深渊

把所有未对社会做贡献的人，所有无所事事的

人，所有可耻的人和默默无闻的人都吸入一个无

底洞中”。①

伊壁鸠鲁派的政治哲学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

道家的思想，两者都崇尚自然，不忧不惧，淡泊

名利，轻视礼法，但这种相似仅仅是表面上的。

与伊壁鸠鲁派个体快乐的自然不同，道家主张的

“自然”乃是 “无我”，容我与天地万物于一体，

以至于 “吾丧我”。在政治上，道家崇尚无为，

与民休息，与人无争，而不像伊壁鸠鲁派那样主

张政治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安全和自保而订立的约

定。伊壁鸠鲁派的思想与道家相比，其境界高低

截然分明。正如西塞罗所言，尽管这些 “花园哲

人”擅长高超的哲学思辨，但也最好不要参加政

治生活的讨论，“即使他们说的是真理 （我们在

这里也无需争论），让我们建议他们在他们自己

的小花园里发议论吧，并请他们暂时不要参与他

们一无所知，甚至也不想知道的任何国家事

务”。②

二、伊壁鸠鲁派与现代性问题

伊壁鸠鲁派的思想虽然在古罗马受到西塞罗

和普鲁塔克等共和主义者的抵制，但在古罗马社

会已经开始广为传播。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

伊壁鸠鲁派并没有受到抵制，一直到公元 ４世
纪，它才由于与某些基督教义相左遭到禁止。经

历漫长的中世纪，伊壁鸠鲁派伴随着文艺复兴开

始兴起，１７、１８世纪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著
作被广泛阅读，并在许多方面成为哲学－科学事
业灵感的源泉。新的哲学与伊壁鸠鲁主义所拥有

的共同基础是广泛而根本的。③ 由此可以看出，

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之间并非截然断裂，近代哲

学的兴起表现为强烈地反对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

多德主义的正统，它所汲取的古代思想资源恰恰

是古典哲学的反对者———智者派和伊壁鸠鲁派的

思想。以下我们通过考察伊壁鸠鲁派与霍布斯、

马克思和后现代政治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阐明

伊壁鸠鲁派与现代性之间的谱系学渊源。

施特劳斯尖锐地指出，霍布斯从来不提普罗

泰戈拉或伊壁鸠鲁，他担心他的 《利维坦》会让

读者想起柏拉图的 《理想国》，但没人会想到把

《利维坦》比作卢克莱修的 《物性论》。霍布斯

的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论和怀疑论。在他看来，

人类只能理解自己创造的事物，自然科学建立在

此基础上。因为人类无法理解宇宙，自然神秘莫

测，所有关于自然的知识都无法确定。正由于人

类对自然的控制不需要理解自然，他对自然的征

服也就不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人完全可以

成为自然的主宰者。再加上人的自然状态无比悲

惨，人不可能依靠所谓上帝之城，而只能依靠世

俗的法律和权威。④ 霍布斯消解了自然目的论，

古典传统的自然法不再神圣，取而代之的自然权

利是个人寻求安全和自保以及对死亡的畏惧。霍

布斯继承了伊壁鸠鲁将善等同于快乐，政治德性

变成了人追求虚荣的好名，由此确立了近代政治

哲学的出发点乃在于个体的激情和欲望。伊壁鸠

鲁对人的欲望有诸多划分，摒弃纯粹享乐的生

活，追求禁欲式的哲学生活。卢克莱修不相信人

类政治社会能摆脱争权夺利，只有诉诸于哲人自

身的平静生活。但经历过文艺复兴世俗化洗礼的

霍布斯对于所谓哲人隐居式的平静生活已无所

好，而恰恰走向伊壁鸠鲁派的另一端———既然人

们无法过苦行禁欲的幸福生活，不如彻底打碎所

有对人的欲望和激情的限制。当然这样做的限度

就是大家相互约定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然权利，但

公民社会的建构只是为了让大家寻求便利的生

活，而不是成为有德性的人。⑤ 尽管霍布斯比伊

壁鸠鲁派对政治的态度更加乐观积极，但在政治

的出发点和目的上几乎与其无甚差异。霍布斯开

启的近代政治哲学的立足点在于安全和自保，这

几乎成为霍布斯之后所有思想家共同遵守的前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古罗马］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罗塔

克文选》，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５０—５３页。

［古罗马］西塞罗：《论法律》，第５３页。
［意大利］詹姆斯·尼古拉斯：《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

哲学》，溥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７页。
［美］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第１７１—１７２、

１７８页。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３０章，第２６８页；《论公民》，应星、
冯克利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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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也成为自由主义政治所信奉的 “不成文法”。

青年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

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 （以下简称

《博士论文》）中曾提到人们对希腊哲学的一般

看法———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极盛之

后，接着就衰落了。但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视

角来看，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

和怀疑主义属于具有 “自我意识”的哲学思想，

它们是罗马精神的原型。① 马克思的眼光如此犀

利，敏锐地捕捉到希腊化哲学与现代启蒙哲学之

间的联系。马克思在大学读书时受处于黑格尔左

派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该派哲学认为，希腊

化哲学所体现的自我意识和反宗教的精神，可被

视为１８世纪启蒙运动的先声，也是反对基督教
可以仰赖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伊壁鸠

鲁，正是因为他身上的启蒙气质。马克思视伊壁

鸠鲁为普罗米修斯的再现，他在其哲学中发现个

体从最后的限制中被释放出来，而马克思自己的

痛苦也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找到了被释放的推动

力。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通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

特的原子论比较，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中

引申出独立个体打破一切束缚的自由。② 马克思

的解释在今天看来似乎不那么可信，但他将希腊

原子论哲学看作对自由的追求，这却完全符合希

腊哲学的伦理精神。原子论不是今天的物理学，

而是伦理学和人学的体现。

伊壁鸠鲁派对马克思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对宗

教的批判，这种影响体现为近代哲人以哲学质疑

和反对宗教。从霍布斯开始，经斯宾诺莎、休

谟、霍尔巴赫、费尔巴哈、鲍威尔一直到马克

思，构成了哲人批判宗教的近代启蒙传统。他们

不同于伊壁鸠鲁追求个体心灵平静，而更多出于

政治和社会的目的，将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诉诸于人自身的理性。③ 正如马克思宣称伊

壁鸠鲁是希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马克思作为

“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无疑比伊壁鸠鲁更加伟

大，因为伊壁鸠鲁的启蒙仅限于学园和朋友之

间，马克思的启蒙则化理论为行动，影响遍及整

个世界。

在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

阐明了他对希腊哲学史的理解。在他看来，希腊

最早的哲人是皮托女神，她说出的只是一般的简

单戒律，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创

造者和立法者。伊奥尼亚派和埃利亚派哲学虽然

具备哲学的特征，却远离民众，到了阿那克萨戈

拉那里，哲学才开始亲近民众，真理开始公开，

一直到苏格拉底，他完成了哲学 “走向主观化”

的哲学意识的内在性，这一切在他的守护神中达

到顶峰，“守护神即主体本身”，马克思称苏格拉

底是 “进入实际运动的哲人”：

在希腊哲学意识的作坊里，最终从抽象的朦

胧昏暗中和它黑沉沉的帷幕的覆盖下，出现在我

们面前的还是充满生命力，在世界舞台上行进着

的希腊哲学所固有的那个形象。正是那个形象，

他甚至在熊熊燃烧的壁炉中看到了神，正是那个

形象，他饮进一杯毒酒，并且像亚里士多德的神

一样，享受着最高的幸福———理论。④

马克思刻画的希腊哲人谱系由启蒙哲人构

成，伊壁鸠鲁则是启蒙哲人的集大成者。从伊壁

鸠鲁那里，马克思看到了精神的独立和精神的自

由。他嘲讽历史上西塞罗和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

派的攻击都是些肤浅的道德责难，而道德何以能

与精神的自由相媲美？由此可见，近代启蒙运动

与古希腊启蒙运动在思想渊源上并非断裂，而都

体现为以理性自居的哲人对道德、宗教和礼法的

蔑视。以发现自然、传播真理作为使命的近代哲

人，将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自然与礼法之争推向

极端———以自然反对礼法，以哲学反对宗教。古

典政治哲学中自然与礼法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和谐之道完全被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所取代。生

活在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时代，近代启蒙哲人的启

蒙力度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古代的启蒙运动，启

蒙伴随革命之势席卷了从知识分子到民众的每个

角落。由此，马克思关于 “哲人作为造物主”的

判断得以实现，哲人不再居住在阴冷的 “阿门塞

斯王国”，而要来到塞壬女妖的歌声到处飘荡的

尘世，通过实践使它变得更加合理。

如果说马克思寄希望于通过社会启蒙和政治

启蒙实现伊壁鸠鲁哲人的个人自由，那么经历尼

采和海德格尔等现代哲人对启蒙哲学的批判，后

８７

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思：《博士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卷，第１６页。
罗晓颖：《马克思与伊壁鸠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２—５４页。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Ｓｐｉｎｏｚａ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６５．
［德］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恩全

集》第４０卷，第７１页。



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性问题

现代哲人对政治和社会启蒙则不抱什么希望，而

是将希望诉诸于 “自我快乐”和 “自我治疗”。

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在其 《治疗欲望》一书中充

分阐述了伊壁鸠鲁派的 “治疗”哲学。她引用伊

壁鸠鲁的话：“哲学家的话语如果不能治疗人类

的痛苦就是空洞的。正如医术如果不能解除身体

疾病就是没用的一样，因此，除非哲学能解除心

灵的痛苦，否则也是没有用的。”① 与古典政治

哲学注重德性教化不同，伊壁鸠鲁派乃至整个希

腊化哲学注重个体灵魂的治疗。努斯鲍姆看到希

腊化哲学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不仅古代晚期以及大部分基督教的思想，而

且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亚当．斯密、休
谟、卢梭、美国的国父们、尼采和马克思等那样

不同的现代作家的作品都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伊

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论派的作品，其影响

甚至远远超过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作品。尤

其当对情感进行哲学思考时，忽视希腊化的伦理

学意味着放弃的不仅是西方传统中最好的，而且

是对后来哲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思想资源。②

努斯鲍姆以为古典政治哲学注重德性教化，从

而忽视灵魂和情感问题，这完全是将古典政治哲学

当作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误读。实际上，柏拉图与

亚里士多德都是以灵魂论作为思想基础，但都不是

仅仅关注原子式的个体的内在情感和痛苦，而是通

过将目光投向更高的宇宙、神、城邦、他人等，使

灵魂在其中得到教化和净化。古典政治哲学与伊壁

鸠鲁派的区别，并不是说前者不关心个人的精神问

题，而是在于哲学的境界的高低。柏拉图与亚里士

多德的灵魂论作为 “内圣”哲学，可以培养心性颇

高、追求智慧的哲人，但这些哲人都学习 “外王”

哲学，他们或者像柏拉图一样成为清明审慎的立法

哲人，或者像逍遥派和斯多亚派的诸多哲人一样，

虽然对政治没有极大的热情，但都恪守古典政治哲

学的教诲，在学园中研习哲学，而非如启蒙哲人一

般对所有民众公开传播哲学真理。更何况，即使是

斯多亚派的道德哲学，也仍然重视德性与修身，而

非激情和欲望的释放。塞涅卡曾这样批评伊壁鸠鲁

派哲学：“谁被美德一方吸引，谁就证明了自己的高

贵天性；谁跟快乐走，谁就是虚弱的、失败的、丧

失男子气的，必然向卑鄙堕落”。③ 斯多亚派的道德

哲学最后融入了基督教传统，成为现代自由主义

“消极自由”观的思想渊源，其在哲学境界上要高于

伊壁鸠鲁派哲学。

但信奉伊壁鸠鲁派哲学的后现代哲人恐怕连自

由主义的 “消极自由”也不相信，而是投向非理性

的迷狂。尼采的 《快乐的科学》别有所指地提到，

要像伊壁鸠鲁哲学一样，教人怎样快乐。尼采称：

每一种艺术和哲学都可能被视为治疗手段和辅

助手段，它们无不以痛苦和受苦之人为前提。而受

苦者又分为两类，一种是因生命力过度旺盛而痛苦，

这类人需要酒神的艺术，同时也用悲观的观点审视

生活；另一类则是因生命力的衰退而痛苦者，这类

人寻求休憩、安宁和平静，想借着艺术和知识的助

力而获得解放，要不然就借力于陶醉的快感、迷惘

与疯狂来逃避。④

２０世纪的存在主义之所以走向虚无，在某种程
度上不幸被尼采言中，人被抛入不可测的深渊，无

家可归，生命呈现出碎片化和无意义。社会生活中

流行的后现代思想质疑一切人生理想、生活价值，

充分展露人生本无目的，强调当下即实在，快乐在

此刻。李泽厚对中国社会流行的后现代思想的描述

可谓惟妙惟肖：

正因为无法对抗那有限性和时间的威胁，而仍

要活着，活着又并无目的，百无聊赖，于是也可以

是这同一批讲究穿着、奢侈度日、疯狂做爱、写诗、

玩艺术的 “蛆虫”，在同一个夜晚去激情满怀高歌慷

慨地为 《切．格瓦拉》 （中国话剧）真诚地狂呼喝

彩。⑤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伊壁鸠鲁派的思想附着在

后现代哲学身上，将功利论、享乐论和颓废论都发

挥到极致。而在流俗的后现代人生观背后，则隐藏

着伊壁鸠鲁派哲学传统所经历的漫长的现代转化。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史上，伊壁鸠鲁终结了古典政治

哲学，其所掀起的 “古今之争”至今还在加剧着现

代性的危机。作为现代性的鼻祖，伊壁鸠鲁所开启

的这个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时代仍然还在继续。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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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的诸神

———伊壁鸠鲁若干残篇研究


罗晓颖

【摘要】伊壁鸠鲁在西方思想史上素来毁誉参半、面相复杂。其复杂 “面相”同样体现在其诸神观念以及对宗教的态

度中。在不同思想家、甚至其思想的不同传承者眼里，他究竟是宗教的批评者、无神论者，抑或是虔敬的哲人？本文

旨在通过清理和分析伊壁鸠鲁现存著述中论述诸神及宗教问题的残篇，探究伊壁鸠鲁诸神观念的真实含义和对宗教的

真实态度，以及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中，其表面的多元身份背后根本的一致性。

【关键词】伊壁鸠鲁；无神论者；退隐的诸神；卢克莱修；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８０－０５

一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伊壁

鸠鲁是 “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地攻击

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末这

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①。马克思的

这一看法无疑受到卢克莱修的深刻影响，在他看

来，卢克莱修笔下的伊壁鸠鲁就是 “最先打倒众

神和脚踹宗教的英雄”②。在追溯西方思想史上

的宗教批判传统时，有论者曾指出，德谟克利特

开创了这一传统，而伊壁鸠鲁学派则是这一传统

的第一个火炬手———尽管他们都未曾否认诸神的

存在。③若伊壁鸠鲁未曾否认诸神存在，为何又

被指为无神论者——— “从普卢塔克直到路德，所

有的圣师都把伊壁鸠鲁称为头号无神哲学家”④？

伊壁鸠鲁思想在罗马还有另一位传人———斐

洛德谟斯 （Ｐｈｉｌｏｄｅｍｕｓ），他对伊壁鸠鲁的记述与
卢克莱修颇为不同。斐洛德谟斯非但不宣称伊壁

鸠鲁是反宗教勇士，反而为他的虔敬辩护。在

《论虔敬》一书中，斐洛德谟斯区分了无神论的

三种类型：有些人说他们既不知道是否有神存

在，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样；还有些人则公开说神

不存在；另有一些人清楚地暗示神不存在。⑤在

斐洛德谟斯的记述中，伊壁鸠鲁不属于其中的任

何一种。此外，他还专门辑录了伊壁鸠鲁有关诸

神存在的论证，以及伊壁鸠鲁参与宗教崇拜活动

的例证。斐洛德谟斯盛赞其宗师审慎而成功地避

开了世俗政治对哲学生活的伤害。⑥

那么，伊壁鸠鲁是无神论者还是不否认诸神

存在的宗教批判者？抑或如斐洛德谟斯所述，是

一位虔敬的、深藏不露的哲人？甚或，三者都

是？为何同为伊壁鸠鲁思想在罗马的传人，卢克

莱修与斐洛德谟斯笔下的宗师，在对待诸神和宗

０８





本文系希腊奥纳西斯公益基金第１５期国外学者奖学金计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ｓｓ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５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Ｙｅａｒ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资助的 “伊壁鸠鲁文本翻译与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晓颖，哲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０４４）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古典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３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４７页。
②　同上。关于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反宗教形象的描写，参见罗晓颖：《马克思与伊壁鸠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７０—７１页；亦可参见 ［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３—４页。
③　参见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Ｓｐｉｎｏｚａ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ｒｓ．Ｅ．Ｍ．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６５，ｐ４５。尽管如此，施特劳斯也指出，德谟克利

特和伊壁鸠鲁都未曾否认诸神的存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３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译，第１４７页。也有人认为，由于传统的偏见，伊壁鸠鲁
才被指为无神论者，参见Ｎ．Ｗ．ＤｅＷｉｔｔ，Ｓｔ．ＰａｕｌａｎｄＥｐｉｃｕｒ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４，ｐ１９．

⑤Ｐｈｉｌｏｄｅｍｕｓ，ＯｎＰｉｅｔ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ｉｒｋＯｂｂｉｎｋ，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１９９６，ｐｐ１－２．
⑥　Ｉｂｉｄ，ｐ２１１．



退隐的诸神

教的态度上却存在如此分歧？伊壁鸠鲁对宗教仪

式颇显矛盾的态度至今仍令许多学者深感困

惑。① 为了厘清上述疑问，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

伊壁鸠鲁的宗教观或诸神观。而探究这一问题最

切实的方式，无疑是回到他的文本 （残篇），透

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以及对他之前和之后的思

想背景的理解，来把握伊壁鸠鲁宗教思想的真实

脉动，并藉此领悟古今思想家对之看似不同的论

断。

二

在伊壁鸠鲁现存的书信和残篇中，并无专门

论述宗教的完整著作。② 不过，现存的论及诸神

和信仰的残篇或辑语因其内在的一致性，已足可

向我们勾勒伊壁鸠鲁对诸神或宗教的看法。“首

要意见”４０条中的第一条，可视为伊壁鸠鲁关
于诸神的一个总论：

一个幸福而不朽的存在者，自身既无烦恼，

也不把烦恼带给他物；因而也不受忿怒与偏爱之

情的束缚，因为所有这些情感只存在于弱者

中。③

这段话不仅描述了诸神的特性，也断定诸神

与人类情感和人间事务毫无关联。概言之，伊壁

鸠鲁的诸神观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诸神本身的

存在及其特性；诸神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有关还

是无关。在 《致美诺凯乌斯》的信中，伊壁鸠鲁

更为细致和生动地阐释了这两个方面：

首先要相信，人们铭刻于心的对神的共同观

念正是：神是不朽和幸福的存在。那么，就不要

把与其不朽不相容的或与其幸福不适宜的任何东

西归给神：而要相信他事事总能保有其幸福和不

朽。诸神存在，因为关于他们的知识明晰可鉴。

但他们并不像多数人以为的那样：因为人们确实

并非始终一贯如其所相信地那样描绘诸神。不虔

敬者并不是否弃众人之诸神的人，而是接受众人

所信奉之诸神的人。因为众人关于诸神的论断并

不是出自于感觉的观念，而是错误的臆测———据

此，邪恶者遭遇 （最）大不幸，以及 ［良善者］

适逢 （最）大幸运，都拜诸神所赐。因为，总是

习惯于他们自己的德行的人，乐于接受与他们自

己相像的人，而把所有与其本性不同的人视为异

己。（Ｅ．Ｍ．＝ＤＬＸ１２３—１２４．６）
可见，诸神存在不仅清晰明白，甚至是人们

“铭刻于心”的共同观念。比起生如朝露、劬劬

终日的有死者———人，诸神不朽而幸福。而要保

有这样的福佑，诸神就不可能殚心竭虑地插手人

间事务。在另外两封论述物理学和天象学的信

（《致希洛多图斯》和 《致皮索克勒斯》）中，伊

壁鸠鲁再次强调，诸神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干

预人间事务或支配天体的运行：

而且，天体的运行，它们的旋转、亏蚀、升

沉，以及与此相类的现象，一定不要归因于任何

存在的支配和命令，或者这个支配他们的存在同

时还享有完全的福祉和不朽。因为烦恼、焦虑、

愤怒和仁慈之情，与幸福的生命不相容，而这些

情感只出现在软弱、恐惧和依赖他人的人身上。

（Ｅ．Ｈ．＝ＤＬＸ７６—７７）
对于天体的运行规则，我们可以像解释经验

范围内的普通事件那样来解释它；而无需用神的

本性加以阐明，一定要让他 （神）始终免于这种

沉重的职责并保持完全的福祉。（Ｅ．Ｐ．＝ＤＬＸ
９７）

根据以上几段引文，我们可以将伊壁鸠鲁对

诸神的看法归纳为三点：第一，诸神存在，诸神

观念明显存在于人心中；第二，诸神与世界没有

关联，既不支配天体的运行，也不干预人间事

务；第三，诸神享有至福和不朽，任何操心、行

动和情感都与此特性不相宜。这是什么样的神？

他们存在着，澄澈透明、高贵庄严、与世无争，

仿佛被罢黜的 “旧王”，住进透明而封闭的宫殿

里，安详地注视我们的世界，成了隔绝于世的、

无所作为的、或者说 “退隐的”诸神。

就此而言，伊壁鸠鲁肯定诸神存在④，而

且，在切断诸神与世界之关联这点上，伊壁鸠鲁

的诸神观念确实将人类引向了更纯洁和崇高的神

１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ＫｉｒｋＳｕｍｍｅｒｓ，“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ｐｉｃｕｒｅ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Ｐｉｅｔｙ”，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９０，Ｎｏ１．ＰａｕｌＳｈｏｒｅｙ，“Ｐｌａ
ｔｏ，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ａｎｄＥｐｉｃｕｒｕｓ”，ｉ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ｌｏ
ｇｙ，ｖｏｌ１２．

伊壁鸠鲁的现存作品包括三封书信、“首要意见”４０条
（ＫＤ４０）、梵蒂冈辑语８１条 （ＳＶ８１），以及众多残篇。在第欧
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第１０卷 （ＤＬＸ）所列举的伊壁鸠
鲁散佚著作目录中，有 《论诸神》和 《论虔敬》两部著作。

ＣＢａｉｌｅｙ，Ｅｐｉｃｕｒｕｓ，ＴｈｅＥｘｔａｎ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Ｈｕｐｅｒｉｏｎ，１９７９，
ｐ９５．本文所引原文均为作者自译。

亦参见费斯蒂吉埃：“伊壁鸠鲁和他的诸神”，张硕译，

见 《菜园哲人伊壁鸠鲁》，罗晓颖编，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１４２—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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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存在的概念。故而，将伊壁鸠鲁哲学视为希腊

哲学向基督教过渡的桥梁，并且承认圣保罗的书

写受到过伊壁鸠鲁的影响，① 便不为惊人之论

了。但是，如果说伊壁鸠鲁哲学不是败坏而是促

进了某种宗教，我们又如何理解他作为宗教批判

者、甚至无神论者的角色或含义呢？

让我们回到上文引述的 《致美诺凯乌斯》中

的那段话。伊壁鸠鲁指出，人们无法做到一贯地

按照内心正确的信念描绘诸神，因而他才会说：

不虔敬者并不是否弃众人之诸神的人，而是

接受众人所信奉之诸神的人。因为众人关于诸神

的论断并不是出自于感觉的观念，而是错误的臆

测。

可以说，这段话不但道出何为伊壁鸠鲁心目

中的虔敬，也是伊壁鸠鲁对当时流俗宗教的一个

“诊断”。在他看来，由于人们对诸神的错误想象

（操控天体、奖善罚恶、死后审判等）歪曲了宗

教，宗教对人们产生了消极甚至有害的影响，如

焦虑、不安和恐惧等扰乱了人们内心的宁静。对

伊壁鸠鲁而言，终极的目标是快乐，而快乐意味

着心灵的无扰，那么，任何有碍心灵宁静的绊脚

石都要挪开，宗教也不例外。

先看一下宗教被歪曲的问题。按照伊壁鸠鲁

的说法，关于诸神的论断本该出自于 “感觉的观

念”，但众人偏偏 “错误地臆测”诸神。这个问

题不大引人注意，在此却恰恰是我们理解伊壁鸠

鲁与卢克莱修之间差异的关键，也是我们真正理

解伊壁鸠鲁宗教观念的关键。前述已知，伊壁鸠

鲁肯定诸神存在，那么，关于诸神的信仰是如何

产生的？德威特 （ＤｅＷｉｔｔ）在论及伊壁鸠鲁的神
学时说，伊壁鸠鲁甚至把诸神存在的信念看作人

类精神中先天存在的东西，且先于所有宗教经

验。② 贝利 （Ｃ．Ｂａｉｌｅｙ）在其 《物性论》 （Ｄｅ
ＮａｔｕｒａＲｅｒｕｍ．下文标注页码时简称为 ＤＮＲ．）
笺注中评述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在诸神观念上的

极大分歧时指出，当卢克莱修叙述初民中诸神信

仰的产生时 （ＤＮＲ．Ｖ．ｐ．１１６９—１１９３），列出了
两个原因。一是人们在醒时、尤其在梦中看到诸

神的高贵形象而认定诸神存在 （ＤＮＲ．Ｖ．ｐ．
１１６９—１１８２）。这就是 “感觉的观念”，即意味着

一连串澄明美好的感觉印象，在人们心中自然引

发诸神的信仰。③ 二是人们从天体运行等自然现

象以及时运否泰等世事变换之中，推断出诸神的

威力和对世界的操控 （ＤＮＲ．Ｖｐ１１８３—１１９３）。

这个 “错误的臆测”让人们相信，善人的幸运与

恶人的不幸，正体现了诸神对人类行为的奖惩，

而死后审判则体现了最终的奖惩。

贝利认为，伊壁鸠鲁显然把第一种情形视为

诸神信仰的真实本性或原初状态，而第二种情形

则是由于错误推断而歪曲了诸神信仰，进而败坏

宗教，使之成为破坏心灵安宁的罪魁。④ 因而，

伊壁鸠鲁才要重新把诸神同操控天体和干预人间

事务的威权和意志分离开来，藉此让诸神信仰重

新回到原初状态，不再成为束缚人们心灵的桎

梏。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借助伊壁鸠鲁的自然

哲学。如我们前面引述的 《致皮索克勒斯》中的

话：

对于天体的运行规则，我们可以像解释经验

范围内的普通事件那样来解释它；而无需用神的

本性加以阐明。

以及 “首要意见”４０条中所说：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本性，而又

对神话中所讲的事心存怀疑，他就不可能消除对

于生死攸关之事的畏惧。因此，不研究自然哲

学，就不可能得享纯粹的快乐。

这就是说，自然哲学不但能够为我们解释天

体运行等自然现象，更能够带给我们对于宇宙、

诸神，以及各种人生问题的正确认识———事实

上，这也正是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存在的意义。⑤

显然，在 “诊断”出诸神信仰的 “病根”后，

伊壁鸠鲁要做的不是打掉被错误观念败坏的宗

教，而是要恢复正确的诸神信仰。他只是宗教的

批判者和革新者。伊壁鸠鲁甚至在 《致美诺凯乌

斯》中说，只要能够终日奉行他所教诲的道理，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Ｗ．ＤｅＷｉｔｔ，Ｓｔ．ＰａｕｌａｎｄＥｐｉｃｕｒｕｓ，Ｐｒｅｆａｃｅ．
Ｉｂｉｄ，ｐ１９．
关于这一点，斐洛德谟斯在 《论虔敬》中说到，伊壁

鸠鲁曾在其 《论自然》中谈及，初民如何从醒时或梦中所见的

ｉｍａｇｅｓ［形象］而获得关于不朽的外在实体的概念。ＳｅｅＰｈｉｌｏｄｅ
ｍｕｓ，ＯｎＰｉｅｔ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ｉｒｋＯｂｂｉｎｋ，
ｐ１２１．

ＳｅｅＴｉｔｉＬｕｃｒｅｔｉＣａｒｉ，ＤｅＲｅｒｕ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ｂｒｉＳｅｘ，ｅｄ．
ｗｉｔｈ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ｙＣｙｒｉｌＢａｉｌｅｙ，３ｖｏｌ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４７，ｐｐ１５０７—１５０９．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ｒｋ
Ｓｕｍｍｅｒｓ，“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ｐｉｃｕｒｅ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ｅｔｙ”，ｉｎＣｌａｓ
ｓ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９０，Ｎｏ１，ｐ３５．

伊壁鸠鲁在 “首要意见”４０条中说过： “如果对于天
象的疑惧不曾扰乱我们，如果那牵绊我们的死亡不曾烦扰我们，

如果不能掌握痛苦和欲望的界限也不会扰乱我们，那么就不需

要研究自然哲学了”（ＫＤＸＩ）。



退隐的诸神

那么，“无论清醒时还是睡梦中你都不会受到搅

扰，而是在人们中间活得像一尊神” （ＤＬ
１０１３５５—８）。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讲，诸
神的存在 （生命）状态正是伊壁鸠鲁派哲人追慕

和效仿的典范，是人类追求幸福与不朽的参照。

卢克莱修则把第二种情形中的诸神信仰视为

宗教信仰的根本特质，那么这样的宗教信仰以及

与此相随的各种敬拜仪式带给人们的只是焦虑、

束缚、恐惧 和 深 深 的 不 幸 福 感 （ＤＮＲ．Ｉ．
ｐ１１９４—１１９８）。宗教的罪还不止如此，它还制
造更多的恶，譬如伊菲戈尼娅的献祭就是在宗教

名义下公然的杀戮。① 卢克莱修希望通过学习自

然的本性，来解放人们倍受宗教束缚的精神，使

他们的公私生活以及个人内心世界变得有序。因

而，卢克莱修笔下的伊壁鸠鲁才会闯入自然之

门，窥视其深藏的秘密，并以征服者的形象向人

们传报自然之理，最终 “宗教被踩在脚下，而胜

利让我们与天同高”②。掌握了自然之理，人类

便不再是臣服于诸神的可怜生灵，宗教必须也必

然被抛弃———这何尝不是卢克莱修写作 《物性

论》的根本意图？由此，其宗师伊壁鸠鲁自然成

了 “打倒众神”和 “脚踹宗教”的无神论者。

如此一来，伊壁鸠鲁岂不由于卢克莱修的

“误解”而背上了无神论之名？可是，换个角度

看，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说伊壁鸠鲁的诸神

是 “退隐的诸神”，关键就在于伊壁鸠鲁力图切

断诸神与世界的关联，也就是说，诸神不是被消

灭，而只是与世界脱离关系。虽然他们仍旧保留

诸神的名号，却既不支配自然世界的运行变化，

也不会规定人类生活世界的秩序。然而，诸神在

传统上却是古希腊城邦生活中德性与正义的源

头，换句话说，诸神对于建立和维护城邦中的良

好生活秩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怀疑或者亵渎诸

神就有颠覆城邦的嫌疑。赫西俄德的 《劳作与时

日》开篇即向父神宙斯吁求，要他从天上俯瞰下

界，明察真情、彰善瘅恶、显扬正义。③ 在 《神

谱》中，赫西俄德还描述宙斯如何建立并实行统

治。④ 其所建构的诸神谱系不仅暗示宙斯的权威

和正义，也暗示了这个庄严整肃的诸神统治秩

序，正是城邦统治秩序的范本。又如，阿里斯托

芬 《云》中的苏格拉底，因为引入 “云神”，诋

毁和否弃奥林匹斯诸神，致使父子成仇、人伦尽

失，欠债还钱的公理被践踏，城邦生活的秩序被

摧毁。最终，深受其害的 “父亲”烧掉了苏格拉

底的 “思想所”，替被亵渎的诸神 “伸张正

义”。⑤

可见，在古代城邦中，诸神非但不是 “置身

事外”，反而从根本上支配着城邦生活的秩序。

这就是为什么在 《云》中，用 “云神”来解释

雷电风雨、用 “涡漩运动”来替代宙斯之神力的

哲人会被视为城邦的敌人。日后苏格拉底被控告

和处死与这出喜剧对其形象的描绘不无关系。事

实上，自从阿纳克萨戈拉被雅典人逐出城邦时

起，哲人 （哲学）与城邦的对立和冲突便开始凸

显出来；而苏格拉底被处死一事，则是这一冲突

激化的表现。阿纳克萨戈拉因说 “太阳是块火热

的石头”（而不是驾车的阿波罗神）而获罪，显

然，他的自然哲学揭示的天体本性，与雅典人古

老的太阳神信仰严重相悖，而苏格拉底被指控的

原因之一正是 “引入新神，不信城邦的神”。⑥

如此说来，伊壁鸠鲁 “退隐的诸神”不也是

不同于传统城邦神的 “新神”？伊壁鸠鲁认为无

需引入 “神的本性”，而要用经验的方式解释天

体运行，这种言说所隐含的观念与阿纳克萨戈拉

认为太阳是热石头的 “渎神之言”有多大不同？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神的概念中，尚有 “神”是第

一推动者的论断，虽然这个 “神”与传统的城邦

神几无关联，但至少还是宇宙秩序中的一环。而

伊壁鸠鲁这里的 “退隐的诸神”，却完全被剔除

出宇宙秩序之外，在这个宇宙结构之内再没有任

何职分和地位。因而，伊壁鸠鲁表面上给了诸神

无限的尊崇，实际上是罢黜了他们：他把诸神推

开得远远的，推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甚至推出

了我们的宇宙秩序之外。所以，从哲学与城邦信

仰的古老对立来看，伊壁鸠鲁算得上是不折不扣

的渎神者、不信城邦之神的无神论者。在他那些

看似 “有神论”的叙述中，处处透露着无神论的

气息。因此我们说，伊壁鸠鲁在思想史上的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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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古罗马］卢克莱修： 《物性论》，方书春译，第６—７
页。

参见罗晓颖：《马克思与伊壁鸠鲁》，第７０—７１页。
参见 ［古希腊］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神谱》，张

竹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１—２页，
同上，第４２页。
参见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 《云》， 《罗念生全集》

第４卷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１６０—２１１页。

参见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０—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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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名，绝非仅仅出于卢克莱修优美言辞的渲染

和传扬。

三

在上述意义上，伊壁鸠鲁作为宗教批评者以

及无神论者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了。然而，我们还

在他的残篇中发现了这样的论述：

接受关于神的传说比屈从于自然哲人的命运

之轭要好得多，因为前者保留了希望，可以通过

敬神而逃避他们的束缚，自然哲人的必然性则无

从逃避。（Ｅ．Ｍ．＝ＤＬＸ１３４—１３５）
如果诸神垂爱，即便战争来临，他也不会视

之为可怕之事。在马托 （Ｍａｔｒｏ）的陪伴中，他
曾经且仍将在诸神的眷顾里度过纯洁的生活。

（Ｆｒａｇ１９（Ｐ１２５））
这里对宗教功用的某种肯定，看来支持了斐

洛德莫斯的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伊壁鸠

鲁作为宗教批判者的形象。“自然哲人的必然性”

或许是有针对性地批评前苏格拉底哲人对必然性

和不可更改的命运的强调———因为伊壁鸠鲁既不

把 “偶然”认作神，也绝不愿意受到必然命运的

束缚。不过，伊壁鸠鲁显然并不讳言宗教规约城

邦和个人生活的积极作用。

无疑，伊壁鸠鲁所谓 “束缚”既包含内在的

也包含任何外在的束缚。他断言诸神 “退隐的”

存在，并且肯定宗教的益处。应当说，前者表明

伊壁鸠鲁要提升诸神并纯化宗教，进而消除宗教

给人心带来的恐惧；后者则意味着伊壁鸠鲁不会

抵制传统的宗教性活动和仪式而将自己和追随者

暴露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藉此，他使自己的菜

园共同体生活避开了任何外在———民众或城邦当

局的———干扰。伊壁鸠鲁的确成功地做到了这一

点，对此，斐洛德莫斯有满含赞誉的记述：

伊壁鸠鲁从未与人争讼甚至连争辩也没有。

事实上，一些哲人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教诲而

受到迫害，一些被驱逐出他们的城市或母邦，甚

至被杀害，而且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喜剧作家的笑

柄，唯独伊壁鸠鲁，与那些依照其学说的纯正规

则同他一道生活的人一起，极好地保持了自身的

安全，没有沦为喜剧那谩骂与诽谤之毒口的牺牲

品。①

然而，斐洛德莫斯并不认为，伊壁鸠鲁只是

为了避开政治纷扰而参与民众宗教活动，反而认

定，伊壁鸠鲁的诸神观念已经表明，他完全可能

真正地享有冥思诸神的幸福和分享参与宗教活动

的愉悦。在他看来，若仅仅为了避免外部的谴

责，伊壁鸠鲁就没有必要提供那么多关于诸神存

在的证据和论证，何况关于伊壁鸠鲁严肃地参与

宗教节庆和祭仪的证据并不少见。② 另外，伊壁

鸠鲁的菜园生活共同体中也规定了诸多宗教性的

节庆和纪念活动，在伊壁鸠鲁的临终遗言中还特

别嘱咐菜园的继承人要不遗余力地传承下去。③

无论出于辩护，还是出于真实的感受，斐洛

德谟斯对伊壁鸠鲁的这些描述，至少都表明，在

古代世界，不虔敬或无神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姿

态。不过，与卢克莱修笔下的斗士形象比起来，

斐洛德谟斯笔下的伊壁鸠鲁显然是位温和而深藏

不露的哲人。无论我们对斐洛德谟斯的辩护持何

态度，依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作为哲人

的伊壁鸠鲁，尽管以民众宗教的热情参与者形象

小心地避开了政治的干扰，尽管他未曾公开否认

诸神存在，尽管他以身作则在菜园子里也提倡宗

教性的生活规范，然而他关心的是个体灵魂的安

宁———虽然他同苏格拉底一样不得不面对哲学与

城邦间的冲突，苏格拉底所关切的城邦生活的道

德和正义却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伊壁鸠鲁虽明示

却不会主动地宣扬宗教对城邦生活的积极意义，

原因就是，菜园共同体中个体灵魂的安宁在根本

上与民众的宗教信仰无关。而且，伊壁鸠鲁也无

法主宰其学说以何种方式影响后世。当西塞罗和

普鲁塔克的藻思雄文有力地批判伊壁鸠鲁的反宗

教倾向时，斐洛德谟斯的谆谆之言却在火山灰中

沉埋，④ 因而，伊壁鸠鲁还是 “成了”思想史上

有名的无神论者。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偶然？

（责任编辑　行　之）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Ｐｈｉｌｏｄｅｍｕｓ，ＯｎＰｉｅｔ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ＤｉｒｋＯｂｂｉｎｋ，ｐ．２１１另如第２００—２０３页：“也有人宣称，伊
壁鸠鲁从雅典民众之手逃脱，并非因为他持有的不虔敬观点更

少，而是因为他的哲学逃避了众人的注意”。

Ｉｂｉｄ，ｐ．２０７．
参见克莱：“伊壁鸠鲁学园中的个人与共同体”，罗晓

颖译，见 《菜园哲人伊壁鸠鲁》，罗晓颖编，第１５２—１７７页。
斐洛德谟斯保留在炭化的纸莎草卷中的著作，迟至１８

世纪末才开始被考古学家们分离并翻译出来。ＳｅｅＰｈｉｌｏｄｅｍｕｓ，
ＯｎＰｉｅｔ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ｉｒｋＯｂｂｉｎｋ，Ｐｒｅｆ
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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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时间观念


［德］卫德明／著　王汐朋／译

【摘要】卦时作为稳定的原型特征，会超越具体表象再现于历史。这是 《周易》古经的初创思想，也是后世易学的主

要线索：周敦颐试图在以空间表达的时间格局中表现变化；邵雍的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区分出时间的抽象推理和经

验感知两个层面；莱布尼茨以预定和谐解释两个层面的统一；王夫之将此理解为认知的两种方式，从中强调 “诚”的

意义。《易经》时间观念的特质，是时间与具体情境紧密相关：时间引发和形成情境，并使事情游移于吉凶之间；重

视 “时”的意义和作用，人应抓住时机、适应时势，与情境协同。

【关键词】易经；时；情境；与时偕行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８５－０８

一

构成 《易经》①的物与事，其体系据称广大悉备，

它试图从个体、阶层、群类等所有维度描绘生命情境中

的相互关联。这个体系的特质，是潜于各个情境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ｓ）及其感应关系中的发展倾向。也就是说，在六十
四种情境中没有什么可想象成完全静止的。这一点倍受

重视，乃至我们已经习惯将书名 “易”理解为 “变”。

尽管这一理解在逻辑和整体感觉上，确实都很接近字意，

但不能忽略的是， “易”这个概念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

动态一面，还意味着它所蕴涵的一整套系统有刚

（ｆｉｒｍ）、信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和不毁 （ｉｒｒｅｖｏｃａｂｌｅ）的含义。一
个悖论式的定义如是说：“易者，不易也。”②

要揭示一种体系的支配法则，通常从逻辑上入手，

这也是 《易经》的适用之处。在社会的发展趋向于僵化

之时———如汉代，尤其是宋代，为了政治依据的体系化

而在 《易经》中寻求正当性，一直萦怀于注经者。宋代

理学的早期人物皆以 《易经》为本创建思想体系，他们

一致强调在变化 （易）中的不变 （不易）因素。新思潮

的奠基人周敦颐，察觉到内在于 “易”这个概念中的发

展意味：一套成体系、有条理的价值尺度，是与具有等

级的卦象时序相对应的；太极孕育出阴阳两仪，两仪交

感生成五行，五行之间的摩荡创就现实世界③。于是，

变化就在一个时间格局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ｃｈｅｍａ）中显现。时
间格局不仅呈线性，而且包含了一个严谨的等级维度。

这样，卦象便非寻常之物，它作为体系依据运用于哲学

之外，处理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这一发现，让

宋代理学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很明显，在变化的过程中过于强调齐一和规则，

终将意味着理论隐患。将变化投影为不变的形象、表现

为上下关系的空间图像④，这构思基于时间和空间两种

范畴的综合，是试图以空间性的表达来理解时间性。思

维受到层级观念的影响，把空间维度叠映在了时间维度

５８





原文出处：Ｈｅａｖｅｎ，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ｐ．３－２８．Ｔｈｅｅｓｓａｙ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ＥｒｎｏｓＪａｂｒｂｕｃｈ１９５１，２０：２３１－４８（Ｚｕｒｉｃｈ：Ｒｈｅｉｎ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５２）．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ｂｙＲａｌｐｈＭａｎｈｅｉｍ．Ｉｔｗａｓｒｅｖｉｓｅｄ
ｂｙＣａｒｙＦ．Ｂａｙｎｅｓａｎｄｗａｓｆｉｒｓｔｐｕｂｕ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Ｊｏｓｅｐｈ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ｒａｎｏ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ｖｏｌ．３，ＭａｎａｎｄＴｉｍｅ，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ｎ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３０，ｐｐ．２１２－３２（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５７）．初版原题为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译文摘要与关键词
为译者所加。

作者简介：卫德明 （Ｈｅｌｌｍｕ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９０５—１９９０），德国汉学家，著有 《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 （１９４２）、《中国的社会和国
家：一个帝国的历史》（１９４４）、《〈易经〉八讲》（１９６０）、《〈易经〉中的天地人》（１９７７）等。

译者简介：王汐朋，天津人，哲学博士，（天津３０００７０）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
①　译注：本文中的 《易经》（ＩＣｈｉｎｇ／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包含古经和 《易传》；《周易》指古经。

②　参见拙著：《〈易经〉八讲》，《柏灵根丛书》第６２卷，普林斯顿大学，１９６０年，第２０—２１页。我们还不能确认 “易”字是

源于易变动物蜥蜴的意象，对最新出土材料的研究表明，这个字是来自 “固 （ｆｉｘｅｄ）”、“直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以及由此而得出的 “向 （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的观念。在此我要感谢同事罗逸民 （ＥｒｗｉｎＲｅｉｆｌｅｒ）提供了这个信息。

③　贾柏莲 （ＧｅｏｒｇｖｏｎｄｅｒＧａｂｅｌｅｎｔｚ）：《朱子解附太极图说》，德累斯顿，１８７６年。
④　译注：这里是指一个重卦 （６爻）由两个经卦 （３爻）上下组合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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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妄见的来由不难领会：一个结构的逻辑易于确立

于空间，进而也试图驾驭那支配起来难得多的时间，而

且认为借助空间性的思维模式能够顺利做到。

显然，“易 （变化）”概念本身并不提供给我们系统

的阐释，但是从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象来认知世界，

仍然有赖于以空间理解时间的方式，这也是必需的。《周

易》的创制基于如是思路：隐秘入口处的问题不是由一

位玄奥的巫觋的直觉 （尽管巫觋有此能力），而是由一

本书面文字的章集来回答。而这本书要得到认同，唯有

当各篇章形成明确的自身含义并成为详尽的整体时，也

就是说，只有提问者为每一个问题都能在书中找到确切

答案时才行。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想从答案中获得在一个特定时

期、特定文明之内的指导而不奢求更多，这种创制文本

的思路便不难领会。总之，是那个文明的缔造者，或者

至少还有一群亲信，写就了这些篇章。不过， 《周易》

并不是一本仅仅用于西周时代的形势手册和行动指南，

它已成功地应用于其他时代和文明。这显示出该书的一

层意蕴，即不能仅仅解释为缔造者所设定的行为规范只

是限于其文明之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虽然 《周易》

中示范情境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的记忆来自西周历史，
但是没有任何篇章拘泥于西周社会的封建制度。与之相

反，情境作为原型特征 （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总会超出
时间表象再现于某个阶段。历史的记录习惯于图解原型，

却与个别细节的呈现毫无干系。因此，这个文本系统表

现为无时间的，或超时间的。

当然，这没有回答创造一个宣称拥有全部原型 （ａｒ
ｃｈｅｔｙｐｅ）的体系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也许无法提供一个
答案，但细致地探究一下西周历史还是必要的。如高原

上闪耀的启明星，那时 《周易》的编撰者已形成一个阶

层雏形，西周的经济已开始转向重视农耕生产和灌溉工

程的共建，在依靠自然的前提下，必须以人力劳动为补

充，如此经历造就了思维要面向人类生存的最初问题开

放①。这种思维的开放，意味着从一己之见向异文明圈

寻得解决之道的自由，比如，得自文明远为更高等、但

很快为周族所征服的商帝国，或者———也许还是更重要

的———得自周族的西南邻居，即今日的西藏②。

还有一位宋代理学大师，邵雍，一般被视为理学中

的唯心学派之父，他以体现为六十四卦的原型系统作为

推演的主体。邵雍着迷于卦中情境一步一步的发展进程

———这进程以连续的阴爻或阳爻表示，他在每一卦内将

这一进程条理化，试图以此创立整个六十四卦的新 “自

然”体系。阳爻和阴爻是邵雍分析的基本元素，通过纯

以 “象”的视角来看待它们，邵雍重新建构了每一卦以

及随之而成的新体系。

始于阴爻和阳爻这两条母爻，邵雍有了一卦的基础，

以及整个系统的一分为二。然后他为两爻各添上一个阴

爻和阳爻，这样每个爻象便增加了复杂性。整个系统就

再分为四。作为最原初的卦象，这４种爻与爻的复合也
意味着出于阴阳思想的分析：它们被称为太阳、少阳、

太阴、少阴，每一组的初爻决定了其阴阳性质③。每一

组现在再加上一条阴爻和阳爻，便又分为八，成为８种
经卦，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④。通过重

复增加阴爻和阳爻，当这个过程达到上爻时，六十四卦

就呈现出了新次序，最后的８个重卦是：《否》、《萃》、
《晋》、《豫》、《观》、《比》、《剥》、《坤》。

邵雍以多种方式排列了这个新体系。根据从乾到坤

的横图，他还排出方图：共有８列，每列８个重卦；以
第９卦 《小畜》、第１７卦 《随》、第２５卦 《无妄》这样

的次序层叠在第 １卦 《乾》之上，同理，第 １０卦
《履》、第１８卦 《蛊》、第２６卦 《大畜》等等层叠在第２
卦 《坤》之上；横排的下卦都相同，竖列的上卦都相

同。最后，邵雍将它们放在圆图中，在这里，如果将其系

列的两半倒转，那么所谓的先天八卦学也就随之生成了。

这种对六十四卦的结构调整和重新体系化，源于对

卦象的推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为的结构深

化了对含有该卦特质的情境定位 （即系统内该情境的位

份）的认识，以及对某一爻的含义、各卦之间的内在关

系等的认识。

莱布尼茨 （Ｌｅｉｂｎｉｚ）偶然发现的正是这一点。在他
与北京宫廷的白晋 （Ｂｏｕｖｅｔ）神父的书信交往中，白晋
寄给他载有邵雍的方图和圆图的一张图表。深思此图后，

莱布尼茨确信这是东西方思想之间最令人惊叹的相似性

之一。在此数年前，莱布尼茨设计了一种新的数字系统，

用于推进大尺度的计算。这个所谓的二进制与通常十进

制的运算机制是一致的，但是只用两个数字：１和０；其
数字序列如下：１，１０，１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０，等等。

对于莱布尼茨来说，这个系统还有着超乎数学目的

的意味。他不以时间、空间和因果性来理解生命活动和

６８

①

②

③

④

此观点可参见：《爱诺思年鉴·１９７２年春季卷》，苏黎
世，第７５—７６页。

艾伯华 （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第一个注意到了 《周易》

中的这些影响，见氏著： 《古代中国的地方文化》第１册，莱
顿，１９４２年，第２９０—２９４页。或许他的观点还需要细节上的论
证，尽管如此，其观点仍具有建设性。

译注：今传邵雍先天八卦次序图，以朱熹 《易学启

蒙》、《周易本义》所录来看，少阳和少阴的爻象是每一组的

“上爻”而非 “初爻”决定了其阴阳性质。此与作者所云 “每

一组的初爻决定了其阴阳性质”不合。朱熹所录先天八卦次序

图，参见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１册，朱杰人、严佐之、
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１９、２１９—２２０页。
译注：出于排版方便，译文以卦名代替原文中的卦爻

画，经卦作为专名不加书名号，重卦加书名号，并省略原文中

通过重复增加阴爻和阳爻所展示的四爻象、五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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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范畴，而是以 “预定和谐”的立场来理解全部存

在。对于他广博的思想来说，数字和数理系统在此不仅

仅具有抽象的意义，还表达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一种

隐匿关联。当然，我们也将这数字和数学模型用于描述

物理世界的原理———比如月球的运行轨迹、花朵的组织

机理。但莱布尼茨更进一步，同样以数字，试图勾勒出

精神的真相。他解释说，精神实体只有以数字表达才令

人信服。毫无疑问，他的预定和谐理论为联系起数字与

精神概念提供了基础。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中，数字１代
表着全部创造性，其最高的表达是上帝，数字０则代表
着无序混沌的虚无。

在莱布尼茨的心中，邵雍的六十四卦序列等同于自

己的体系，一拍即合。莱布尼茨把阴爻当作０，阳爻当
作１，但不考虑０是否先于１，这样就达成了两个理论之
间的完全对应。不过，这种对应有两点相异。首先，莱

布尼茨不得不引入０并把它作为二进制体系的开端，乃
至先于 １。其序列是 ０，１，１０，１１，１００，１０１，依此类
推。这意味着 “无序混沌的虚无”在莱布尼茨的体系中

并不以其自身存在，而只是在与 “创生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ｕｎｉ
ｔｙ）”的关系中存在，必须绝对化且置于创生元之前。这
个理论预设，极为关键重要。其次，这个对应是相反而

非同一的。邵雍的后一个符号 （即阴爻）在莱布尼茨的

体系中居第一个位置，而邵雍的前一个符号 （即阳爻）

则在莱布尼茨的体系中居后一个位置。莱布尼茨自己似

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在白晋的图表中没有区别出在

中国的体系里孰为始末。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相反的

对应正表现了东西方思维的关系的特质①。

可以说，莱布尼茨的发现表明，六十四卦中的每一

卦作为一个谐和系统整体的独特部分，并非随意排列，

而是各居其位。这意味着它们不是从博彩箱中随机抓出

的阄，而是意义相关、秩序井然的。莱布尼茨自己敏锐

察觉到了这个结论的重要意义。他推测，这种表示卦位、

爻位的意义符号，一定为其名称和文字内容所清楚表达

（卦的文字意义确实完全与它们的卦爻结构相关）。莱布

尼茨是否获得了这些推论的证明是令人怀疑的，他的发

现因此只有部分的真实性，但这却阐明了 《易经》体系

的一个特点，即体系的展开是在时间中一步一步进行的。

我要补充的是，这个非线性的时间进程是由邵雍的推理

来断言的。邵雍把 《易经》的后天秩序 （后天易学）转

换为先天秩序 （先天易学），使卦时与卦的关系在先天

易学 （由因及果的，逻辑的）中比在后天易学 （由果及

因的，实证的）中更为明朗化。邵雍的推理区别了直接

经验的 （感知的）时间和抽象的 （数学的）时间。后者

其实也蕴涵在 《易经》之中，只是以隐匿的形式，但通

常占卜者不关心这些，将之搁在逻辑推理一边，而更关

心前者，即所占卦爻显示的经验情境。

实际上，一条占辞是如何实现的，占卜所问与 《易

经》所给的准确答案是如何对应一致的，这些问题只有

预定了一个体系才能解答。没有这个体系，答与问的呼

应性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② 就算不是完全随机的，也只是略
微受决定的。占问者可以满足于所答与所问的模糊对应

———它的事实存在比寻得这个秩序更重要———但卜筮机

制却必需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石。莱布尼茨的 “预定和

谐”范畴对此有所揭示，即事情的谐和与呼应被视为是

安排好的，换言之，以数字表达的律则 （ｌａｗｓ）潜隐于
所有实体而不仅仅是物理世界。

王夫之 （１６１９—１６９２Ａ．Ｄ．）给了我们一个卦爻理
论，提出了第二种可能性。他的理论前提是，存在是一

个秩序化的连续体，受律则支配，并无所不包。这个连

续体 “隐而不显”，也就是说，并不为感官直接感知，

但是凭借存在体的内在动力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卦象以其结构
和位置从连续体中区分出来，它们的结构和位置分应着

７８

①

②

莱布尼茨在 《巴黎学术》纪念刊１７０３年第３册第８５页
以下发表了他关于这个对应的发现。我在 《莱布尼茨与 〈易

经〉》一文中论述过莱布尼茨和白晋的通信，见 《宗教协会论

丛》（北京）１９４３年第１６期，第２０５—２１９页。关于这个错综复
杂问题的更多讨论请见： 《文献选读：西方传统中的 〈易经〉》

第２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外国文化比较研究所，１９７５年。
译注：此处涉及到邵、莱二氏各自序列中的逻辑次序问题。

作者在文中说：“这意味着 ‘无序混沌的虚无’在莱布尼茨的体

系中并不以其自身存在，而只是在与 ‘创生元’的关系中存

在。”实际上，这也是邵雍的思想。第一，《周易》原本就有创

生 （乾元）在先、混沌 （坤元）从之的观念，邵雍继承并深化

了这一思想。古经卦序中，《乾》排列在 《坤》之先。《彖传》

以文字指出了这种排序的意涵，《彖·乾》“大哉乾元，万物资

始，乃统天”，《彖·坤》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顺承天”与 “统天”明确表达了坤元在逻辑上从于乾元的思

想。邵雍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更细致的方式 （以爻而不是

卦为单位）、更明晰的方式 （方图与加一倍法）表示出来，使阳

爻居于阴爻之先。第二，邵雍对阴阳关系有清楚的文字表述。

在论乾、震、兑、离这四阳卦时，邵雍明确指出 “阳统阴也”；

并认为阳、乾 （天）与阴、坤 （地）在本体意义上有从属关系：

“语其体则天分而为地，地分而为万物”，“阴对阳为二，然阳来

则生，阳去则死，天地万物生死主于阳，则归之于一也”，皆明

确表述了阳先阴后、阳主阴从的思想。以上邵语见氏著：《邵雍

集》，郭整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 ６１、１１４、１５３
页。第三，在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体系中，与阳爻对应的 “１”却
居于与阴爻对应的 “０”之后，反而从 “直观”上很难说体现了

创生是第一位的———尽管在莱氏的哲学理论中，创生是一切序

列的肇端。综上三点，阴爻 （０）与阳爻 （１）在两种体系中的
空间排序孰先孰后，并不能直观地提供明确的哲学意蕴，而是

更多依赖于文字语言的诠释。因此，本文作者根据邵、莱二氏

的数列排序差异而得出结论 “这个对应是相反而非同一的”，读

者当审慎之。

参见荣格 （Ｃ．Ｇ．Ｊｕｎｇ）：《论呼应性》，载 《爱诺思年

鉴·１９５１年卷》第２０册，１９５２年，第２７１—２８４页，以及此后
的 “荣氏呼应性”的纲要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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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体的律则，可以说，卦象就是连续体序列中的单个

个体。一方面，这些卦象———也就是 《易经》中的六十

四种情境———可以感知和体验；另一方面，作为律则的

具体体现———因而也受律则支配———六十四卦可以理论

推理，由此卦爻就进入了数的畛域，而且作为受律则支

配的理论对象，还可以为数字建构和排序。于是，每个

情境能以两种方式认知：作为存在体的内在动力的结果，

可直接感知体验；作为存在连续体、律则的支配对象，

可为理论推理。卦爻使这两方面谐和一致，并致力于将

当下、个别的具体经验问题与理论上的准确答案 （也是

唯一准确的答案）统一起来。占问者由此得以定位于其

所处情境的理论表象，根据卦爻陈述的占辞，他就在

《易经》中得到了源自前人经验和圣人洞察的忠告和指

引。因此，所谓占辞透露的呼应性，其实就是以两种不

同模式认知同一事态①。

王夫之的解释———这里稍扩展了些———在中国已经

是共识，但其中还有些地方令人困惑。首先，在 《易

经》成书后的两千多年里，竟然没人想出这种解释。这

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孔子的一句话。当有人向他请教?祭

的意涵时，他说：“‘我不知道。想知道其意涵的人，就

是想把天下放在这里罢。’一边说，一边指着手掌。”

（“‘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

其掌。”）② 显然这使得?祭很玄奥，但在孔子看来有这

样的意味：如果领悟了?祭，就已领悟了天道。只是这

深意至今仍无人知晓，如果有谁领悟了，那就是孔子本

人，因为在那个时代，没人比他更关心 “礼”的形式和

意蕴。类似的例子也可从其他文化现象中援引。比如，

社会制度的功能的意义不必了解，制度的构设也未必基

于什么意义，社会制度照样形成、发展并发挥功能。因

此，即使意义是很久以后才从制度的功能和形式中提炼

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这无助于解决另一个问题：通过抛掷硬币或揲

算蓍策得出数字和数学模型，并揭示出一种关联———确定

一个人此时的命运、指明其后发展趋势，这些是如何得以

可能的？抛掷硬币或揲算蓍策所得到的结果，对我们来

说，似乎已将天意降格为巧合。我们西方人实在难以理

解，一种完美的呼应性竟是以貌似机械的手段达到的。

显然，王夫之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理性困境。

他认为，数字和数学模型是工具，算出结果的程序是一

种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如果没有正确的应用，就会像

揭示律则一样却遮蔽了律则，有时还需要人处于某个特

定位置以正确地使用工具和方法。并不是理性任意地想

什么就有什么，而是通过一种态度，占卜的答案才可由

工具和方法有效地算出。实际上，现代心理学通过理解

呼应性原理，也注意到了这个特殊态度的存在。然而与

心理学家不同，王夫之将这个必要的态度称为 “诚”。

他说：“唯至诚者，能知此道。居于彰明则见赜，察其微

迹乃知几。”

因此，律则只对至诚者显现。唯有至诚者，才能独

立把握经验与其意蕴之间的关系，并用这种方法从细微

的征兆中解读事情发展的趋势。这不需要特殊的智慧和

经验，也不是特权者和专业人才的专能。没有哪个占卜

师能成为人类命运的掌管者和解读者，没有哪种灵修能

通向神秘的视野。所需的无非就是至诚———一种洞彻事

物的意志，既不自欺欺人也不拘泥于教条和诡辩的态度。

正是鉴于这种对事情真相的强烈专注和坦诚，占卜的工

具和方法才成为了使经验与意蕴协同、现在与未来协同

的手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工具和方法。正如我

们说过，数是律则的显相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并且律则通
过数才能为人领会。六十四卦就是由具有数理性的爻构

成，绘出一卦的方法也主要是基于数的演算。这种方法，

是将某种蕴涵着存在本质、发展本质的本原观 （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ｉｇｈｔｓ），用数字及数学组合的概率来表达。两种
具体操作———投掷硬币和揲算蓍策，就蕴涵着这种观念，

前者以较为朴素的形式体现，后者则大不一样。投掷３
枚硬币，统计其机率结果 （众所周知，有字的一面为

“两”，另一面为 “参”）便可鲜明地体现，这８种机率
分布于如下的爻数：

“六”（变爻太阴）有１次可能
“七”（静爻少阳）有３次可能
“八”（静爻少阴）有３次可能
“九”（变爻太阳）有１次可能
这些机率体现了一定的趋势：静爻与变爻的机率是

３∶１，阴爻与阳爻的机率是１∶１。
不过揲算蓍策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概率法则。这里，一

爻形态的可能结果不是８种而是６４种，分布于如下的爻数：
“六”有４次可能
“七”有２０次可能
“八”有２８次可能
“九”有１２次可能
这里，阳爻 （２０＋１２）和阴爻 （２８＋４）的机率还

是１∶１，静爻 （２０＋２８）与变爻 （４＋１２）的机率也还是
３∶１。但是，更复杂的机率组合出现在这种方法中，比
如，静爻和变爻分布于阴和阳，阳爻 （３∶５）比阴爻 （１
∶７）就更趋向于变③。

８８

①
②

③

这一点可见拙著 《〈易经〉八讲》，第９７—９８页。
魏鲁男 （ＪａｍｅｓＲ．Ｗａｒｅ）译：《论语·八佾》，载 《儒

学精华》，纽约加登城：达博第公司，１９５０年，第３３页。
以数学概率关注卜筮近来已有大量讨论。对于这些概

率更精细的计算可见：列奥·雷辛格 （Ｌｅｏ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易经：
中国卜筮的形式化研究》，维也纳：斯第哥尔梅耶，１９７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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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让我们先来看看体现时间因素之特质的两卦，以了

解 《易经》是如何表述时间的概貌，以及时间在各种情

境中的角色。

先来看第４卦，《蒙》 （少年的懵懂）。这里让智者
和长者感到诧异的是，卦辞写道： “少年的懵懂是成

功。”（“蒙，亨。”）① 对此，《彖传》如是说：“他行动

的成功，在于他在恰当时间 ［地做到］。”（“蒙，亨。以

亨行时中也。”）② 懵懂少年的成功，归因于他与时间更

谐和一致，而长者和智者却没有———他们的经验和武断

的观点在这方面阻碍了他们。懵懂少年自发的、不假思

索的态度使他们处于 “时中”。这个情境中，时间因素

表现得如此强烈，乃至少年的懵懂也无妨。（卦辞清楚表

明，这里除了少年的天赋，也要考虑到少年的懵懂。）

再来看第６３卦，《既济》（已经完满）。此处九五爻
所描述的情境，也出现在其他文化的宗教中：“东边的邻

居宰了头牛，但却不如西边的邻居以微薄祭品得到那么

多的实际福祉。”（“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馤祭，实受

其福。”）《象传》解释说：“杀了牛的东边邻居，没有像

西边邻居那么应时。”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

也。”）③ 这种解释令人惊讶，献祭的结果不同，不在于

祭祀者的态度，而在于祭祀的 “时间性”。这不仅说明

了祭祀制度本身和祭祀者的态度，也阐明了特定情境下

的时间因素。

在这些引文中，我们遇到的时间概念非常具体，时

间都是可以直接体验和感知的。时间不仅仅代表抽象进

程的原理，而且具象为一个个片断。这种有效的源动力，

不仅成就现实，也反其道而行，终将完结之。正如空间

在形象思维中不仅是广延的图式，还是充满着山脉、河

流和平原的事物———在它的每一个部分都展开着不同的

可能性，这里时间也被视为充盈、蕴涵着各种可能性的

事物，它有着不同时刻的变化，奇妙地引发和形成事情。

时间具备了一种使事情游移在是与非、吉与凶之间的特质。

那个时期的中国还不了解较为抽象的时间概念。在

我们引用的解释性文字 《易传》之中，有数理 －天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的时间观念，它是高度发达
的历法学的基础；还有时 －空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模型的记
录，其中时间被视为绵延的坐标之一④。不过，《易》书

规避了这种理论性的时间概念，而是使用了 “时”这个

字，让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更近于源义。 “时”字最初的

意义是 “耕种之时”，后来这一意义通常以 “季节”表

示。早期的使用中， “时”具有 “脚掌”含义以作为一

种衡量刻度⑤。在中国，“脚掌”从语义上与耕种相关，

因而这个字意味着用于开展某种活动的一段时间。然后

“时”字的含义就延伸到了各时有相应活动的四季。从

这以后，“时”才有了时间的普遍含义。“时”字在 《易

经》中一般表示 “季节”，时间的很多特定含义都可以

追溯到这个演变传承。

据说季节运行无误⑥，因此圣人把季节视作连续运

动的尺度⑦。在天地的时令变革中，季节有两个极为重

要的特质⑧：无休止的变化和不间断的连续性。《系辞》

如此表述： “没什么比四季有更多的运动和更大的连

结。”（“变通莫大乎四时。”）⑨ “变化和连续，配 ［文学

修辞，意为 “相应”］于四季。”（“变通配四时。”）瑏瑠 变

化不仅造就四季并内蕴其中，而且还影响着事物：“四季

变更和转化，才能恒久地成就事物。”（“四时变化，而

能久成。”）瑏瑡

时间与形成过程的关系在 《彖·贲》中有详细论

述： “……这是天的形式 （ｆｏｒｍ）瑏瑢。形式明晰、定止
［文学修辞，意为 “控制的能力”］，这是人的形式。如

果天的形式可以默观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便可见时间的变
化。如果人的形式可以默观，便可造化 （ｓｈａｐｅ）世界。”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瑏瑣

精辟的阐述还在 《文言》中，讲 《乾》九五爻的一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卫－贝译本，第２０页。
译注：作者在文中所引述的 《易经》原文，皆出自贝恩斯

（ＣａｒｙＦ．Ｂａｙｎｅｓ）据卫礼贤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的德译本而转译
的英译本，世称 “卫—贝译本 （ＷｉｌｈｅｌｍＢａｙｎｅｓ）”，即：ＩＣｈｉｎｇ
ｏｒ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ｉｎ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ｙＣａｒｙＦ．Ｂａｙｎ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Ｌｔｄ．，
１９５１．另，卫礼贤为本文作者之父，下文中作者称 “家父”者

即谓之。

参见卫－贝译本，第４０６页。
卫－贝译本，第７１３页。
何可思 （叶乃度，ＥｄｕａｒｄＥｒｋｅｓ）：《在汉语中的反义构

造与解构》，《汉学》 （巴塞尔）１９５０年第２期，第１３２页。相
似的篇章亦见孙星衍编：《尸子》第２卷，第５０章。

我要再次感谢罗逸民提供了信息。

《彖·豫》、《彖·观》，卫－贝译本，第４６７、４８６页。
《文言·乾》，卫－贝译本，第３８２页。
《彖·革》：“天地革而四时成。”《彖·节》：“天地节

而四时成。”参见卫－贝译本，第６３６、６９５页。
译注：此处 “变通”二字，卫礼贤有独特理解。 《系

辞》所见 “变通”，卫礼贤多译为 “变化与连续”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但此处译为 “运动与连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ｈｅ
ｓｉｏｎ）。卫礼贤对 “变通莫大乎四时”一句疏解说：“万物之中，

季节有最多的运动和最高等级的连结”，见卫 －贝译本，第３２０
页。

卫－贝译本，第３１９、３０２页。
《彖·恒》，卫－贝译本，第５４６页。
描述天文为何的一句已佚，王弼补上了 “刚柔交错”。

卫－贝译本，第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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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话，描述大人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ｍａｎ）与天 （自然）、时的关

系：“当他 ［大人］预先于天 ［“先天”，由因及果的，

推理判断］而行动，天不违背他。当他后随于天 ［“后

天”，由果及因的，实证判断］而行动，他就要适应天

之时 ［文学修辞，意为 “接受天予之时”］。”（“先天而

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①

这些段落清楚地展示了时间的观念如何自然地应境

而生，以及时间如何在不断变化中保持其内在的连结力。

书中还揭示了具体又本质的时间特征———时间与特定情

境协同，并引发它们。

确切地说，上述所有引文皆出自 《易传》。在 《周

易》古经中，也隐含了时间的概念，不过 “时”字只使

用了一次，且没有明确的定义。这唯一的一次出现在经

文的第５４卦，《归妹》（出嫁的少女），卦中遍布圈套与
陷阱。这个情境的卦辞很古怪：“事业招致厄运，未来一

无所获。”（“征凶，无攸利。”）《象传》曰：“鉴于终须

的永恒，君子领会了短暂。”（“君子以永终知敝。”）

爻辞还有许多令人沮丧的部分。 《周易》作者的创

作独立性很鲜明，他们没有按照当时社会习俗的规定来

撰写文本，而是有悖于那个时期风行的习俗，展示出了

一种现实的情境。卦中唯一精彩之处出现在九四爻，提

及了延期结婚的女子：“出嫁的女子延迟了期限，迟到的

婚姻在一定之时 ［文学修辞，意为 “恰当的时间”］到

来。”（“归妹愆期，迟归有时。”）我们为这位女子的自

主而祝福，她不愿只为顺应习俗而结婚，宁愿等待，直

到 “恰当的时间”为真正的婚姻提供基础②。

对于这条爻辞中的时间观念，可以再增加 《象传》

中的两句来说明，尽管 《象传》稍晚出现，但是它的措

辞非常接近古经创作时的原初情境。

一条来自第２５卦，《无妄》（稚朴）。其 《大象》辞

曰：“先代君王顺应时代，丰茂地育养万物。”（“先王以

茂对时，育万物。”）③

这句话很容易被忽略，我们或许可用 “稚朴在此具

有两面性”的观点来解释④。 《彖传》说： “当稚朴不

再，人能去哪？当天意不再保佑，人能做甚？”（“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关于此卦， 《杂

卦传》补充道： “稚朴，是一场横祸。” （“无妄，灾

也。”）⑤ 对于人这样的纤弱生灵，能在不安定的稚朴状

态中生存下去绝非易事。在此处境下，很明显他只能通

过丰茂地育养万物，不论其物是善是恶，来存活于那个

稚朴的时代，就像那个盲目的时代也从未偏爱或偏恶谁。

另一条在第４９卦，《革》（革命）。其 《大象》辞以

新的角度阐述了时间的观念。这一卦含有许多周代夺权

的记忆。卦中陈述了改朝换代的益处 （九四爻），以及

在此情境中甚至不必等待占辞 （九五爻）。其 《大象》

曰：“君子设计有序的历法，使季节明确。”（“君子以治

历明时。”）⑥ 于是，自然的时间观念与数理 －天文的时

间观念连为一体。以此方式，时间传达给了民众———政

治手段也就被这种自然时间的重要功能铸就。

在 《周易》的六十四种情境中，时间因素并不是受

到同等重视的。尽管时间总是存在而且有意义，仍有一

些情境是其他因素占支配性的，时间则未被提及。而在

另一些情境中，时间因素是首要的，以致能决定整个系

列。对此 《彖传》指出，某种情境中的 “时”是重大

的，由此也使该情境重大或意义深远。尽管有些卦的初

始印象隐约显示并不一定如此，但是其论断强调了特定

情境下时间范畴的力量。我们发现在第２７卦 《颐》（滋

养）、第２８卦 《大过》 （大者的强势）、第４０卦 《解》

（解救）和第４９卦 《革》（革命）中有此论断。

在另一些例子中， 《彖传》强调了时间观念一个特

别的方面。常常在一个特定情境中，将 “时义”称为重

大的。“义”这个字，解释为 “意义”，并不仅仅是指通

常所谓的 “意思”。此处的 “时”具有决断的力量，能

决定某些关系，因而时间就像律则一样具有规约意义。

这种说法见于第１７卦 《随》 （跟从）、第 ３３卦 《?》

（隐退）、第４４卦 《篹》 （相遇）和第５６卦 《旅》 （漂

泊者）。这些卦中的情境，或好些或坏些，都是 “父家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卫－贝译本，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亦可参见此爻的 《小象》辞以及家父的评说，卫 －贝

译本，第６６７页。今传另一版本的 《小象》辞可这样?译：“决

心拖延期限，她要等恰当的时间来临才去做。”就 “时”字的意

思来说，这句与某个版本的另一段 （第３９卦， 《蹇》 ［“阻

碍”］，初六爻的 《小象》辞）中的意思雷同，它似乎可与

“待”（等待）字通假。

译注：《归妹》九四爻之 《小象》辞，今本作 “愆期之志，

有待而行也”。作者所谓 “另一版本”，当指唐人陆德明 《经典

释文》卷一 《周易音义》载录 “一本待作时”，即作者在注中

?译的 “愆期之志，有时而行也”。陆氏 《释文》亦在 《蹇》

初六爻之 《小象》辞 “往蹇来誉，宜待也”一句之下注明有版

本作 “宜时也”。因此，作者将这两处 “待作时”的相同现象做

了比对。以上陆氏载录见：《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十三经

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３６９、３６１页。
参见卫－贝译本，第１０１页。
这也十分清楚地展现在六三爻中，稚朴者拴住的牛被

另一个稚朴者顺手牵走，爻辞称之为 “不应受到的灾难”（“无

妄之灾”）。这里再次我们看到创作者摆脱了世俗的财产道德观，

“行人的所得是居民的所失”（“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参见

卫－贝译本，第１０２页。
参见卫－贝译本，第５１０页。
传统的定论是，武王受朝廷之命去伐纣，贞兆不吉。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问龟的卜辞反对出征，但命蓍的筮辞却显

示吉兆。见卫－贝译本，第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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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了 （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ｓｈｏｕｓ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ｆｏｒｓａｋｅｎ）”①。
“时”的现实影响，特别在某些———不是所有———

不利的处境中，被视为是重大的。如第２９卦 《坎》（深

渊），第３８卦 《睽》（对立），第３９卦 《蹇》（阻碍）。

人与 “时”的关系，从而可如是理解，是一项使命

或一种宿命。在一些情境中，人对于 “时”可以抱有正

确或错误的态度，而在另一些情境中，人不得不把

“时”当作命运来承受。而与 “时”的最佳关系，是一

种自然而然的谐和。在人与 “时”谐和的情境中，箴言

所指导的行为是常规的，至少易于践履。我们已提到过

人处于时势之中或拥有适当时机 （似乎时间就是他的所

有物）的例子。在那些例子中，成功源于 “时”自身，

或者说，对任何事情想要 “与时行也”、 “与时偕行”、

“欲及时”都是不难的。这些情境中最典型的例子，在

《文言·坤》中： “坤道是多么奉献呵！以自身容纳天，

并仍以其时序进行。”（“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②

相类的例子也出现在第４１卦 《损》 （减少）和第４２
卦 《益》（增加）的情境中。《彖传》曰：“在增加与减少

中，在渐满与渐空中，应当与时偕行。”（“损益盈虚，与

时偕行”。）“益之道，到处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

时偕行。”）③ 第１４卦 《大有》 （最大量度的所有）的事

例中则需要一点人的主动性。这也是一个受时间庇佑的情

境，但惟有通过人的态度，才能充分受益。对此 《彖传》

曰：“其品性……与天对应，与时同行；这就是 ‘最高的

成功’。”（“其德……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④

即使在没有希望的情境中，受到时间因素和正确的

适时态度的影响，也可能会吉，甚至大吉。例如在第６２
卦 《小过》 （小者的强势）中就有如此情形。这是由微

小之物 （臼与杵）⑤ 引发的过渡情境。卦辞如是说：“飞

鸟带来消息：不宜努力向上，宜保持在下。大吉。”

（“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传》曰：

“以持守在过渡中更进一步：这意味着与时同行。”（“过

以利贞，与时行也。”）⑥

即使表面看来更凶的情境，在时间因素的帮助下，

也可以化凶为吉。例如第３３卦 《?》（隐退）的卦辞就

允诺了吉，尽管有与之相反的情境⑦。《彖传》曰：“刚，

在合适的位置并有应和。这意味着与时偕行。”（“刚当

位而应，与时行也。”）⑧

然而，要一直做到与时偕行需要更卓绝的努力。第

１卦 《乾》（创生），两次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境：全部能

量都发挥尽致，才可保持或引发与时偕行。九三爻，创

举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ｍａｎ）的第一次行动，爻辞曰： “君子整
日创造性地作为，夜晚仍心怀戒惕。危险。无咎。”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文言》对此

说：“他整日创造性地作为，是为了与时偕行。”（“‘终

日乾乾’，与时偕行。”）那些夜晚的忧惧戒惕表现出了

一种责任感，以及一种省悟———在一切这样的情境中，

即便是创造天才也得与时偕行⑨。

同一卦接下来的九四爻说：“起起伏伏地，飞行于深

渊之上。无咎。”（“或跃在渊。无咎。”）在此时间因素仍

极为重要，需要艰难奋力以与时偕行。确切地说，这里要

求的是不同类型的努力。九三爻要求的是外部行为，而九

四爻则是对自身的要求。关于九四爻，《文言》曰：“君

子修养其品性、劳作其事业，是为了跟上时间。”（“君子

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两条爻辞中，与时偕行的诉求以

不同方式表达。第一个事例中，行动要与当下的时境协

同；而第二个事例中，人需要多重努力才能抓住时机瑏瑠。

最后要指出的是， 《系辞》阐述的另一个强烈戏剧

性的有关及时行动的例子。第４０卦 《解》 （解救），上

六爻曰： “王子射高墙上的鹰。他射杀了它。一切顺

利。”（“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对于

这个终极无上的解救行为的原型，《系辞》曰：“君子怀

藏器具于自身。他等候他的时间再行动。”（“君子藏器

于身，待时而动。”）瑏瑡 这里君子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解救才能成功。太早或太迟都会使箭偏离目标 （解救人，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译注：在卫氏父子看来，这四卦皆有 “离开原地 （原

来境况）”之意味：《随》，“强者让自己服从弱者”；《?》，“走

为上计是避免耗尽精力的正道”；《篹》，“统治者远离庶民，以

颁布命诰发动他们”； 《旅》， “漂泊者居无定所，以路为家”。

见卫－贝译本，第４７１、１２９、１７２、２１７页。此处 “父家被遗弃

了”，出自 《旧约·创世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

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作者以亚伯兰出走

哈兰一事类比这四卦 “离开原地”的意味，也以上帝与亚伯兰

立约一事譬喻这四卦中时间的决定力量——— “时间就像律则一

样具有规约意义。”

卫－贝译本，第３９２页。
这里 “时”字更多保持了其季节的涵义。但可看看其前

面的段落：“两个小碗 ［用于供给］与时间相符 ［文学修辞，即

‘在恰当时间’］。”（“二簋应有时。”）以及：“有减少刚的时间，

有增加柔的时间。”（“损刚益柔有时。”）见卫－贝译本，第５９０、
５９７页。

卫－贝译本，第４５７页。
译注：此处据 《下系》：“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

诸小过。”卫礼贤说：“震 （运动、木头）在上，艮 （静止、石

头）在下。‘过’字也有过渡的意思。臼是磨的原初形式，象征

着从食用整粒谷物到烘焙熟食的过渡”。见卫 －贝译本，第
３３３—３３４页。

卫－贝译本，第７０５页。
译注：卫礼贤认为，“阴的力量渐长。阳退隐于安全境

地，那么阴就无法侵害阳。这退隐是一种不属于人之意志而属于

自然之律则的事务。因而在这里，走为上计是避免耗尽精力的正

道”，并认为这种观念与 《马太福音》中的耶酥思想 “只是我告

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相似。见卫－贝译本，第１２９页。
卫－贝译本，第５５１页。
参见卫－贝译本，第３８０—３８１页。
参见卫－贝译本，第３８１页。
卫－贝译本，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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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谋杀鹰）。在紧张的情境中，必须等待合适时机的

出现，这可能比 《乾》 （创生）的情境中所要求的积极

抓住时机更为困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与时间的谐和都能够实

现、引发。《易经》也包含了一些因为命运或人自身的

缺陷，而不可能或无法实现的情境。比如第４８卦 《井》

（水井）初六爻的悲剧：“无法饮食井中的泥。没有动物

到这老井里。”（“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传》说：

“时间摈弃了它。”（“时舍也。”）情境不言而喻，陡然间

井的功能———供给生命所需之水———不再有，人如何努

力也无济于事①。

另一情境也许更具悲剧性，即还是第１卦 《乾》，九

二爻，创生 （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第一次出现，但却不能升上
大地，既没实现、也没应和，只得依旧罢了。 《文言》

重申：“时间摈弃了他。”（“时舍也。”）② 这里时间不是

流失于衰竭的老人，而是流失于有为的青年。他不得不

屈服，也没机会出人头地。与 《井》初六爻一样，这种

情境也不是因为他自身的过失，而是命运的结果③。

还有一种情况， 《象传》把与时不谐归因于人为的

过失，即 “失时”。第６０卦 《节》 （节制）就有这种基

本情境。既然说节制是不造成痛苦的，那么它意味着可

以相对容易地克服不适、或者至少没什么大害地承受不

适④。只有两条有关节制———也可以说是约束———的爻

辞是真的不幸：上六爻的约束超出必要，以至痛苦；九

二爻则说：“不走出大门和过庭招致凶险。” （“不出门

庭，凶。”）对此 《象传》说：“这样的错失 ［良］时真

是极致了！”（“失时，极也！”）⑤

事实上，大门敞开于九二爻，爻本身刚健而欲动。

这里倘若仍然恪守节制而不出门，就似乎没有领会

“时”了。《象传》那戏谑性的不满不必看得太严重，一

目了然，爻象的意思无非是，若能果断行动、从容地穿

过大门，我们就不会走进深渊⑥。对于那些甘受节制之

苦以免陷入深渊旋涡的人，这里 《象传》的责备似乎过

于偏隘。仅从爻位的立场来说， 《象传》没错，但是这

使对 “时”的理解过于个别⑦，因为许多禁不住门外诱

惑的人已经从其惨痛中得到过教训。

我们已经提到了许多例子， “时”作为整体或是其

中一个环节，对于卦的情境是具有基础性或结构性的。

在所有这些情境中， “时”是多种元素之一，但是六十

四卦中有一卦，根据 《杂卦传》，是完全基于 “时”

的⑧，这就是第２６卦，《大畜》（大者的驯服力）。
这个卦象的原型情境来自驯养家畜，如牛、猪等在

泥浆中嬉闹的群居牲畜、驯良牲畜。对于那些危及性命

和身体的野生动物，驯化它们颇为有益，而且是构建物

质文明不可或缺的助力。牛用于犁耕和负载，猪施肥于

田并成为盘中餐。

动物野性未失的隐患，为下三个阳爻的卦象清楚地

表达。这种忧患意识强烈得以致发起 “兵戈防卫”。然

而，尽管拥有全部的阳性力量，三个阳爻所象征的也并

非总是要去消弭危险与驯服野兽。他们发现置身事外更

为有利，甚至安于无助的状态 （轮轴脱离了车子），或

者更倾向于逃避。六四和六五这两个阴爻则完成了驯化

的任务，并以多种方法做到。控制牛的野性相对不难，

最好是在野性萌发之前就采取措施，如把牿板绑缚在小

牛头上，不让牛角生长到危险境地。对于野猪，则必需

一种更强的干预———阉割，使其丧失凶性 （也就是说，

改变了它的本性）。两种治术的全面成功，完全在于因

时。这就为上九爻的通天之路⑨造就了可能，当再次

“道大行也”之时：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瑏瑠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卫－贝译本，第６３２页。
家父译为 “因为他尚未被需要”是一个委婉的措辞。

参见卫－贝译本，第３８０页。
参见 《尸子》（第１７４章）：“野鸭为凫。家鸭为鹜，不

能飞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

《彖·节》中的一句说：“节制，应用于 ［政治］制度

的创建，使财产不受侵犯、人民不受伤害。”（“节以制度，不伤

财，不害民。”）卫－贝译本，第６９５页。
参见卫－贝译本，第６９６页。
译注：这里作者不按原文说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凶）而说ａｂｙｓｓ

（深渊，亦有凶险之意），是因 ａｂｙｓｓ（深渊）与 Ａｂｙｓｍａｌ（坎）
是同根词，此是以双关修辞来暗指坎——— 《节》的上卦，因

《节》下卦九二与其上卦九五相应。

很明显的是此卦的卦象中两个经卦的矛盾：九二爻作

为震 （激发或行动）的变爻，与艮 （保持静止）的意味相对立。

译注：此处作者使用 “互卦”体例解说，《节》之互，自二

爻到四爻为震，自三爻到五爻为艮。震动、艮止，故作者有

“两个经卦的矛盾”之说。

译注：作者此说据 《杂卦》 “大畜，时也”。此句下文

为 “无妄，灾也”，按 《杂卦》两两对耦、上下叶韵的行文体

例，此 “时”字当训为 “待”。如 《论语·阳货》“孔子时其亡

也，而往拜之”，即同此例。不过，作者此处的理解不影响后文

对于 《大畜》六个爻象的分析，因 “等待、俟待”本身就已蕴

涵了时间意味。

这里的路 （ｗａｙ）不是道 （ｔａｏ），而是自然发展的途径
（ｐａｔｈ）。

译注：作者巧妙地用 “道大行也”意指爻动，则 《大

畜》变成六十四卦中合序的 《泰》，《泰》上卦为坤，因此最后

作者以 《文言·坤》中的一句来结束全文，重申了前文 （第２
部分第１９段末句）所论的人与 “时”的关系———坤道接纳天而

与时偕行，是人与时间谐和的典型情境。如是，作者以 “旁通”

体例巧妙揭示了 《大畜》上九所谓 “通天之路 （天之衢）”的

意蕴。另外，此处作者还使用了双关修辞。“顺”字，在汉语中

既有 “顺从”也有 “顺利”之意。对于 “坤道其顺乎”一句，

前文引用时，作者采用卫 －贝译本的译文 “坤道是多么奉献

呵”，取 “顺从 （奉献，ｄｅｖｏｔｅ）”之意，但此处译为 “坤道是

多么成功呵”，另取 “顺利 （成功，ｓｕｃｃｅｓ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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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诗、礼中的琴乐试探

戴方晨

【摘要】回顾儒家文献中的古代乐仪，?祭宗庙之乐常以琴瑟合奏，以其 “声之轻清者”，合咏歌之声。由这一历史场

景，结合周秦制度与礼俗，在举行祭祀时演奏古琴，最初并非单纯被看作艺术审美的对象，而是人们缅怀先人、与祖

先神灵进行沟通的媒介，所奏乐曲有着娱神的功能。中古以降，伴随着古代祭祀活动中一系列仪式化过程，虽然 “礼

治”与 “乐教”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或理想，其现实影响已十分有限，但从礼、乐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所提倡的

礼乐观念却成为人们理解、评价艺术审美活动的基本立场。体现在琴学领域，由祭祀之乐到教化之乐，从人们赋予琴

乐的文化内涵，探讨古琴的音乐美学与发展历程，其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演绎着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人们对

生命意义的理解。

【关键词】礼乐文明；琴乐；诗；礼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９３－０５

　　古琴的起源，早见于上古时期的神话记载。
在礼乐文明语境下，儒家所存经典文献有关先秦

社会的叙述中涉及琴乐的内容屡见不鲜。然而，

在这一历史时期，琴乐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

色，及其与民众精神世界的复杂联系，因文献与

实物证据的种种局限，尚难形成具体意见。本文

拟从以上两种问题着眼：一方面关注特定的历史

场景，例如宗庙祭祀，结合制度与礼俗，探讨琴

乐的社会功能和角色。特别会留意其在祭祀活动

中的使用情况、及其宗法等级制度中所具有的象

征意义等，并期望据此线索，对礼乐文明形成一

种形象认识。另一方面，在既有研讨的基础之

上，综合各类文字材料，重点考察特定时代背景

下人们对于上述主题的理解与阐释。

一、“琴瑟以咏”：

略论先秦乐仪中的古琴

　　探讨古代礼典的实行，沈文倬曾指出：“音
乐演奏以 ‘诗’为乐章。诗、乐结合便成为各种

礼典的组成部份。邵懿辰说：‘乐本无经也，乐

之原在 《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 《礼》十

七篇之中。’（《礼经通论》）论证乐无书本，邵

说确不可易。但从礼、诗、乐三者的相互关系上

看，举行礼典需要诗、乐组成的音乐配合。”①举

行礼典时既是由多件乐器合奏，又包涵了歌舞内

容，因此，对于演奏形式、规模都有着完整而谨

严的规定②。检视礼书，《礼仪》所记迎送宾客、

燕饮、祭祀、射礼等均有奏乐， 《礼记·乐论》

详细论述了乐与礼的关系，《周礼·春官·宗伯》

所述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

瞽蒙、磬师、钟师、笙师、
!

师、豅师、旄人、

龠章、顆氏、典庸器、司干则是有关乐舞制度

的内容。

回顾古代礼典中音乐演奏的过程，升歌是所

有乐仪的基本环节，歌咏内容是 《诗》的

《雅》、 《颂》。 《仪礼》中 《乡饮酒礼》、 《燕

礼》、《乡射礼》、《大射礼》均有乐工歌诗的记

载，所述伴奏乐器却只有瑟，并不包括琴。对

此，参照 《尚书》、 《礼记》的内容，学者们有

着不同理解。《尚书·虞书·益稷》述舜命夔典

乐之事：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

３９

 作者简介：戴方晨，湖南娄底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①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 〈仪礼〉书本的撰作》，氏著：《??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４页。
②　王国维：《释乐次》，氏著：《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４—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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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考来格。”① 针对乡饮酒、燕礼升歌所行之乐，

清代学者盛世佐谓：

此篇所记与 《虞书》异者三：堂上有瑟无

琴，一也；磬以石为之，又在堂下，二也；堂下

之乐无管鼗诸器，而以笙为主，三也。之三者，

或因虞周异制，或因天子宗庙与大夫士相饮隆杀

不同。至其上下迭奏之法，则古今一辙，家国同

揆也。②

黄以周则从古代乐制着眼，申论郑注：“郑

意以虞书所言，即周大司乐乐九变之礼，是降神

之乐也……周之升歌，亦当有琴。燕、射诸礼，

堂上有瑟无琴，盖诸侯待大夫，礼杀而下就

也。”③

这里，盛、黄二人提出由于奏乐场合的差

异，以致 《仪礼》所记与 《虞书》不同，故

“堂上有瑟无琴”，是值得留意的。论及燕、射诸

礼之性质，胡培踂 《仪礼正义》引郑玄 《三礼

目录》：

乡饮酒礼第四。郑目录云：“诸侯之乡大夫，

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

之饮酒。于五礼属嘉礼。”

乡射礼第五。郑目录云：“州长春秋以礼会

民，而射于州序之礼。谓之乡者，州乡之属。乡

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礼。射礼于五礼属嘉礼。”

燕礼第六。郑目录云：“诸侯无事，若卿大

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礼。燕礼于五

礼属嘉礼。”

大射仪第七。郑目录云：“名曰大射者，诸

侯将有祭祀之事，与其群臣射，以观其礼。数中

者得与于祭，不数中者不得与于祭。大射仪于五

礼属嘉礼。”④

“嘉礼”，属吉、凶、军、宾、嘉五礼之一，

清人秦蕙田著 《五礼通考》，书其凡例： “五礼

之名肇自 《虞书》，五礼之目著于 《周官》。《大

宗伯》曰： ‘吉、凶、军、宾、嘉。’小宗伯掌

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⑤ 检 《周礼·大宗伯》：

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

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

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盇?之礼亲兄弟之

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⑥

由这段记载可以明确，嘉礼主要包括饮宴、

婚冠、节庆活动方面的礼节仪式，目的在于和合

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民众情

感，即如今日于社会公众假日和重要节日举行的

大型庆典活动。

《虞书》所述祭祀仪式中合奏的音乐，于五

礼则属吉礼。《周礼·大宗伯》谓：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祀祀昊天上

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賧燎祀司中、司命、

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

沈祭山林川泽，以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衳享

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筤夏享

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冬享先王。⑥

吉礼即是对古代大型祭祀活动中所行礼典的

统称，需要祭祀的对象有天神、地祗、人鬼之

分，这与燕饮、纳宾一类庆典礼仪存在本质区

别。具体到舜举行的祭典，疏引马融说认为 “此

是舜除瞽叟之丧，祭宗庙之乐”⑦，孙星衍 《尚

书今古文注疏》以 《仪礼经传通解》所引 《尚

书大传》注此句则以此谓 “升歌清庙之乐”，并

云 “
"

庙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泽也”⑧，则

论者均以 《虞书》所述为?祭宗庙之乐。

?祭之礼，自古是礼学家聚讼不已的问题，

但所争论者，惟祭典内容与规模，于祭祀对象，

即?祭宗庙这个基本原则，学者们是没有异议

的。至于?祭用乐的具体情形，《春秋·襄公十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４４
页。

［清］盛世佐：《仪礼集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１１０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３页。
［清］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６５—１７６６页。
［清］胡培踂：《仪礼正义》，《四部备要》第９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７、１０５、１５５、１８３页。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第１３５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６２页。
⑥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６０—７６１页，第７５７—７５８
页。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４页。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

疏》，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先秦诗、礼中的琴乐试探

年》杜预注 “鲁有?乐”，以为 “四代之乐”①。

《礼记·明堂位》篇载： “拊搏、玉磬、揩击、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②

郑玄注 《周礼》释 “大合乐”一节，以 《虞书》

所述即 “乐九变”之礼，属 “?大祭”。检 《周

礼·大司乐》章，云：

凡乐，圆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征，姑

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

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奏之，若乐六

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

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灵鼓灵

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

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

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

大蔟为征，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

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 之舞，于宗庙之中奏

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郑注：“此三者，皆?大祭也。天神则主北

辰，地癨则主昆仑，人鬼则主后稷，先奏是乐以

致其神，礼之以玉而衳焉，乃后合乐而祭之。”③

则?祭宗庙之乐常以琴瑟合奏，以其 “声之轻清

者”，合咏歌之声。

二、“乐以迎来”：

从诗、礼看古琴的音乐美学

　　饶宗颐探讨古琴的起源，曾论及古琴与雅、
颂的关系： “大概雅琴、颂琴都是配合 《诗经》

《雅》、《颂》而制的。古人读 《诗经》不是当作

文学来欣赏，而是兼作厚人伦美教化之用，所以

雅琴是与儒家有密切关系。”④ 因此，从所歌之

诗，结合礼俗，探讨人们赋予琴乐的文化内涵，

或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琴的音乐美学与发

展历程。

前文所述?祭宗庙之乐，《礼记》、《尚书》

屡言 “升歌 《清庙》”， 《清庙》即为 《周颂》

首篇。按 《诗序》郑笺：

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

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

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

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⑤

《正义》申论郑旨，云：

贾逵 《左传》注云： “肃然清静，谓之清

庙。”郑不然者，以 《书》传说 《清庙》之义

云：“于穆清庙，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

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说清

庙而言功德，则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静之义也。

庙者，人所不居，虽非文王，孰不清静，何独文

王之庙显清静之名？以此，故不从贾氏之说

也。⑥

“清明之德”，是文王据有的美德。“天德清

明，文王象焉”，即是赞颂，更为表达对文王这

位 “有清明之德者”的怀念。所以，郑玄将

“庙”训为 “貌”：“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

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

《书传》说： “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在

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如果从

祭礼角度做进一步探讨，这种怀念除了追思之

情，同时也反映了先秦祭祀传统中有关古人祖灵

信仰的内容。

古人相信人死为鬼，肉体腐朽，死者 “神

明”则仍然能够感知世间的一切。 《论语·八

侑》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⑦ 柳存仁探讨

中国祭祀祖先的传统，指出： “我们平常解释

《论语》的 ‘祭如在’，好像说祭要看你的诚心，

正如朱熹 《论语集注》里面引的范祖禹说 ‘有

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一样。其实，

从宗教的观点看来，《论语》说的 ‘祭如在’这

句话，实在是强调这个 ‘在’字的客观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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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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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有?乐，宾祭用之。”杜注谓：“?，三年大祭，则

作四代之乐。别祭群公，则用诸侯乐。”［周］左丘明撰，［晋］

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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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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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册，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５５４页。
⑥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８３页，第
５８３页。

［三国］何晏集解，［宋］邢籨疏：《论语注疏》，［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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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用意很质直，并没有要信那看不见的哲学意

义。”① 《礼记·祭义》述 “文王之祭”，也对此

进行过生动形象的描述：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

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

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 《诗》云： “明

发不寐，有怀二人。”文王之诗也。祭之明日，

明发不寐，飨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

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②

这类对于灵魂的朴素信仰，反映在祭祀活动

中，是与此有关的各种仪式。联系前述 《虞书·

益稷》所言 “琴瑟以咏，祖考来格”，祭祀之乐

即被视为致神之乐。 《祭义》篇首述 “春?秋

尝”之意，又谓 “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有

乐而尝无乐”③。一方面是生者自身的情感体验

与精神活动，另一方面则是由血缘、宗法观念维

系着的祭祀仪式，藉助文学、音乐等艺术表现形

式，死者的精神与生者的追思得以具体化、形象

化。因此，在宗庙祭祀场合演奏古琴，最初并非

单纯被看作艺术审美的对象，而是作为引导人们

缅怀先人、与祖先神灵进行沟通的媒介。从祭祀

仪式本身来看，所奏乐曲则有着娱神的功能，其

听众即是在场的举祭者，奏乐目的则是为了致

神。

大致回顾文献中人们对于琴乐与琴道的探

讨，可以看到，从最初的致神之乐，古琴与祭祀

活动两者间存在的这种紧密联系，在形式与内容

两方面，均对琴乐在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礼记·乐记》谓 “丝声哀”④，《荀子·乐

论》述 “声乐之象”云：“鼓大丽，钟统实，磬

廉制，竽笙箫和，?龠发猛，埙篪翁博，瑟易

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⑤ 《诗·女

曰鸡鸣》云：“琴瑟在御，莫不静好。”⑥ 音色舒

缓、清丽，通过营造出安祥寂静的氛围，琴乐着

力于表现一种空灵意境，如同人们常说的 “弦外

之音”，使听者凝神静思，仿佛进入宗教家的冥

想状态；而从琴曲主题和内容本身来看，它往往

又追求极具形象化、栩栩如生的艺术感染力，试

图带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即如传统修辞手法

中的 “移情”。从至今流传的对于古代乐师演奏

情形的描述，虽然文学加工痕迹已经很明显，我

们还是能从中感受到琴曲具有的这种不大同于西

洋音乐的特点。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人们耳熟

能详，钟子期能听出琴曲志在高山、流水。又有

伯牙学琴，创作 《水仙操》琴曲的经过：

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云：

“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

俱往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

之。”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延望无人，但

闻海水洞涌，山林杳冥，怆然叹曰：“先生移我

情矣！”乃援琴而歌，因作水仙之操。曲终，成

连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矣。⑦

师旷奏 《清角》，几近亡国之音的故事看起

来更像是神话：

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

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

蛟龙，毕方并
#

，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

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

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

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

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

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

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

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

年。平公之身遂癃病。⑧

三、余论：礼乐文化中的琴

以上我们探讨了先秦礼乐文明语境下古琴所

具有的人文内涵。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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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有仁： 《道教史探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３６页。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见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９３页。
④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见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９２页，第１５４１页。
［清］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

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３８３页。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

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３４０页。
［宋］李窻等： 《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年，第２６０８页。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６５页。



先秦诗、礼中的琴乐试探

和载体，伴随着古代祭祀活动中一系列仪式化过

程，琴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逐渐被人们赋予更多

的象征意义。琴与诗、礼的结合，或者可以看作

是儒家对这种象征意义进一步的阐释，如 《礼

记》所言：

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

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

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曲礼上》）

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悬；士

无故，不彻琴瑟。（《曲礼下》）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

歌。（《檀弓上》）

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

而后食之。（《檀弓上》）

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不和，弹之

而不成声。作而曰： “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

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

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 “先王制礼，不敢不

至焉。”（《檀弓上》）①

从 《曲礼》的两段论述可以看到琴与古代士

人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同时说明弹琴

这种行为已经被纳入礼节仪轨，以表彰忠、孝、

节、悌这一类儒家道德诉求。《檀弓》所记孔子

等人执丧事迹，抚琴的目的是散哀，在礼的层面

看，这种行为具有了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

声”的伦理意义。

另一方面，“礼治”与 “乐教”作为一种政

治主张或理想，诚如唐、宋学者所言，自 “礼崩

乐坏”的时代，其对社会与政治事务能够造成的

现实影响已十分有限。但是从礼、乐自身的发展

历程来看，儒家所提倡的礼乐观念却影响或者可

以说是主导了两者在后来的历史演变，成为人们

理解、评价艺术审美活动的基本立场。体现在琴

学领域，除了琴道的提出与阐释，更重要的方面

同样表现在人们对于琴曲风格与演奏方式的种种

要求：

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

闻，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

给事中。帝每騭，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

不悦，悔于荐举，伺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

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

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

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

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

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

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

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

使反服，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 （《后汉书》

卷２６《宋弘传》）②

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古来名士多所

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

阙。大同以末，斯风顿尽。然而此乐??，雅致

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

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

取残杯冷炙之辱。（《颜氏家训·杂艺篇》）③

由诗、礼中的琴乐，我们看到，从祭祀之乐

到教化之乐，古琴以其悠久的历史底蕴与深厚的

人文内涵逐渐成为古代士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

容，与当时社会的普遍信仰、道德准则，乃至价

值判断均形成一种紧密联系。伴随着以上一系列

过程，人们对古琴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这反过来

又促进了琴曲创作与琴乐演奏的理论与实践，使

其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演绎着古人丰富的精

神世界及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７９

①

②

③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２４３—１２４４、１２５９、１２７８、１２８３、
１２８５页。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后汉书》，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９０４页。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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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儒简 《成之闻之》作者考

崔海鹰

【摘要】《成之闻之》是郭店儒简中的重要一篇。该篇的作者问题，关系到文本的时空定位和主体定位，以及对该篇乃

至整部郭店儒简思想内涵的探讨。在战国儒学传播背景下，系统考察郭店儒简与 《子思子》的关系、《子思子》成书

过程，以及子思为人与 《成之闻之》文本特征之关系，可知子思与该篇作者颇为密合。本文进而对该篇简制问题及

“闻之曰”问题加以探讨，从而据多个角度推定 《成之闻之》作者应为子思。

【关键词】郭店儒简；成之闻之；子思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９８－０６

　　 《成之闻之》是郭店儒简中的重要一篇，其

文献、思想价值颇为学界关注。关于其具体作者

问题，牵涉到该篇的时空定位与主体定位，尚存

争议，亟需进一步探讨。

就该篇学派归属而言，学界先后有战国儒

家、道家等观点。随着研究深入，道家说渐为学

界扬弃，目前学者间倾向于认为该篇为战国中期

偏前的儒家论著。

关于本篇作者，学界大致有如下几种看法。

第一， 《成之闻之》属于 《子思子》，或与

之有关。李学勤指出，郭店儒简中的 “一部分是

《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一系的作品”①，又

称 “《缁衣》等六篇 （引者按：含 《成之闻之》）

应归于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 《子思子》”②。

庞朴认为，郭店儒简属于 “同一思孟体系”，一

些篇章很可能便曾厕身 “《子思子》二十三篇”

和 “《中庸》之书四十九篇”③。

第二，《成之闻之》或其一部分为子思所作。

姜广辉分 《成之闻之》为 《求己》、 《天常》二

篇。由于 “《求己》篇主旨为 ‘求己’，而这也

是子思思想的主旨”，因而推定其为子思所作ｘ④

④詹群慧受周凤五对郭店竹简形式特征研究的启
发⑤，提出 《缁衣》、 《五行》、 《性自命出》、

《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相对其他儒简

更加重要，当为子思著述⑥。

第三，《成之闻之》作者当为子思后学、孟

子之前辈。郭沂认为：“纵观全篇之思想，乃上

承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反身而诚’等说，下开孟子 ‘自反’、

‘反求诸己’、‘求其放心’之学，其作者当为子

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⑦

实际上，上述三种看法并非全然对立，诸家

皆肯定 《成之闻之》为子思一系之作品。按先秦

子书往往为一家一系之结集，一般难指其作者，

不过就论述体之单篇而言，作者仍当为具体一

人。今将 《成之闻之》置于早期儒学背景之中，

细绎简文并综合多种学术信息，其作者身份仍有

不少踪迹可寻。

８９

 作者简介：崔海鹰，山东平度人，（曲阜２７３１６５）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 〈子思子〉》，氏著：《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１１页。
②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氏著：《重写学术史》，第１０４—１０７页。
③　庞朴：《思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定位》，氏著：《文化一隅》，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２５页。
④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 〈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哲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７期，第５６－６１页。
⑤　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

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３－６３页。
⑥　詹群慧：《郭店楚简中子思著述考》（上），简帛研究：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ａｎｂｏｏｒｇ／Ｗｓｓｆ／２００３／ｚｈａｎｑｕｎｈｕｉ０２—１ｈｔｍ，２００３年５月

１９日。
⑦　郭沂：《郭店楚简 〈天降大常〉〈成之闻之〉篇疏证》，《孔子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第６１－６８页。



郭店儒简 《成之闻之》作者考

一、郭店儒简与 《子思子》

从学术传流角度讲，郭店儒简在南方楚地的

出土是战国时期儒学传播背景的反映。其墓主身

份虽有争议，但必为学养深厚、思想成熟之学

者，他对儒简的择取，实际反映其对早期儒学源

流的认识和评判。郭店儒简既多为子思一系之遗

物，则首先应对子思学说之形成做一溯源式的考

察。

（一）子思学说之渊源

子思为孔子嫡孙，其降生之时，伯鱼已殁，

孔子也已 “自卫反鲁”，赋闲家中。子思少年侍

侧，尝受学于孔子。据 《孔丛子·记问》：

（子思）请曰： “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

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亟闻夫子之教：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每思

之，所以大恐而不解 （懈）也。”夫子忻然笑

曰： “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

乎！”①

可见子思自幼以继承孔子志业为己任，深得

孔子喜爱。

《孔丛子》是汉魏孔氏家学的重要文献，赖

其保存不少关于子思的材料。如 《记问》篇又载

三段 “子思问于夫子”的对话：

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

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 “非不欲

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

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亟闻夫子之诏，正俗化

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

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

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

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

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

乱成矣。”

子思问于夫子曰： “物有形类，事有真伪，

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

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移，周其所察，圣人难

诸？”②

这些 “子思问”“子曰”的资料，应属子思

问学的实录，为其亲记。可以推想，此类材料当

时必然极多，其价值在以祖孙问答的形式保存了

孔子晚年的大量思想资料，同时亦必为子思学说

之重要来源。

（二）《子思子》之构成

《子思子》早佚，后世常提及的为沈约所称

《子思子》四篇：“《中庸》、《表记》、《防记》、

《缁衣》，皆取 《子思子》。”③ 沈约为当时著名

学者，渊博而富于藏书，熟于典籍源流。梁武帝

亦淹贯群书，其无异议，证明沈约所言确有所

本。而郭店 《缁衣》与 《礼记·缁衣》除少量

编次、字句异同外大致对应，证明 “《缁衣》确

实出于 《子思子》，与子思及其学派确实有很深

的关系”④。

杨朝明指出： “翻读 《礼记》，很容易发现

这四篇与其他各篇的不同，即它们都是单纯以

‘子言之’、‘子云’、‘子曰’记录孔子的言语，

而且不仅在 《礼记》中，就是在所有记述孔子遗

说的历史记载中，这四篇的这一特征都是十分突

出的。”⑤ 这四篇中的 “子言之”、“子云”、“子

曰”，当同于 《孔丛子·记问》篇中的 “子曰”，

均为子思辑录孔子言论之体现。

此四篇以 《中庸》最具代表性，影响亦最

大。《史记·孔子世家》称 “子思作 《中庸》”。

《孔丛子·居卫》亦载： “子思……撰 《中庸》

之书四十九篇。”⑥ “翟灏谓此四十九篇即 《子思

子》。谓之 《中庸》者，盖以首篇之名为全书之

名。”⑦ 其说是。其或题 《子思》（《汉书·艺文

志》），或题 《子思子》（《隋书·经籍志》），这

些不同称谓 “是该书传流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

９９

①

③

④

⑤

⑦

②⑥　傅亚庶： 《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９５页，第９５—９６页，第１３３页。

《隋书·音乐志》，［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２８８页。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 《孔子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３期，第６９—８３页。
杨朝明：《上博竹书 〈从政〉篇与 〈子思子〉》，氏著：

《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７—３２７页。
蒋伯潜：《诸子通考》，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６０—２６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象，不论哪一种的子思著作，实际都是为了汇集

子思及其学派的材料”①。

子思之书多记孔子言说的特征，曾引起当时

之人的关注甚至疑虑。《孔丛子·公仪》记鲁穆

公质疑子思：“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

子之辞。”子思答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

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

意。”② “亲闻之”与 “闻之于人”，虽途径略

异，而皆源自孔子，且 “不失其意”，因而亦为

孔子思想之资料。子思将其笔之于书，自然成为

《子思子》一书的最初来源。此类文献以沈约所

谓 《子思子》四篇为代表，也应包括新出上博竹

书 《从政》篇等③。

此外，作为一位成熟的思想家，子思应有自

己的独立论著，《子思子》书中亦当有更能体现

其独立思想架构的内容。据学者研究，今本 《中

庸》中部分非以 “子曰”起首的内容④、郭店儒

简 《五行》暨马王堆帛书 《五行》经部等⑤，应

是其中的代表。

上述两类著作皆应看作子思著述。此外，按

先秦子书通例，《子思子》书中还应包含若干属

于子思弟子、后学的内容。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２０８和晁公武 《郡斋读书记》卷２皆征引 《子

思子》中孟轲向子思请教 “牧民之道何先”一

段文字：

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

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也，亦仁义而已，何

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

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

利大矣。”

郭沂指出，此当属子思书中门人所记子思言

论一类。这些著述当以记述子思言行和阐释、发

挥子思学说为主，是子思之书的辅成部分⑥。

如此，这三类著述据不同来源而分立，呈现

不同层次；又因其一贯脉络而密切相联，相辅相

依，从而共同构成子思一系的思想学说体系。由

此可说，《子思子》成书过程实即子思学说发展

之进程；自然，这一进程必伴有子思学说在空间

地域上的传播，其最终结果之一，便是郭店简

《子思子》在南方楚地的问世。

二、子思其人与 《成之闻之》文本

《成之闻之》应属 《子思子》之佚篇，然其

与子思之具体关系，尚需进一步考论。

《成之闻之》具有明显的针对君主立言之特

征。简文中，“君子”、“君”、“上”、“君上”、

“用民者”等词频繁出现，作为立言对象而存在。

其中，“君”、“上”、“君上”、“用民者”属较

明确的君主称谓，如：

是故威服刑罚之屡行也， 【简５】由上之弗
身也…… 【简６】

君衮冕而立于阼，一宫之人不胜 【简７】其
敬…… 【简８】

闻之曰： “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亟。”

…… 【简１】
“君子”一词在简文中侧重于道德意义，但

亦有几处明指君主，如：

君子之于教也，其导民也不浸，则其淳也弗

深矣…… 【简４】
……战与刑人，君子之堕德也…… 【简６】
“‘君子’，本义为 ‘君之子’，乃是阶级中

贵族一部分的通称。”⑦ 宗法社会中，君之子亦

可为君，故君主亦可以君子称之。简文中，作者

力主君主修己安民，更合理有效地引导、治理民

众，故称以 “君子”，显有敦勉、期待之意。

由此可见，作者系以君主之师自居，而非其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朝明：《上博竹书 〈从政〉篇与 〈子思子〉》。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第１６４页。
杨朝明指出，《从政》篇重新编联后，其每一段都应以

“闻之曰”开始。“闻之曰”与 “子曰”相同，后面所引述的应

该是孔子的话。用 “闻之曰”而不用 “子曰”，更能说明 《从

政》篇原属于子思著作。见氏著： 《上博竹书 〈从政〉篇与

〈子思子〉》。

参见杨朝明：《〈中庸〉成书问题新探》，收入 《儒家

文献研究》，第２６２－２８２页。
参见陈来：《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

兼论郭店楚简 〈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孔子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１期，第２２－２９页。

郭沂：《子思书再检讨———兼论 〈大学〉作于子思》，

《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２７－３３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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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思之先，有子夏曾为魏文侯师，而绝无此

意气之盛；子思之后，有孟子睥睨王侯，其人盛

推子思。按 《汉书·艺文志》“《子思》二十三

篇”，颜师古注云： “名?，孔子孙，为鲁穆公

师。”① 子思这一身份，与简文颇为相合。

战国初年，孔子、儒家声望卓著。作为孔子

嫡孙，子思及其学说亦备受世人重视，其突出表

现之一即是成为鲁穆公之师。据 《孟子·万章

下》记载，二人师弟关系之定位，经历了颇曲折

的磨合过程：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

悦……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

之犬马畜?。”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

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

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

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缪公即穆公。其 “亟问，亟馈鼎肉”于子

思，虽为尊礼，但在关系定位上，乃以子思为宠

臣，非子思所能受。至穆公云 “古千乘之国以友

士”，表明其礼贤下士，已不以子思为臣，但

“子思却并不以此自足，坚持正师弟之谊”②。二

人关系最终如此确立。席盘林以为：“子思之于

鲁穆公宜用 ‘宾师’或 ‘师宾’来确定其身份，

宾师或师宾皆指不食君禄而为君主所尊礼的贤

人。”③ 很有见地。

在这番磨合过程中，子思表现出强烈的 “以

德抗位”要求，这是子思的一贯精神。曾子曾指

他 “有傲世主之心”，子思答曰：

时移世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

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

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

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

士则亡之秋也。?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

自贵，人将贱吾。（《孔丛子·居卫》）④

实际上，子思之有 “傲世主之心”，非与孔

子立异。以孔子而言，其怀抱王道，渴求治世，

却不为列国所用，最终只能浩叹 “莫能宗余”；

但即便如此，孔子也不肯 “少贬焉”，而自称

“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 （《史记·孔子世

家》），其所自持，正是一种独立不倚的政治品

格。孔子如此，子思亦然。在二人看来，若从政

而不能行道，则不仕亦可。至于孔子 “未尝失人

臣之礼”，而子思 “自高自贵”，则是权衡时势

所作出的合理调适，不足为二人之异，正是所谓

“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

《成之闻之》文中同样有一种行道抗位的精

神。作者叮咛诱导，多方譬喻，劝导君主 “求之

于己”，修己而为民众先导。其所着意，正要将

君主由世间的政治权威，培养为遵循天道、理正

人伦的道德楷模。作者对天道、对先王之道体认

甚深，并尊信不疑、怀道自重，视君主为教导之

对象，而非政治之权威，故绝无屈从俗世权势之

意。将本篇意趣与子思为人比照，不难看出，二

者颇为相合。

三、竹简形制与作者身份

詹群慧从郭店竹简形制考虑，认为 《成之闻

之》等篇应为子思著述，其实质是通过简牍制度

而推测其作者身份。我们认为这个视角很具启发

意义，应在其基础上，回溯简牍制度之研究，补

充相关材料，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考索。

简牍制度研究是伴随古代简牍资料的大量出

土而萌芽的。１９、２０世纪之交，西方探险者在
我国西部罗布泊、敦煌攫取了大量汉文简牍。至

１９１３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始在牛津公布部分资
料，立即引起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密切关

注。１９１４年，罗、王合著 《流沙坠简》在日本

出版；嗣后，王国维撰写 《简牍检署考》，详考

周秦以迄隋唐之简牍制度。

胡平生 《简牍制度新探》指出，《简牍检署

考》的最重要论点可用 “分数、倍数”说来概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２４页。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３６页。
魏启鹏：《简帛文献 〈五行〉笺证》，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４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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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即：

一、古策长短皆为二尺四寸之分数。最长者

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

短者四分取一。周末以降，经书 （六经）之策皆

用二尺四寸，礼制法令之书亦然。其次一尺二

寸， 《孝经》策长一尺二寸，汉以后官府册籍、

郡国户口黄籍皆一尺二寸。其次八寸， 《论语》

策长八寸。其次六寸，汉符长六寸。

二、牍之长短皆为五之倍数，最长为椠，长

三尺；其次为檄，长二尺；其次为乘驿之传，长

一尺五寸；其次为牍，长一尺。天子诏书一尺一

寸；魏晋后又有一尺二寸、一尺三寸、二尺五寸

等多种诏书版牍。又其次为门关之传，长五

寸。①

这是对王国维的文献记录和当时所见实物的

高度理论概括。随着近年来简牍资料的大批问

世，经更多实物资料检验，胡先生指出，“结果

发现并不存在如王文所说的自周秦至隋唐一以贯

之的 ‘分数、倍数’制度”。

事实上，即以简牍绝对长度而论，也很难说

秦代之前即存在整齐划一并加以严格执行的定

制。例如，郭店儒简 《缁衣》简长 ３２５厘米，
与同墓问世的 《五行》 《性自命出》 《尊德义》

《成之闻之》 《六德》相同，但在地域相近、基

本同时的上博竹书中，该篇简长则为５４３厘米，
相差近一倍；又 《性自命出》亦见于上博竹书，

称 《性情论》，但上博竹书 《性情论》简长 ５７
厘米，也非 《性自命出》可比②。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简牍 “无制度”可

言。胡平生指出：“实际上，王文中另有一句不

大被人注意的话，即 ‘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

这才是简牍制度的 ‘重要定律’。”此外，在分

析比较中，还应具体考虑其时间、地点和传抄

者。由于先秦文献多单篇流传，且 “迄今所见战

国到汉初简帛古籍，都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

是原稿本的”③，则竹简长度，反映更多的应是

竹简主人或传抄者之意愿。换言之，欲通过简策

长度论其尊卑及作者之身份，似应限于同类、同

批简策为宜。

就郭店儒简而言，周凤五通过考察其简长、

简端形状等形式特征入手，将儒简分为经、传部

分。其中 《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

之闻之》、 《尊德义》、 《六德》简最长，皆为

３２５厘米，应属儒家子思学派的经典部分；《鲁
穆公问子思》、 《穷达以时》等简长较短，其重

要性似应略逊④。周先生所论很有见地，子思一

系作品确应有经、传之别。我们前将 《子思子》

书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二部分应为 “经”部

分，第三部分则应属 “传”或 “说”。

例言之，《五行》亦见马王堆帛书，庞朴将

帛书 《五行》分为经、说两部分⑤，而郭店儒简

《五行》即与其经部分相当。陈来将竹简 《五

行》与帛书 《五行》比较研究后推定： 《五行》

篇经部为子思作、说部为孟子作⑥。我们认为，

庞、陈二氏的观点大体无误，其中有两点应可确

定：第一，帛书 《五行》分为经、说 （即传）

两部分，竹简 《五行》即其经部分；第二，竹简

《五行》，以及帛书 《五行》经部作者即为子思。

但是关于帛书 《五行》说部之作者，我们认为在

现有资料、条件下，可暂定为子思后学，不宜过

于具体。

又， 《中庸》的重要性犹在 《缁衣》、 《五

行》之上。《汉书·艺文志》载：“《中庸说》二

篇。”颜师古注曰： “今 《礼记》有 《中庸》一

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姚振宗指出：“颜

《注》殆以 《礼记》之外别有此 《中庸》之书，

不知此乃说 《中庸》之书也。”⑦ 张舜徽亦曰：

“古书有单篇别行之例，《汉志》著录 《中庸说》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 《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第６６—７４页。

参见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４７—４８页。
李学勤先生语。按，其论虽发于多年之前，但仍适用

于郭店竹简、上博竹书、清华简等新近出土文献。李学勤：《简

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页。
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８年，
第８－９页。

陈来：《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

店楚简 〈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

⑧　张舜徽：《广校雠略　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
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２页，第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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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知 《中庸》单行甚早，已有为之讲说其意

者矣。”⑧姚、张所言极是。今虽难知 《中庸说》

之具体时代，要其为说 《中庸》者则必矣，故

《中庸》当同于 《五行》，亦曾有经、说 （传）

之分。据此可推，《子思子》书亦必有经、传之

分。《成之闻之》与 《缁衣》 《五行》等同长，

自当同属 《子思子》经部，为子思所作。

四、“闻之曰”考论

《成之闻之》原释文以 “成之闻之曰”起

首，这也是本篇定名的原因，但 “成之闻之曰”

何义，却颇难理解。直至学者以简３０与简１缀
联，读作 “是以君子贵成 （诚）之。闻之曰：

……”，其疑义才涣然冰释。但如此联属，变成

以 “闻之曰”起句，既无主语，又缺宾语，则谁

闻之？闻之于谁？颇令人费解。

实际上，在古代典籍中已有此种语式存在。

郭沂曾举出三例：１．《庄子·德充符》： “闻之
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２．《荀
子·尧问》： “闻之曰： ‘无越逾不见士。’”３．
《礼记·文王世子》：“闻之曰：‘为人臣者，杀

其身，有益君，则为之。’”① 此外，典籍中更多

的是带有主语的 “闻之曰”，王博曾就其用法有

过讨论②。

其实，对于不带主语的 “闻之曰”，其主体

也并非没有任何踪迹可寻。以 《成之闻之》“闻

之曰”与郭沂所举 “闻之曰”为例，稍加品味

便不难体会，其前实际隐含了第一人称主语，即

省了一个 “吾”字或某人自称之名，其完整形式

应为 “吾 （或某人自称之名）闻之曰”。按：李

零谓其 “形式与佛经 ‘如是我闻’相似”，固属

卓见；而以为其 “内容多属古成语，略同 ‘语

曰’”，则亦未必③。本篇 “闻之曰”之 “闻”

的主体为作者本人，而所闻内容之出处可能并不

遥远；换言之，“闻之曰”在此处的意义即反映

了作者与所从闻之人的密切关系。

在这一点上，陈来的认识可能更近于实际：

“‘闻之曰’与 ‘古人有言曰’的不同是，可能

在 ‘闻之曰’中有不少不是来自引述者的直接阅

读，而是引述者闻之于父师长辈的一些口耳相传

的格言。”④ 《成之闻之》“闻之曰”即属于这种

情况。所谓 “闻之曰”，正与 《孔丛子·公仪》

子思所言 “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

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相对

应。其所引述的 “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亟”，

亦与孔子所讲的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卫灵公》）极为相似。可见此处 “闻之

曰”与子思、与孔子，确有内在之联系。这也进

而证明，本篇应是子思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

上，将其发展完善、而更能体现其自身思想架构

的学说著作。

综上所论，有几点推论：第一，郭店儒简

《子思子》是战国时期 《子思子》即子思学说在

空间地域上传播之产物；第二，子思为人、品格

与 《成之闻之》的文本特征颇为相合；第三，

《子思子》内容分为经、传，从简制角度考虑，

《成之闻之》应属 《子思子》中的经典部分；第

四，《成之闻之》 “闻之曰”内容应是作者引述

孔子之言，体现了其与孔子的特殊关系。合而论

之，《成之闻之》当为子思所作，属 《子思子》

之重要佚篇。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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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８—２２９页。
王博：《释 “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兼谈 〈成之

闻之〉的作者》，《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２９４－
３００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 （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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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慈湖心学工夫的道德困境

孙齐鲁

【摘要】在援禅入儒的时潮下，宋儒杨慈湖为臻于儒家 “从心所欲”的道德化境，提出自认为源于孔子 “毋意说”的

“不起意”工夫论。追源溯始，“不起意”工夫乃是从禅家以 “断烦恼”、“了生死”为旨归的 “无念为宗”法门转手

而来尽管慈湖经历了一系列 “悟道”体验并多有高明神妙之论，却在根子上解构了传统儒学中道德与情感的生成系

统，使其心学缺乏鼓舞人心的道德力量，也弱化了儒学开物成务的经世品格。

【关键词】杨慈湖；儒家；禅宗；不起意；道德困境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０４－０７

　　缺乏研精覃思、心知其意的同情理解，以致
对前贤学说妄加訾议，是吾人治学的大忌。然

而，在国内近年的学术研究中，一种与之相反的

倾向却在潜滋暗长。即研究者不从思想史的纵横

脉络或时代问题中厘定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

而是 “研究谁就赞颂谁”，将研究对象的价值一

味拔高，以致做出名不副实的谬赞与激赏。以当

前学者对慈湖思想的研究而论，研究者多谓慈湖

心学如何发展了象山心学，使象山心学更圆融彻

底，开辟了通向圣人境界的通达之路云云，而于

后儒对慈湖的大量批评则视而不见、或不置一

辞，更遑论追问这种 “圆融彻底”到底于儒家思

想本身有何建设性价值了。事实上，倘将慈湖心

学置于孔孟原始儒学，乃至象山、阳明儒学之

间，对其思想义理作一番深入辨析，当不难发

现，由于慈湖对佛禅心法的大量运用，他所证悟

的 “本心”，已偏离了孔孟儒学中情感性极强的

“道德心”，而接近禅家 “清净光明”的 “自性

心”。与此相应，作为其工夫宗旨的 “不起意”

之教，也与传统儒学修身进德的工夫入路迥异，

转而与佛禅 “无念为宗”等悟道法门若合符节。

这一重大变异，貌似开辟了儒家心学的新天地，

实则使传统儒学的情感动力、道德意识和经世品

格都大为减弱。笔者撰写此文，旨在通过对慈湖

“不起意”工夫本质的探讨与反省，揭示出慈湖

心学内在的道德困境，俾使学者在研究宋明儒之

援禅入儒问题时更作深长思。

一、“不起意”工夫

在道德践履上偏重追求 “无意”之境，是宋

明儒学家较为普遍的修学取向①。然而，慈湖的

“不起意”工夫，不仅与先秦孔孟原始儒学中的

修身工夫极不相类，与象山、阳明的心学工夫也

有重大歧异，实质上乃是从禅家 “无念为宗”、

“触类是道”等教法中转手而来。这一点，只须

对慈湖心学中 “意”之概念略加分析，即能洞中

肯綮。

慈湖之 “意”，不仅指世儒所谓的私意、物

欲或刻意之类，而且包含了诸如利害、是非、进

退等一切对待性的知识和观念。他认为，“日用

平常实直之心无非大道”，人心先天地具备一切

良善功德，本是自明自灵、感通无穷的，因 “起

意”才变得昏弊不通。《宋元学案》卷７４《慈湖
学案》（以下简称 《慈湖学案》）录：

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意起我立，必固碍

塞，始丧其明，始失其灵……何谓意？微起焉皆

谓之意，微止焉皆谓之意。意之为状，不可胜

穷，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进有退，有虚有

实，有多有寡……若此之类，虽穷日之力，穷年

之力，纵说横说，广说备说，不可得而尽。②

然则心与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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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一则为心，二则为意；直则为心，支则为

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直心直用，不识不

知，变化云为，岂支岂离！感通无穷，匪思匪

为。①

学者论及慈湖的 “不起意”、“毋意”，多认

为慈湖意在摒弃不符合儒家伦理的各种思虑或欲

念。这一看法，仍是以儒家 “正心诚意”的传统

来解读 “不起意”，实未能真正理解慈湖 “意”

之内涵。事实上，“不起意”是要人从根子上摒

除在 “人法二执”思维模式下滋生的各种 “对

待”及 “著染”。此中关节，从慈湖对儒学仁义

礼智等德目之分设的不满中也可得到旁证：

或意谓若是者为仁，又谓若是者为义，又谓

若是者为礼，又谓若是者为乐；于仁义礼乐之

中，又各曲折支分之意度，不可胜纪。于是虽有

得乎 “一以贯之”之说，又亦不免乎意。意以若

是者为一，若是者非一；或以为静，或以为动；

或以为无，或以为有；或以为合，或以为分；或

以为此，或以为彼，意虑纷然，不可胜纪。

（《杨氏易传》卷１１《咸》）
与禅家旨在追求个人的内心解脱不同，儒家

重视开物成务和人情伦理，故无法不注重学问思

辨所必须的概念系统。然慈湖完全否认了语言概

念在 “下学上达”中的工具性价值，以致像上文

那样认为 “仁、义、礼、智”的德目分设，只使

人徒添许多 “意度”，遮蔽了本自光明的本心。

为给 “不起意”工夫正名，慈湖屡屡援引 《论

语》中孔子 “四绝”、“无言”之说：

孔子 “毋意”， “意毋”则此心明矣。心不

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

惟绝学者之意。而犹曰 “予欲无言”，则知言亦

起病，言亦起意，姑曰 “毋意”。圣人尚不欲言，

恐学者又起无意之意也……愈辨愈支，愈说愈

离，不说犹离，况於费辞？（《慈湖学案》）②

追原其实，孔子的 “四绝”（“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无非使人在学习中自觉戒除各种

“我慢”、固执和主观。其中 “毋意”之 “意”，

即今之 “臆”，指背离事实的妄想臆断。至于

“予欲无言”一语，尽管我们已难确考孔子说此

言时的具体心境，但从其儒学中浓郁的经验品格

看，决不宜如慈湖这般作 “言语道断”的诠释。

对此，有学者评论说：“杨简梳解 《论语》文本

时，更将孔子自述体道境界、学行历程与其 ‘毋

意’、 ‘不起意’之说相提并论，恍然孔子一生

学行全以 ‘毋意’ ‘不起意’课题为中心。”③

从此先入之见出发，慈湖对儒家经典中略有概念

分解特色的论说一概否定，对 《大学》的进学次

序尤致以峻刻的批评。

与此相关，在儒家工夫的具体践行方面，凡

是任何有 “意向性”的积极进取，都被慈湖一概

呵斥。他曾多次批评孟子 “养心”之 “养”、

“操心”之 “操”、 “求放心”之 “求”皆是

“起意”。至于对其他儒者的类似批评，更是不胜

枚举。如张载 《牖铭》一文中有 “居则存其心”

语，慈湖认为 “存其心”是犯了揠苗助长的错

误。这一取消了所有 “意向性”努力的 “不起

意”工夫，使慈湖受到后儒罗钦顺、湛若水等人

的猛烈抨击。对此，熊十力也曾批评道：

慈湖僻执 “不起意”三字，妄谓圣人未尝

“贵操而贱舍”，可谓无忌惮矣。舍与操存相反，

即放纵之谓。一念才放，即习心或私意窃发，而

本心已失，《大学》所云 “心不在焉”是也。孔

子明戒 “舍则亡”，而慈湖乃导人以舍，何耶？

慈湖 《家记》每妄诋前哲，其识解颇固陋而偏，

虽不无妙悟处，而迷谬太多，学者不可为其所

惑。④

无须讳言，慈湖的 “不起意”工夫，分明是

禅家 “无念为宗”、 “直心是道”的修行法门。

其所谓 “无念”，即 “无妄念”，也就是无守境

之念。如六祖慧能有云：

自性心地，以智惠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

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

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谓无念？无念

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

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

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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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名无念行。①

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

卧，常行直心是。 《净名经》云： “直心是道

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说法直，

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

心，于一切法无有执著。②

文中的 “自性心”、“直心”，就是自性心或

自性念 （即所谓 “根本智”）。 “无念”不过是

“自性心”、“直心”的遮诠表述，二者的要领皆

在不起 “分别见”。在禅家看来，本心、自性中

原本只有自性念，并没有这些妄念。妄念的本性

是执着，因末那识执着我、人二相，逐渐滋生出

念苦念乐、念美念丑、念善念恶，乃至念生死、

念烦恼、念菩提等等③。禅家有所谓 “开口即

错，动念即乖”，认为正是这些妄念污染了真如

本体，使人陷入了无尽烦恼之中。唯有摒弃一切

妄念，“不思善、不思恶”、“离四句、绝百非”、

“心行处灭，言语道断”、 “无所住而生其心”，

方能得到究竟解脱。

藉此可见，慈湖 “心”与 “意”之关系，

皆与禅家 “自性心”、 “自性念”与 “妄念”、

“染著心”之关系在诸多方面若合符节，要之是

要人断绝由认知心现起的一切 “分别见”，破除

对一切境相的贪恋、执取。另外，与 “无念为

宗”紧密相关的，是禅家反对一切 “修为”、

“造作”的 “触类是道”或 “平常心是道”说。

如洪州宗马祖道一开示徒众说：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

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

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

舍，无断常，无凡无圣。④

这与上文所引慈湖 “人心自明，人心自灵，

意起我立，必固碍塞，始丧其明，始失其灵……

直心直用，不识不知，变化云为，岂支岂离，感

通无穷，匪思匪为”诸说，又简直如出一辙，而

与传统儒家 “择善固执”、“慎思明辨”、“知言

养气”等修身方法格格不入。若单就修行方法而

论，我们完全可以说：慈湖的 “不起意”与禅宗

的 “无念为宗”，二者何其相似乃尔！

二、教法的偏执

大凡一种成熟的工夫理论，必有一套较完整

的教化方法或修行次第，使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资质、性情、因缘而成学。在此方面，佛家有所

谓 “八万四千法门”，堪称是一无尽的宝藏。除

各宗派的 “共法”外，既有一超直入的 “究竟

法”，也有林林总总的 “方便法”。如 “诸恶莫

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四句偈，

是大小乘佛教的共法；“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

智”说的则是善巧随缘的 “方便法”。本文所说

的 “无念为宗”，则属于 “究竟法”而非 “方便

法”，上根人可据此法截断众流、顿悟本体。但

由于上根人世间罕遇，故 “无念为宗”并非佛家

的通行工夫。六祖慧能以此法咐嘱弟子时，也强

调若不得其人，传授无益。

与此相类，传统儒学也有博文约礼、慎独自

讼、求放心、学问思辨、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等

多种进德工夫。这些工夫大致可分为 “自明诚”、

“自诚明”两条并行互摄的入路。前一路沉潜质

实，偏重 “下学而上达”，即在对知识的学习践

行中成就道德人格，较适合中下根器人；后一路

高明简易，偏重 “上达而下学”，则较适合上等

根器人。借用 “朱陆之辩”的话头，前者近于

“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后者近于 “先发明本

心而后使人博览”。二入路虽有较大差异，但只

要学者善加体会，持之以恒，皆可以臻于 “从心

所欲不逾矩”的 “无意”之境。

当然，修身进德是一复杂的人格塑造工程，

修学者对 “根器说”不可过于拘泥，时时处处都

应经权互用、因地制宜。而一个高明的师者，尤

其要注重随缘说法、因材施教、因病立方。遗憾

的是，通读 《慈湖遗书》，我们所看到的唯有慈

湖对 “不起意”工夫的反复陈说 （“默坐”、“反

观”皆 “不起意”工夫的具体操作）。而从教导

对象上看，上至皇帝，下到妇孺，慈湖皆嘱咐此

法。从教化之方看，“不起意”工夫已显得过于

躐等越阶，缺乏灵活性与丰富性，难以满足不同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唐］慧能： 《坛经校释》，郭朋校释，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３年，第６０页。
同上，第２７—２８页。
关于对禅宗 “无念”概念的现代阐释，可参考冯焕珍：

《说 “无念为宗”》，《中华佛学学报》第６期。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第２８卷，《大正藏》第

５１卷，第４４０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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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器人的需要，易使人沉空守寂，陷入迷途。如

弟子曾熠给慈湖的信中就曾质疑：

平常正直之心，虽人所固有，然汩没斫丧，

所存者几希。平时憧憧往来于利欲之涂，而牛羊

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闻大人先生之言，是为之

涵养，为之克治；待其胶扰之暂息，清明之复

还，于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时时发见

焉。必也体而察之，隐而度之，持循执守久焉，

而后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惧其起意

也，不敢体察，不敢隐度，坐听是心之所发，则

天理与人欲并行，真诚与伪念交作，果何以洞识

其然否？ （《慈湖遗书》续集卷 ２《杨先生回
函》）

曾熠认为慈湖将这些工夫一概摒弃，将会导

致 “天理与人欲并行，真诚与伪念交作”的后

果。他强调对本心的 “涵养”、 “克治”、 “体

察”、“持循”，待工夫 “精熟”后，自不失 “我

心之本然”。这一见解，实颇接近于孟子 “养心

寡欲”、象山 “剥落物欲”。然而慈湖却不以为

然，认为曾熠 “犹未自觉、自信……不可正其

心，反成起意，是谓揠苗”（《慈湖遗书》续集

卷２《老杨先生复赐书答云》）。
慈湖的这一工夫理路，大不同于其师象山。

象山的 《与舒西美》曾说：

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

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

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闲其戕贼放失之端，日夕

保养灌溉，使之畅茂条达，如手足之捍头面，则

岂有艰难支离之事？①

《语录下》又谓： “人心有病，须是剥落。

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② 慈湖尽管从没有

批评过象山，但从他主张人心 “本自全成”、

“清明虚朗”，不须要 “收拾”、 “剥落”等观点

看，显然是不以其师为训的。平心而论，象山心

学尽管吸收了某些禅家因子，也经常指斥 “辨名

析理”是 “闲意见”，但象山尚肯承认现实人心

的不完满，重视 “义利之辨”、 “剥落物欲”等

修持工夫，故其心学充满一种积极进取的勇毅气

象。顺便说一句，事实上，慈湖之所以向象山执

弟子礼，更多地在于象山 “一语触机”的悟道因

缘，而非基于学问衣钵的传承③。撇开宋明心学

共有的 “家族相似”，慈湖与象山彼此之心学，

实在是其同不胜其异。

阳明及其后学在心学观点上与慈湖有更多的

相近性，对慈湖心学也颇有同情回护之音，但对

慈湖 “不起意”工夫，皆大率持批评态度。如阳

明虽有 “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但仍教导弟子

在 “知善知恶”、 “为善去恶”的 “致良知”、

“事上磨”工夫上著力。他评论慈湖说： “杨慈

湖不为无见。又着在无声无臭上见了。”④ 阳明

弟子钱德洪赞叹慈湖为 “直超上悟者”，辩其学

并非禅学，但仍认为慈湖的 “不起意”教法，

“欲人领悟太速，遂将 ‘洗心’、 ‘正心’、 ‘惩

忿’、 ‘窒欲’等语，俱谓非圣人之言，是特以

宗庙百官为到家之人指说，而不知在道之人尚涉

程途也” （《明儒学案》卷１１《浙江王门学案
一》）⑤。阳明另一弟子季本的 《说理会编》卷５
《实践一·修业》也批评说： “大抵慈湖之说本

宗自然，学者喜于易简，勇受乐从，而不知工夫

不实，其不流于空寂者几希矣。”⑥ 应该说，这

些儒者对慈湖 “不起意”工夫的批评，都是基于

艰苦的道德修行实证。今人研究慈湖心学，须于

此再三致意，不能浮泛地大唱赞歌。

三、经世品格的弱化

世界上一切教主、圣哲之所以创业垂统，无

不是因悲悯苍生的苦难而力图拯救的结果。但彼

此文化传统不同，乃至创始者的个性差异等原

因，致使各家思想有根本性不同。就儒佛之际

看，儒家对现实人生采取了较强烈的肯认态度，

重人情、伦理、中庸而主张修身、齐家、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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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０年，第６４页。
同上，第４５８页。
参见孙齐鲁：《陆象山与杨慈湖师弟关系辨证》，《现代

哲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１６—１２２页。。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

２００６年，第３５４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２２８页。
［明］季本：《说理会编》，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

司，１９９５年，第９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平天下①。而以 “缘起性空”为宗旨的佛教，则

视此岸人生为 “火宅”、 “大苦聚”，遂生 “厌

弃”、 “舍离”之心，特倡勤修戒定慧、息灭贪

嗔痴。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融会后，而有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禅宗。故禅宗有

“人间性”的一面，其大菩萨之 “慈悲心”与儒

家之 “仁心”也有相通处。然禅宗仍奉 “诸行

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的 “三法印”为

圭臬，对人类的救赎主要在精神意识领域，其

“人间性”本质上是一种 “在世出世”。这与儒

家的 “此世性”终究貌合神离。

作为 “入世之法”的传统儒学，固然有

“从心所欲”和 “率性之谓道”的高明境界，但

其基本教理，却是在 “世俗谛” （援用佛家语）

之 “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下开展的。儒家既要

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经纶事业，便不能不对现实

的政治民生持高度关怀和积极参与态度，不能不

重视利用厚生、开物成务的实用理性。这一总体

性特征，使儒家无法像禅家那样在山门内杜绝世

事，一心求解脱，而必须重视 “博学、审问、慎

思、明辨、笃行”的致学工夫，重视经验知识的

积累传承，包括对宇宙、人生之道的认识②。

以儒者自期的慈湖，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

和经世致用之志，其 “不起意”工夫无非是为了

追求儒家 “无思无为而靡不中道”的道德化境而

来。此正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慈湖心学视为禅

学，或简单地判为 “阳儒阴释”的根本原因。然

而，慈湖万万想不到，这种 “不起意”工夫，与

其经邦济国的儒家抱负恰恰是南辕北辙，让人不

免于缘木求鱼之叹。个中原因是，作为 “不起

意”工夫之所从出的 “无念为宗”，乃禅家为达

到断烦恼、了生死、证菩提的解脱目的而设，而

非儒家向往的 “开物成务”、 “赞天地之化育”。

“不起意”工夫固然可以止绝人心现起的各种

“妄念”，但把儒家正面的价值评判体系和各种知

识之学也一并摒弃掉了。除非佛家的止观禅修工

夫，真能使人获得 “一悟千悟”的神通，否则，

一个学者如在本心当下 “圆满自足”的信念下，

唯此 “不起意”工夫是修，无疑是自绝于儒家经

世致用的智识主义传统。阳明弟子王龙溪承认

“见在良知”的存在，对慈湖颇为推崇，却仍认

为慈湖的 “不起意”工夫 “脱却主脑，莽荡无

据，自以为无意无必，而不足以经纶裁制”

（《王畿集》卷９《答季彭山龙镜书》）③。阳明另
一弟子黄绾则说：

孟子言良知良能，专明性善之本如此，非论

学问止如此也。若一一求中节以尽其爱亲、敬长

之道，非学则不至，非思则不得。孟子岂欲人废

学与思而云尔哉？！今因良知之说而欲废学与思，

以合释氏 “不思善、不思恶”、杨慈湖 “不起

意”之旨，几何不以任情为良能，私智为良知也

哉？！④

黄绾晚年多抨击阳明学之非。上文批评慈湖

“废学与思”的 “不起意”，“几何不以任情为良

能、私智为良知也哉”，真可谓洞中慈湖学之弊

病。

当然，站在儒家的立场看，禅家包括 “无念

为宗”在内的诸多工夫法门，在助人调节意念、

去除妄想，乃至开发智力、扩充心量、培养定力

等方面，都有着积极正面的实用价值。倘善加利

用，对儒者祛除一些不必要的现实 “执着”、

“患累”，进而实现更远大的经世抱负，未尝没有

匡助辅济之功。遗憾的是，慈湖却将 “不起意”

工夫实践中偶然获得的 “湛然有觉”，作为判断

一个人是否 “得道”的标准。从 “仁者觉之

纯”、 “心之精神是谓圣”等命题看，慈湖心中

的 “圣人”，已不是 “仁且智”的圣人，不是

“博施济众”或 “人伦之至”的圣人，而是有着

“虚明无体象，广大无际量”之心的圣人。据此，

他曾判定 “濂溪、明道、康节所觉未全，伊川未

觉，道夫昆仲皆觉”（《宋元学案》卷７７《槐堂
诸儒学案》）⑤。殊不知，这种工夫持守中的 “明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以笔者之见，儒学相对于其他思想学说，有 “以此世

为价值，以道德为超越，以情感为主体，以中庸为至德”四大

基本特征。详参孙齐鲁： 《论儒学的四大基本特征》， 《原道》

２０１２年第１辑，第１６１—１７０页。
其实，“印度禅”并不像 “中国禅”一样，具有如此明

显的反智主义倾向，禅家 “无念为宗”教法尤为极端。参见龚

隽：《重提 “印度禅”与 “中国禅”》，《禅史钩沉———以问题为

中心的思想史论述》，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４２—７０页。
［明］王畿： 《王畿集》，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３页。
［明］黄绾：《明道编》，刘厚祜、张岂之标点，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０页。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等补修：《宋元学案》，陈金

生、梁运华点校，第２６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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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体验，非但不足以使人在 “修齐治平”等

方面开物成务，甚至也不能保证修行者道德人格

的证成。对一般人而言，倘不辅之以格物穷理等

道问学工夫，只追求这种 “不起意”中的湛然明

觉，极可能终日守一 “虚见”而误作 “本心呈

露”；而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 “认欲作理”的

事情就在所难免。此正是朱子一再批判陆学易使

人 “认贼作父”、罗汝芳要 “破除光景”的理据

所在。黄宗羲曾批评慈湖 “不起意”教法的流

弊：

慈湖所传，皆以明悟为主。故其言曰： “此

一二十年以来，觉者逾百人矣，古未之见，吾道

其亨乎？”然考之钱融堂、陈和仲以外，未必皆

豪杰之士也，而况于圣贤乎？史所载赵与簋以聚

敛称，慈湖谓其已觉，何也？夫所谓觉者，识得

本体之谓也。象山以是为始功，而慈湖以是为究

竟，此慈湖之失其传也。（《慈湖学案》）①

在今人对慈湖的研究中，常有这样一种言说

逻辑，即有学者认为：既然慈湖人格甚伟、道德

无亏，则足以证明其学中正无弊，否则慈湖岂不

是知行不一？这种将 “学”与 “行”混为一谈

的说法，实在是经不起推敲的皮相之论。这一

点，从前的学者早有所驳斥，如全祖望在论述慈

湖与象山之关系时，就有 “坏其教者实慈湖。然

慈湖之言不可尽从，而行则可师” （《慈湖学

案》）② 之说。须知宋代浓郁的修道风气，特别

是家学渊源，使慈湖成为一个道德意识极强的思

想家，其本人性格更是谨严谦恭一路，故在日常

践履尚不致出现 “认欲作理”的现象。慈湖的道

德人格，并不足以成为其 “不起意”工夫正当性

的充足理由。慈湖挚友袁燮之子袁甫 （也是慈湖

弟子）的 《记乐平文元遗书阁》一文曰：

慈湖先生平生履践无一瑕玷，处闺门如对大

宾，在?室如临上帝。年登耄耄，兢兢敬谨，未

尝须臾放逸。学先生者，学此而已。若夫掇拾遗

论，依仿近似，而实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

也。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敬之哉！（《慈湖学

案》）③

仔细体味袁甫上文 “学先生者，学此而已”

诸语，其对慈湖之赞誉，似集中在慈湖的道德践

履方面。换句话说，他对慈湖的学问本身，其实

是未置可否。

四、情感与道德的淡出

与其他学派思想一大不同在于，儒家思想乃

是以人性中的正面情感为动力，以道德理性为指

引，来实现大同理想的内圣外王之道。在此思想

脉络中，情感与道德 （按，此处的 “道德”，指

儒家的 “生生之德”以及世间伦理，不包含佛道

两家的 “道德”），皆被赋予构成圣贤人格的终

极价值。佛家在权行方便中，虽亦处处见其对情

感与道德力量的肯定与运用，但佛家决不在此二

种境界或能力上落脚，最终将此二者也要统统勘

破。情感离不开形象，理性离不开观念。由于慈

湖 “超言绝象”的 “不起意”工夫，消解了人

性能力中的 “形象”、 “观念”生成系统，使其

心学失去了催人奋进的情感和道德力量。

“意”是伴随着认知能力出现的一种心理趋

向，是人类的生命动力、活力之所在，表现为对

某种生理性 （物质）、情感性 （形象）、理智性

（观念）对象的追求 （此正佛家认为必须放下的

“执取”）。举例而言，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感是以

对母亲长相的记忆表象为运演对象，一个人正义

感的培养依赖于各种社会性道德观念的心理化。

而一旦完全破坏掉人性中形象、观念的生成系

统，一个人的情感与道德就不复存在或扭曲变

形。正是由于暗合了这一人性的自然规律，传统

儒家才能以人天然的亲子之情为起点，遵循 “爱

有差等”的原则，不断向外扩充，“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历经家

庭、乡党、社会而天下、万物，逐渐摆脱个人中

心，最终与具有 “生生之德”的天地宇宙融为一

体。在孟子学中，有一所谓 “由仁义行而非行仁

义”的工夫圆熟境界，但除非 “生而知之”的

圣人，对一般人来说，这种境界自然是就修行的

“果位”而言的。对于常人，当然必须通过 “求

放心”、“集义、“养气”、“必有事焉”、“博学而

反说约”等多种工夫，才能完成对本心求取、察

识、存养、扩充、保任，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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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这是一个由具体形象、观念出发，最终又超

越具体形象和观念的无止境的修养过程。这一过

程，说到底不过是对人性中真善美情感以及道德

观念的体验、践行与持守。宋明诸儒虽特别重视

对 “无意”之境的追求，然大多仍强调对道德情

感的培育。如后儒程颢有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诸说，却仍强调 “满腔子是个恻隐之心”，重视

对恻隐之情的体会。朱陆 “鹅湖之会”上，象山

所吟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诗

句，也正是对 “墟墓兴哀宗庙钦”等内心情感的

充养培育。阳明作 《大学问》，极论 “万物一体

之仁”，反复诉说的也不外此意。

然而，从慈湖一次次反观内证达到的神妙境

界看，“不起意”的求仁方法，本质上是使修养

者的意识收摄在不起 “分别心”的无念之境中。

这是一种宗教修炼者经常提到的冥契主义体验。

如慈湖所描述的：

某方反观，忽觉空洞无内外、无际畔，三

才、万物、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略无缝

罅。畴昔意谓万象森罗，一理贯通而已。有象与

理之分，有一与万之异，及反观后所见，元来某

心体如此广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际畔，乃在某无

际畔之中。（《慈湖遗书》续集卷１《炳讲师求
训》）

这一 “不起意”工夫产生的特殊体验，由于

破解了现实中人们对形象和观念的 “执著”，给

人的印象是儒家道德情感的意味淡，而佛禅 “自

性心”的色彩明显。我们读慈湖文集，总感到情

感、道德力量弱，除了对本心的 “虚明无体”，

或 “当恻隐自恻隐”之类的玄妙诉说有所赞叹

外，无法体会到孟子、象山思想中那种磅礴超拔

的浩然正气。此乃慈湖的心学性格在文气中的自

然流露。唐君毅评论道：“慈湖言不起意，高明

之趣多，而艰难之感少，其言皆不足以砺学者之

志，而不宜于立教。”① 这一现象的出现，本质

上与慈湖 “本心”之道德情感的弱化有关。这是

援引禅家以 “了生死”、 “断烦恼”为旨归的

“无念为宗”无法避免的结果。

慈湖在主观愿望上固守儒家立场，对儒家道

德与情感皆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其谓 “直心为

道”，正是儒家的道德及情感自由发挥而无不中

道的境界，这从 《杨氏易传》卷１１《咸》“直心

为道，意动则差，爱亲敬亲，此心诚然而非意

也”等说法中可得到证明。但在浓重的援禅入儒

的时风下，慈湖无法认识到自己颇为受用的 “不

起意”工夫，乃从禅家 “无念”教旨转手而来。

此工夫虽有助于人心处于 “时时作主”、 “时时

自觉”的惺惺状态，但这种自觉意识的获得，主

要得力于佛禅的觉悟力，而非儒家的 “情感力”

和 “道德力”。此工夫由于破坏了人性中形象与

观念的生成系统，也堵塞了情感与道德赖以滋生

的源头活水，使慈湖最终所体验到的本心，已不

是儒家的道德情感之 “仁”，而是禅家的虚明澄

寂之 “觉”②。针对慈湖心学，韦政通有一段提

纲挈领的话，堪为本文的结论性段落：

要为杨氏心学在思想史上定位，并评断其得

失，不可避免要涉及孟子、北宋与象山的心学，

尤须注意其与禅宗的关系。我有一不成熟的看

法，禅宗修养工夫是为了宗教的解脱，非为道德

实践。宋明心学受其影响，使其学走上了绝

路。③

不得不承认，慈湖心学是宋明儒者援禅入儒

的一种极端化形式。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看，心

学发展至慈湖，实已被逼到了无可退守的绝境，

使一种旨在追求人文化成的学问，出现了内在的

道德困境。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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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 《唐君毅先生全

集》第１５卷，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３０页。
这一点，在慈湖对儒学之 “仁”的诠释上表现得最为

明显。详参孙齐鲁：《“以觉训仁”的新形态———杨慈湖仁说试

析》，《鹅湖》第３９卷第１期，第４３—５６页。
转引自郑晓江、李承贵：《杨简·自序》，台北：东大

图书公司，１９９６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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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学的学术旨趣


朱汉民

【摘要】湘学是一个学术传统相继、学术旨趣相似的地方性知识传统。湘学坚持道、治、学三者贯通的学问宗旨和知

识兴趣，与理想范型的儒学相通。湘学学术旨趣上的这一特点，使它能够很好地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湘学；学术旨趣；道统；治统；学统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１１－０８

　　 “湘学”是一个代表学术传统相继、学术旨

趣相同的地方性知识传统的象征符号。质而言

之，我们将周敦颐、胡宏、王船山、魏源、曾国

藩、郭嵩焘、谭嗣同等学者的知识学问统称之为

“湘学”，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湘人或在湘中之地产

生了自己的知识学问，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一

系列相同的学术宗旨、知识兴趣。同时，这一学

术旨趣又成为贯穿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学术传统，

即 “学统”。这里，我们首先从 “湘学”学统的

依据出发，寻求 “湘学”的学术旨趣，进而探讨

“湘学”学术旨趣与 “湘学”学统的关系。

一、“湘学”学统的依据

纵观绵延千多年的湘学演进的历史，几乎每

个历史时期均有其他不同的学术思潮、学术派别

在湖湘大地传衍，并影响着湘学学术形态、知识

旨趣的演变发展。如两宋时期，当时最有影响的

地域性学派，包括洛学、闽学、浙学、赣学就先

后传衍于湖湘大地，对湖湘学者的学术思想、学

术旨趣产生深刻的影响。又如明代，盛行于长江

流域的阳明学 （具体又包括浙江王门、江右王门

等）、湛学、东林学在湖湘大地传播，对当时湘

学亦产生很大影响。清代同样如此，乾嘉汉学的

吴、皖两派，另外常州派、桐城派等当时主流的

学术形态，均在影响着湘学的学术形态与知识旨

趣。但是，令人感兴趣的则是，延续千年的湘学

仍然成为一个横贯历史长河的稳定性地域性学术

形态，它们有着一脉相承的学统，

区域性学统是由奠基学术、开创学派的学术

宗师与传承学脉、发展学术的后学构成。那么，

学术宗师与后学之间的脉络、系统靠什么联结起

来成为 “学统”呢？除了外在的学术授受关系之

外，应该说，内在的学术旨趣是其中十分关键的

因素。这是由于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上，后学

可能改变其先师的主张，但在学术宗旨、知识兴

趣、思想倾向等学术旨趣方面则是传承先师，方

能称其为 “学统”。这种学术旨趣成为 “学统”

的核心学术价值，并通过一代代不断积淀，成为

一种稳定性较强的区域性学风。

从事湘学研究的学者发现，当我们用 “湘

学”来概括湖南地区的千年学术历史时，如何寻

找 “湘学”的类本质特征是有些困难的。中国传

统学术分汉学与宋学，汉学又分古文经学与今文

经学，宋学又可以分为理学、气学、心学、性学

等等，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旨趣。而湖湘地

区的学术，则既有宋学，又有汉学。宋明时期的

湘学中有性学 （胡宏）、理学 （张縂）、气学

（王船山），清代湘学中有今文经学 （魏源）、宋

学 （曾国藩等）、古文经学 （王先谦等）。当我

们将他们统称之 “湘学”时，寻找这个 “湘学”

概念的类本质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任何企图

例举其特征 （如经世致用、义理之学）均难以令

人信服，人们还会反问它们是 “湘学”概念所独

有的类本质吗？于是，只剩下 “湘”这一地域性

空间框架，而这恰恰不是我们说的类本质。我们

能否放弃寻找、确定 “湘学”概念类本质的努

力，而通过其他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把握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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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内涵呢？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 “家族

相似”理论能够为我们研究、总结 “湘学”提

供一个可行的思维方法。

维特根斯坦是２０世纪最具影响力和独创性
的哲学家之一。他提出的 “家族相似”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ｋｅｎｅｓｓｅｓ）理论，就是针对长期支配人们逻辑思
维的一个普遍惯性，即总是希望寻求语言概念的

“共相”、类本质的渴望。他认为，许多概念所指

称的事物并没有完全一样的类本质或共相，这个

概念之所以能够指称这一类事物，是因为这一类

事物就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一个家族的成员并没

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地方 （类本质），但是他们之

间一定会有某些相似的地方，诸如眉毛、眼睛、

鼻子、嘴唇等。维特根斯坦的 “家族相似”理论

极富挑战性和创造性，为我们运用语言概念来把

握客观事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思维方法。

事实上，当我们用 “湘学”的概念来代表一

个个具体的湘学学者、学派及其学术思想时，当

我们试图寻求 “湘学学统”的内涵时，用 “家

族相似”理念来理解是十分合适的。我们发现，

这些学者、学派虽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共相或

类本质，但他们既然是 “湘学”这个家族的成

员，这些成员就会有不同于其他的地域学术譬如

浙学、蜀学、闽学、赣学的地方，这些 “湘学”

家族的成员之间总有一系列相似的地方；他们相

似的地方往往多于其他地域的学者。应该说，他

们相似越多，就越接近 “湘学”的概念，但是，

到哪里来寻找他们相似的地方呢？

本文认为，学术旨趣是最重要的。我们知

道，在中国学术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学术思潮

不一样，每一学派的话语体系不一样，每个学者

的知识结构也不一样，但是，如果追根溯源，这

些差别与他们原初探求知识的目的、兴趣有关。

如果能够在学术旨趣上找到他们相似的地方，其

实也就找到了 “湘学”大家庭中所有成员之间

“相似”的最重要依据。所以，我们虽然可以放

弃对 “湘学”学者的普遍本质、一般共相的规

定，但是并不妨碍对他们在学问宗旨、知识兴趣

方面相似点的寻找。

学术旨趣的差异一般会受到时代思潮 （时间

性的社会条件）影响，但同样会受地域传统 （空

间性的社会条件）所制约，不同地域的学者、学

术形态会在学术旨趣上存在差异。中国地域广

大，各个区域均有自己不同的自然地理、经济形

态、文化传统，这种地缘的差异会影响到不同区

域的社会实践，并最终会体现到学术旨趣的差异

上来。中国古代的学派往往是呈空间分布的状

态，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往往存在以地域命名的

不同学派，这一点，在两宋以后特别明显。如两

宋时期出现的著名学派，包括蜀学、洛学、关

学、闽学、湖湘学、浙学、江西学等等，都是以

行政区或文化区的地域名称指称学派。这一现象

一直沿续到元、明、清各个朝代。这些不同的地

域性学派，往往会有自己的学术宗师、传承脉

络、代表著作、学术观点，但是最重要的是，各

个地域学派均有自己的学术旨趣。我们会发现，

不同的地域学派，往往会在学术宗旨、知识兴

趣、思想倾向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传统学术旨趣有三个最重要的面向，即

道、治、学。其一，凡是以 “道”为学问宗旨、

知识兴趣的面向，则是一种追求大本大源的学术

旨趣，其实还具体体现为以宇宙自然的根本法

则、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个体生命的终极目的

的不同学术旨趣。所以，一个学人如果是以

“道”为学术的唯一目标和兴趣，他可能是一个

喜欢玄想或思辨的哲人，也可能是一个向往理想

的愤世嫉俗者，还可能是寻求精神皈依的寻道

人。其二，凡是以 “治”为学问宗旨、知识兴趣

的面向，则是一种现实性、功利性的学术旨趣。

这种以 “治”为目标的学术旨趣，又可以分为以

“道”为本的 “王道”治术和以君主权力为本的

“霸道”治术。所以，那种没有 “道”的社会理

想、政治理念制约的治术，即仅仅以 “治”为目

的的学问宗旨、知识兴趣，则可能成为为专制王

权服务的治术，这种学术的典型形态是法家学

说，法、术、势最终可归结为服务权势的治术。

其三，凡是以 “学”为学问宗旨、知识兴趣的面

向，则是一种以学术本身为目的的学术旨趣。在

中国传统儒学学术旨趣中，“学”一般要求指向

“道”或 “治”，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学派将

学问宗旨、知识兴趣指向学问本身，最典型的是

清代乾嘉汉学学者，他们直接以音韵、训诂、版

本、目录等关于儒学知识基本的学问为目的，以

在这些知识领域获得学术成就为满足。中国古代

学术思潮迭起、学派林立，各种学说繁荣发达，

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研读不同的经典、建立不同的

２１１



湘学的学术旨趣

学术体系，更在于他们在道、治、学的学术旨趣

上有着不同的侧重。他们的学术旨趣既可以在

道、治、学的不同面向，以及在每个面向不同方

面有自己的学问宗旨、知识兴趣，又可将其中的

一个面向与其他面向组合成新的面向，诸如道与

治的结合 （黄老之术是其典型），道与学的结合

（理学或道学是其典型）、学与治的结合 （今文

经学是其典型）等。

“湘学”学统的依据是什么？ “湘学”的

“湘”不应该只是一个装有各种不同学术文化的

空间框架。实际上，我们将这一学术传统相继的

不同学者、学派、学说统称为 “湘学”，就是强

调这些不同时代的学术之间有着一以贯之的 “学

统”，而最能代表这一学统之内核的是其 “学术

旨趣”。我们认为，这些不同学术思想、学术观

点、学术体系的湘学能够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学

统，就在于 “湘学”学者在学问宗旨、知识兴趣

方面存在许多的相似性。

二、道、治、学贯通的旨趣

如果考察湖湘的地域性学术传统，湘学的学

术旨趣具有什么特色呢？就道、治、学三个面向

而言，湘学没有表现出对某一个面向的单向追求

的特别执著，而是坚持对道、治、学三者贯通的

学问宗旨和知识兴趣。在延续一千多年的湘学史

上，尽管因历史条件不同，每个湘学学者处于不

同学术思潮的文化背景，不同学术师承的知识背

景，但是，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

学术个性的湘学学者，均表现出对道、治、学的

兼容与贯通。在 “湘学”这个大家族中，不同时

期、不同学派的湘学学者，均表现出这种令人瞩

目的 “家族相似”性。

首先，湘学史上的湘学学者，无不表现出对

“道”的向往和追求。一部湘学史，其实也就是

一部湘学学者原道的历史①。我们把楚汉时期的

屈、贾看作是湘学的渊源，首先就在于他们的思

想观念、知识旨趣与后来形成的湘学形态同构。

屈、贾的精神信念中，均有一个社会理想的向往

与追求，这种追求又与他们对天道的思考与追问

联系在一起。屈原的 《天问》，贾谊的 《鹏鸟

赋》，体现出他们对道的思考与追求。唐宋时期

的湘学之所以成型，首先体现在柳宗元、周敦

颐、胡宏等人建构了一个新的以 “道”为核心的

知识体系。柳宗元作为唐中叶以后儒学复兴的代

表人物，对儒家社会理想原则的坚持，即他反复

讲的 “尧、舜、孔子之道”、“圣人之道”。他对

“道”的追求与当时学界 “溺其文采”的状况是

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

而论于是非，是不得由 《中庸》以入尧、舜之

道。”② 柳宗元称此 “道”是 “大公之道”、“至

公之道”，其实强调这个 “道” “是有关公共福

祉、有关整个社会利益的道理或原则”③。如果

说中唐的柳宗元还只是倡导复兴周孔之道，那

么，周敦颐则是宋代儒家的 “道学”的开山祖。

周敦颐坚持以儒家的 《易》学、《中庸》学为核

心，又汲取佛、道的学说，写下 《太极图说》、

《通书》，从而完成了儒家之道的初步学术建构。

这一新的儒家之道学，既包括柳宗元 “大公之

道”的社会价值追求，同时也体现出对孔颜之乐

的个体人格终极关怀的个体价值的追求。而胡宏

则是将周敦颐开创的新道学进一步理论化、体系

化，建立起一个以 “道”、 “性”为哲学本体的

道学学术体系，成为南宋理学集大成阶段的重要

学派之一。以后的湘学学者，无不表现出对儒家

之道的坚定信仰与学术追求。明清之际王船山强

调儒家之道的趋时特质和务实品格：一方面，他

强调 “道”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延

伸而发生变化，即 “道莫盛于趋时”；另一方面，

又强调 “道”是实有的，道总是在器中体出其作

用，故而 “尽器则道在其中矣”（《思问录·内

篇》）④。王船山对 “道”的追溯和思考，使儒家

之道于历史现实之中，并成为其思想学术的本

旨。清道光以后的湘学呈现出学派林立的状况，

但是，不管是今文学派 （如魏源），还是宋学派

（如曾国藩），或是古文学派 （如王先谦），他们

在坚定地信仰、执著地追求儒家之道的学术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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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汉民：《湘学原道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

１２５６页。
陈弱水：《柳宗元与中唐儒学复兴》，氏著：《唐代文士

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５４页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 １２册，长沙：岳麓书社，
１９８８年，第４１６、４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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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湘学史上的湘学学者，又无不表现出

对 “治”的特别兴趣和追求。对经世的追求本来

是儒学的一般特征，但对湖湘学者来说则特别突

出。这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考察。从楚汉到唐宋是

第一个阶段，这段时期的湘学学者主要是因政治

方面的原因而寓居于湖湘之地。无论是屈原、贾

谊，还是柳宗元、胡安国，他们原来均是朝廷的

重臣，并曾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由于受到其他

政治势力的排挤，使得他们不得不远离政治中

心，来到偏远的南蛮之地。但是，他们对政治的

关注、兴趣并没有丝毫减退，相反，他们因此而

更充满对政治的激情和对政治的理性思考。屈原

在流放沅湘之际所写的大量诗歌，就饱含着对政

治的关切之情，同时也表达出他关于德法兼用、

选贤与能等一系列政治主张。贾谊也是西汉初年

一位有卓识的政治家，他关于推行礼治、民事、

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他在任长沙王太傅期间，仍然保持着对

政治的密切关注，并提出了许多重要政治主张。

柳宗元因 “永贞革新”失败而流放永州，但他仍

能保持对政治的参与热情，且具有更加理性的政

治思考，并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政论。其中的 《封

建论》对封建制、郡县制的分析，体现了他卓越

的政治见识。胡安国、胡宏隐居湖南衡阳，从事

讲学活动，其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经世的强烈

关注。胡宏的 《与张敬夫》说： “学圣人之道，

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

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

大者也。”① 他认为 “圣人之道”应该是有体有

用的，进而确立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他将父

亲和自己在衡岳之下创办书院的学术、教育活动

均归结为 “经济”的目的，其 《书院即事》一

诗写道： “为无经济学，万里筑幽栖。”② 总之，

从楚汉到唐宋，这些流寓于湖湘之地的湘学学

者，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打击而走向独善其身的

出世，相反，他们仍然持有强烈的政治热情与现

实思考，为当时与后世贡献出了重要的政治智慧

与经世思想。

从明清到近代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有

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湘学学者均是本土产生。但

是，湘学学者的来源这一重大变化，并没有改变

其学术旨趣，相反，明清以后的湘学学者继承了

屈、贾、柳、胡等湘学学统奠基人的学术旨趣，

仍然表现出对 “治”的强烈关注与理性思考。这

一点，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区域学统的连续性与学

术旨趣的稳定性。从清初到清末，湖湘的本土学

者几乎均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清初的王

船山就是如此，尽管他与屈、贾、柳、胡很不一

样，从未做过明朝的命官，更谈不上朝廷重臣，

但是，激发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因都是现实

的政治。他希望从广义的政治角度 （包括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教训，

所以，他的思想归宿、学术旨趣都走向 “治”，

他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艺术方面的学术

宗旨，均是 “致治”的实学追求的体现。清代中

期乾嘉之学兴起，出现 “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

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③

的局面，但是，湖湘之地的士大夫仍然将学问与

经世致用联系起来。这段时期内产生一定影响的

学者有李文癤、王文清、罗典、严如趃、欧阳厚

均等人。他们中虽有崇性理之学、考据之学的不

同，但是，他们均强调明体达用的学术宗旨，对

礼乐刑政等各种有关于现实政治的学问表现出强

烈兴趣。如李文癤虽崇宋儒的性理之学，但对

《周礼》及各种关于政治的知识表现出特别的关

注。其 《恒斋文集》卷１《周礼集传序》明确表
示是为了 “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反对将

内圣之道与外王之术分裂为二。王文清是乾隆时

期的汉学家，在 “经史小学专门之学”方面有一

定成就，但仍将礼乐兵农的致治之学作为学术宗

旨。他掌教岳麓书院时制订的 《学箴九首》就体

现出他关于 “治”的学术旨趣：“人求多闻，时

维建事。治事有斋，苏湖之制。礼乐兵农，经天

纬地。错节盘根，用无不利。”④

清道光以后，由于中国进入晚清政治变局之

中，全国的学术风尚发生重大变化，那种追求经

史小学等纯学术的旨趣发生变化，而追求经世致

用的学术风尚兴起。由于湘学一直就保持着经世

致用的学术旨趣，加之这段时期不少湘学人物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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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１页。
同上，第６７页。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先生遗书》

第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２５页。
《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 １《王九溪先生学斋九首》，

《岳麓书院志》，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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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接近到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晚清湘学进一

步提升了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成为这段时期引领

全国学术风尚的区域性学统。魏源是晚清开新风

的湘学人物，既是汉代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传统

的继承人，又是湘学学统的经世致用旨趣的传承

者，《默觚·学篇九》“以经术为治术”① 的学术

宗旨对晚清影响很大。正如梁启超总结晚清学术

时说： “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

则龚、魏之遗风也。”② 如果说魏源是以今文经

学来联结湘学学统的话，曾国藩则是以宋学来联

结湘学的经世旨趣。曾国藩的学术虽然是 “一宗

宋儒”，但是他又被学界认为是理学经世派。针

对当时学界将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的看

法，其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特别将 “经济之

学”列入儒学的主要科目之中：“经济者，在孔

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

也。”③ 他关于儒学四科的看法，在学界、教育

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湘学重政治的学术旨趣，成

为晚清时期一种显著的区域性的学术风尚，并导

致政治、军事人才的大量涌现。

现在我们讨论湘学旨趣中的 “学”。毫无疑

问，一切学术旨趣离不开 “学”本身。在儒家传

统的学术宗旨中，“学”的知识一直是与 “道”

的追求与 “治”的方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儒学

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对知识学问的两种极端看法：

一种是将求道与求学对立起来的反智论传统，如

陆王心学就有这种学术倾向；另一种是完全将儒

学的经史小学本身视为求学的目的，清代乾嘉学

派就是这种学术旨趣。另外，还有许多学派、学

者或者强调 “学”与 “道”的联系 （道学），或

者是 “学”与 “治”的联系 （事功之学）。这

样，各地域学统就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学术旨趣。

在湘学学者群体的学术旨趣中，普遍表现出将

“学”的知识探讨与 “道”的精神追求、 “治”

的社会关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纵观一千多年的

湘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湘学学者群体从未

产生过将 “求学”与 “求道”、 “道问学”与

“尊德性”对立起来的反智论传统，也从未产生

过以儒家经史小学等专门学问为求学目的的 “纯

学术”追求的传统。与此同时，湘学学者的学术

旨趣也并非仅仅强调 “学”与 “道”结合的性

理之学或 “学”与 “治”联系的事功之学，而

是坚持 “学”与 “道”、 “治”之间的贯通，即

性理之学与经济之学的统一。所以，我们探讨湘

学旨趣中的 “学”，不能离开 “道”与 “治”，

湘学的 “学统”总是统贯着 “道统”与 “治

统”。

我们不妨以几位主要的湘学人物为例，对湘

学将 “学”、“道”、“治”贯通的学术旨趣作一

概要式的论述。我们先从唐宋湘学成型开始。中

唐既是中唐儒学复兴思潮的开端，也是湘学成型

的肇始，柳宗元是其中的主帅人物之一。柳宗元

在中唐时期研究儒学，倡导对儒学的复兴，是将

“道”与 “治”融通在其 “学”之中的。他倡导

的儒学就是 “尧、舜、孔子之道”，又称其是

“大公之道”、 “大中之道”。当柳宗元将儒学中

的圣人之道称为 “大公之道”时，指的是其包含

的群体利益与社会理想；称为 “大中之道”时，

则是指经民治国的原则与方法；这样 “道”就成

为治术。此即其 《时令论下》所说：“圣人之为

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

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乱

之术，为之勤勤然书之方册，兴亡治乱之致，永

守是而不去也。”④ 这段话表达了柳宗元所理解

的儒学是将道、治、学三者融通为一体的。南宋

湖湘学派的学者群体，就是一批倡导、坚守融通

学、道、治为学术旨趣的学人。湖湘学派奠基人

胡安国以研究儒家 《春秋》学而闻名，但他决不

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将 《春秋》之学的知识建

构与圣人之道、经世之术统一起来。一方面，胡

安国的 《春秋传》卷 ２４《昭公元年至十二年》
主张 “《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义

立命不委于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另一方面，

又主张 “《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

比”（《宋史》卷４３５《胡安国传》）。他阐发的
《春秋》之义理，既是经邦济世之术，又是天人

合一之道。胡安国的学术旨趣影响了湖湘后学。

胡宏认为儒学的核心是 “圣人之道”， 《与张教

夫》指出：“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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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２４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９１页。
《曾国藩全集》第 １６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

第４４２页。
《柳宗元集》第１册，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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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 “道之体”是指那上升为 “天之道”的

儒家价值，“道之用”则是指以此价值体系推行

于现实的井田、封建、学校等具体的经世实践

中。可见，胡氏父子所追求的 “学统”，总是将

“道统”与 “治统”融通于内的。

宋代成型的湖湘学统及其将学、道、治融通

的学术旨趣，为明清以后的广大湘学学者所传

承。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就是这样一位承传湘学学

统及其学术旨趣的典型代表。在船山的眼中，

明、清两朝均是道统、治统分离的社会，从而导

致道统空疏而归于异端空寂，治统无序而归于一

姓之私。《读通鉴论》卷１５强调理想的天下应该
是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

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

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

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人以存道，而道可

不亡。”② 所以，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其学术使

命就是将道统、治统均纳入自己的学统。船山终

生治学，其目标就是实现以 “学”兼 “道”与

“治”。船山的这一学术传统在清中期以后得到进

一步弘扬。魏源就是晚清学界坚守道、治、学统

一的湘学学者。他对儒林曾盛行的将道、治、学

三者分离的历史状况十分不满，《默觚上·学篇

九》说：“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

泮然三途。”③ 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儒者，应该是

能够将治经 （学）、明道 （道）、政事 （治）三

者融通的。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却出现了三者

“泮然三途”的局面。所以，《默觚上·学篇九》

强调求道、求治与求学是一致的：“道形诸事谓

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

制事，谓之经。”④ 这里清晰地将儒者所追求的

道、治、学三者不可分离的关系阐发出来，从而

强调儒者的学术旨趣必须是将道、治、学三者兼

融并通。理学经世派曾国藩则是将学术旨趣中的

三个基本要素，纳入到儒家的学科体系中去。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认为： “为学之术有四，

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⑤ 四学之

中，义理之学的目标在求道，考据、辞章之学的

目标是求知，经济之学的目标在求治。曾国藩被

梁启超称之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

其实立德、立功、立言只是曾国藩一生追求道、

治、学的结果。

由此可见，湘学学统、湘学学术旨趣可以看

作是道、治、学三者的兼备与贯通。尽管湘学千

年，历史悠久，各个不同的时代均有不同的学术

思潮，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学术体系，但是，我们

发现，这些不同思潮、不同师承的湘学学者的学

术旨趣结构，却有着惊人的 “相似”，就是追求

道、学、治的兼备与贯通。我们可以通过学术旨

趣的考察，找到 “湘学”这个大家族的各个具体

成员所体现出来的 “家族相似”的特征。

三、湘学旨趣与儒学正统

历史上，湘学学者一直有很强的儒学正统

（“湖湘正学”或 “道南正脉”）意识。这究竟是

湘人自傲气质的体现，还是仅仅体现湘学学者对

儒家正统的执著追求？这种学术正统意识究竟是

促进了湖湘学术的传承与发展，还是限制了湖湘

学者知识视野的拓展？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个正

统的儒学？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学史，一直就没有

停息过关于儒学正统的争辩。直到当代新儒学家

牟宗三，还提出一个 “道德的形上学”为儒家正

统的 “圆教模型”，并以此为标准而将朱熹之学

判定是 “别子为宗”。他特别将胡五峰、刘戢山

判定为儒学正统，从而引发许多新的争辩。显

然，牟宗三以 “圆教模型”为儒学正统的说法是

十分片面的，它完全不能解答儒学在中国两千多

年历史中的社会作用、文化功能。其实，不仅仅

牟宗三关于儒学正统的说法是片面的，就是最早

提出儒家道统的宋明诸儒的观念同样是片面的，

当他们把身心性命之学看作是儒学正统时，同样

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许许多多古代的、当代的

学者都已经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应

该放弃那种将儒学的某一种特质、某一种观念定

位于儒学正统，进而将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者、学

派作偏正的划分，并以此作学术价值判断。

我们虽然不同意儒学史上关于道统论的学术

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对儒学的理想范型是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胡宏集》，第１３１页。
《船山全书》第１０册，长沙：岳麓书社，第５６８页。
《魏源集》，第２３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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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虽不同意以某一特

质作为正统儒学的标准，但是我们确实可以通过

儒学的产生、儒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角色定位，

来思考理想的儒家究竟应该是什么形态的问题。

在世界文明演进的 “轴心时代”，产生了中

华文明所特有的孔子及其儒学。在两千多年的中

国古代史上，孔子创建的儒学不仅仅是一套读书

人必须学习的知识系统，也是主宰社会各个阶层

的思想与行动的价值理念，同时还是支配宗族、

社会、国家的制度建设、生活方式的依据。儒家

要在漫长的历史中承担这么多的社会功能，首先

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理想的学术形态。而在两千

多年的儒学史上，有许多儒学思潮、学派、学者

的学术形态并不具有这种理想范型的综合素质，

故而在当时或后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那么，这

种理想范型的学术形态究竟具有哪些根本的素质

和要件呢？其实，从孔子的言论中，从儒家经典

的一些基本理念中，均可以找到理想儒学形态的

基本要件与主要特征。一个理想范型的儒家应该

具备下列三个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本内容：第

一，学，即一整套能够说明、解释当时人们的生

活世界的知识体系。儒学首先应该是 “学”，即

一套解释并指导人们生活的知识体系。作为一个

学者，孔子对三代遗留的历史文献及各种文化知

识的典籍有着全面的把握与系统的整理，经过他

整理的三代典籍成为后来的知识者必读的经典。

第二，道，即包括个人的生活意义、社会的发展

目标、国家的基本理念等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既

体现为人道，但此人道又是与宇宙法则的天道相

通的。故而，儒者的 “道”既是个体精神安顿的

依据，又是天下安泰的理念，还是天地和谐的终

极目标。第三，治，儒者必须将其建立的 “学”、

追求的 “道”最终付诸社会实践的 “治”。“治”

在儒者那里，不仅仅是政治，而是一种参与社

会、建立一个理想人间秩序的实践活动，一切有

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经

济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活动、科技活动、军事

活动等等，均是纳入儒者的 “治”的领域。因

此，儒家关于 “学”的知识体系、“道”的价值

体系，最终均要完成于 “治”。

在孔子创建儒学学派时，他所建构的学术思

想就是这样以 “学”、“道”、“治”三种文化理

念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孔子建构起来的儒

学，首先体现为整理三代文献、删述 “六经”而

建立起 “学”的知识体系；其次体现为人生、社

会目标的设定，即建立起 “仁”、 “道”的价值

体系；同时还体现为 “天下有道”的社会关切，

即完成 “礼治”秩序的经世实践。孔子终其一生

所建构的就是这样一种以 “学”为基础，融通

“道”与 “治”的理想型的学术体系。其实，后

来的儒家学者，往往是将这三者的结合作为学问

的至高境界，会以某一种或两种要件的缺失而受

到儒学学者的批评。《礼记》中 《大学》一篇之

所以受到后代儒者的关注，就在它将儒者 “大人

之学”的知识理念化为一个清晰的 “八目”历

程：所谓格物、致知是 “学”的完成，正心、诚

意、修身是 “道”的修炼，齐家、治国、平天下

则是 “治”的完成。这正是一个完整的儒学追

求、实现的学、道、治的知识理念 （即 “学”

是为了 “道”与 “治”），同时也是儒者生命完

成的过程。所以儒家学者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

是 “三不朽”，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其实

它们正是儒学知识理念的道 （立德）、治 （立

功）、学 （立言）的体现。由孔子所奠定的将学

与道、治结合起来的知识旨趣，深刻影响了后来

的儒家学者，从汉唐到明清，儒家学者总是在不

断以这种理想范型的学术理念，支配着他们从事

学术事业，或者以此为标准去评论其他儒家学派

与学者。同样，当代学者中亦有许多人有相同的

看法。杜维明曾经提出，孔子的仁学是儒学的原

初形式，其内部包括道、学、政三个方面。他认

为仁学的这种道德理性 （道）、人文关切 （学）、

入世精神 （政），区别于希伯来的神学与古希腊

的哲学①。李泽厚也认为，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

学仅把儒学归之于 “内圣之学”是片面的，孔子

奠定的儒学是包括内圣 （道的信仰，宗教性）、

外王 （经世实践，政治性）为一体的，只有将它

们完整统一起来，才是儒学的本旨②。余英时的

《朱熹的历史世界》也表达了他对儒学的看法，

即儒学不仅仅是内圣之学，而是内圣、外王一

体，外王是内圣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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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杜维明：《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杜维明文集》

第５卷，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页。
李泽厚：《经世观念随笔》，氏著： 《中国思想史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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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子创立儒学时强调学、道、治一体的

知识理念与学术旨趣，两千多年的儒学史亦在不

断地追求三者的统一与圆融，但是，在具体的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儒家学派与学者，均可能表

现出对某一方面的特别兴趣，从而偏离儒家的知

识观念。甚至可以说，正由于后来的儒家学者将

儒学的知识旨趣引向某一个方面，才有可能促进

儒学的发展。譬如，人们往往将儒学分为古文经

学、今文经学、理学几大思潮和流派。显然，古

文经学发展了儒学的 “学”的一面，从儒学中产

生出了许多专门的知识学问，大大丰富了儒学的

知识面向。尽管很多古文经学家有很严谨的学术

精神与求实的科学态度，但他们往往在沉溺于这

种冗繁的知识体系中而忽视了儒学还应有 “道”

的追求与 “治”的经世，故而在 “学”的方面

受到肯定的同时亦因 “道”、 “治”的缺失而受

到批评。今文经学则发展了儒学重 “治”的一

面，强调儒学的根本精神是求治，他们的经世致

用的学术态度，使学术能够与现实政治与社会需

求结合起来。但是今文学家在追求 “治”的政治

利益与社会功效时，却失去了古文学家在求

“学”时的科学精神、求真态度，也没有道学家

那种道统高于治统的理想情怀与超越精神而受到

批评指责。道学 （理学）则是发展了儒学崇道的

一面，强调儒学的根本就是一种人格理想与社会

理想统一的 “道”，但是不少理学家为了求道而

放弃 “学”与 “治”，被历史上的儒者指责为既

无求实学问、又不能经世致用的 “空谈心性”。

现在，我们回到 “学统”的正统意义上来。

本来，“学统”观念是受道统影响而产生的，故

而学统具有学术正统与学术传统的双重含义。具

有强烈道统意识的宋儒认为只有崇道、追求内圣

之德的学问才是儒学的正统，才能称之为 “学

统”、“正学”。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则将儒家内圣

之学表述为 “道德的形上学”，并以此作为儒学

的正统，是宋儒观点的重复。显然，我们不能同

意这种正统儒学概念。我们将儒学的原始形态和

理想范型看作是 “学”、“道”、“治”圆融统一

的学术体系，认为它最合乎儒学的原始形态，同

时也能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当然我们并不主张

只有这种学术形态才是儒学正统，因为无论是古

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或者是宋明理学，尽管

他们均有各自的缺陷，但也是推动儒学发展的功

臣，他们使儒学发展得更加能够满足社会历史对

儒学胜任知识理性及其个体安身立命、社会和谐

稳定的需求。

那么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湘学学统及其学

术旨趣的意义何在？湖湘学者坚持湘学学统的正

统性，或许源于他们对自己的儒学形态、理想形

态一致的自信。从唐宋时期湘学形态的成型，到

明清时期湘学的崛起，那些参与建构湘学学统及

其学术旨趣建构的学者，均没有出现历史上曾经

出现过的那些纯粹学问的知识追求、空悟心性的

精神超越、王权为本的政治功利等等，而是坚持

合乎原始儒学、理想范式儒学的知识理念与学术

旨趣，即是道、治、学三者融通，并强调以道统

主宰治统与学统。湘学学术旨趣上的这一特点，

能够使它在更大程度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清道

光以后，既是湘学崛起于晚清以后的历史时期，

更是湘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历史时期。晚清

湘学代表了传统儒学对晚清社会发挥的重大的作

用，从而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譬

如，今文经学派魏源通过对 “治经之儒与明道之

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的批评，希望完成

“道形诸事谓之治”、“求道而制事”、“以经术为

治术”的将道、治、学统一的儒学学术旨趣的追

求 （《默觚上·学篇九》）①。这种学术旨趣不仅

引发了整个晚清学风的重大变化，同时也代表着

东亚儒学在世界文明格局发生演变时的自我调

整。晚清中国和近代东亚的政治变化、文明调

整，均与这种学术形态及学术旨趣有密切的关

系。又如理学经世派曾国藩，他领导的湘军集团

及其洋务运动对于近代中国的变迁，亦发生了难

以估量的影响。但是，以他们代表的湘军将领及

洋务领袖们，其文化身份则均是儒家学者，并且

都是湘学学统的承传者，都具有鲜明而一致的学

术旨趣。他们的儒学学问并不特别专精，他们的

理学之道亦不特别高深，但是，他们平实的儒家

之学、儒家之道却与儒家之治结合起来，将儒学

的社会功能发挥得特别充分。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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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禅的误区及其超越

———从中国过程禅的视阈看

王治河　吴言生

【摘要】尽管大多数日本禅师选择保持沉默，更有相当一部分日本禅师百般遮蔽甚至抵赖，但日本禅在二战期间做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拥趸乃至帮凶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主张慈悲为怀的佛教在日本堕落成 “杀伐的宗教”，为什么禅

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拥趸和帮凶？本文认为正是日本禅师对禅的曲解特别是将禅的本质等同于 “空”与 “无”和对禅

的慈悲维度的遮蔽导致了日本禅的内在局限，这包括日本禅的文化沙文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反和谐的暴力主义。正

是日本禅的这些内在缺陷导致日本禅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帮凶。在分析日本禅缺陷的基础上，本文从中国禅的视域出发，

提出了超越日本禅的进路。其中包括：中国禅对宽广的无分别心的推重对日本禅的文化沙文主义的克服，中国禅对博

大的慈悲心的标举对日本禅的道德虚无主义的超越以及中国禅对万物一如的广大和谐观的强调对日本禅中的暴力主义

的摈除。

【关键词】日本禅；中国禅；过程禅；过程哲学；日本军国主义；道德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９４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１９－０８

一、日本禅怎么了？

日本军国主义在上个世纪发动的对外侵略战

争，不仅给中国等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致使

数千万亚洲人民失去生命，无数家庭失去亲人，

日本人民本身也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按照平田精

耕的表述：

随着冲绳于１９４５年４月的陷落，日本人民
才慢慢地觉醒过来，意识到支持战争是何等的愚

蠢！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许多军校的学生不惜以

切腹自杀的极端形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些

年青人所留下的一封封令人心碎的遗书里，充分

见证了他们对和平的渴望。①

日本如何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是什么使一

个个昔日憨厚纯朴的农民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

魔？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特别是日本禅起了怎样的

作用？这些都是亟待认真反省的重大问题。尽管

一些日本禅师百般遮蔽甚至抵赖，大多数日本禅

师选择保持沉默，但日本禅在二战期间自觉不自

觉地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可耻帮凶是个不争的事

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由于西方海德格尔
案件的揭发，一向被假定为超越善恶二元的禅和

非政治化的哲学家和学者们思想背后的政治意涵

开始引起日本和西方研究者的注意，作为东方二

战策源地的日本，其佛教与军国主义的关系问题

被推到了前台”②。据说海德格尔对日本禅在西

方的主要推手铃木大拙的东西极为欣赏，曾对他

的朋友说：“如果我理解这个人正确的话，这正

是我的所有著述一直试图所说的。”③

世界著名禅学家和佛教专家布莱恩·维克多

利亚 （ＢｒｉａｎＶｉｃｔｏｒｉａ），克李斯朵佛·艾卫思
（ＣｈｒｉｓｔｏｒｐｈｅｒＩｖｅｓ）和市川白弦等人在他们引起
学界轰动的 《战争中的禅》、 《禅战争故事》、

《皇道禅》、《佛教的战争责任》等书中用大量翔

实的史料向世人证明：早在上个世纪 ２０年代，

９１１

 作者简介：王治河，山东招远人，（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６）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美国中美后现
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吴言生，安徽庐江人，（西安７１００６２）陕西师范大学佛教研究所教授。
①　ＨｉｒａｔａＳｅｉｋｏ，“Ｚｅ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ＩｎＲｕｄｅ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ｓ：Ｚｅｎ，ｔｈｅＫｙｏｔｏＳｃｈｏｏｌ，＆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Ｊａｍｅｓ

Ｗ．Ｈｅｉｓｉｇ＆ＪｏｈｎＣ．Ｍａｒａｌｄｏ（ｅｄｓ．）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１１．
②　龚隽：《反抗的现代性：二十世纪的日本禅、京都学派与民族主义》，《世界哲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３４页。
③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ｒｒｅｔ，Ｗ．Ｅｄ．Ｚｅ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Ｄ．Ｔ．Ｓｕｚｕｋ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１９５６，ｐ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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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日本佛教坚定地支持日本的军

事和殖民政策”①。其中作为日本佛教主要表现

形式的日本禅，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

争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几乎所有日

本禅的主要领袖人物都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 “狂热支持者”②，日本禅师们因为军国

主义摇旗呐喊、极力鼓励杀戮而成为受军方欢迎

的宠儿，一些禅师亲赴前线作为随军禅僧为日军

打气，一些禅师则在日本本土做法事为日军祈

祷，为日本帝国的福祉祈祷，包括 “祈祷其他国

家投降”③，而日本禅寺也成为多位甲级战犯的

最终庇护所。

与此同时，禅的理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

战争动员的强大思想武器，禅训练中心成为训练

日本武士的大本营。日本禅师石原俊明说，本质

上 “禅与武士道是一回事”。让去死就去死，丝

毫不能犹豫，这样一种境界就是禅的训练所要达

到的境界。日军少将大久保弘一完全同意石原俊

明的说法，他强调 “武士必须与他的上司合一，

他必须实际上成为他的上司。同理，他必须成为

他所接受的命令。也就是说，他的自我必须消

失”④。早在亚洲 －太平洋战争前，日军所有官
兵都被送去接受这种武士道的 “精神教育”，这

种精神教育是建立在禅剑合一、生死如一的形而

上学基础上的。一经训练完毕，日本士兵就被派

往战场，在那里３００万士兵 “无我地”死去，与

此同时，他们也杀戮了上千万中国人和其他 “无

我的”敌人⑤。

即使再高调的日本文化沙文主义者也承认禅

是 “中国的产物”⑥。唐天宝年间备历艰辛东渡

日本的中国鉴真大和尚，带给日本的是主张慈悲

为怀的佛法，现在这些佛法却被用来培训圆熟精

练、刚猛凶残的屠夫，反过来大肆杀戮中国人

民，“这是中国先民们向日本传播佛教时所始料

未及的”⑦。正如维克多利亚所质问的那样：释

迦牟尼佛的哪条教义让他的信徒成为杀人的武

士？⑧因此就连铃木大拙的辩护者佐藤 （Ｋｅｍｍｙｏ
ＴａｉｒａＳａｔｏ）也不得不承认：

二战之前和二战之中日本禅和佛教团体作为

一个整体背离了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对于日本在

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军事暴行做了助纣为虐的

事。⑨

二、日本禅的理论局限

为什么主张慈悲为怀的佛教在日本堕落成

“杀伐的宗教”？为什么禅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拥

趸和帮凶？有日本学者将之归咎于 “日本禅僧对

当时国际形势的茫然无知”瑏瑠；也有学者认为是

“为了对抗西方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压力和挑

战”瑏瑡；更有西方学者将之归罪于佛教本身，强

调佛教本身就内含 “结构性暴力”瑏瑢。这些分析

虽然有助于我们全面解析为什么日本禅成为日本

帝国主义的帮凶问题，但尚未触及日本禅本身存

在的问题。至于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归罪于佛教本

身，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为佛教和禅的传人，中

国禅没有堕落成 “杀伐的宗教”，中国禅师没有

走到成为军国主义帮凶的地步？

在我们看来，“如果一个时代出了问题，一

定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出了问题”瑏瑣。正是现代日

本禅师对禅的曲解使日本禅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帮

凶。从中国过程禅的角度看，正是日本禅师对禅

的曲解导致了日本禅的内在局限，这些局限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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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４８．

陈橹：《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

《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３页。
ＫｅｍｍｙōＴａｉｒａＳａｔō，“Ｂｒｉａｎ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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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页。



日本禅的误区及其超越

（一）文化沙文主义

应该指出，在向西方世界介绍和推广禅方

面，一些日本禅师特别是铃木大拙功不可没，但

他们思想中的 “文化沙文主义”是特别需要警惕

的。因为按照加拿大学者沙夫的说法，铃木大拙

“从未放弃他的文化沙文主义”①。在铃木大拙看

来，中国禅佛教早已在亚洲大陆夭亡，它在宋朝

以后就已停止发展，纯粹的禅只存在于今日的日

本。中国禅直到遇到镰仓时代的武士文化才在日

本禅中获得了它的完美形式。日本禅 “是所有哲

学和宗教的终极事实。任何一种智识的努力如果

要结出任何实践的果实的话，必须终结于它，或

者说必须开始于它”②。

铃木据此宣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认为禅构成了日本道德伦理、美学和精神优越性

的基础，强调日本精神是更发达的或更精致的泛

亚洲精神， “只有在日本，亚洲精神才得到完全

的实现”③。在他看来，由于禅是亚洲精神的基

础，由于禅的纯粹形式只保存在日本，因此日本

有权利和义务担负起亚洲领袖的角色，“引导它

的落后的兄弟们进入现代时代”④。

铃木的文化沙文主义或日本中心主义并非个

别。许多日本佛教领袖和禅师都持这样一种立

场。例如，日本佛教界的一个共识就是把佛教的

发展分成印度－中国－日本三个阶段，其中日本
阶段被看作是佛教发展的 “顶峰”。⑤ 在日本京

都学派著名禅师西谷
#

治看来，传统哲学如佛教

和儒学已经过时，它们 “留给我们的是精神根据

地的完全的虚空”⑥。在另一位著名日本禅师原

田祖岳看来，“日本的精神是诸神的大道。它是

宇宙的实体，真理的本质，日本人是被选的人

民，其使命是控制世界”⑦，而中国人是 “桀骜

不驯的异教徒”，因此日本应该 “以宗教的名

义”对之进行惩罚⑧。在 《何谓日本的，何谓中

国的？》一文中，临济学者兼禅师福场保洲认为：

中国禅师从未完全实现禅的真义。也就是

说，中国禅的历代祖师对禅的理解一直受到中国

社会错误的文化价值观的桎梏，这种错误的文化

价值观是中国禅的历代祖师所一直无力克服的，

而日本社会所存在的社会和历史规范容许禅的本

性 “得以充分展现”。⑨

在一些日本禅师眼里，在世界所有民族中，

日本民族是唯一真正的佛教民族。因此之故，统

一东西方思想和继续推进东方的进步之重担就落

在这个民族肩膀上。⑩

在加拿大著名佛教专家沙夫看来，日本禅强

调禅是日本文化的基础是有其特别用心的，因为

通过强调禅是日本文化的基础巧妙地 “既赋予了

日本文化独特的地位又赋予了其普世的地位”瑏瑡，

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并非巧合的是，日本禅师全力鼓吹

以禅为基础的日本道德，美学和精神如何如何优

越的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恰恰正是日本人准备向东
亚和东南亚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时刻”瑏瑢。毫无

疑问，日本禅在这里有意无意做了日本军国主义

的同谋和帮凶。

（二）道德虚无主义

将禅的本质等同于 “空”、 “无”是日本禅

的一大特色，也是它的一个根本性的局限。这导

致日本禅对 “慈悲心”这一禅的本质的遮蔽，对

禅做了 “去道德化”的理解，从而走向道德虚无

主义。

在许多日本禅的领军人物眼里，“空”被看

作 “终极的实在”瑏瑣，被看作是佛教的 “基础”，

是 “禅的基本原则”，“空是存在家园”瑏瑤。他们

强调正是 “空”为日本禅 “提供了实践方向”瑏瑥。

阿部正雄认为，“佛教中作为终极实在的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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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 “绝对的无”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①。
按照京都学派标杆人物西田的解释，“称其为绝

对的无，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存在和消失，在这

个意义上，它与整个存在世界相对立”②。他们

强调 “没有空，无物可以产生”③，“只有在空的

立场，每一时刻的无底的立场，历史性才能激进

地实现它自己”④，认为 “在绝对的无中，存在

与非存在，价值与反价值，理性和非理性，是同

一的”⑤。

正是从这种空无的本体论出发，日本禅师对

禅做了 “去道德化的理解”，从而导致对慈悲心

这一禅的核心价值观的遮蔽，进而滑向了道德虚

无主义。当代著名过程哲学家柯布就曾指出，他

对日本佛教最大的不满是它对 “空”的过分强

调，把佛性等同于空，认为这无疑是厚智慧薄慈

悲，导致 “对善恶的超越”⑥，甚至发展到直接

为战争和日本士兵的杀戮行为进行辩护的地步。

铃木大拙就明确说过，禅本身是没有任何自

身的道德准则的，也是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它

“极端灵活”，能 “适应几乎任何哲学和道德学

说”，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它与 “无政府主义或法

西斯主义……或任何政治或经济独断论的联

姻”⑦。显然，铃木这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禅的

慈悲内涵，对禅作了 “去道德化”的理解。在另

一日本禅师市川白弦看来，“禅的 ‘不执着’没

有给责任感留下什么空间”⑧。也就是说，“研究

自我就是忘记自我”，就是 “既不思想善也不思

想恶，既不思想对也不思想错”⑨。亲鸾也说：

“我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⑩当代日本著名禅

学者镰田茂雄如此解释：禅实属 “非情”之物，

不仅否定是非善恶的分别之心，而且彻底否定人

伦道德。

遵循这样一种对禅的 “去道德化”的阐释，

日本禅遂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强有力的 “理论支

持”瑏瑡。有日本禅师公开为侵华战争辩护。如日

本禅师日种让山就声称中日战争

是一场自我牺牲的正义的道德战争，通过该

战争，我们将中国从共产主义的统治和经济奴役

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将帮助中国人活得像个

真正的东方人。因此，我敢说，称这场战争为投

身菩萨的伟大实践的圣战不是没有道理的。瑏瑢

在铃木大拙眼里，禅是 “武士的宗教”，因

为它并不关心正义或伦理行为，而是凭借自身的

死亡本能而随时准备———民众即使不接受武士训

练，也能把握其精神而随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牺

牲。铃木自己曾坦承：

不论是九一八事变前，还是事变后，我们所

有的人都为帝国的增长而鼓掌欢呼。虽然我听说

事变本身穿插着阴谋诡计，但说实话，人们像我

自己一样，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瑏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铃木等日本禅师一方面

口口声声强调禅 “不言是非”是绝对否定善恶、

否定对错的，主张不做判断，但另一方面对有些

事物则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爱憎，如他们对共产主

义的厌恶。例如，铃木１９４８年写道：
我不知道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 “红色”一词

来自何处，但是这似乎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他

们嗜血如命。瑏瑤

在一些日本禅师看来不公平或社会不义不仅

是正当的，而且代表了真正的平等。因此在这些

日本禅师看来，保护一个拥有社会地位差别的社

会对佛教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这就解释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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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禅的误区及其超越

什么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持完全拒斥态

度，因为它试图抹平这些社会差别。在他们眼

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实质上是 “邪

恶平等”的支持者，因此 “必须受到拒斥”①。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于 “伟大”的日本 “将成

千上万韩国和中国农民掠到日本强迫他们参与反

对共产主义的圣战，铃木一言没发”②。

不过，这种不做判断的立场也丝毫不影响他

们对美国现代文化的崇拜：

人们不禁对美国的财富和权力感到惊异。你

可能会说这并没有超越物质文明或改进生存水

平，但即使如此，当我们考虑人的努力的重要性

的时候，我们不必贬低或鄙视这个。我们必须完

全认识到美国的伟大。抛开这是肯定的或否定

的、好的或坏的问题，美国真是伟大，通过它的

军事的机械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力量，美国在全

球独力进行着与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对抗。③

显然，这已远离了禅者应有的修为。正如有

的西方学者所质问的那样：为什么标举智慧和慈

悲的佛教徒能与日本帝国主义和睦相处，而对南

京大屠杀之类暴行却保持沉默？④美国过程哲学

家艾卫思称这为禅的 “道德的破产”⑤。

更有甚者，日本禅宗共同体战后一直拒绝认

错。直到１９８７年，才有日本佛教团体出来进行
忏悔，承认战争是个 “错误”，认为称之为 “圣

战”是 “双重的谎言”⑥。

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来说，对于由释迦牟

尼传至今日的佛经故事来说，我们今天所能做

的，只有愧疚地低下头来，愿以我们的谦恭，磕

上３０个响头，以示忏悔。⑦

（三）反和谐的暴力主义

慈悲心的缺席以及为军国主义辩护的需要，

使日本禅对和谐与和平采取了一种几乎全然拒斥

的态度，踏上了反和谐的暴力主义的道路。日本

禅师
$

谷宪昭 （Ｈａｋａｍａｙａ）就公开反对和谐概
念，将之视为佛教的敌人。因为在他看来，和谐

不可避免地鼓励妥协和宽容⑧。亚洲的一个显著

特征是成熟的个人自我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被

老子和佛教中的无我、无争所深化，具体化为儒

家伦理中的 “贵和”信条，致使这种个人的自我

中没有存在的空间。

在有的日本禅师看来：

和平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所有冲突都是不人

道的犯罪。这是不了解生命本质的道德主义者的

多愁善感。相反，我们知道大量的例子证明，和

平比冲突更邪恶。在这方面教授战争逻辑而非和

平逻辑的尼采比和平主义者更牢牢地把握了生存

的真理。⑨

显然，日本禅师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在为日

本军国主义和战争进行辩护。

“战争禅”的提出者原田祖岳，是日本军国

主义的另一个忠实支持者。早在１９１５年当日本
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提出了 “战争

禅”的概念。在他看来，日本参战没有什么好奇

怪的，因为 “整个宇宙都是处于战争状态的”，

“如果你观察一下宇宙中的所有现象，你会发现，

没有什么是不处于战争状态的”。例如，在自然

世界李子籽试图为李子征服世界，稻谷为了稻谷

征服世界；人类世界也一样，政客们为了征服政

治世界而彼此争斗，商人们为了征服商业世界而

彼此争斗。佛教也丝毫不例外，释迦牟尼本人在

开悟的过程中征服了魔，因此 “不投身战争的竞

技场，要认识佛法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论是平

常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战争都是在场的，禅

如何能例外？“杀人的剑也是给人生命的剑。反

对战争的言论是那些只见木不见林的人们的愚蠢

观点。”⑩在１９３９发表的 《禅与战争一条路》一

文中，原田祖岳写道：“军令曰行军，则勇往前

进；军令曰开枪，则砰砰射击。这就是彻悟的无

上智慧的体现。”瑏瑡 “如果你看到敌人，你必须杀

了他，你必须毁灭假的和确立真的。这是禅的最

重要的观点。”瑏瑢 他同时强调他所论禅宗与战争

之关系 “可推广至 （日本对于中国之）圣

战”瑏瑣。

这种狂热鼓吹战争直接为武士道论证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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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军国主义者所乐见的，难怪希特勒对之赞

赏备至。根据铃木 《禅与日本文化》一书编者的

考证：“铃木博士的著述对纳粹德国的军事精神

产生了强大的影响。”①

三、超越日本禅的误区

日本禅师对禅的曲解近年来不断遭到许多西

方学者的挑战和批评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纳

德·福尔教授就认为铃木对禅的阐释 “误导”了

西方人③。也有学者批评日本禅的西方拥趸 “失

之于意识到现代日本人对禅的建构背后的国家主

义意识形态”④。在维克多利亚看来，日本禅是

对佛教的歪曲，他称之为 “世界上最成功的宗教

骗局之一”⑤。

可惜时至今日，这种对禅的歪曲性的理解，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都没有受到彻底的反思

和清算。按照克莱瑞的说法，“军事主义歪曲了

日本禅以及日本文化。今日日本人民如同西方人

一样，仍在受着这种变种禅的欺骗”⑥。在日本

国内，没有人对日本禅做出深刻反思，只是把对

帝国的忠诚转换成了对公司的忠诚，由为帝国服

务转成对公司服务。“把对公司的无私奉献看作

开悟的一种形式。帝国禅武士成为公司的禅上班

族 （ｓａｌａｒｙｍａｎ）”，仅此而已⑦。这也就部分解
释了日本为什么要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至今的死

不认罪。在维克多利亚看来，铃木等人对禅的歪

曲以及他的信徒为他的辩护，从反面证明从根本

上 “改造日本禅”有多必要⑧。

要改造日本禅，要走出日本禅的误区，使历

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就有必要正本清源。这方面

来自禅的故乡的中国过程禅，可以提供异常宝贵

的思想资源。

门风高峻博大精深的中国禅，既很好地承继

了大乘佛教大慈大悲大愿大行的高韬精神，又创

造性地吸纳了儒家的民胞物与的 “仁爱意识”和

道家的 “生而不有”的厚生情怀，是中国文化的

璀璨瑰宝，其精髓是强调人溺己溺的天下一体的

慈悲情怀。对宽广的无分别心的强调，对博大的

慈悲心的推重，对万物一如的广大和谐观的标

举，则是中国过程禅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

无疑有助于克服日本禅的文化沙文主义、道德虚

无主义和反和谐主义。

（一）中国过程禅对宽广的无分别心的强调

有助于克服日本禅的文化沙文主义

中国过程禅在根蒂上是深度生态的。它持一

种本体论的平等立场，强调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在

本体论上都是平等的，一切有情万物都有其自身

的价值。自我与他者、人类与自然万物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处于一种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

俱荣的关系之中。在禅中，我们可以觉悟到，我

们如何既是独特的，与此同时又是如何彼此相互

联系的。我们的独特源于我们的相互联系，我们

的相互联系成全了我们的独特。“天是天，地是

地，山是山，水是水。”⑨在禅中，我们既视他者

为异又视之为同，这个同就是平等。这就要求我

们克服 “人我贡高”瑏瑠。

禅宗的 “不二大道”为中国禅的宽广的无分

别心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用慧能的话说，所

谓 “无”就是去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分别心，

“无者无何事？无者无二相”瑏瑡。

在慧能看来，“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

德”瑏瑢。如果我们能做到尊敬他者，就做到了自

皈依。他的原话是： “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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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禅的误区及其超越

自皈依。”① 自皈依的具体内容包括 “除却自性

中不善心忌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

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

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皈依”②，其核心是拔

除 “轻人心”、“慢他心”和 “贡高心”，从而拥

有一颗宽广的无分别心。这种宽广的无分别心无

疑有助于克服日本禅的文化沙文主义。因为当日

本禅师从日本中心主义出发，高扬日本文化，贬

低其他文明的时候，高抬日本禅鄙视中国禅，视

中国人为需要给与惩罚的 “桀骜不驯的异教徒”

的时候，他们无疑陷入了 “贡高我慢”的思维误

区，背弃了佛教 “无分别心”的真谛，从而远离

了禅者应有的基本修为。

（二）中国禅对博大的慈悲心的标举有助于

克服日本禅的道德虚无主义

在 “宽广的无分别心”基础上，中国禅启迪

人发出 “博大的慈悲心”。慈悲是佛法之根本，

也是中国禅之根本。 《大智度论》讲： “一切佛

法中，慈悲为大。”《坛经》也说：“慈悲即是观

音。喜舍名为势至。”③ 在中国禅看来，“慈”就

是 “与乐”，“悲”就是 “拔苦”。它教导人们在

生活中要对一切生灵大慈大悲。所谓慈悲就是拥

有人溺己溺的共情之心，就是感同身受，凡事站

在他人的立场着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

拔一切众生苦。”这种大慈大悲、天下一体的菩

萨情怀是中国禅的精髓，也正是在这里，它与日

本禅分道扬镳。禅者以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

狱”、“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的高蹈理想淑世， “救度世人”④。 《赵州语录》

第３２８条就表露了这样的石桥心境：
度驴度马，度一切众生。学人问赵州： “大

善知识还有烦恼吗？”赵州说：“有啊。他整天到

晚为了救度众生。众生度不尽，地狱不空，他的

烦恼就没有尽头。”

明海大和尚将 “慈悲”阐释为 “奉献人

生”。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一定具有一颗非常容

易被感动的心，一如慈悲的菩萨。他／她随时随
地准备着被众生感动，随时随地在倾听众生的呼

唤，倾听众生心灵的声音，倾听他们的呼救，随

时随地去帮助他们，给予他们快乐，解除他们的

痛苦。这是一颗完全开放的准备被感动的心，观

音菩萨的心———大悲心，就是一颗时刻准备着被

感动的心。

一雨润千山。滋润 “一切众生，一切草木”，

一切 “有情无情”⑤。去同情，去担当，这就是

禅的核心价值观。用著名过程哲学家杰伊·迈克

丹尼尔的说法就是： “对过去的一切责任无穷；

对现在的一切服务无穷；对将来的一切责任无穷

———这就是禅的精神。”⑥

当过程哲学家怀特海视宇宙为 “情感的海

洋”的时候⑦，他实际上是为慈悲心提供了宇宙

论的支撑。按照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格里芬的解

释，怀特海宇宙论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提醒我们

在理性和感知的深处，我们是情感的存在、道德

的存在。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理智的洞见转

化成情感的力量并沿着道德的方向匡正感觉经

验⑧。对于怀特海而言，经验中最原始的因素是

“共情心”，“就是感受他者身上的感受”，荷担

他者身上的担当。

中国禅这种对大慈大悲、天下一体的菩萨情

怀的标举，无疑是救治日本禅的道德虚无主义的

有效解毒剂。当日本禅师把 “空无”视为禅的本

质，进而对禅做了 “去道德化的理解”的时候，

他们已经使日本禅背弃了慈悲心这一禅的精髓，

从而导致日本禅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杀人帮凶，

以至于有把 “杀人”、毁灭对方看作 “禅的最重

要的观点”之类的荒唐论调产生。按照列维纳斯

的说法，这种以消灭他者为前提的 “自他不二”，

这种所谓的对自我和他者的整合 “是一种残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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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义”①。这显然已远远背离了禅的真谛。

今天看来，日本的虚无主义不是战争的结

果，相反，它是导致战争的一种重要原因。正如

有西方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战争是虚无主义

的结果”②。这种虚无主义与日本禅师对禅的

“空”、“无”维度的过分强调，对禅的慈悲维度

的遮蔽，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因果关联性。

（三）中国禅万物一如的广大和谐观有助于

摈除日本禅中的暴力主义

中国禅强调在 “博大的慈悲心”上，生起

“万物一如”的广大和谐观。 “自性平等，众生

是佛”③，这是中国禅所强调的平等观的本体论

基础。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人、不同人群、不

同人种的平等，而且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

一切生命的平等。

在过程哲学那里， “自我是宇宙的合生”④。

在中国禅宗三祖那里，自我与宇宙是同一的，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信心铭》。在中国禅看

来，这一花一叶、一草一木，无不隐藏着真如佛

性，暗藏着真理。“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

黄花，无非般若。”禅宗主张皈依自然，从自然

山水、雪月风花之中体悟永恒的真理。“僧家自

然者，众生本性也。”（《荷泽神会禅语录》）这

意味着 “自然”就是众生本性，也就是佛性。由

于众生都有佛性，所以 “万物一如”。

“见性”概念是中国禅 “万物一如”思想的

集中体现。慧能第一次为印宗法师开讲禅理时说

到：我们只谈见性而不谈禅定或解脱。所谓 “见

性”，其实就是自见佛性。它既包括洞见自身的

佛性，也包括洞见他者的佛性。英国历史学家汤

因比发挥了佛教的无情有性说指出：

宇宙全体，还有其中的万物都有尊严性，它

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就是说，自然界的无生物和

无机物也都有尊严性。大地、空气、水、岩石、

泉、河流、海，这一切都有尊严性。如果人侵犯了

它的尊严性，就等于侵犯了我们本身的尊严性。⑤

如果说过程哲学在理论上肯定了 “万物一

如”的原理，那中国禅则是在生存上实现了这一

原理⑥。中国禅强调万物互摄互融，处于珠光交

映的圆融境界。

与日本禅把消灭他者当做 “自他不二”的体

现，当作 “彻悟的无上智慧的体现”相左，在中

国禅这里，所谓 “觉悟”、 “开悟”或 “顿悟”，

就是体会到万物一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禅

者的生活是一种智慧的生活，所谓智慧的生活就

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和谐中，生活在 “与自然的和

谐之中”⑦，生活在与万物合一的和谐境界之中。因

此之故，中国禅分外尚和，推重尚和思维，欣赏人

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自身的广大和谐。

在中国禅看来，达致这种广大和谐的路径就

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要持戒，即不

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因为

不杀生，令我们与动物界保持一种和睦共处的友

好状态；而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则使我们得以避免有意无意地伤害他人，从而与

他人和社会保持良好的和谐关系，达致万物一如

的广大和谐境界。

相照之下，不难看出，日本禅对和谐的贬低、

对战争的高扬，不仅昧于佛教正法，而且已远离

禅的真义到何等荒唐的地步。中国禅万物一如的

广大和谐观，无疑有助于摈除日本禅中长期存在

的暴力主义和杀戮之气⑧，从而弘扬一种祥和之气。

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世界和平和

日本人民本身的福祉，已经到了日本禅彻底反省

自身的时候了。一个更新后的日本禅应该是以慈

悲为怀、以和平为念的，这不仅会造福日本人民，

而且有助于推进世界和平，那才是对中国禅宗历

代宗师的真正回报，也是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回报。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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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良知说的现象学诠释

——— “第九届 《哲学分析》论坛—耿宁 （ＩｓｏＫｅｒｎ）
心性现象学学术讨论会”侧记

王　钰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瑞士著名现象学家和汉学家
耿宁 （ＩｓｏＫｅｒｎ）先生的论文集 《心的现象———

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

行。负责编辑此书的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教授

在 “编后记”中指出：“这里集结出版的文章与

报告２４篇，是耿宁先生毕生 ‘心性现象学’思

想的文字见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相关思考的细

致、深刻与丰富。”①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８日，由上
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

所、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联合主办的 “第九

届 《哲学分析》论坛———耿宁心性现象学学术讨

论会”在广东江门召开，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山大学、商务印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

中文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的十几位专家学

者围绕耿宁先生的著作 《心的现象》展开了深入

的讨论。

一、良知的三个概念

耿宁先生毕生关注并致力于研究胡塞尔现象

学、佛教唯识学和儒家心学领域的问题。论文集

《心的现象》当中半数以上的论文主题关涉中国

哲学当中的唯识学和心学，而论及阳明心学的主

题则集中在对 “良知”概念的现象学诠释。与会

学者对于耿宁先生运用现象学的研究进路来探讨

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也积极

地回应了耿宁先生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理解疑

惑并指出其忽略之处。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李明辉研究员作

为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首先提出了与会学者们

最为关注的有关耿宁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诠释问

题。李明辉研究员主要谈了两点：第一点，他认

为耿宁将王阳明的 “良知”概念诠释为 “自

知”，是借用了佛教唯识宗的术语 “自证分”和

西方现象学中的概念 “内意识”来理解 “良知”

概念，并且强调了这一自知是一种实践、意志方

面的自知自觉，更是一种自发的道德评价。对于

这一诠释，他表示认同和赞许。第二点，他对于

耿宁将王阳明的 “良知”概念按照其思想发展的

不同时期区分出的三种涵义表示质疑。第一种涵

义是王阳明早期源自孟子 “四端之心”的良知概

念，即良知为人心的一种自发的向善倾向；第二

种涵义是王阳明后期借由孟子的 “是非之心”来

解释 “良知”，即良知具有是非判断的能力；第

三种涵义是 “良知本体”概念，即良知是始终已

经完善的本原知识的真正本质。耿宁将孟子的

“四端”之 “端”理解为一种情感的 “萌动”，

是 “德性的开端”，还不是德性本身。在这一点

上，李明辉研究员认为孟子的 “四端”之心并非

“德性的开端”，而是我们对良知的直接意识，它

已是德性的完善状态；故 “四端”之 “端”在

阳明学及其后学中应理解为 “端绪”，即良知于

此直接呈现。李明辉研究员指出正是因为对

“端”的错误理解，耿宁无法将上述三个良知概

念合而为一，也就是说良知为 “自知”的说法无

法适用于第一种良知涵义，但如果将 “端”理解为

王龙溪所言的 “见在良知”，则可避免此理论困境。

倪梁康教授对李明辉研究员关于在阳明心学

中 “端”如何理解的问题进行回应，认为耿宁对

“端”的解释不能用对错来简单评判。 “端”理

解为 “萌芽”或 “开端”与良知作为 “自知”

的根本特征并不矛盾，作为萌芽的良知可以通过

王龙溪所言之当下的 “一念自反”来自知，或是

通过深思熟虑的反思来把握自身，这两个途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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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其可能性的。

二、良知与致良知

耿宁先生诠释的良知三义引起了与会学者们

的诸多争议。王阳明良知说是以 “致良知”为

本，随着会议讨论的深入，学者们追本溯源地将

这一争议拓展为如何从 “致良知”来看良知涵义

在王阳明思想中的前后期转变。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认为在良知三义

中，耿宁更加关注第二个良知概念。在他看来，

耿宁运用现象学进路来诠释阳明良知概念的最独

特之处，在于从自知、内意识、自证分的概念来

理解王阳明的良知，从而揭示了阳明本人没有直

接点出的良知之自知与心之所发意念是同时现存

的。陈立胜教授批评当代学术界视 “良知是呈

现”一说为神秘体验，其实王阳明反复强调 “致

良知”的体验对所有人都有效，而且他呈现良知

并非运用哲学系统论证方法，而是运用肢体话语

来呈现。在肯定耿宁对阳明良知说的现象学把握

的同时，陈立胜教授也针对耿宁良知三义说提出

了三个问题：一，王阳明早期的良知概念在后期

仍然出现，耿宁按照编年顺序提出的良知三义在

阳明思想中是否成立？二，从现象学角度如何理

解良知既是自发的同时又是自我决定的伦理价值

意识？三，良知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自证分或

是内意识？陈立胜教授认为自知的良知相较于现

象学的内意识而言是更为本原的意识存在。

对于与会学者所讨论的阳明良知概念的变化

以及对耿宁的相关困惑，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

究所林月惠研究员直指问题的症结所在，即耿宁

太过关注王阳明良知概念与孟子的关联，而忽略

了这一问题与王阳明对朱子 《大学》解释的联

系。林月惠研究员通过对比王阳明 《大学古本》

的原序和改序指出，阳明良知概念的改变是随着

他对朱子 《大学》的解释逐渐深入而得以发展变

化的，即由以 “诚意”为本转变为以 “致知”

为本，王阳明的这一思想转变并不意味着其良知

概念有耿宁所诠释的前后期的不同。关于阳明学

中良知 （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之间的关系问

题，林月惠研究员认为道德实践于王阳明而言其

本质之处在于 “德性之知”的自知， “见闻之

知”的获得是辅助性的，二者之间是 “不滞”

“不离”的主从关系。在阳明后学中，耿宁主要

讨论了王龙溪的 “一念自反”与聂双江、罗念庵

的 “寂静意识”的分歧，林月惠研究员指出耿宁

没能注意到这一分歧是来自于良知的动力问题。

对于王龙溪而言，致良知的关键在于念念致良

知，良知本体的实践动力是当下具足的；而对于

聂双江、罗念庵而言，作为 “星星之火”的良知

开端其实践动力是不足的，所以致良知的关键在

于反求虚静的良知本体。

三、现象学之于中国哲学的启示

与会学者们在热烈讨论耿宁先生对王阳明良

知说的现象学诠释的同时，还一致肯定了现象学

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启示意义。尤其让各位学者

感佩的是，作为一位西方现象学家，耿宁先生表

明他研究中国哲学的最终目标并不在于将中国心

学转变为现象学理论，而是在于使现象学的明见

能服务于中国心学。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对耿宁讨论中国

哲学的方式和方法非常关注。在他看来，当耿宁

在探讨中国心学时，其学术追求旨在对经典思想

进行哲学分析，而这种哲学分析是基于现象学立

场的特定方法。陈少明教授提出中国哲学研究者

需要关注两点：第一点是中国哲学的传统观念因

何需要哲学的表达方式。陈少明教授批驳了为保

持对传统观念的完整理解而主张仅采用传统研究

方法的观点。他认为要让传统经典思想影响到更

多的现代公众，重新焕发活力，哲学的现代分析

方法是需要被借鉴吸收的。第二点是有关现象学

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启示性。陈少明教授极为推崇

耿宁对生活的洞察力，在他看来，耿宁的现象学

进路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其从经验出发的哲学分析

方法，而经验的内容源于生活本身。

关于王阳明良知说的诠释问题，倪梁康教授

言明在 《心的现象》之后耿宁有一部专著 《人

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 ‘致良知’》

即将出版，该书对此问题有更为详尽的探讨。倪

梁康教授表示希望能在２０１４年下半年邀请耿宁
先生本人来中国参加此书的发布和研讨会，相信

此次 《哲学分析》论坛的研讨成果将为后继的中

西哲学交流提供丰富的对话资源并激发更为深入

的问题思考。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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